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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
法国肌萎缩协会AFM

“三联体”，包含构成DNA的四个核昔酸的三个核昔酸CAG
序列：C （胞«）, A （腺赚吟）和G （鸟嚥吟）。有时
这样的三联体会重复岀现：CAGCAGCAG……当这样的
重复异常多时，人们就会患上某些疾病，比如亨廷顿症。
DNA分子所带有的所谓的“遗传密码“由三核昔酸单位构
成，这样的三核昔酸单位由四种碱基组合构成：A （腺嗦
吟），T （胸腺嗷g） , C （胞嗷©和G （鸟嚓吟）。
当今自闭症治疗CAN
儿童和成年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CHADD
中枢神经系统CNS

脑脊液CSF
“现在战胜自闭症！.DAN
电休克治疗ECT

脑电图EEG
ELSI 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首字母缩略词，尤其涉及将来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小额基金分配给关于基金定序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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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1

泛焦虑症GAD

遗传学与保险委员会GAIC

单体型测绘。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由来自加拿
大、中国、日本、尼日利亚、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和资
助机构合作开展，以开发一种公共资源，该资源将帮助
研究者利用，种单体型测绘技术找到与人类疾病、与对
药物反应相关的基因（参见http://www.hapmap.org/） „

亨廷顿症HD

知识产权IP

试管受精ivf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心灵组织”，英国全国心理健康协会现在的名称MIND

自闭症研究联盟NAAR

美国的精神病联盟NAMI

因精神错乱而无罪NGRI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掌上电脑PDA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PET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

月经前焦虑障碍PMDD

PXE

RCT

SANE

SARS 重症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精神分裂症，一种全国性急症”（英国的心理卫生慈 
善组织山恩）

弹性痣，一种遗传病，影响身体某些部位的结缔组织 
随机对照试验

http://www.hapmap.org/%25EF%25BC%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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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昔酸多态性SNP

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吸收抑制剂SNRI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化断层显像SPECT

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SSRI

德州药物算法项目TMAP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世界健康组织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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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世纪末，许多人预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生物技术世纪”，
一个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的时代。'有些人认为人类
基因组的定序会开创一个基因操控的时代，其后果是不可思议，甚至骇
人听闻的。通过将基因组学与生殖技术方面的发展一比如胚胎植入前
的遗传诊断和基因克隆——联系起来，他们设想出一个由基因工程人

我们的情绪、感情、欲望和智慧。还有一些人想象战胜了死亡，想象了
一个人类寿命无限延长的世界。他们所举出的许多生物医学技术大家都
已耳熟能详：遗传筛査、生殖技术、器官移植、有机体的基因改造，以
及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物，这方面人们通常给岀的例子是百忧解。据说
另外一些技术“即将问世”：基因工程、异种移植、根据每个个体被编码
在微型芯片上的基因型特制的个体化用药、在试管内或利用可被分化为
任何一种组织的干细胞制造或更新器官。
这些可能性引发了希望和恐惧、期待和不安、赞颂和谴责等诸多情

绪。虽然有些人对治疗各种疾病和痛苦的新的有效方法寄予厚望，但另
一些人却提醒我们要防止将人类生命当做可以无限塑造的东西，尤其是
在受孕治疗或受孕实验中创造和使用人类胚胎。许多政治家、大学、公
司和私人投资者希望这些生物医学上的发展将产生珍贵的知识资产，推

(engineered people)构成的世界，他们拥有的品质和能力是按照要求制 
造出来的。另外一些人认为新一代的精神药物很快就能让我们随意设计



格出售许多新药，并做出虚假承诺，却忽视了药品可能会产生的危险副
作用，还指责它们用医学方法处理非疾病状况，如脱发或性冷淡，从而
在不懈地追求股东价值的过程中创造新的市场。在许多国家，涉及遗传
学的生物医学发展都是极具争议的，引起了人们对于基因歧视和优生学
的恐惧，尤其是在考虑用胚胎选择来避免遗传疾病的情况中，以及有可
能确定疾病的遗传基础的研究中，甚至在寻找导致个体在药品反应中出
现差异的基因变异的药物基因组学中。
政治家.监管者、神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人都已被卷入这些争论之

中。政府已经制定法律限制其中的某些发展，尤其是那些和人类生殖中
的遗传选择相关的发展。许多国家已经成立了促进会或委员会来设法满

动一种新的、利润极高的生物经济，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基础科学正被 
收买为利润服务，这些关于少数疾病治疗法的研究会推动事业的发展、 
产生可观的利润，但那些影响多数人的健康和疾病、不太有吸引力的因 
素则被忽略了。他们特别挑出制药公司进行批评，指责它们以飞涨的价

足这些可能性带来的似乎不可避免的要求——在被允许的、被控制的和 
被禁止的发展之间“必须画出一条界限”。一些压力集团发起了运动，支 
持取消限制，从而使可能给他们所爱的人带来希望的研究得以进行。其 
他团体则发起了要求加强限制的运动，尤其是要保护卵子从受精、甚至 
从那之前开始的“生命的神圣性”。有些人希望通过诉诸某种超验的宗 
教道德或人类本体论来解决这些争论。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些问题是 
社会的，是会引发重大后果的，是环境形成的一一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 
会？这些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令人烦恼的状况中，要对胚胎的 
选择、实验的进行、药物的批准、生命的结束做出决定，在每个这样的 
情况中，谁应该有权力做决定？业已诞生一个健全的行业，一个正在发 
展的“神经伦理学”领域——生物伦理学，对这些问题进行仲裁。有些 
人提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后人类的未来，一些“超人类主义者”怀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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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身份，也许还有人本主义本身的命运都依赖于人性本身的不可侵犯
性。我们冒着极大危险篡改我们的“本性”，这危险最终会危及人的灵

本书既非对未来进行的一系列思考，也非对现在进行的生命伦理思
考。的确，这样的思考和思索正是我试图分析的对象。它们本身——它
们对未来的展望，它们的恐惧和希望，它们的评价和判断——是一种新
兴的生命形式中的要素。2这种生命形式的政治，这一 “生命政治”(vital

命政治是--种健康政治——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政治，关于疾病和传
染病的政治，关于管制水，污物、食物、墓地的政治，关于那些聚居于
城镇的人们具有的生命力的政治。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种对生理体
质的遗传和不同亚族群的差异生殖所造成的后果的特殊理解进入了这一
对居民健康及其质量的关注，这似乎迫使许多国家的政治家试图以种族
未来的名义控制居民质量，通常采用强迫的、有时是凶残的方式。但是
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生命政治看起来相当的不同。它既不受疾病和健康
两极限制，也不致力于消除病变以保护民族的未来。相反，它关注的是
我们不断增强的能力，即控制、管理、制造、重塑、调节作为活生生的

politics)正是本书的重点所在。当然，政治长久以来一直在关注那些被 
统治者充满生机的生命。冒着过分简化的危险，可以说18、19世纪的生

当强烈的渴望欢迎这一前景，另一些人对此的反应却是痛苦和惊恐。许 
多知识分子都被吸引到了这场争论之中：弗朗西斯•福山、利昂•卡斯 
和尤尔根•哈贝马斯只是那些试图建立规范界限的人中最知名的人物， 
他们认为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样的介入与非人类的生命有机体的关系， 
对人类进行的这些介入都是对我们人性的侵害——对他们而言，人的尊

魂。(Fukuyama 2002, Habermas 2003, Kass 2002,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U.S.] and Kass 2003)o

生物的人类具有的生存能力的能力。如我所表明的，它是一种“生命本 
身”的政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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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状况带来的难题•

团体——比如生命伦理学委员会，转移给私人公司——比如私人生育诊
所和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直接出售给客户像基因检测这样的产品,
转移给由审计、标准、基准和预算这些强有力的方法来“遥”控的专业
团体——比如医疗协会。这些在政府理性和技术方面的改变还包括越来
越强调个体在以下方面负有的责任，即管理自己的事务，谨慎地着眼于
未来获得自身的安全。在健康领域——在这个领域，患者越来越被迫切
地要求成为医疗服务和产品(从生殖技术到基因检测)的积极、负责的
消费者一些是最为显著的(Rose 1992, 1999)。这种复杂的市场化、

自主化和责任化赋予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当代生命政治一种独有的
特色.
除了这些转变之外，也许当代生命政治的新颖性源于这样一种认

识，即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种“阶跃变化"，我们拥有的操纵自己的生命
力、发育、新陈代谢、器官和大脑的能力出现了质的增强。这一阶跃变
化需要尺度的变化。目前正在成形的生物医学知识和技术具有很多不同
之处，但它们有一点相同：现在人类生命是在分子层面被理解的，其过

基本上，任何东西看起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都能被适当地介入，从
而为我们想要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人这一愿望服务。因此,

程可以在分子层面被仔细分析，同时生命也是在分子层面上被操纵的。
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的生命力似乎不存在神秘的或不可理解的东西——

现(Barry et al. 1996, Rose 1989, 1996a, Rose and Miller 1992) „ 尤其是 

这些都涉及对政府权力进行重组，管理人类健康和生育的責任，在整个 
20世纪都是政府机器的责任，现在要将这些责任转移给准自主性的监管

虽然这一当代生命政治中有许多主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还有一 
些是新的。一部分新颖性在于政府理性和技术方面更加普遍的转变，特 
别是在提供安全、福利和健康方面——这关系到给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社 

的改变，以及新的“先进开明的”政府技术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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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造成的。随着人开始作为生物人、作为生物自我以新的方式体验自
我，他们的生命存在成了管理的重点，成了新形式的权威和专业知识的
目标，成为一个被高度投注的知识领域，一个进行生物经济开发的不断
扩大的领域，一个伦理学组织原则，以及分子生命政治中的标杆。

关于“现在"的描绘
分析现在及其可能预示的可能未来总是有风险的。在分析当代的

生命政治时，我并不认为我们能仅仅通过运用现在常见的谱系学和“现
在的历史.等比喻来进行。这种谱系学试图颠覆已经忘记了其偶然性的
“现在”，“现在.是这样一个时刻，它认为自身是永恒的，因此忘记
了那些导致其信仰和实践岀现的受时间限制的问题。这种谱系学通过使
这些偶然事件成为可以思考的，通过追溯通向显然是稳定的现在的各种
不同道路，通过将我们生活中那些看起来处于历史之外的方面历史化,
通过表明思想在构成我们的“现在.中所起的作用，试图使“现在”得
以重构。但是今天，颠覆我们的“现在.看起来不那么激进了。大众科
学、媒体描述、权威人士和未来学家，他们全都将我们在历史中所处的
时刻描绘为最为动荡的时刻，处于划时代变化的尖端，处于正在消失的
过去具有的安全感和我们仅仅能模糊看到的未来具有的不安全感之间的
边缘地带。在我看来，面对这样一种将我们的“现在”看做一切都处于
流变之中的观点，我们既需要强调连续，也需要强调变化，需要尝试
对我们的“现在”进行更适度的描绘。这样一种描绘不是试图通过指岀
“现在”的偶然性而颠覆它，而是通过认可未来的开放性而颠覆未来。

围绕着这些问题中的每个问题——从干细胞到智能药物——所发生的争 
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对生命的分子想象似乎展现的机会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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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面前并非只有一条道路，我们也不是处于这条道路中某一前所未有的

时，它们可能会创造出某些新东西。我怀疑，这将不会是彻底的转变,
不是进入一个“后自然”或者“后人类”的未来。也许它甚至不会构成
一个“事件”。但是我认为，其中绝大部分转变将以各种微不足道的方式
很快成为常规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将不再会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本书是对一种新兴的生命方式进行的初步描绘，是对一种其蕴含
的各种未来进行的草拟。

变化

当代生命政治的空间并不是由任何单一的事件构成的。对医学和政
治认识与实践的重构，是通过在许多方面发生的改变之间的相互联系进
行的。我勾画出五条路线，我认为它们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当然这并
不全面。
首先，分子化。当代生物医学的“思维样式”在分子层面上将生命

想象为一系列可理解的分子实体之间的生命机制，这些分子实体可以用
新的介入方法被识别、分离、操控、流通和重组，它们不再受自然生命
秩序表面的规范性限制。

也就是说，通过表明我们的“现在”并非蕴含着单一的未来，它可能会 
部分地通过思想本身增强我们介入"现在”、从而塑造我们可能会生活 
于其中的未来的某些方面的能力，
要对“现在”进行这样的描绘，描绘一幅展现人们尚未走过的一 

系列道路——它们可能通向不同的未来——的地图，重要的是要承认我

时刻。相反，我们生活在多样的历史之中。就如我们的现在一样，我们 
的未来将会从许多偶然道路的交叉口出现，当这些偶然道路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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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最优化。当代生命技术不再受健康和疾病这两极限制，如
果它们曾经如此的话。这两极仍然存在，但是此外，许多介入措施试图
在现在采取行动，以便让那些享受这些技术的对象拥有可能的最好的未
来。因此，当然，这些技术体现了在个体或集体生命中对什么是最佳状
态的饱受争议的看法。
第三，主体化。我们正在看到关于人是什么、他们应该做什么以及

他们可以希望什么的新观点出现，关于“生物公民身份”的新观念已经
成形，它们表明的是涉及人类的疾病，还有他们的生命自身、人类的责
任、权利和期望，它们重组个体与他们的生物医学权威之间的关系，改
变人们理解他们作为“身体个体”的自我的方式。这与我所谓的“身体
伦理学”的兴起有关——不再是道德准则意义上的伦理学，而是作为指
导生活行为的价值观——它让肉体的、身体的存在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第四，身体知识。这些发展正在使新的管理人类行为的方式出现,

多种多样的次专业出现：专门研究特定种类疾病的遗传学家与患者和家
庭团体联合，生殖医学专家和他们的公共或私人诊所以及忠诚的客户联
合，其工作成果已经通过互联网传播给全世界的干细胞治疗专家，人们
像朝圣者一样涌向他们，希望他们找到治疗包括从脊髓损伤到老年痴呆
症在内的各种疾病的方法。它们声称拥有专业知识，在管理我们的肉
体存在的特定方面行使它们拥有的各种不同权力。围绕着这些身体专
家，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新的精神指导专家——遗传顾问也许是最好的例
子 他们的职责是在个体和家庭面临个人、医疗和伦理困境时给予建
议和指导、关怀和支持。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生物伦理学”
知识的出现，它宣称能够评价和裁定这些活动，它已经被用来管理生物
医学实践——从试验台到诊所和市场——以及让它们合法化。
第五，生命力经济。被寻找生物价值激励，在真理和资本化之间、

在追求股东价值和人类价值——希望找到最佳疗法——之间已经形成



008

这样的新参与者已成规模，它们总是着重强调其公司的社会责任，用各
种方式与诸种形式的公民身份和专业知识联合。生命本身已经被迫服从
这些新的经济关系，因为生命力已经被分解为一系列截然不同的、互不
相干的东西——它们可以被分离、限制、储存、积累、流通和交换，被
赋予了一种分离价值，被跨越时间、空间、物种、背景、企业进行买
卖——服务于许多不同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新的地缘政治领域
已经成形，生命政治已然和生物经济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
我会提防那些划时代说法，而且必须要认识到这些变化中没有一种

变化标志着与过去的彻底断裂：每种变化都存在其连续性。但是，我要
说，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跨过一个门槛。在由这五条变化线相
互交织而形成的结构中出现了某种新东西，这“某种新东西”对那些像
我一样试图绘制未来蓝图的人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们正生活
于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之中的原因。
在第一章中，我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五种变化，描述它们的主要特

征，阐明我自己对它们重要性的思考。在第二章中，我主要讨论这些变
化与处于变化中的生命观和政治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些变化的交
织中，政治和生命的意义都与以前大不相同，并且我认为一种新的生命
政治已经形成。在第三章中，我特别致力于研究生物决定论和基因决定
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详细阐述我自己的主张，即这一新的生命风险和
生命易感性世界——它要求我们以即将到来的生命未来为名在生命的现
在采取行动一正在产生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接下来的每一章节都深
入地探讨这一新兴生命形式的生命政治具有的某个特定方面。在第四
章，我会集中探讨遗传风险和遗传慎重，描述基因组学知识和专门技术

了新的联系。一个新的经济空间一生物经济，以及一种新的资本形 
式——生命资本已经被描绘出来。像制药公司这样的老参与者，他们与 
科学和股市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转变。像新生物技术公司和其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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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特定的自我管理体制之间的牵连，考察新形式的基因责任的产生。在

些变化对因基因组医学而出现的种族和族裔观念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第七章中，我考察的是关于自我及其病征的新的神经化学理解的产
生，以及新的神经化学技术的出现。在第八章中，我描述的是分子生物
学、神经科学、行为基因组学和精神药理学中的这些新发展对控制犯罪
和刑事司法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通过这些章节提出的论点并不像大多数社会学批评家那样悲观,

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生物决定论和基因决定论的兴起。相
反，我要说的是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身体伦理学产生，它会强加给我
们一些责任，但充满了希望，面向未来但要求现在采取行动。一方面,
一种新的生命经济学改变了我们关于自己的理解，同时使我们能够以新
的方式介入我们自身，我们的生命力已经向着经济开发和获得生物价值
开放，这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我们身体的、肉体的神经化学个体
已经向着选择、慎重、责任开放了，向着实验、向着争议、进而向着生
命本身的政治开放了。因此，我以简短的后记结束本书，后记直接转向
了伦理学这一问题，对生命伦理学家和神经伦理学家的伦理沉思与一种
不同意义的伦理学进行了区分，后者体现在个体在应付现代生物医学实
践时对他们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为进行的判断中。在一个进行选择和
最大限度增强自我的时代中，身体及其能力变得对自我技术最为重要,
而我要说的是，由于在这个时代要对生物医学进行管理，生命伦理学机
器已经在当代生命政治中具有了其现有的重要性。正如马克斯•韦伯在
新教伦理和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之间发现了有择亲和性——这产生了这
样的生命形式，它们使远见、慎重、计算和积累成为不仅合法而且可能
的拯救指标 样，在当代身体伦理学和生物资本主义之间也存在有

第五章中，我将联系生物公民身份的改变详细阐述这些论点，考察这种 
生物公民身份目前呈现的形式。在第六章中，我思考的是我所发现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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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亲和性。也就是说，身体伦理学通过管理生命赋予追求利润一种独特
的道德性。但是同时，它让那些以利润为名损害健康的人遭受最具道德
色彩的谴责。当生命政治与生物经济学纠缠在一起时，当生物资本可以
被评价时，当意索政治E变得对我们的生命方式最为重要时，21世纪新的
生命政治空间正在岀现。

[1] Ethopolitics这个词有伦理的含义，但etho这个词根更偏重于ethos,是通过作用于人的情 

感、信仰和道德准则来引导或管理人的行为，因此在这里按照台湾学者周平和林文源在《科 
技建构、生命政治与生死分界的空性》文中的翻译，音译为••意索政治”。具体参见下面的 
第一章。

本书的脚注都是译者请教了本书的作者Nikolas Rose及其同事Joy Zhang和漠大利亚学者 

Paul Patton之后由译者所做。一译注



第一章I

21世纪的生命政治

“关爱生命，辉瑞使命！”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的使命宣言

我们可以怎样着手分析21世纪的生命政治呢？我建议我们可以沿着
五条线来有效地着手这一问题。在这五条线中可以发现重要的变化：分
子化、最优化、主体化、专家意见和生物经济学。这些将会在接下来的
几章中得到更详细的探讨。在本章中，我将一一介绍这些主题，并且简
单地说明其重要性。但是，首先就医学本身说几句并无不妥。

医学——过去和现在

米歇尔•福柯的《诊所的诞生》（1973）仍然是对疾病和医学如何在
个人身体上占据一席之地进行的开创性分析。这本书给我们上了一堂方
法论课程：19世纪初对医学认识进行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技术重构，是
通过在一系列不同方面发生的变化相互联系而产生的，其中有一些变化
初看起来离医学相当遥远。这些变化包括援助法律和援助实践的变化,
医学专业和医学教学法组织的改变，医院中出现了新的记录形式，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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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疾病的理解具有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体本身”仍是临床凝视的焦点。
甚至当人们从空间和社会联系的角度将疾病视作须解决的问题并进行解
决时，情况仍然如此，就像21世纪初人们对非典和禽流感的担忧所表明
的那样。即便当疾病被置于观点、习惯和行为领域之中时，就像在对危
险的性实践或饮食实践的关注中那样，生病的仍是身体本身。福柯首次
发表于1963年的著作写于临床医学“黄金时代”的末期。虽然20世纪60年
代并非标志“诊所的消亡”'，但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已成规
模的医学会诊已经与诞生于19世纪初的临床医学有了很大不同。
这些医学变化的态势包括在至少半个世纪中在多个方面发生的累

管理生殖，评估和控制“风险”，保持和完善健康的身体。对许多个体和
家庭的自我管理而言，保持健康的身体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他们采取

遭受了许多方面的质疑。批评家们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用医学方法处理社
会问题的情况，认为我们正在见证侵略性的医学帝国主义——它建立在
对医生具有的治疗能力做岀的不切实际的断言之上，认为医生正在侵入
根本与他们无关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同时，从女性主义到残障权利等社 
会运动的拥护者质疑医生对他们的患者及其生命行使的家长式权力。并 
且同时，每个国家都在尝试“授权”给那些接受医疗服务者，虽然“授 
权”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包括越来越强调“主动公民身份各种诉讼 
和赔偿文化出现，患者转变为“消费者”，医学知识越来越容易在网上从

积改变。很多人已经描绘了这一新的医学领域(比如Armstrong 1983, 

1995, Arney and Bergen 1984, Clarke et al. 2003, Starr 1982) o 2 医学的管辖 

范围已经延伸到事故、疾病.病害之外，延伸到了控制慢性病和死亡，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统计数据得以产生，对那些死在医院中的患者所进行 
的病理解剖和尸体解剖，等等。福柯所记述的这一变化说明我们对健康

了各种做法，从营养学和锻炼，服用专卖药品和营养品，到自我诊断和 
治疗。'但是同时，医学权威的范围也以这样的方式扩大了，但这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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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多样的消息来源获得，患者可以获得医学知识以便调整他们对自己

经失去了对诊断凝视和治疗预测的垄断：执业医生的临床判断被循证医

险的要求、被它们的赔偿标准，总的来说，被它们将健康和疾病仅仅当
做另一个可以计算其公司利润率的领域殖民和重塑。在另一种意义上,
也许是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医学被其极端的资本化重塑。基础和应用生
物研究——不管是在生物技术公司还是在大学进行的——已经和知识资
产的生产密切联系在了一起，疾病和健康已经成为公司活动和生产股东
价值的主要领域。在这些过程中，人的生命力已经在分子层面上向着技
术创新、经济开发和高度竞争的生物经济学形式开放。这一医学的技术
化和资本化赋予21世纪饱受争议的生命政治领域一种特殊的形式。而这
一领域本身也在被生物医学思想、判断和介入方式的深度“分子化”
重构。

分子生命政治
无疑，在某个层面上，大多数人——即使是那些生活在先进的技

术生物医学影响范围之内的人们——仍然在“克分子”层面上想象他们
的身体，在肢体、器官、组织、血流、荷尔蒙等这一层面上疽这是可
见的、可触摸的身体，就像展示在电影中或电视屏幕上、展现在健康和
美容产品广告等上面的那样。我们作用于其上，想通过节食、锻炼、文

学的要求和对使用标准化的、共同制定的诊断与开方程序的要求限制及 
约束。在大多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医学实践已经被公共保险或私立保

医生的要求，评价或质疑他们的意见。
“医学”本身也已经改变，它变成了技术医学、高度依赖精密的诊 

断和治疗设备，'它已经被复杂的劳动分工分裂于各个专家之间。医生已



入一种关于生命本身的“分子”思维样式之中。正如即使草草地读一读
当代的生物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生命现在是在分子层面上从以下角度被
理解.被作用：核昔酸碱基的编码序列及其变体的功能特性，控制表达
和转录的分子机制，蛋白质的功能特性和它们的分子表面状态之间的联
系，具有特定的力学和生物学特性的特定细胞内要素——离子通道、酶
活性、转运体基因、膜电位——的形成。
路德维克•弗莱克提出的“思维样式”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

种思维样式之中才可能的、才可以被理解的表述。术语、概念、主张、
引文' 关系等各种要素被组织成具有特定形式的结构，这些结构被当成
论点和解释。现象被按照重要性标准进行分类和整理。某些东西被指定
为证据，被以特定的方式收集和使用。实验对象被选择和征募。模型系
统被想象和组合。用来进行测量和记录的工具，如曲线图、图表和表格
被发明出来，然后被商品化。所有这些都在复杂的实践中联系起来，如
实验和临床试验。一种思维样式还包括一个学科或分支学科中的“思维

失败的方式 种批评方式，一种寻找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方式。

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包括关于其诸种权力与地位关系的详尽知识。当 
然，一个科学领域中的思维样式还包含-一种发现难题、质疑论点、解释

身和整容手术使之完美的正是这一克分子身体。而且确实，这是当临床 
医学在整个19世纪形成时作为其焦点的身体——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身 
体，它在死后进行的尸体解剖中展现在医生的凝视之下，在解剖图谱中 
变得可见，在活着的时候可以通过许多设备介入，首先是听诊器，它能 
够增强临床凝视，窥视活生生的身体中的器官和系统。"然而，今天，生 
物医学在另-个层面——分子层面——上让生命变得可见。如果临床凝 
视不是被这一分子凝视取代的话，那么就是被它补充。分子凝视本身陷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Fleck 1979, Hacking 1992a, Rose 2000a)。一种思维

样式是一种独特的进行思考、理解和实践的方式，它需要做出只有在那

014 |生命本身坦風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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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试图说明的一系列问题、争议和现象。对当代的脑科学而言，大脑不
再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脑，在细胞生物学中，细胞不再是20世纪60年代
的细胞I “基因”——如果把它称作基因仍讲得通的话——不再和基因组
被定序之前的基因一样了，等等。在生命科学中形成的新思维样式已经
改变了它的每个对象，因此这些对象以一种新的形式岀现，带有新的特
征，与其他对象具有新的关系和差别。
一种思维样式并不仅仅是--种新的话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

形成的关于生命的分子知识，已经和在这一分子层面上介入生命的各种
髙度复杂的实验技术联系起来——不是事后，而是在这一发现过程本身

比如，在基因切割和拼接技术中，在生命系统之外为DNA的确之中
切部分制造多种多样的DNA拷贝的聚合酶连锁反应中，在根据顾客的需
要对DNA序列进行的定制中，在生产具有或没有特定基因序列的有机
体中。实验室已经变成了一种生产新形式的分子生命的工厂。通过这样
做，它正在创造一种理解生命本身的新方式。
当然，对患者进行的许多诊断和治疗仍然是克分子的，是从器官或

系统病理的角度进行的。虽然如此，生命力分子化所造成的改变仍然是
重大的。比如，当遇到一种新的传染病时，人们即时的反应是寻找病原
体的分子结构。这样，在2003年“非典”爆发时，在世界卫生组织首次
警告这一疾病会蔓延的几周内，人们就确定了 “非典”所涉及病毒的基
因型——即使制定的健康策略尽可能是克分子的，从而采取隔离检疫、
旅行限制和空间监控的形式，这些都是自瘟疫医学诞生以来常见的形
式。更广泛地说，在制药业和治疗研究中，治疗剂是在分子层面上被选
择、控制、试验和研发的，它们起作用的方式是从分子角度被解释的。
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从草药治疗到精神分析，在为它们显然神秘的作

一种思维样式不只关乎一种特定的解释，关乎它要解释什么，而且 
还关乎有什么要被解释。换句话说，它决定和确定解释的对象、某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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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研究计划正以稍慢一些的速度寻找当前临床诊断的分子基础，并且
已经开始根据这一基础重新调整这些诊断。另一方面，现在许多表现型
不同的疾病在分子层面上——生物化学机理和遗传变异的层面上——显
现岀联系。比如，在16号染色体上发现了弹性痣的遗传基础，这是一种
遗传疾病，患者身上的弹性组织会矿质化。这一发现可能会对高血压和
心血管疾病——因为弹性痣的中型血管矿质化酷似血管的一般老化——
还有黄斑部退化的分子和遗传基础产生影响。7另一方面，之前被归在一
起的疾病，比如单相抑郁症，开始被分为不同的小群，这在某种程度上
是由以下研究造成的：由新一代的分子制成的抗抑郁剂声称它们以神经
传递中被认为涉及不同抑郁症形式的特定部位为目标，而被诊断患有抑
郁症的患者对其反应不同，人们对这一差异的分子基础进行了研究。

在这里，可视化技术至关重要(Cartwright 1995a, 1995b)。某种程

度上，正是通过新的可视化技术，生命才得以在分子层面上被思考，被
看做分子实体中一系列可理解的生命机制(Rose 2001)。到21世纪开始
时，除了在20世纪前半期研制出来的X射线和医用胶片，还有许多筛查
设备能让人们看到内部的有机体：乳房X线照片、超声波、胚胎图像、
脑电图描记图、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单光子发射计算机化断层显
像扫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等(Kevles 1997)。这样的可视化技术

0益通过数字模拟来操作。有些技术通过使用控制数字信息的运算法
则，在分子层面上重构貌似真实的仿真现实，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就
是如此(Beaulieu 2000) o其他技术从可控制的信息串这一角度让生命变

参见Keller 2000) o但是光有可视化还不够。分子基因组学依辞的是发明

得可见，就像在DNA序列——我们大概还称之为基因——中那样(Kay 
2000,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基因.如何在视觉上被展现的方式，还可

用方式寻找某种新的分子正当性。制药业探究传统的治疗方法，寻找可 
以被推断出、被阐发、被授予专利权和商品化的分子知识。一个正在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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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到在特定的碱基序列剪切DNA的限制性内切酶，将DNA片段按长度
分离的粘胶电泳法，粘结在特定碱基序列上的放射性标记物，制造能被
大量复制的DNA “复制品”或片段，能被收集在克隆文库中以便为准确
的分析提供足够的DNA,还有生产大量短段DNA的聚合连锁反应。8以非
常微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这些技术让“基因”在分子层面上向着知识
和技术开放了。
一旦生命力被放在这一层面上剖析，介入措施就不再受某种特定

生命秩序的规范性限制。无疑将身体分裂为可转移的组织——它们通常

后来就成为举足轻重的、有争议的商品化对象。”生殖要素——卵子、
精子，后来还有胚胎 也变得可以从任何特定身体分离，围绕着实验
室、诊所和其他身体途径流通。但是现在可以让组织、细胞和DNA片
段被看见，被分离、分解、稳定和储存在“生物银行”中，被商品化,
被在实验室和工厂之间运送，通过分子操控被再造，它们的特征被改变
T,它们与某一特定的生命有机体、类型或物种之间的联系被抑制或
消除了。12分子化除去了组织、蛋白质、分子和药物——与某种疾病、
某个器官、某个个体、某个物种——之间的特别联系，使它们可以在很
多方面被视为可操控的、可转移的要素和单位，它们可以被移动——从
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有机体到另一个有机体，从一种疾病到

久兀、另一种疾病，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不管是基因连同其特征・
耐盐性——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物种，疗法从一种疾病转移到另一种 
疾病，还是组织、血浆、肾、干细胞的转移，分子化正赋予诸生命要素 
一种新的流动性，使它们进入新的流通途径之中——有机的、人与人之

可以艰难地摆脱表明它们来自哪里的标志，并被重新用于其他身体之 
中——从血液和血液产品开始。10器官开始被流通，开始时有些困难，

一整套技术，用来在这一分子层面上进行分解、剖析、操控、放大和再 
现生命力——从使较大的染色体结构在显微镜下变得可见的DNA结合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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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地理的和金融的。生命力的流通本身并不新鲜，组合也不新鲜,
人们只需想想植物收集和生殖的漫长历史就行了。并且光有分子化还不
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必须添加许多其他因素——特别是标准化、
控制，甚至还有伦理学——才能构成生命力环路。但是，就当前目的而
言，至关重要的是“分子生命政治”现在关系着这些生命的分子要素可
能被流通、控制、被赋予特征和被组合为以前并不存在的过程的所有方
式。在这一分子层面上，也就是说，生命本身向着政治敞开了（还可以
参见Franklin 2000中的讨论）。

最优化技术

也许指出一场认识论的变革正在发生，这并不为过。19世纪问世的
“生物学”是一种“深度”生物学。它试图发现作为封闭生命系统机能
的依据并决定它的潜在有机法则。但是当代生物学，至少在某种程度
上，是在一个“平面的”开放环路领域运作的。我清楚这似乎是反直觉
的 难道提到“基因”就是将我们人性的真正基础归因于位于最最深
处的现象？但是，我认为当代基因组学的真理话语不再将基因看做决定
我们的隐藏实体。
比如，想想“系统生物学”。它使用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在兴起的

蛋白质组学与已经研发出来的先进信息学和计算模型所产生的信息，以
及生物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和计算专家一起做出的生物系统的基本成
分 如DNA序列和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模型。他们生成关于它们相

统生物学需要对基因数据和新陈代谢数据进行逆向工程设计，研发出关

互作用的数学模型，从而确定系统的成分之间在有机体或生态系统层面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功能特性，并对未来的状态做岀预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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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因控制和新陈代谢的计算机模拟，据此做出预测、提出假设，将它
们同从在动物模型系统中进行的实验那里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等等。
实际上试图根据这样的模型改变有机体基因结构的合成生物学，在这里
只是一个变体，虽然是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变体。在以系统生物学为例证
的当代分子生物学中，寻找的不是过分简化的潜在法则，而是恰恰相
反：寻找的是对动态的、复杂的、开放的系统进行的模拟，将多种多样
的要素组合起来，预测未来的生命状态，从而使得人们可以介入这些生
命系统以改变未来。而且，如我已经指出的，从理论上说，在这个平面
领域大量涌现的介入措施中，只要满足特定的条件，几乎任何一个生命
要素都可以摆脱它同细胞、器官、有机体或物种的联系，被解放从而自
由地流通，同任何其他要素组合。那么，一场认识论变革，也许还是一
场本体论变革正在进行。
当代生物医学也许并不关心这一认识论和本体论激进主义，它正满

腔热情地对生命力进行重新设计。萨拉•富兰克林借用了多利羊的创造
者之一伊恩•威尔穆特的一个词来描述生物医学所从事的事业：我们已
经进入了 “生物控制”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认为生物的’自我'
将会对人类的雄心壮志强加限制。因此，人类必须接受对生物领域负有
的更大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领域已经变成了完全偶然的状况。”

(Franklin 2003： 100)当代医学技术想做的不仅仅是疾病一旦出现就治愈

它们，还要控制身和心的生命过程。我要说的是，它们是最优化技术。
技术是什么？传统上，我们通常认为技术是设备或具体的技术:

诊断技术，如脑显像或基因测定使用的快速通量定序仪|治疗技术，如
新的药物递送方法，手术技术，如为了更换器官、关节或改造骨质退变
等而进行的手术；但是，对我而言，技术不止是这些。它是一种社会和
人类关系的组合，设备和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在这里，技术指
的是由受或多或少有意识的目标支配的实践理性组织起来的任何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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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知识、设备、人和判断体系、建筑和空间的混杂组合，在规划层
面由关于人的特定预设和假定支撑。”（参见Rose 1996b： 26, Brown and

Wfebster 2004）因此，如很多人所主张的，新的生殖技术需要的远远不

止是医生使用新设备和新技术的职业技能。对于实验对象和专家而言,
它们产生了某些关于生殖的思维方式，某些惯例和规矩、检测技术和可
视化做法、提供意见的方式，等等（Franklin 1997, Rapp 1999, Strathern

1992）。器官移植不仅仅是一种手术技术的胜利，而且要求多组新的社
会关系将器官捐赠者和接受者跨越时空联系到一起，需要并产生关于生
命目的的新观念，关于身体所有权和治疗权的新理解，以及使得该手术
得以可能的资金和制度关系（Lock 2002, Scheper-Hughs 2000, 2003a,

2003b）。这样看来，这些新技术必须被理解为以最优化目标为导向的混
杂组合。
这些不只是医学技术或健康技术，它们还是生命技术。之前，似乎

生命内在于生命过程本身无法逃避的自然运作之中。医学所希望的只能
是阻止反常现象，重建自然生命规范和支撑它的身体规范性。但是这些
规范看起来不再是那么无法逃避的，这些规范似乎可以被改变。一旦人
们看到了抗精神病药品能够重构人们的感情、认知和意志，就很难想象
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改变的自我了。一旦人们看到女性正常的生育行为因
辅助受孕而改变，那么生育的本质和界限以及以生育为中心的希望和恐
惧空间就被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一旦人们看到女性正常的衰老行为因荷
尔蒙补充疗法而改变，或者是正常的男性性欲减退因伟哥而改变，“正常
的”变老过程似乎只是一个充满了各种选择的领域中的一个可能性，至
少对那些生活在富裕西方的人来说是这样。如汉娜•蓝德克所说：“人们
常说的’生物技术改变了人之为何’应该包含一个中间阶段，以便详细
地理解这一改变过程：’生物技术改变了何为生物的'0"'5存在于治疗、
消除病痛和改善之间的旧有界限不再存在了。重新划定这些界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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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新的分子生命政治领域。
而且这些新技术不只是试图治愈器官损伤或疾病，也不只是试图

提高健康水平，如在饮食和健体养生中，而且要通过使人们有可能重
塑——或者希望重塑——生命过程本身，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它们的机
能，改善它们的结果，从而改变何为生物有机体。它们的主要特征就是
其前瞻性：这些生命技术试图通过在生命的现在发挥作用以重构生命的
未来。我对两个方面特别有兴趣：易感性和增强。
试图在现在对预计人们将来可能患的疾病给予治疗，易感性反映的

就是这一问题。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早期，当“基因化.这一术语在评
论家中开始流行时，他们通常认为对人类基因组定序会确定这样一个唯
一的“正常”序列• 个复合的或“共有基因组”。有人提议将这一序
列当做健康标准，所有的差异都将根据这一标准被判定为病态的反常状
况。许多人预测说一种新型的分子检测会根据人们基因组的碱基序列将
他们划分为健康的或是病态的，将会根据这一亘古不变的生物学真理来
管理他们的生命（比如，参见Flower and Heath 1993）。但是对人类基因组

定序并未产生出一个唯一的“正常.序列。不仅为蛋白质编码的序列比
人们预想的要少很多，而且基因组上有数以千万个座位，在这些座位上
人们彼此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构成“遗传密码”的As、Bs、Cs和Ts链条上
的一个碱基（比如A由C代替了）。“每一个被确定为“基因.的序列现在
看来是以这样的单核昔酸多态性为标志的。虽然有一些相对罕见的“单
基因病”和其他一些与像特定碱基序列重复扩张这样的异常现象有关的
疾病——就像在造成患亨廷顿症的CAG重复序列扩张中那样——对于像
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这样的复杂疾病而言，人们是在单核苜酸多态性
这一层面上，而不是在导致某种疾病的“基因”这一层面上，寻找可能
会增强疾病易感性的基因组变异。因此，要致力于对儿童和大人，对胚
胎，甚至对受精卵进行的基因检测，这些检测将在单核昔酸多态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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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确定基因组变异，这些变异通常在许多染色体上的多个座位上组合,
人们认为它们会提髙患病的可能性。而且，一旦被确定，人们就希望有
可能采取治疗措施，其选择包括从选择性胚胎移植，到基因疗法和预防
性药物疗法，再到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对易感性的关注只不过是另外两种历史悠

久的思维模式的延伸——易染病体质和风险思维模式。最晚从18世纪开
始，人们就将易染病体质视为一种遗传的病态或缺陷，它将会在适当的
（或不正常的）情况下在疾病或病变中显现出来。当然，关于遺传易
染病体质的观点是在19世纪后半期，当人们开始从退化的角度理解各种
社会异常和危险时引起人们注意的（Chamberlin and Gilman 1985, Pick
1989, Rose 1985）。对某些人来说，退化是以下原因造成的：城市生活
对城镇居民产生了有害影响，人们从城市移居到城镇，移居者的体质变
弱，他们生岀的后代体质孱弱，而且由于受各种病变——从肺结核到卖
淫和症状明显的精神错乱等——的折磨而进一步衰弱：这使人们的体质
一代代地急剧衰退。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一过程因退化者之间的混杂生
殖而加剧，加上不明智的宽容推波助澜，这势必会造成民族血统退化。
人们是在优生学运动中开始对这一退化观念感兴趣的，想来它对20世纪
前半期的生命政治是最为重要的。
这样，当代对遗传易感性的关注改变了人们更为熟悉的看法，即

缺陷是作为易染病体质被遗传的，它们可能会潜藏在体内直到被外界事
件或年龄引发，包括从过度饮酒到各种事故在内的一切事件。通过采取
一种小心、节制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避免这种缺陷。它们还改变了一
些被广为接受的评估风险、预测风险和控制风险的技术。使用风险等级
评估个体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这一做法源自对不同人群——由年龄、性
别、种族、家族历史、体重、饮食、吸烟饮酒等区分——中紊乱和疾病
的发病率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这现在已是人们熟知的做法。虽然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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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归风险类别通常是盖然性的，也就是说，不是确定了导致疾病的某种
明确的病因学路径之后而进行的，但当代易感性诊断学的梦想是分子层
面的准确性，以确定准确的基因组变异为依据，这些变异的产物——某
种活性低的酶、某个有缺陷的转运载体——构成该疾病本身途径的一部
分。但是，像风险思维那样，易感性这一观念将可能的未来带到了现在
之中，试图对它们进行预测，进行治疗介入。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
念，即有些人，也许所有人虽然从存在角度说是健康的，但他们实际上
有病，只不过没有临床症状或临床症状尚未出现。生命技术不仅试图展
现这些不可见的病征，而且要对它们采取介入措施以便优化个体的生命
机会。因此，新的生命形式正在易感性时代形成，伴随着对“风险”人
士进行新的个体和集体主体化，以及专家意见可能会延伸到现在被视为
“前患者”的所有人。
同易感性一样，增强也是面向未来的。几乎人的身体或心灵的每

一种能力——力量、耐力、智慧和寿命本身——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介
入得到增强。当然，几乎在人们想研究的任何领域、任何时间，人们都

物、思想等具有的增强生命力量的非专业看法。那么，新颖之处不在于 
想增强的意愿或增强本身。我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新颖和不安的感觉 
来自这样的认识，用阿黛尔•克拉克及其同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正在 
"从标准化”走向“定制”(Clarke et al. 2003： 181—182) o以前，利用专 

门的医学介入以治愈病变，矫正那些公认的功能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或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推行生命政治策略。现在，接受这些介入措施的人 
是顾客，他们根据各种欲望——这些欲望可能看上去微不足道、自恋或

命、敏锐度，以及几乎所有别的方面。并且，在所有这些领域和时间 
中，都有身体改善专家提供自己的药剂和方法，以及关于特定活动、食

在试图运用祈祷、冥想、节食、咒语、身体和精神的锻炼，增强他们的 
身体，还有更多方法可以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生殖力、运动实力、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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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做出决定，这些选择不是由医学必要性决定的，而是由市场
和消费文化决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当代増强技术的不安感
来自这样一种看法，即它们已经变得更强大、更精确、更目标导向、更
成功——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建立在对身体机能的科学理解之上（关
于有用的讨论，参见EDiott 2003和Parens 1998）。经过人为增强的身体不

再是个生化人，即人与人造物的结合，而能够通过眼镜和助听器、通过
使用从盐水和结肠袋到心脏起搏器等医疗设备增强身体能力。多伦多大
学的史蒂夫•曼对其佩戴型电脑七或雷丁大学的凯文•沃里克对其植入
物进行的奇怪实验，是这种“赛博主义”的当代典范。凯文的植入物试
图使神经信号与电脑或轮椅、假肢之类的设备直接连通。‘°这类机器人技
术和计算机操作似乎让人更减少生物性，与此不同，新的分子增强技术
并不试图让身体与机械设备混合成形，而是在有机层面上改变它，从内
部重构生命力：在此过程中，人不是更减少生物性，而是更具生物性。"
以前完善自我的做法需要运用意志，需要长时间的训练，需要艰辛

和耐力，这些新的增强技术与以前的做法不同，不需费多大气力就能得
到，也许这种前景才是让批评家们最忧虑的。批评家们担心萨拉•富兰
克林所谓的“定制设计”——增强人的生命力的几乎任何一方面的承诺,
这承诺那些有钱人在私人诊所想要就能得到，在互联网上花几美元就买
得到，或是以一粒药片的形式就能毫不费力地消费到。对有些人而言,
尤其令他们担忧的是对身体的重塑——不仅有整容手术，还有肢体延长
术、变性手术，对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进行的面部整形，等等（有关
发人深省的讨论，参见Frank 2004）。对其他人而言，对性欲和生殖进行

领

的介入是尤其令人不安的——从增进老年男人性能力的伟哥，到使用生 
殖技术让已经绝经的女人生育。伊恩•哈金对这些发展进行了思考，提 
出它们使我们重新评价对笛卡尔的二元论进行的各种批评。18医学在替换 
身体部位——臀部、眼角膜、心脏、肾，还有面部移植的可能性叫



第一章21世纪的生命政治I 025

各个身体部位是可以更换的。他提出，我们正变成笛卡尔式的——我们
的身体确实像笛卡尔所想象的那样。实际上，如哈金所表明的，身体早
就不是一个自然给定物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希望阻止这种增强
和改变的“足够”政治(McKibben 2003)是幼稚的，从伦理的角度看是
充满渴望的，它渴望的是一段仅仅存在于想象中的过去。
最初哈金釆用“数码心智”这一比喻来全面思考对增强人类心智

能力进行的类似干预。但是，如他认识到的，这一比喻已经过时了。思
维过程的计算机模型关注的是认知过程这一异常抽象的观念，由于我们
具有观察和剖析活脑的能力，我们已经不需要它了。但如果不是数码心
智，那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心智也变成身体的、肉体的东西，被解
剖、分析、改造，那会怎么样呢？假如我们能够确定并重新设计神经通
路和酶活性——它们造成了人类神经冲动异常，让我们有了控制这些异 
常的能力——那么自由意志和刑事责任这些观念又如何呢？ 29假如我们靠 
吃粒药就能任意改变我们的情绪、情感和欲望——百忧解和心理药物学

域的发展，和能够让人实时地在手术室监视器上淸醒地看到医生改造其 
器官的新手术技术，加强了模拟身体这一观念，模拟身体与心不同，其

的神话——那又会如何呢？对某些人来说，这触及了他们对人之为何的 
理解的核心(President、CouncH on Bioethics 2003) . 21假如我们能增强我 

们的认知能力，就像有人提出的明显成功减轻了老年痴呆症早期出现的 
记忆力衰退的药物，可能将要为大整增强记忆力、智力、专注力等的药
品打开通道，那会怎样？不用等诸如HT-0712 (大脑伟哥)22这样的药物 
被研制出来，出售各种营养品的公司正在互联网上销售保证会产生这类 
效果的产品。那些教育界人士担心的是有些有钱、有知识的学生能够在 
考试前通过吃药增强他们的认知能力，那些体育界人士担心的是使用增 
强技术一一从药物到可能的基因操控——来人为地提高成绩。一个新的 
不公平世界似乎正在召唤我们，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诞生了——“神经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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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围绕着这一新的对我们自身的理解，伴随着通过操控大脑来介入
心智的新能力的明显发展，一种新的生命政治学——神经政治学——已
经形成。

主体化与意索政治

在整个20世纪，欧洲和北美，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其他地方的国家
担负的责任，从19世纪广为采纳的保证健康的集体措施——净水、下水
道、食物质量等，扩展到积极鼓励人们在家中实行健康的饮食起居制度
和对育儿进行各种干预。虽然富人和穷人都釆用一系列惯常做法以保持
健康，现在保持和增进个人的、儿童的和家庭的健康——养生法、个人
卫生、健康育儿、发现和治疗疾病——变得对自我管理的形式极为重
要，当局试图将这些形式灌输给公民，因而它们变得对公民自己的希
望、恐惧和担忧极为重要。在这段时期内，西方先进工业社会中的公民
开始致力于这些健康和卫生准则，它们关系到自我养护和自我形成，通
过国家行为、医学和慈善专家被广为传播（关于众多历史记述之一，参
见Valverde 1991）。

理学”。当伦理学变成神经元的，它意味着我们的主体化技术已经成为神 
经元的，也就是说，看起来在某些重要方面我们已经变成“神经化学自

到20世纪后半期，健康已经成为这些社会中重要的伦理价值观之 
林林总总的医学和慈善组织从事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运动，并以健 

康的名义向政治当局提出要求。此外，实际的或潜在的患者及其家人和 
倡导者现在成为健康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中的主要参与者。许多人 
受健康教育者鼓励对自己的健康产生主动兴趣，被新的主动公民身份文 
化“激励.，他们拒绝继续当“患者”，仅仅被动地接受医学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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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生索要信息，期待成功的治疗，并且如果他们感到失望，他们可能
会抱怨甚至会走法律渠道。健康被理解为自我和他人必须要最大限度地
增强生命力和生命体的潜能，它已经成为当代伦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
部分。
因此，虽然医学长久以来在构成主体性中发挥了作用，但有一些重

要特征将当代生物医学的主体化形式与其原来的主体化形式区分开。保
罗•拉比诺是首先认识到这一现象的人之一，他创造了 “生物社会性”
这一术语来描绘正在基因组学时代形成的新的集体认同形式（Rabinow

1996a）。他的研究让他发现了针对风险和易感性的新基因诊断技术和监
测技术产生的新型群体与个体。这样的群体聚集起来分享经历，游说人
们资助对“他们的”疾病进行的研究，并且根据遗传学知识来改变他们
与自己的孩子、环境的关系，改变他们的生命形式。他还预见了他们将
会与医学专家、诊所、实验室和医学知识逐渐形成新型的关系，有*一
大批在精神方面指导他们的保护人”围绕在他们身边，这些人“帮助他
们体验、分享、干预和’理解’他们的命运”（1996a： 102）。他的分析
来自他对法国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对患者、亲属以及其他营养不良症患
者进行的动员的观察，他们是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法国肌萎缩协会

（AFM） （1999）——组织起来的。面对似乎没有人理会他们的疾病的情
况，某些患病的家庭从比较古老的“慈善”型支持和建议转向了患者和 
家庭，转向了寻求诊治和治疗。他们在提供血液样本进行DNA分析的 
过程中与基因组研究员合作，希望确定导致该病的基因的位置，并对其 
进行图绘。他们支持法国为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做出的努力，并且通过 
在电视上呼吁建立一个基因组研究实验室——法国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Genethon）——来筹集资金。雷娜•拉普及其同事对有孩子患遗传病，

他们变成了主动选择和运用医学、生命科学、药物和“非传统性药物” 
的消费者，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和增强他们自己的生命力。他们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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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了新的患者行动主义策略，尤其是游说官员支持基因事业和疗法
这些策略的家庭进行了研究，在该研究中他们运用了这些观点——他们
称此为“基因公民身份”(Heathet al. 2004)。

与卡洛斯•诺瓦斯•-起写文章时，我已经发现像双相情感障碍和亨
廷顿症这样截然不同的疾病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并且提出从“生物公
民身份的角度进行分析”(Rose and Novas 2004)0 ”我们使用这一更宽

泛的术语是因为我们想强调公民身份如何已经由关于人类特定生命特征
的观念决定，如何在西方至少从18世纪开始已经成为医学实践的对象。
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下种族思维的历史，就能意识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人们是从实际存在的、理想的、不可能的公民作为某个民族、种族、国
民或文明的成员具有的生理因素、生命器官特征和特点这些角度来理解
和作用的。在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的民族建构过程中，至少从19世纪中
期开始，关于公民身份的观念和实践就包括公民在健康和生殖方面如何
做。至于20世纪前半期的生命政治 不管是优生学形式的还是福利主
义形式的——公民的身体，不管是个体公民还是集体公民、人民的身
体，不管是国民还是人民，是具有头等价值的东西。
在这里，生命政治不是只有绝育、安乐死和死亡集中营这些形式。

人们以健康的名义组织了许多“公民身份计划”。在第三帝国对德国公民
进行的教育中，在美国、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进行的优生教育运动中,
塑造社会公民需要指导他们如何关爱自己的身体——从学校的膳食到牙
刷的使用，清洁和家庭生活习惯的灌输，尤其是向女性和母亲们的灌
输，国家对食物洁净性的控制，以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对工作场所进行的
干预，就选择婚姻伴侣、家庭津贴，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对那些考虑结婚
和生育的人的指导。这里的公民并不仅仅被动接受社会权利，而且不得
不关心他或她自己的身体，并且对女性而言，还要关心她的配偶和孩子
的身体。虽然国家会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和管理全体人民的集体健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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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作为整体的民族。
关于公民身份的生物观念已经和“来自下面”的计划密切联系了起

来，比如19世纪上半期争取避孕合法化的女性主义运动。近来，有关公
民身份的主张已经体现在各种运动中，比如在博帕尔的那些运动中，那
些遭受了生物损伤的人在为获得赔偿而斗争。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发生
核反应堆熔毁这一灾难后出现了这些问题，阿德里安娜•佩特瑞娜已经

里，虽然生物公民身份是通过向国家政府提要求而展现的，但这样的公
民身份可以表现为很多形式，它的确是从特定政府体制中更为常见的公
民身份形式那里获得其特性的。因此，拉比诺发现的生物社会性是由我
称为“先进的自由主义.政府体制中更常见的公民身份和主体性做法决
定的。在英国、欧洲和北美已经出现了患者互助小组和许多遗传互助小
组——从那些以某单一染色体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小组，如由珍妮•科迪
于1990年创立的“18号染色体登记和研究协会(科迪的孩子患有染色体

最大限度地提高潜能、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几乎已经成为必需的，那 
些不管因为什么而不以主动的、明智的、积极的、慎重的态度面对未来 
的人都会被认为是消极的。当代许多生物公民现在应该觉得他们已经获 
得了治疗他们的疾病和伤残的权利，另一些人——官员、健康专家、医 
生——应该被问责，应该被要求对他们的情况做出补偿，这也许是不可

成的国际联盟，它们带有已经在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形成的有关 
主动公民身份的伦理的性质。2、在这一伦理中，人们极为重视生活方式，

18-综合征)”，到许多组织联盟，如遗传学联盟，这是一个由上百万患 
有遗传病的人和六百多个代表他们利益的倡导、研究和卫生保健组织组

探讨了它们(Petryna 2002)。她表明在这一事件中公民如何要求他们的 
赔偿权被认可，要求为了他们受损伤的生理而重新分配政治资源。在这

管是试图决定生殖还是试图消除毒素，但个体自己在生理方面必须要慎 
重，这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家庭，为了他们自己的家族，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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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的确，现在经常可以看到这类主动的、被伤害的公民为了他们特

1995, Rose 1999) <,
因此，贯穿整个20世纪并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生物医学并不仅仅改

变了我们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我们对未来的希冀以及我们
想要实现的目标。换句话说，它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已经成为的那种人。
社会理论家最近关注的是自我发生的历史转变，他们常常从逐渐增加的
个性和反思性这一角度来分析这些转变(比如Beck et al. 1994)o我所关注
的与此相关但有所不同。我并不对人的个性或心理的改变进行断言——
这将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我的分析不是关于人是什么，而是他们
认为自己是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人(Rose 1985, 1989, 1996b) o
而且，我提出，我们越来越将我们自己理解为“身体”个体，换句话
说，将我们自己理解为这样的人，其个人特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
我们肉体的、身体的存在之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用生物医学的语言体
验、表达、评价和作用于我们自身。从关于促进健康的官方话语到大众
媒体中对疾病和痛苦体验的讲述，再到关于节食和锻炼的大众话语，我
们看到人们越来越重视以健康——既是身体的，同时也是心理的——为
名作用于身体而进行的个体改造。锻炼、节食、维生素、文身、身体穿
孔、药品、整容手术、变性、器官移植：自我的肉体存在和生命力已经
成为对自我进行实验的优先场所。
这一伦理学的躯体化扩展到了精神。在20世纪大约前60年中，人开

始认为自身之内存在着一个深层的、内在的心理空间，并且根据这一观
念评价他们自己、作用于他们自己(Rose 1989)。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中,那一深层空间已经开始变平了，代之以在身体或大脑上对人格及其
问题进行的直接描绘，然后身体或大脑成为伦理工作的主要对象。在20
世纪，我们开始将我们的伦理实践建立在将我们自己理解为自身之中存
在着一个内在世界的生物之上，这个内在世界是我们所有的欲望之泉,

有的“受伤情况”互相争夺优先权和正当性(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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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和行为科学在我们的所做——我们如何行动——和我们的所是之间
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些真理活动是在分子层面发挥作用的，即在神经
元、受体部位、神经传递素层面，以及现在被我们看做人类基因组的东
西中处于特定位置的精确碱基对序列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这些分子现象
变得可见，被转变为决定我们的情绪、欲望、性格和病征的因素，成为
新制药技术的对象。这些技术并不仅仅承诺应付甚或治疗，而是承诺矫
正和改善我们所是或想成为的那种人。”这里也一样，关于我们的情绪、
欲望、认知能力和自觉感情，我们的思想和命运是从身体的角度被想象
的：现在是在分子层面上，我们的肉体存在是我们进行判断和我们用来
完善自我的技术的对象。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个体可以为了

获得更好的未来而进行选择，从而主动地决定其人生历程，人们将不会
轻易地将“生理”作为命运来接受，或者无能为力地听天由命。当然,
围绕健康和生命理想组织起来的伦理，让人一想到自己或自己所关心的
那些人的生物学未来就会不安、恐惧，甚至惧怕。但是，虽然这可能会
导致绝望或坚韧不拔，它常常还会产生一种道德经济，面对未来时的无
知、听天由命和绝望会被人轻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发病和死亡

1998, Franklin 1997, Novas 2001）。这一希望的道德经济还是一种更加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因为对将会治疗疾病的新方法怀有的希望会刺激
投资循环。因此，希望精神将许多不同的参与者联系在一起• 实际的
或潜在的患病者为了得到治疗，科学家和研究者为了获得将让他们扬名
立万、推进他们事业的突破性进展，医生和卫生保健专家为了找到将帮 
助他们治疗患者的疗法，生物技术公司为了生产岀将会赚钱的产品，政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会发现导致我们所有麻烦的秘密之源。但是这些 
与我们自己的关系正在新的真理活动中被改变，我们被卷入其中。新的

的恐惧和忧虑正在一种希望、期盼和期待的精神中被重新表达（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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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为了将会产生就业机会、刺激经济活动和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和商业
发展。
我认为这一希望经济是我所谓的“意索政治”(Rose 1999)所带来

的转变之一。我使用“意索政治”这个词指的是试图通过作用于人的感
情、信仰和价值观——简言之，通过作用于道德准则来引导人们的行
为。在我们目前的政治学中，特别是在共产主义主题的复兴中，人类
存在的精神特质——感情、道德性，或是引导个人、团体或机构的信
仰——已经开始提供这样一种“媒介”，在其中自主个体的自我管理可
以和好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联系起来。如果“规训”将人个体化和标准
化，“生命政治”将人集体化和社会化，那么“意索政治”关注的是那
些自我技术，人应该根据这些自我技术判断和作用于自身，从而让自己
变得更好。虽然“意索政治”关注的问题包括从生活方式到社区在内的
所有问题，但它们围绕着一种生机论、围绕着关于赋予生命本身的价值
的争论统一起来：“生活质量”，“生命权”或“选择权”，安乐死、基因
治疗、人类克隆，等等。这种生物“意索政治”——关于涉及我们自身
时，在我们对未来负有的责任中我们应该如何恰当表现的政治 形成
了这样一种环境，新的权威形式正在其中出现。

生命本身的专家
对身体自我进行的生物医学管理中的这些新发展并不是主要由官员

鼓动的，或是由在整个20世纪创造出来从而使开明自由得以可能的各种
专业人士 社会工作者、治疗师、人事经理，还有所有那些宣称知道
我们如何更好地生活的其他人——鼓动的。今天的生命政治依靠的是在
实验室中一丝不苟地创造新奇迹的工作，是试图将医学史和家族谱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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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序列联系起来的机器具有的庞大计算能力，是制药公司的销传能
力，研究伦理学的规范策略，药品许可机构、委员会和生物伦理学委员
会，当然还有这些事实所承诺的对利润和股东价值的追求。新的权威形
式正是在这里、在当代生命权力的实践中，被发现的。
在某种程度上，那些权威人士是临床医师，如我已经指出的，其

专业技能已经远远超出了诊断和治疗疾病。长久以来，医生的职责远远
超出了疾病和治疗。我们只要想想在18世纪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卫生监
察”，就能认识到医生对社会调査、城镇规划、卫生改革、尸体管理、食
品控制还有很多别的事情非常重要（Foucault 1999, Roberton 1812, Rosen
1958）。此外，至少从19世纪开始，医生就在刑事司法制度、保险策略和
技术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整个20世纪，他们在工作生活的组织和管
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医学对管理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不
仅是管理他人的技术，而且还有管理自己的技术。正好是在健康和疾病
服从于一种实证知识、接受从有机生命体的生理这一角度进行的解释和
介入时，医生开始扮演生活方式专家的角色（参见Rose 1994： 69-70）。
当对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的许多人来说，追求健康对生活目的变
得极为重要时，人们开始从在根本上说是生物医学的角度来体验自己和
自己的生命，各方都怀着最好的意图开始接受医学知识的服务与裁定,
和/或那些有关医学的替代和补充知识形式——它们具有几乎一样的逻
辑——所约束。
但是与此相关的身体专家不再仅仅是医学上的了，他们对生命本

身的建议和介入大大地拓展了。有护士、助产士和卫生访视员。有多种
多样的治疗师，不仅有心理治疗师，还有语言治疗师、职业理疗师、艺
术治疗师、理疗医师和许多其他治疗师。有营养学家、营养师、健康促
进专家、体育治疗师、锻炼与健身专家，以及多种多样的顾问，他们就 
如何为了健康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提出建议。还有各种各样的辅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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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瘾辅导师、性辅导师、家庭和恋爱辅导师、心理健康辅导师、教育辅
导师，当然还有遗传、家庭规划、受孕和生殖辅导师。玛格丽特•洛克
所谓的“先兆”知识——也就是说，遗传辅导师利用的那种知识，可以
扩展到包括预测性的、以未来为导向的信息，它们以神经元证据为依
据，比如脑部扫描，揭示将来患病或出现某种不良行为特征，如冲动性

（Lock 2005）的风险，我感兴趣的是以此为背景出现的新型“牧师权
力”。在新的进行易感性和临床症状出现前诊断的时代，随着关于越来
越多的“健康威胁”出现了确定性程度不同的先兆知识，这样的牧师权
力发挥作用的场所可能会大大增多。这并不是那种教牧主义，牧羊人去
了解和引导困惑的或犹豫不决的羊群的灵魂。这需要辅导师和被辅导者
的感受之间有~系列动态关系。这些新的身体牧师支持知情同意、自主
权、自愿行为、选择和非指令性这些伦理原则。”在一个生物谨慎E的时
代，个体，尤其是女性必须要为她们自己及其家人和孩子的医疗未来担
负起责任，这些伦理原则被不可避免地转换为管理沟通和信息的微观技
术，它们不可避免地是规范性的、指导性的。这些技术模糊了强迫和同
意的界限。它们改变了被辅导者的主体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语言以描述
他们的困境，新的标准以估计该困境的可能性和危险，并且将不同的相 
关方都牵连在内。正是在从一个不确定的医疗未来这一角度管理现在的 
意义上，在面对技术医学和精神指导知识时，我追随雷娜•拉普，提出 
我们所有人将会很快追随那些“伦理先驱”——艾滋病活动家和正在体验 
新生殖技术的女性——形成一种新的关于生命力及其管理的实用主义伦 
理学（参见Rapp 1999）。
但是身体知识不只是在对生物医学知识的“应用”中大量涌现，它

1'） biological prudence：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有后备或有一套系统逻辑的安排（谨慎），因此 

在这里翻译成“生物谨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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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出现，每种专家都有自己的机器，由协会、会议、期刊、独有的语
言、名家和虚构的信念构成。每种专家身边都围绕着一群推广者、科学
作家和记者，并被他们补充。这些人在这样的专业知识所依赖的各种协
会一一由官员、非专业人士、患者团体、研究委员会和风险资本家与投
资者构成——的组成中发挥了重要的转化和中介作用，虽然研究者们自
己常常否认这一点。
与这些身体专家紧密相关的是另一知识分支——生物伦理学。28生

物伦理学已经从哲学的一个子分支变成了一套迅速发展的专业知识。伦
理学曾经铭刻在医疗人士的心中，深受在病床旁长时间的训练和经验影
响，由一套行为规范支撑，并且哪里有需要，就由专业团体自身在哪里
实施。对于医学研究者而言，在“二战”之后、在纳粹医生和其他医学

委员会、地方机构审査委员会，到一整套针对所有医疗程序或生物医学
研究的被生物伦理学认可的患者知情和患者同意形式——我们已经看到
生物伦理学将生物医学和临床实践包围了起来。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生
物技术领域的商业参与者，尤其是给患者的药物或遗传学服务所涉及的 
那些参与者，从生物伦理学的角度重新展现自我。在一个受追求股东价 
值驱动的市场中，对医疗产品和制药产品的消费本身是由品牌形象和品 
牌忠诚决定的，在这里对产品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存在着由不 
切实际的希望与受操控的怀疑构成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市场中，各公

实验被揭露之后展开的伦理学辩论之后的50年中，研究伦理学由一套原 
则来保证，并受研究伦理委员会监督。2,但是现在——从国家生物伦理学

路德维克•弗莱克向我们表明的，每种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思维共同 
体”，生物医学中的当代分子思维无疑也是如此(Fleck 1979)。从干细 
胞专家到分子老年病学家，从神经学家到克隆技术专家，新的身体专家

对生物学的真理话语也是极为重要的。作为生命科学的特征，在新的分 
子思维样式中，各种各样的中介消除了基础科学与诊所之间的距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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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纷纷雇用生物伦理学家担任他们的顾问，并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将他
们自身表现为道徳的和负责任的参与者。W在先进的自由主义社会的政治
和管理机器中，是什么造成了对生物伦理学的无法满足的需求？ ”
人们当然可以将生物伦理学的扩张及其在管理策略中的覆盖，看做

对先进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基因生物技术和其他生物技术所经历的一种
“合法性危机.的回答(Sakerand Jones 2002, 2005)o此外，随着生物

技术公司试图将产品——DNA序列、组织、干细胞、器官——商品化,
伦理学在市场创造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些没有
适当的伦理学保证，特别是关于捐赠者“知情同意”的保证的产品，很
难沿着生物资本的环路循环。在研究管理的繁琐手续中将伦理学顾虑常
规化，足以让研究者不受影响，而不是限制他们t现在经费申请和成功
提案中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将ELSI'2考虑因素包括在内，显而易见，这可能
偶尔有助于缓和批评的声音。同样，在临床环境下，生物伦理学家能起
到以下作用，即不让有争议的决定产生的后果影响医学权威、医院管理
人、临床医生和其他人，比如不再给公认脑死亡的人继续使用生命维持
系统的决定。
因此，我们需要对生物伦理学的这一特有的信念进行批判性研究。

生物伦理学声称的专业知识有哪些形式，或者它是否被用来支持其权
威？是什么决定问题“成为.生物伦理学问题？虽然生物伦理学家反复
回到高度个人化的问题上，比如高科技医学中的自主权、保密性、权利
和保护，他们很少讨论由疾病和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平凡的、日常的、全

人的“尊严”是生物伦理学问题，而每年让上百万不满五岁的儿童大量
死于不可预防的原因却不是？仅仅靠疾病、死亡、医疗技术和专业决策
的存在，这些本身并不会让生物伦理学成为必然。那么当生命本身的政

球性的破坏引起的伦理学问题(Berlinguer2004)。为什么生殖技术中的知 

情同意是“生物伦理学的”，而上涨的女性不孕率却不是？为什么瀕死之



第一章21世纪的生命政治| 037

生物经济学：生命力的资本化

生物学和医学要在分子层面上进行，需要较长的投资期，需要购买
昂贵的设备，维持人员配备良好的实验室，进行各种各样的临床试验,

本，这些私企还试图在股市上筹集资金。这样的投资需要服从资本化的
所有迫切需要，比如赢利的责任和对股东价值的要求。”这些生物技术公
司并非仅仅“应用”或“销售”科学发现——实验室和工厂是内在地相

们对生物医学真理需要釆取一种“路径依赖”的视角。一些批评家，尤
其是针对制药业的批评家，提出这种依赖性是扭曲的，生物技术公司会
决定某种东西是否会成为真理，以便满足他们的商业利益。我自己的观
点略有不同。在需要资金来支持生物医学对真理的研究，在这些资金的
分配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对财政收益的计算时，商业投资决定了生物医学
以及支持它的基本生物学的方向、组织、问题空间和解决方法的效果。
与其说这是生产和销售谬误，不如说是在生产和装配真理。这样，对人
类的重塑正发生在一种新的生命政治经济之中，其特征和后果还有待我
们来描绘：医学免疫有限公司（“致力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致力于援助
患者”）、基因逻辑有限公司（“发现发生在这里.）、塞雷拉基因组公司
（“发现不能等待.）、基因解码公司（“解码生命语言”）、基因技术公

互联系在一起的——制药业对神经化学的研究、生物技术业对克隆的研 
究、遗传技术公司对人类基因组的定序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

治在某些社会中形成时，它又是怎样的呢？这样的社会似乎需要生物伦 
理学权威，同时对与伦理学顾虑有关的问题也给出了定义（Rose 2002）。

承诺为应付监管障碍所需要的措施提供资金——简言之，在获得收益之 
前要经过多年的海量投资。这样的投资日益来自提供给私企的风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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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商为生命”）。生命政治学变成了生命经济学。”
凯瑟琳•沃尔德比首先提出“生物价值”这一术语来描述把来自

死人的身体和组织重新应用于保持和增强活人的健康和生命力的方式
（Waldby 2000） o更普遍的是，我们可以用这一术语来指生命力本身已经
成为潜在价值源的众多方式：生物价值是从生命过程具有的生命性能中

and Rose 2000, Waldby 2002）实际上，一个相当类

似的概念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明确提出来了，比如其“2030年生物经
济重大规划提案”，这一提案是要“制订方案以’想象’未来图景中的生
物经济”，从而为政府制定一份关于这一领域的政策计划，他们在提案中
将“生物经济”界定为“获得生物过程中的潜在价值和可更新的生物资
源以改良健康、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2004）.如萨拉•富兰克林已经指出的，爱德华•约克森早
在1981年就已经指岀了对生物学进行经济开发的重要性，指出在20世纪20
年代开始形成的用来分析自然的信息语言考虑到了将生命进行技术资本
化的可能性，这“不止是利用那些可以追溯到新石器农耕时代的生物。
作为一种由资本控制的技术，它是一种利用生物界的独特方式——是真
正地将生命资本化”（Yoxenl981： 112,转引自Franldin 2000； 190）.无

疑，我们应该质疑约克森归于资本的那些动机。此外，我后面将要论证
关于生命的信息比喻只是使其能够适合资本化的一种方式。但是，还有
一点，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所说的，生物经济的交换循环以获
得生物过程中的潜在价值为其组织原则，这种潜在价值同时还是人类健
康和经济增长的价值。
我们需要再次小心不要夸大这些发展的新颖性。人类自从出现以来

能转变成了技术：获得、驯化、控制生物的生命能力，使之有用。*那

就通过驯化动植物，利用自然界的生命性能来服务他们自己。当他们利 
用奶牛产奶的能力、蚕产丝的能力来生产生物价值时，他们就将这些性

获得的价值（No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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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如彼得•米勒和我在別处表明的，对一种“经济”的管理若要变得
可能，只能通过一种散漫的机制，这意味着该领域具有自己的界限和特
征，其构成部分以某种差不多是系统的方式联系起来（Miller and Rose

1990）。生物经济要想作为一个将要被描绘、管理和理解的空间出现，它
需要被概念化为一系列可以用知识处理的过程和关系，可以被认识，从
理论上得到说明，可以成为规划——它们试图通过在该经济中发挥作用
和作用于该经济来评估和增强国家或企业的实力——的领域或对象。而
且生物经济确实已经作为一个可控制的、被控制的空间而出现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生物资本”这一术语本身的常规化反映了这一

点：在生物经济的形成中，这一术语是个主动力量。因此，2005年3月欧
洲生物资本第三届年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对全欧洲的制药和生物技术
公司来说，从比利时的4AZA生物科学到来自德国的U3制药公司，都是
一件盛事。此届由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鸿鹄律师事务所、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还有其他会计师事务所赞助。”在澳大利亚，大概同时，昆
士兰州设立了 1亿澳元的生物资本基金来建立在全球范围内持久的生物产
业。2005年5月，生物空间——生物技术和制药业的一个主要网络信息来
源——出版了《生物资本》第五版，展示了位于中大西洋地区的各种生
物制药公司，包括阿斯利康公司、塞雷拉基因组公司、基因逻辑公司、
惠氏公司，还包括一份交互式生物资本温床图，该图用彩笔标出了位于
该地区内的研究所、非营利组织和大学。”还有，“生物资本”这一术语
还用在了全世界许多投资和咨询组织的名称之中。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
克思主义者可能对“生物资本主义”是否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并未

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将人类的欲望和愿望体现于有机体、器官、 
细胞、分子等活生生的实体之中，以便获得剩余物——不管是食物、健 
康还是资本——的计划可以追溯到这些早期的事件。但是某些事情发生 
了改变。“生物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出现产生了一个新的思考和行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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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共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生物资本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是不容争辩的。
今天，许多文献和数据精心规划了新兴的生物经济，有些人的目的

是计算和利用它，有些人则试图对它施行各种控制和管理方案。这些规
划方案体现了一个对健康、疾病和医药进行数据统计，对医疗体制费用
进行记录的悠久传统。有关生物技术的数字——投资率、公司数、资本
收益率、投放市场的产品数，它们被按照领域、国家、地区划分，这么
多年都被记录下来以表明增长或下降——大量出现，它们将生物经济用
一种易控制的形式记录下来，该形式可以被思考、讨论、分析、判断和
研究，它们通过这些方式构成了生物经济(Rose 1991)。让我们看一看
它们让我们可以思考的世界。我们可以从医疗保健领域的数据开始。到
21世纪初，在先进工业国家，医疗保健方面的花费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
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并且每年都在增长。美国2002年的医疗花费为
16000亿美元，比1972年翻了一番，比2001年增长了9.3%,这已经是连续

增长的第六年。列维特、史密斯及其同事为《健康事务》的读者分析了
美国医疗花费的“反弹”，告诉我们由于住院治疗、身体保养、家庭健康
护理，尤其是处方药的价格上涨，医疗花费现在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Levit et al. 2004) o在这里，一个关键的领域是药品市场。美国艾美
仕市场研究公司是一家“为全球提供制药市场消息的公司，提供促成决

"39策和决定战略的重要信息、分析和服务 ,其估计美国2004年5月
之前的12个月，零售药店市场为167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0%,英国
的估价为14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1%,甚至比拉丁美洲的增长率还要
高。“而且在真理、健康和资本化构成的当代生物经济中，药品只不过是
其中一个要素。

差不多在每个地理区域，对生物经济进行管理的方案都是以政治当
局和承诺性资本主义之间的新联盟为特征的。41健康和财富具有的一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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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他们将此和国有的谱系数据与医疗记录结合起来，希望它们能确定
常见复杂疾病的染色体碱基。冰岛的基因解码公司遭到其他国家社会科

学公司试图用生物伦理学保护自己，让自己不会遭受某些批评，它同样
发现其商业模式是不可行的（Abbott 1999, Hoyer 2002, 2003, Nilsson

and Rose 1999, Roselll991)。这并未阻止很多其他国家展开这样的公私合

作，特别是那些以前在苏联统治下形成“强国”传统的国家，比如立陶
宛和爱沙尼亚，在那里全面的医疗和谱系记录，加上相对稳定的人口和
一些非常普遍的医疗条件，似乎为这样的企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些企业可能会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工业发展，提高公共价值和股东价
值。45基因股票现在是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虽然迄今为止它还没有生产
出有些人所希望的价值。
在许多国家，寄予生物经济的希望激发了官方的调査、研究和报

告。就这样，2003年，英国众议院贸易及工业委员会关于生物技术的报 
告指出生物技术，尤其是生物医学技术，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驱动因素 ，

学家的严重批评。在这个例子中，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至少在短期内 
没有实现(Palsson and Rabinow 1999, Rose 2003)。44瑞典的乌曼基因组

希望。这在下面这一事实中得到最著名的、最有争议的说明：冰岛、瑞 
典和许多其他国家在政治上支持准许私营公司对国民进行基因定序，并

面上高尚的联系调动了国家政府和私人基金会投入的大量研究和发展预 
算资金，让商业性医疗保健和健康管理行业的交易增长，让制药公司和 
生物技术公司的业务增长，让风险资本和股东资本的流动增长。在一■个 
新的主题开始支配关于经济管理——“知识经济”管理——的政治理性 
时，情况尤其如此。“比如，在2000年11月里斯本召开的欧洲生物科学会 
议上，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说：“生物技术是知识经济的下一次浪潮， 
我想让英国成为它在欧洲的中心他表示希望国家、科学、商业在追 
求健康和财富时结成一种高尚的联盟，这是许多其他政治当局都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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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公布美国生物技术部门是一个价值336亿美元的产业，共拥有1466
家公司，其中318家为上市公司(Ernst & Young 2003b) °他们还公布说
“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全部收入增加了38%,从2001年的66600
万上涨为2002年的92000万。该产业的工作人员数饌暴涨了24%,从5201
人上涨到6464人”。“日本政府预计到2010年，本国的生物技术劳动力将
会剧增到100万，同今天估计的7万人相比，数目大大增加。政府官员计
划在未来的五年内将他们在生物技术中的投资翻一番。"(Ernst & Young

2003a)这并不仅仅是表明掠夺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掠夺穷人资源的另一个
例子。2003年英国赴印度政府代表团的报告以引用自印度总理阿塔尔•比
哈里•瓦杰帕伊的一句话为标题：“生物技术是一门前沿科学，对人类健
康来说前途远大.。那时，印度有160家生物技术公司，总收入为15000万
美元，这受医疗保健领域的发展驱动；预计该产业到2010年会增长到45亿
美元，会创造出100万份或更多工作。在新加坡，来自生物医学制造业的
收入到2005年预计会达到70亿美元。从研发费用的角度看，到2003年中国
位列世界第三，从1996年到2002年政府花费18000万建立生物技术产业,
预计这一数字在未来的三年内会增加三倍。或许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
国拥有一个交易频繁的生殖医学部门，试管受精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
断很普遍。在干细胞研究方面，中国还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有其特
有的一套方法，并且它已经涉足临床试验。韩国的干细胞研究中心有可
能在未来十年中获得政府资金750万美元。在亚洲，这样的发展由政府对
基础设施的长期资助和投资支撑。在每个国家和地区，政府投资支持生

到21世纪开始时，生物医学的生物技术综合产业——生物技术公司

并且估计2002年英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市值为63亿英镑，占欧洲生物技术
(制药生物技术是主要的部门)全部市值的42%。“ 2003年，安永会计师

物技术领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下面这一事实驱动的，即害怕在这一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失败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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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它在亚洲的强大发展……人们正在全球层面上找到应对难题的答案,
因为一个地区存在的障碍能够通过充分利用世界另一地区的优势和力量
被克服”（1）。他们尤其强调中国和印度的管理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得到
了改善，强调新加坡的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这一梦想，强调“从马来西
亚到密歇根州，各个政府都在制定战略计划，为生物技术制定的目标雄
心勃勃”这一事实，他们指出“2004年全球工业筹集了高达212亿的庞大
资金”用于初期的发展，但是就连这也不足以解决获得初期资本这一难
题。"虽然“2004年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的收益增长了 17%,增长到了546亿
美元”，并且在资本市场上从私募股权投资人和其他人那里筹集到了212
亿美元，但它仍然净赔53亿美元，而且很多试图从首次公开募股筹集资
金的公司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估价，并且他们的股价在下跌。时代可
能是“富有挑战性的”，如报告经常所说的那样，尤其是从许多地区的
规章和法规的发展来看，比如，美国对干细胞研究的道德规范展开的争
论，以及主要决策者倾向于“严格审査学术医学中心、临床医生和生物
技术/制药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并质疑“潜在的利益冲突”（35）。在
欧洲，在“近几年忍受了一些危及生命的大动荡并将他们的资源重新集
中”之后，资本市场正在恢复，生物技术产业“正在转弯”，致力于将产 
品投放市场，虽然它们还在继续担心管制这一负累，尤其是涉及药品安

（致力于一切研究，从治疗性干细胞到DNA亲子鉴定），制药公司，机 
器、设备、试剂等的生产商——的价值巨大。一些批评家乐于提出生物 
经济是种“泡沫”经济，而且这泡沫已经开始破碎（Ho et al. 2003） o但 
是市场信息提供者们在2005年汇报形势时（向那些能够为他们的报告付 
钱的人），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比如，想想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2005 
年全球生物技术报告”，就像以前的报告一样，它的题目是《超越边界》

（Ernst & Young 2005）:他们提出生物技术正在“超越边界”，因为它正 

在迅速地“发展、调整结构和改组……随着生物技术传播到全世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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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时。亚洲的生物技术部门“继续积极地增长”，并且“2004年那一地区

在西方，这些资金可以用其他方法筹到——时，他们同样面临'笞人 Im

“挑战”（67）。但是，生物资本的承诺吸引力仍然很强大。
的确，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国家和地方官员

仍在继续促进生物技术领域的增长，试图在这一全球生物经济中找到一
个利基市场。比如，南非的开普联合体战略强调市场机遇和政治意志的
■利基驱动因素”，这涉及五个重要因素：“南非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独
特丰富性，不该得的罕见疾病（艾滋病、疟疾、肺结核）流行，造成了
当地的需求I独特的基因族群，既有孤立的移民，也有多种多样的非洲
人，强大的临床环境（南非是第一次进行心脏移植的地方）,研发成本低
和第一世界的知识产权管理”（13）。就像计划在其面向未来的方案上花
费200万欧元的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一样，南非各政府精心策划了富有前
瞻性的全面训练，以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上描绘对健康、疾病、生
命和制定的策略进行的医学管理中这一生物技术的产业革命具有的未来
潜力——研究资金、技术转让、对新成立公司和分拆公司的支持、减免
研发税、较低的监管障碍——以鼓励这一经济领域的发展。
因此，这些当代生命力经济描绘出来的环路是概念上的、商业的、

伦理的和空间的——从原子的、分子的、细胞的、有机体的空间，各种
实践的空间（实验室、诊所、诊察室、工厂），城市及其经济的空间（上
海.孟买、好望角），国家及其规章制度和经济策略的空间，到互联网
的虚拟空间——该虚拟空间确保人们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都能即刻获得
有关基因组的所有数据。这些环路被各种各样的关系调动。总部在北美
和欧洲的大制药公司在非洲、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试验它们的实验性
药物，然后试验结果返回总部，为发达世界的市场生产有利可图的新产

的生物技术公司总收入増长了36%” ,虽然当来自西方公司的投资受到对 
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忧阻碍时，当政府和非生物技术工业集团不得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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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加工品、组织、细胞系、试剂、DNA序列、技术、研究者、资金、生

产和销售。
生命力环路本身并不新鲜，比如，长期存在的对种子和植物进行

“民族植物”收集的做法，或者生物材料和模式生物的交换，以及对现
代遗传学极为重要的果蝇(Balick and Cox 1996, Kohler 1994)。但是今

积累，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器官和物种、跨越不同的环境和
企业进行交换和交易，为生物经济目标服务。对某些人而言，对人类生
命力进行的这种资本化令人极为不安。不可避免地，它引发了关于生命
界限和那些令人不安的实体——特别是胚胎和干细胞，它们在生命和非
生命、人类和非人类这些二元划分中的位置容易引发争论——的问题。
现在暂且不谈这个问题，很多人高度批判人类器官组织市场的发展。在
最早对这一市场进行的详细分析中，多萝西•内尔金的一篇文章指出,
生物技术公司简化了身体，将其抽离其背景，去掉了其具有的文化意义
和个人联系，将其简化为一件实用的物品，就如生物科学语言的改变所

天，一种“脱域”(dis-embedding)现象正在发生：生命力已经被分解为 

一系列不同的、不相关的物体，它们能够被稳定、冷藏、入库、贮存、

品，并在股东价值的生产中发挥它们的作用。“由那些患者——他们的病 
被认为具有某种遗传学要素——构成的生物社会团体常常要求其遍布全 
世界的成员捐血、捐器官组织，将它们储存在组织库中，使它们能够被 
用于生物医学研究(Corrigan and Turton 2004, Taussig 2005) o遗传学家们 

自己也走遍全世界，从患病家庭——不管他们可能住在哪里——那里收 
集组织样本以进行基因组分析。常常受雇于生物技术公司的来自欧洲或 
美国的研究者，到偏远地区，从那些地方“与世隔绝”的族群中获得器 
官组织，将它们运回欧洲或美国进行基因组研究，并且可能被用来确定 
疾病易感性的标记，这可能会产生可以取得专利权的发明。50因此，今天 
生产有利可图的生命力知识需要多种多样的跨国环路，以调动和联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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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同意合法化的程度，是否涉及它们遵照相关患者或试验对象的愿望和
想法的程度，人们讨厌的是否是商业侵入到表面看来善良的医学世界之
中，是否利益流向了私募资本而不是相关的人或是全体大众，或者反对
的是否是将人类生命力的要素商业化这一事实。
但是，清楚的是道德哲学中对什么不是人的（可拥有的、可买卖

的、可商品化的）和什么是人的（不是可以进行这种商品化的合法物
质）进行的经典划分已经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了：在当代生物经济政治学
中，那一划分本身是成问题的。在我看来，西方日益强大的身体伦理学
及其赋予管理自己的健康和身体、赋予当代自我塑造的重要性，同地方
的和全球的经济、技术、生物医学基础设施——需要这些基础设施来支
持这样•-种身体伦理学——的不平等、不公平之间的矛盾是当代生命政
治学的一个构成性特征。53

超越社会学批判：生命本身的政治学

如我已经提岀的，关于生物医学中这些发展的大多数社会学批评是
高度批判性的，或者至少是深表怀疑的。我的看法不同。我要说的是虽

表明的。生物科学语言已经变得“充斥着商业化的供求语言.身体部位 
就像矿物-•样被提炼，像庄稼一样被收获，像资源一样被开釆。器官组 
织被弄到 gn）——这个词更常用于土地、商品和妓女”（Andrews and 

Nelkin 2001： 5） 0但是，不清楚的是这一批判是否涉及这样的实践被知

然这些变化中的很多变化是由易受批评的过程决定的——生物公司不停 
地追求利润和股东价值，科学家们追求资金和事业发展，许多医生喜欢 
“极端的”药物或治疗法而不是平凡的治疗和预防工作，一种世俗道德 
兴起，人们认为生命和健康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的，等等——在这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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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和反常这一清楚的二元划分角度来组织了。不可能再保持以下这两
种介入之间的区分线：一种是针对易感染疾病或虚弱的介入，一种是针
对增强能力的介入。
由于高风险和在生理上无药可救而将患者或潜在患者排除在治疗之

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是医生、遗传学家、生物技术公司和许多
“患者”及其家庭的梦想是进行症状前诊断，接着在生物学层面上进行
技术介入以修复，或者甚至是改进并非最理想的有机体。今天，生命科
学的政治使命与下面这一看法有关，即在大多数或可能是所有情况中,
如果不是在现在，那就是在未来，在生物学上有危险的个体，一旦被确
定和评估，可能会被在分子层面上进行的医疗介入治疗或改变。在这一
体系中，每次遗传咨询，每次做羊膜穿刺术，每次开抗抑郁药，都至少
是以下面这一可能性为依据，即对构成不同的人和不同做人方式的相对
生命质量进行判断的可能性。因为生物医学技术已经将选择扩展到生命
存在的基本构造，因此我们面临着下面这一不可逃避的任务，即仔细思
考不同人生的价值——伴随着关于这些决定的争议，伴随着关于谁应

一方面，在我们的遗传学和我们的生物学之中，围绕着它们，新形式的 
牧师权力正在形成。关于生命本身价值的问题全面影响着医生、遗传学 
顾问、研究科学家、药物公司等所有生命力专家的日常判断、词汇、技

程中，我们正在见证一 •种关于生物公民身份和基因责任的富有革新精神 
的新伦理学出现。我们身体的、肉体的、神经化学的个体现在成为一个 
由选择、慎重和责任构成的领域。现在可以对它进行实验，进行争论。 
生命不是被设想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确定的禀赋。生理不再是命运。生 
命力现在被理解为内在于分子之间准确的、可描述的技术关系，这些分 
子能够接受“逆向工程”，在原理上能够被“重新设计”。判断不再是从

该、谁不应该做这些决定的争论。这种新的政治并非如此：当权者声称 
拥有或被赋予了以人口质最或基因库的健康为名做出这种判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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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行动，将他们所有人都卷入伦理学和意索政治中。另一方面，生命
本身的政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在我们家人的生命中，在将我们与和
我们共享的生物身份诸方面的其他人联系起来的新联合中，对我们每个
人提岀这些问题。我们的生物生命本身已经进入了决定和选择领域，这 
些关于判断的问题已经变得不可避免。我们已经进入生命政治学、身体 
伦理学和生物贲任的时代。



第二章I

政治与生命

政治与生命——这两个词表达了某种既非显而易见又非永恒不变的
东西。换句话说，虽然这两个词可能没有变，但在日常话语和专业话语
中，它们的意义和功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与每个词
相关的实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两个术语的历史密切相关，与每个术
语相关的实践也联系紧密。因此，更详细地考察这两个词，是切合我在
本书中的观点的。这样一种考察如果进行得当，又可以写出一本书。甚
至主要讨论与欧美相关的那部分历史，很可能都应该从古希腊人谈起。
但是我的重点更加突出：要阐明在当代生物政治学中这些术语的独特之
处。从“生命的意义”开始再好不过了。

生命'

乔治•冈纪兰姆说道：“用某种方式阐释，当代生物学，从某种角
度说，是一种生命哲学。"(Canguilhem 1994： 319)萨拉•富兰克林在

她对“生命本身”进行的具有启发性的讨论中指出，现代生命观的诞生 
与生命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建立在进化改变、一切生物具有潜在联 
系和遗传的生物发生机制——生命借此繁殖自身——这些观念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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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生命本身这一概念的出现和改变，需要依照乔治•冈纪兰姆在1966年

的学生米歇尔•福柯在同年发表的一部书中，总结了他自己对发生在19
世纪的认识论突变具有的更加激进的看法。他认为对18世纪来说，生物
学并不存在：“那种我们已经熟知了 150年的知识模式，之前的一个时期
并不认可……如果生物学不为人所知，那么原因很简单：生命本身并不
存在。存在的只有生物，人们通过自然史构成的知识网格来看待它们。”

（Foucault 1970： 127—128,也被引用在Franklin 1995中）'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福柯宣称的断裂被夸大了：冈纪兰姆给我们
提供了对18世纪的生机论者进行的详细分析，连同他们对“人与自然”
之间密切关系的强调，他们对机械论的摒弃，和他们关于让每个活体有
生命的生命力量的观念。4但是福柯在这里重点谈论的是他所谓的“古典
时代”的自然史如何反映了一种特定的知识论结构。在这种知识论结构
中，要认识就是要进行分类，将要被认识之物安置在一个图表或网格之
中。要认识某种植物或动物就是要把它放在分类学中，根据它具有的可
见特征将它归于分类学中适当的属和类，从而来识别它。他指出，在18
世纪末(他尤其指出帕拉斯和拉马克的著作)，人们将自然从根本上划
分为两界——有机界和无机界：“’自然中只有两界，‘维克-特佐尔1786
年写道，'一个享有生命，另一个则被剥夺了生命。' 有机物成为活
物，活物生产、生长和繁殖，无机物是非生命的，既不生长也不繁殖,
它位于生命、无生命和不生育——死亡——的边界处。"(Foucault 1970.

232)。这一构型从此开始改变。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正是死

(Franklin 1995)但是，如她所认为的，生命不能仅仅被当做一种预先 

存在的现象：自从1802年人们首次提议以“生物学”这个词命名一种新 
科学之后，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多次改变。2换句话说，要理

的文章《概念与生命》(Canguilhem 1966,转载于Canguilhem 1968,参见

Franklin 2000)中展开的思路，在历史认识论中进行一次操演。冈纪兰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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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生命与之相对，与之抗争，死亡开始界定其生命力。只有当分类学

学以及有时与它盘根错节的生机论，是由一种深度认识论界定的，遵循
这样的思维方式：它从决定植物、动物和人类具有的可见特征的潜在有
机法则，以及它们在保存生命和避免死亡中所起的作用这一角度来理解
它们。
无疑，福柯的论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这些说法出现之前对医学进行

的研究中形成的。1963年在法国出版的《诊所的诞生》是对在大概从1780
年到1830年这段时期内法国医学思想和实践中的变化进行的研究，福柯
在本书中断定从表面和分类医学到深度医学、器官和功能医学的转变已
然发生(Foucault 1973)。在福柯描绘的这些争论和变化之外，人们可以

看到，致力于疾病分类的种类医学让位于关注患者独特有机体的医学:
疾病“不再是一种病征类型，只要有可能就将自身插入身体之中，生病
的是身体自身”(136)。在病床旁训练出来的、由解剖图谱和病理解剖经
验形成的诊疗凝视，必须通过为病人带来致命威胁的症状，看到其掩盖
的病灶分布和进展程度，以确定潜在的病理——它导致这些症状出现, 
对理解它们至关重要。

图表下面展现了一种深度，即每个可以属于有机界的实体内部的生命力 
深度时，生物学才变得可能——以它在之后的150年中存在的形式”生物

福柯并没有宣称整个临床医学都接受了比沙的生机论或者同意他的 
这一学说，即生命是抵抗死亡的全部机能。关于FJ.V.布鲁塞的生理医学 
有很多争议。布鲁塞主张“疾病不是一种本体论上的’他者’，而是改 
变了的机能造成的结果——正常过程过多或过少"(Potter 1997： 312), 
他是在为比沙留下的观念辩护。但是，如罗伊•波特在他那睿智的西方 
医学史中所说的：.如果病理解剖学家们全神贯注于疾病和死亡，那么 
布鲁塞的生理学打开了通向生命规律的窗子——并且顺带影响了奥古斯 
特•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他从生理学的角度将社会当做有机体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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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314）从这时开始形成的生物学和医学思维形式，以及模仿它们
的社会思维形式，都是在下面这一观念中构想出来的：生命体是有机的
功能统一体，破坏不断地威胁该统一体，这可能会导致生命机能停止发
挥作用。在那种意义上说，抵抗死亡既是理解生命力和病理的关键，也
是对生命本身进行界定的关键。“自1816年以来，医生的眼睛就能正视
一个有病的有机体。现代医学凝视历史的和具体的先验论最终形成了。”

(Foucault 1973： 192)

当20世纪医学从19世纪那里继承的身体岀现在医院里和解剖台上、
被印在解剖图谱中的时候，这样一种临床凝视让它变得可见。身体是一
个充满活力的生命系统，或者是由多个系统构成的系统——它是个有机
统一整体。皮肤包着“正常”数量的器官、组织、机能、控制、反馈、
反射能力、节奏、循环等，它们的功能互相关联。这一统一的临床身体
位于由身体外的诸系统——环境、文化系统——构成的社会身体之中,
人们从大规模的流动——空气、水、污水、微生物、感染、家庭影响、
道德风尚等——这一角度对它进行概念思考。我之后将在本章中讨论的
优生策略，其特色就在于将个体身体与社会身体联系起来。当代的生物
医学身体与这一优生学身体在很多方面都不同。最为明显的是，人们是
在一个不同的尺度上来理解它的。在20世纪30年代，生物学开始从亚显
微区一在ICT"和10"厘米之间——的现象这一角度让生命变得可见。

（Kay 1993； 5）换句话说，生命被分子化（参见收录于Chadarevian and

Kamminga 1998中的文章）。这一分子化并不仅仅是在分子层面上构想

解释。它也不仅仅是使用在分子层面上制造的人工制品。它是重新组织
生命科学的凝视：它们的基本原理、程序、工具、操作空间和资本化
形式。

1966年，冈纪兰姆在思考沃森和克里克发表于1964年的讨论DNA双
螺旋结构的著名文章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时，指出其中一个革命性后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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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研究生命现象一如机能管理

并服从自然选择的东西——结合，无疑构成了大约40年来分子生物学中
大部分思考的准则。6否认遗传和发育的信息模式对人类基因组计划产生
的革命性后果，否认为确定发育、细胞生物学、新陈代谢、衰老、疾病
等的染色体碱基而进行的大量努力是愚蠢的。否认新的信息化基因组学
对政府、赞助研究的基金会、风险资本家、企业投资和策略、制药业和
股票市场的影响同样是愚蠢的。并旦也许最重要的是，否认以下观点对
大众想象的影响，是很愚蠢的，即将基因看做为我们的人性编码的“生
命蓝图”这一观点，以及和它紧密联系得更早些的遗传观点、将基因看
做遗传单位的观点。但是也许在我们接受、建售这一提议——“生命是
信息”已经取代了 “生命是有机统一体”成为新的生物学认识论——之
前，两种发展也许能让我们暂停一下。

“基因”的兴起与没落
生命科学自身的发展削弱了信息是新的生物学认识论这一主张。众 

所周知，在整个20世纪，基因这一概念指遗传单位和发育单位。基因开 
始时是假定的，然后在细胞核中被赋予了一个真实的位置，然后被看做

是不可缺少的（参见Kay 2000年进行的说明）。对所有生命体具有的基本 
连续性和共性的强调与来自进化论的生命观念——生命是可以繁殖自身

重新界定生命：生命是意义（Canguilhem 1966）。他认为，当代生物学改 

的尺度，因此已经“抛弃了经典 
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词汇……而代之以语言学和通信理论的词汇。遗 
传信息、信息、程序、遗传密码、指令、解码：这些是生命科学的新概 
念……生命科学不再像是一幅生命画像••…它不再像建筑或力学……但 
它确实像语法、语义学和句法理论。如果我们要理解生命，必须先解码
其遗传信息才能读懂它”（翻译引自Canguilhem 1994： 316—317） o毫无疑 

问，20世纪50年代开始成形的信息认识论对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基因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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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状体上的脱氧核糖核酸片段，它们能够被染上色彩，在显微镜下可以
被看见，因此被命名为“染色体”。每个物种都有特有的染色体数目和結
构，并且据推测还有沿着它们串起来的基因，这些基因被看做决定某个
有机体发育的要素，并且在繁殖过程中担负着将正常的和病态的特征传
给后代的责任。批评家们对经常被这样的论点包含在内的简化论大加鞭
挞，认为简单的基因决定论是幼稚的，寻找引发疾病的“基因”忽略了
复杂的发育、社会和环境过程，显型正是通过这些过程产生的，认为单
基因病是少见的，认为决定论不能解释常见的复杂疾病，甚至更无法解
释界定仍有争议的疾病——智力、精神分裂症。这样的批评家包括一些
生物学家，特别是发育和行为生物学家，以及本身在政治上激进的生物
学家(Bateson and Martin 1999, Rose 1998b)。但是似乎很难去除“
的基因”这一范式。

在20世纪的最后40年中，这一基因观念的确在信息隐喻中得到了重
新表述，最常见的是被表达为关于解读的问题：“解读生命之书。”这一
比喻体现在构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基础的提议和假设中(Kay 2000)。带着
染色体的基因组被说成是制造人类的数码指令，而且据估计人类基因组
含有10万到30万个基因，大多数人，比如沃尔特•吉尔伯特，勉强接受10
万左右这个数字(Gilbert 1993)。虽然多数人，包括吉尔伯特，提醒我们
要提防简单的基因决定论，并且承认单个基因能够将许多不同的功能编
码，在不同的疾病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但仍有人认为每种疾病可
能与一种或少魇的变异有关，认为分析的重要单位是基因，而不是蛋白
质、细胞或有机体。
但是这一 “对渴望得到的东西的幻想"，如吉尔伯特所说的，结果

证明和大多数这样的梦想一样昙花一现。最初两篇关于人类基因组序列
的文章发表于2010年，分别出自国际人类基因组定序联合体和塞雷拉基
因组公司成立的团队，这两篇文章中估计为蛋白质编码的序列要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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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每个团队估计这个数字在3万到4万之间（Laneretal.2001, Venter et
al. 2001）。一些分子生物学家已经认识到基因组学范式正在超越“ 的
基因”：比如，西德尼•布伦纳指出黑腹果蝇的基因组估计只含有14200
个编码序列，而据估计更简单的秀丽隐杆线虫的基因组含有2万个编码序
列（Adams et al. 2000, Anon et al. 1998） 0考虑到一架普通的喷气式飞机
含有大概20万个独特零件，就算其编码序列是3万——比线虫基因多三
分之一，只是果蝇基因的两倍一一显然，人类基因组不可能是制造人类
的“数码零件清单”。的确，文特尔等人在2001年发表的那篇文章认为必
须要摒弃那种简化论方法，代之以复杂性模式：“存在于各种不同层面、
不同结点和对干扰的不同敏感状态之中的相互关系系统。-（Venter et al.
2001）到2004年，有人对人类基因组中含有基因的部分进行了重新分析,
指出文特尔在塞雷拉公司的基因定序计划中使用的随意定序方法存在重
大缺陷，他们将为蛋白质编码的序列的数目进一步减少到2万到2.5万个之
间（Collins et al. 2004）。在当代基因组学思维样式中，人们普遍认为一个
编码序列可以参与几种不同蛋白质的合成，一种蛋白质可以导致几个来
自基因组不同部位的不同编码序列相互作用。因此，重点从基因转移到
了控制、表达和转录（转录组学）这些过程，从基因转移到单核酸层面
上的那些微小变化，这些变化被叫做单核酸多样性（SNPS）,并且的确
从基因转移到细胞和生产蛋白质的过程（蛋白质组学）。
在批驳拉马克的获得性状遗传学说时，奥古斯特•魏斯曼证明了有

机体在一生中岀现的身体变化并不会导致生殖细胞发生改变（Weismann

1893 [1982]）。虽然目前魏斯曼提出的障碍还未受到质疑，但眉姆斯•沃
森将其重新表述为遗传学的“重要信条.——有一条从DNA经RNA到蛋
白质的单向途径——这已经不再成立了。在某些情况中，不仅RNA通过
反转录酶为DNA编码，而且在发育期间、在细胞代谢的正常过程中，体
细胞组织还会以多种多样的途径返回DNA序列。此外，现在人们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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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肖恩•埃迪所写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评论的题目，对“非编码的
的发现表明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和任何RNA基因和现代RNA世界”

特定有机体的发育中，涉及很多东西，它们超出了作为“生命之书”或

在分化和发育期间让基因活性产生表型效应，而且被理解为可遗传的性
状，有些是在有机体存活期间获得的，它们不属于核DNA序列，比如那
些涉及附着于DNA之上、调整其功能的蛋白质或化学基团的性状疽研
究者们有些犹豫地、但越来越频繁地开始承认DNA序列不能独自构成有
机存在的蓝图。除了碱基序列，遗传还涉及其他要素，不仅如此，在有
机体的发育和存活期间,DNA序列只有在高度分化的细胞网一在其

出随着20世纪的结束，“基因世纪”也结束了。(Keller 2000)基因思维样

式让位于后基因组学对复杂性、相互作用、发育序列和一系列调整的强
调。这些调整在代谢途径的各个位置上来回相互作用，导致酶和蛋白质
的合成。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知识论似乎已经达到了它们的极限；在研

也就是说，生命本身抗拒从信息的角度对它进行重新表述，其特 
性拒绝被用语言逻辑学的方式概括或唤起，或者被简化为朗读“生命之 
书”。"这不是否认信息处理对当代关于生命本身的想象具有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到20世纪末，用一小组要素不同的可能组合来表现基因序列

之前被称为“垃圾DNA”、不为蛋白质编码的大部分DNA序列对细胞的 
调节器至关重要，显然大部分为RNA编码，而RNA决定了特定蛋白质编 
码序列被“发动”、因此被表达的条件」对多种多样的非编码RNA——

中，以RNA为基础的调节机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才能获得其 
功能意义。“那么，我们就能同意伊夫林-福克斯•凯勒的观点，她提

“遗传密码之密码”的DNA模式(Eddy 2001)。'因此，人们对渐成发育 
产生了新的兴趣，渐成发育不仅被理解为调整基因表达的机制——它们

究者们再现和介入在分子层面上构成生命的生命复杂情况时，它们不再 
能描述他们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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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还有计算机具有的对DAN片段进行分析和定序的非凡处理能
力，使人们可能以这样的速度给基因组定序，它甚至比10年前想象的速
度还要快得多。再加上互联网具有的离域和相互连接的能力——这使全
世界能上环球信息网的任何研究者都能够实时获得这样的序列，这些发
展改变了分子生物学。而且鉴于甚至一台相当简单的计算机都具有在基
因序列、转录、蛋白质合成和蛋白质折叠这一层面上做岀活动模型的非
凡能力，具有能让研究者们看到这些活动的非凡能力，计算机的使用将
DNA和RNA序列、氨基酸、蛋白质和细胞生物学这一分子的和亚分子的
世界展现给新的生物医学分子凝视。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
等等的可能性都取决于计算机及其编程者具有的做出复杂系统模型的能
力。系统生物学的能力依靠的是将信息学、计算机模拟、工程学、在试
管中和在活的有机体内进行的实验整合起来。但是虽然人们可以做出生
命本身的模型，可以对生命进行模拟、实验，让其在硅片上变得可以理
解，虽然人们甚至可以通过将活的分子和组织与二氧化硅中的过程连接
起来增强它，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认为分子生物学现在将生命本身理解为
信息，那我们就错了。当“合成生物学家”试图创造生命时，他们为自
己安排的并不是硅片中的任务，虽然臺无疑问计算能力在很多方面都至
关重要：如果想要找到解决办法，那么肯定是在被创造的实体自身具有
的生命性(life-liness)中找到。

生命与非生命之间

这将我们带到在接受“当代生命科学的认识论是信息认识论.这一
主张之前需要暂停一下的第二个原因。这关系到“生命”本身那成问题
的界限。我们对于什么是或不是生命、什么是或不是活着的理解，常常



令人不安的阈限实体——精子、未受精的和受精的卵细胞、胚泡、在子
宫内和子宫外处于各种不同发育阶段的胚胎，尤其是那些被某些人认为
是多余的胚胎，还有萨拉•富兰克林所谓的“数量庞大的冷冻胚胎，它
们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法律实体，在许多国家都受法律保护"(Franklin

2004： 74)——它们在新的生殖技术中都是成问题的。人们还可以加上那
些以前并不存在的实体，它们是在生殖技术和干细胞技术产生交集的地
方产生出来的——干细胞和干细胞系、胚胎干细胞群，它们包含来自所
有三种胚层的细胞，被称为“胚状体”，可以用人工方法引导它们分化为
各种不同种类的组织或表达特定的酶。，2就像冷冻胚胎一样，大众已经开
始对这些干细胞及其后代进行争论，它们的生命性、它们的权利和对它
们的保护，导致它们产生的那些实践的合法性，还有它们的潜在命运,
已经成为激烈政治争论的话题，在不同的国家这些政治争论表现为不同
的形式(也许英国、德国、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对比明显地突岀了这一
点)(Gottweis 2002b, Lenoir 2000)。而且，人们还可以想想器官移植领

域——在这里，人可以死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引起的问题：在这
里，生与死的界限从地理上说又是多变的，容易引发激烈的政治、生物
伦理学和生物医学争论，以及被极度资本化(Lock 2002, Scheper-Hughes
2000, 2003b）。

这些实体及其引发的问题并不是基因或信息的问题：有争议的是有
机体层面的生命力，在这里生命本身的意义和界限容易引起政治争论。
也许人们甚至可以谈一种新的生机论。《牛津英语词典》将生机论定义
为“认为生命起源和生命现象应归于或由某种生机原理产生的学说或
理论，这种生机原理不同于纯粹的化学或物理力量"(Haigh 1984, Joad
1928, Wheeler 1939)。毫无疑间，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种自然主义

是在当前的政治学中成问题的。许多实体处于过渡区，在这里它们的生 
命性是成问题的。“反堕胎”组织关注的焦点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一系列

058 |生命本少的枣避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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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论站不住脚了。但是一些当代社会理论家追随吉尔•德勒兹，受他
对柏格森进行的解读启发，正为一种新的后现代唯物主义生机论辩护

(Braidotti 1994 , 2002, Burwick and Douglass 1992, Deleuze 1988a, Marks

1998）。虽然我赞同这些观点中的很多观点，但我选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我的目的不是倡导一种新的生命哲学，而是探讨这一生命本身的政治的
参与者所支持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所体现的生命哲学。他们自己有什么看
法，关于生物具有的特定特征进行了怎样的预设？他们规定怎样对生命
和非生命进行区分？这或是明确提出来的，或融入在他们的实践之中。
他们认为对处于分界线两边的实体负有的責任有什么不同？还有，我们
当代诸生命哲学的政治是什么?

政治
就像以前诉诸生物性一样，批评家们往往认为生物医学的当代发

展，尤其是涉及基因学的发展，将体现这样一种人类观，它分别考虑人
的价值，说明人类能力诸种变化的本质，将社会现象简化为个体行为的
总和，歧视、限制或排除那些被认为生理上不正常或有缺陷的人。因
此，他们警告人们要提防一种新决定论带来的危险——“基因主义”，
即立足于基因力量具有的一种虚假但诱人的神秘性，导致以基因为由
进行的各种歧视(Dreyfuss and Nelkin 1992, Lippman 1992, Nelkin and

Lindee 1995, Nelkin and Tancredi 1989) <,虽然大多人相信这不会采取由

国家强制执行的总体规划的形式，但他们谈论的是正在出现一种有针对
性的新优生学，这是一种“采用不正当途径的”优生学，在一个消费主
义被操控和进行生殖选择的时代，由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抱负和家长,
尤其是有钱的家长想有个完美孩子的愿望共同强有力地推动（D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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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Hubbard and Ward 1999, Rifkin 1998).从这一角度来看，那些赞

扬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具有的提高健康、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潜力的虚华
辞藻，否认集体和环境在人类健康和生活机会的改变中起决定作用，让
这些变化因人而异，让它们受命运支配，掩盖下面这一威胁，即新的生
物控制实践将会歧视那些被认为在生理上不如别人的人，并将控制、
限制，甚至淘汰那些被医生、家长甚或政治当局认为生理倾向有缺陷
的人。
无疑，这些可能性是有的。的确，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新生物医学

提供的每一选择行为，确实需要在一个由希望决定的可能性领域中进行
价值判断。即使是使用某种药物治疗，也意味着一种生命比另一种生命
好，意味着人们可以希冀一种没有痛苦或不受焦虑症折磨的生活，意味
着根据来自临床试验和医疗经验的盖然性证据，可能某种特别的药物会
有帮助。实际上，我是在2005年7月的一天写下这句话的，当时法国生物
技术公司IntegraGen宣布它很快将发起首次诊断自闭症的基因检测。每当

怀着这样的希望——希望父母能够避免生下一个携带变异基因序列的孩
子，这一变异基因序列会导致这个孩子患上严重的或致命的疾病，或者
导致他或她的主体性有问题口 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时，人们就
要对不同生命形式的不同价值进行判断。这一由关于生命本身的选择、
判断、价值和希望构成的领域，是我们的新生命政治的范围。但历史并
不是重复自身。即使我们试图选择一种生命而不是另一种生命，试图生
下一个没病而不是有病的孩子，我们也不是在接近一种新的优生学，或
者甚至是一种复兴的生物决定论。
在新的生命政治领域，介入是在分子层面被安排的。在这一领域,

这不是屈从于命运，而是让自己向着希望开放。不植入一个可能会染病

生理不是命运而是机会——发现某种疾病、不孕的生物学基础，在一系 
列编码序列、蛋白质合成和酶反应中发现有害药物反应的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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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胚胎，这不是判处一个有缺陷的人或不如别人的人死刑，这体现的是
这一希望：所有将要为人父母的人都希望将有一个会过上美满生活的孩
子，生物学信息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一机会。对于活着的人来说，确
定某种病痛的生物学基础，至少从理论上说，是为了能在分子层面上介
入、改变和矫正该病——对该病进行“逆向工程”设计，然后矫正不正
常的要素或是弥补缺失的要素。简略地说，生物学已经变得充满了技术
变革的梦想。
而且，也许更为根本的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生理不是命运,

这是因为关于人类疾病的新分子知识不是决定论的，即使在其支持者中
仍有一些头脑简单的决定论者。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录组学和细
胞生物学中产生的各种解释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的、直接的因果链。用
一个常常被滥用的词，它们是“复杂的二比如，虽然能够在一个编码
序列和一种蛋白质中找到因果链，但在活的有机体内创造该蛋白质涉及
的实际细胞机制取决于不同层面上多种多样的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需
要细胞环境中的因素对基因表达进行调整。该蛋白质一旦合成，其活动
方式涉及一系列相关的活化作用、终止、级联、反馈回路、调整机制、
渐成过程、同其他路径的相互作用，等等。这样的细胞机制具有的复杂
性，其在时间中的活动（因此有方向性、相互作用、反馈）和空间中的
活动（因此有移动、回路、薄膜和细胞之间的穿越、活化次级系统）的
复杂性，确保这里的关系，甚至分子层面上的关系，是随机的、开放的
而非封闭的，因此是盖然性的。在细胞以上的层面上，由新生物学产生
的知识也是盖然性的，而非决定论的。即便是在下面这个最简单、最明
显的例子中：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亨廷顿症是由单个基因中的某种变异
造成的，现在已经确定该变异基因位于4号染色体的短臂上，源于CAG
重复序列过度扩张，但列举出重复数的检测并没有告诉患者或患者家人
他们什么时候会生病，或者该病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更不用说他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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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风险，这由发育、经历、环境，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决定。新的生命
科学——基因组学只是它的一个方面——打开了一个不确定性的空间。
虽然风险预测常常看起来预示着一种解决不确定性的技术方法，但风险
预测并未给医生或其实际的或潜在的患者做岀的决定提供明确的计算程
序。当代生命政治因此是在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我
们需要新的批评方法来分析它。

生命政治

在《性史》第一卷中，米歇尔•福柯说：“一千年来，人仍是亚里士
多德理解的人：一种活的动物，另外具有政治生存的能力t现代人是这

14样一种动物，他们的政治质疑他们作为生物的存在。”(Foucault 1978)

在“死的权利和管理生命的权力” 一章中，他逐渐阐明了这些论点：他
指出，很长时间以来，最高权力的特权之一是决定生死的权力——统治
者具有的扣押臣民的东西、时间、身体，最终是他们的生命的权力。但
是，他提出，从古典时代开始，在致力于生产、刺激、加强、控制、监
视、优化和组织个体与集体的生命力量的一系列方法中，减员仅仅是一
个要素。虽然外界的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血腥，并且诸政权对他们
自己的国民进行大屠杀，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战争是以君主为名、而是以
每个人的生存为名发动的：“为了以生活需要为名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全
体人民被调动起来……这么多的政权作为生命和存活、身体和种族的管
理者才能发动这么多次战争，导致这么多人被杀(137)
福柯认为，从18世纪开始，至少在欧洲，政治权力不再仅仅通过残

时候会去世了。常见复杂病的遗传基础肯定涉及许多编码序列在许多不 
同的座位上进行的相互作用，其中有些相互作用是保护性的，有些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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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地选择让人生或死来行使了。政治当局和其他人一起承担以人民健康
为名管理生命——这是重要的趋势——及其每个活着的国民的生命的任
务。这些新的管理任务是围绕一系列特定问题出现的，比如有关疾病、
城镇中的卫生条件的问题，有关晚年安全和事故的问题。在努力理解和
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政治当局和其他权威人士的职责扩展到其国民
的生命过程——不仅仅是让他们生或死的权力，还有多种多样的尝试,
尝试管理他们的生命，尝试将他们个体的和集体的生命转变为信息和知
识，尝试介入他们的生命。从这一刻开始，政治将不得不致力于人类存
在的生命过程：居民的多少和质量，繁殖和人的性欲，夫妻关系、父母
关系和家庭关系，健康和疾病，出生和死亡。
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提出了一种两极图解，表明的是生命

权力或管理生命的权力，我们现在对此很熟悉。生命权力的一极致力于
人体的解剖政治学，试图充分利用人体的力量，使其融入高效的体系之

他声称这一岀现于17世纪的两极技术试图“完全地覆盖生命”（1978：
139）。他认为到19世纪时这两极和一系列“重要的权力技术”联合起

福柯首先将政治扩张到管理生命，将其与国家的目标和职责联系

来，性只是其中之一。现在，新型的政治斗争可以出现了，在其中，“作 
为政治对象的生命”宣称其拥有对生命、对人的身体和健康、对满足 
人的需要的正当权利，被反过来对抗对它进行的控制（145）。规训和 
管理——试图管理个人身体的策略和那些致力于人民的集体身体的策 
略——之间的区分模糊了，因为不同的权威人士试图通过作用于此而作 
用于彼：比如，通过将卫生学反复灌输到被驯化的家庭中每个人的身体 
习惯之中，作用于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健康，通过重新设计人们生活于其 
中的城市空间和环境，作用于每个人的习惯。

中。第二极是监管控制的一极，是有关人口的生命政治，致力于物种身 
体，这个充满了诸种生命机制的身体：出生、发病、死亡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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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但是当然，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样的知识和政治策略是在国家
之外，由慈善家、医疗改革者、宗教组织等开始进行的。他认识到"在
整个19世纪剧增的大蛍全面管理……还可以在亚国家层面上看到，在整
个一系列亚国家机构中看到，如医疗机构、福利基金、保险业，等等”
(Foucault 2002)。确实，下面这一点变得清楚了：生命政治领域，甚

至是在社会国家全盛之时，也不是由国家实施单一的管理策略。生命政
治采取了很多形式，从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疾病为名管理城市、空间和
社交，到试图通过管理出生和死亡最大限度地提高种族质量。它已经和
生命科学、人文学科和临床医学的兴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法分开。
它产生了照顾和管理所有人的生命的技术、科技、专家和机构，从城镇
规划到健康服务。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领域，由有争议的真理，各种各
样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多样的个体和集体主体化实践，相互对抗的思维
和行动方式，关于什么是官方行动最重要、最恰当的目标的不同意见构
成。但是，尽管如此，生命政治的诞生赋予作为政治主体存在的个体一
种“生机论”特性。
生命权力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视角：从个体和集体的

角度说，人是这样的生物：他们被生下来，变得成熟，居于一个可以被
训练、被增强的身体之中，然后生病和死亡，而生命权力让人们看到不
同权威人士为介入人类存在的生命特征而进行的尝试，这些尝试差不多
是合理化的。鉴于管理人民及其特征与管理身体及其行为之间存在的内
在联系，我将用“生命政治”来指从这个角度让人们看到的特定策略,
这些策略涉及关于人的生命力、发病和死亡应该如何被看做须解决的问
题进行的争论，关于需要进行的介入的程度和形式进行的争论，关于可
取的、合法的、有效的知识，权威体制和介入实践进行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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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
在大多数当代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对生物政治根深蒂固的印

象，是20世纪上半期的优生学。众所周知，优生学包括一整套策略，它
们具有共同的预设：通过影响特定群体的繁殖分异率以鼓励最优秀的人
生殖，限制那些被认为是低等的、劣等的、有缺陷或有病的人生殖，从
而保证未来的民族健康，这是可取的、合法的，并且确实是必要的（在
对优生学进行的许多总体说明中，Kevles 1985是最好的）。如莱娜•科克

他们的学科同医学其他学科一样，断然地摒弃优生学，代之以围绕着追
求健康组织起来的具有针对性的、自愿的、知情的、合乎道德的和预防
性的医学。其他人用优生学将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提岀虽然当代生物
医学有很多不同，但就其介入生命机会以便消除被编码为缺陷的差异而
言，它同遗传学家一起，仍然对人的生命和价值进行判断。但是如果我
们要清楚地知道现在的独特性，而不只是说些华而不实的话，那么重要
的是要准确地知道优生学作为一种生命政治策略的本质。弗朗西斯•高
尔顿1883年创造了 “优生学”这一术语，他是这样定义的：“优生学是改 
良人种的科学，它绝不限于谨慎交配，而是，尤其是在人这里，认识所

指出的，当代对生物医学的很多评价提到优生学，夸大了其作用。”有些 
人用优生学来区分过去和现在：因此，当代的分子遗传学家们通常认为

有那些影响，它们不管是在何种微小的程度上，往往会给更适合的人种 
或血统更好的机会让他们优于那些不太合适的人种或血统，否则他们不 
会有这样的机会。”（Galton 1883： 25n）他的著作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 
代影响逐步扩大，从中可以清楚看到，他的目标是表明可以通过有意的 
政治行为改良人种水平，这样的政治行为鼓励“有益的”进化发展，阻 
碍那些往往会降低人种质量的进化发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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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关键要指出的是对人口的强调，人口被看做一个可以进行异
种交配的整体，具有一定的特征，如高尔顿所说的，“遗传科学关心的是
群体和大规模的人口而不是个体，必须要将前者当做基本单位"(Galton
1889： 35)。确实，在这一方面，高尔顿完全是达尔文主义者，因为如
弗朗索瓦•雅各布所说的：“达尔文造成的生物学态度最彻底的转变是将
注意力集中于大规模的人群，而不是单个有机体。” (Jacob 1974： 174)
对高尔顿及其追随者来说，进化论的基础是大数法则，它作用的对象是
人民，退化的或可以被改良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民。虽然人们必须要通过
控制不同地区的个体生殖率来作用于人口，但作用于个体生殖的目的是
提高人口本身的质量。在这里，“人口”指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人类集
体，以国家为其领土。当然，虽然种族并非与国家具有共同的边界，但
如果优生学被认真对待，那么必须要采取行动的将是作为政治基本单位
的国家——从外部竞争和内部管理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如此。此外，对
这样一种思想来说，人民包含着可以根据其质量来分等级的个体，在这
里，质量是对他们的进化适合度的综合概括，它可以表现在身体和心理
特征中，因此可以被单一标准鼠度，比方说智力。对高尔顿来说，关键
是“精力"：“在任何一种优生学体系中，精力是令人青睐的最重要的特
征，它是……活力行动的基础，并且明显是可遗传的。”(Gabon 1883： 27)
他同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的许多人的思维方式一样，他们都持有一种退
化观念，该观念的基础是个体遗传了具有某种特征的体质，其优缺点体
现在各种各样的身体和心理特征之中：精力、智力。并且，如对优生学
论点变得至关重要的，如果那些体质最弱的人确实比体质最强的人繁殖
得还要快——很多人觉得有充分理由让他们相信情况确实如此——那

优生学家们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中，极力主张官员和所有当权

么这对作为整体的人口的质量，因而对国家生命力造成的后果是显而 
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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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干涉个体现在做岀的生育决定和现在具有的能力来改良民族，不
让它在未来为疾病和退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所累。这些优生责任落
在国家或官员身上，他们既要采取消极的行动，防止那些质量最差的人
过度生育，或者防止不太健康的人通过迁移从国外大量涌入从而造成人
口质量下降，也要采取积极的行动，鼓励最健康的人为了整个民族的利
益而生育。优生学的观点首先是由知识分子和各种压力集团提倡的，到
19世纪末，这些观点被许多国家的政府采纳，这发生在将政治重新编码
为民族之间的斗争这一背景中，民族在这一背景中被显题化为种族。如
福柯所认为的，这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在这时，国家不得不充当种族

物学原因被赶出去(Foucault 2002)。“人口”、“质量”、“领土”、“民族”、

“种族” 这些是融合在优生学话语中的术语，它们赋予它特有的、从
根本上说是残忍的特征。
许多当代评论家指出，控制人口生物构成的优生愿望是当今生物学

政治的基础。对吉奥乔•阿甘本和齐格蒙特•鲍曼而言，净化人口的死

声称政治的意思应该是“赋予人民的生命以形式”(von Verschuer 1936：

8,转引自Agamben 1998： 148)。生命本身，人民的生命现实，必须成 

为指导行使政治权力的至高标准。这一计划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从 
政治上给予指导，以提高民族人种质量，消除可能会危及它的病变或缺 
点。其策略包含甚广，从强调那些体质有缺陷的人强加给种族的负担的

要控制和消灭“外来身体”。德国第三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无疑反映了 
管理生命和管理死亡之间存在的这一联系。比如，在1936年的一部题为 
《作为科学和国家任务的种族卫生学》的书中，奥特马尔•冯•费许尔

亡政治恰恰位于现代性的核心(Agamben 1998, Bauman 1989)。他们认

为这内在于生命政治的精神之中：要管理“民族”的健康不可避免地需

完整性和纯粹性的保证人，并且不得不抵御渗透它的某个种族或多个种 
族，这些种族将有害的要素引入其身体之中，因而不得不因为政治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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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命具有一种可被计算的价值，并且有些生命比其他生命价值低，这
样的一种政治就有责任以种族或民族的名义进行判断。随之而来的是选
择性生育、绝育和监禁所有这些优生计划。
在《牲人》中，吉奥乔•阿甘本发现这一生命权力二极图解正位于

现在的核心（Agamben 1998）。他认为死亡——死亡的威胁，对死亡的

恐惧、死亡示例、死亡的有计划实施——不仅仅是一种前现代的负面特
征，从中会产生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生命政治。相反，他提出死亡政

实际上是生命政治的第一原则。在政治主权治 关于死亡的政治
建立在某一领土之上的那一刻，权力就与其国民活生生的身体联系在了
一起，只不过是因为只有这样才使君主能够将他们的死亡用于合法的政
治用途。现代性最根本的生命政治结构保留着与君权的这一联系：它依
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能够对生命本身进行价值判断，这样的判断可以
由自己进行（自杀），也可以由他人进行（医生、亲属），但最终是由统
治权力来确保（国家）。因此，他声称以对所有人的身体和生命进行完
全控制为名实施的死亡政治，是关于人民生命的积极生命政治的另一方
面。的确，他宣称“集中营”是“现代的生命政治范式”：当人民的集体
身体变成政治的主要资源时，清除有缺陷的个体就成了关爱生命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
如阿甘本指岀的，现代（20世纪）地缘政治学的死亡政治理性和策

略确实不是倒退回一种过去的政治形态。但是他说集中营是现在的生命
政治的图解，说排除和消灭是当代生命政治的隐藏真理或最终保证，我
认为这不对。也许，生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服从于价值判断,
但是那些判断不是由管理全体人口的国家做出的。先进自由主义政体中
的当代生命政治并不将种族活生生的身体及其生命要素视作这样的资

宣传和教育，到关于婚姻的优生法规，由代表政府工作的专家评估生育 
价值，通过绝育或灭绝防止那些有缺陷的或劣等的亚族群生育。一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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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国家之间的竞争性斗争中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该资源的健康水
平。并且虽然在当代的生命力政治经济中，很多人的生命、疾病和病痛
被忽视，但任其死亡并不是让其死亡——没有“君主”想或计划让我们
的同胞生病或死亡。虽然我们可以同阿甘本一样承认，今天，生命本身
既超越了价值，又服从于反复进行的价值判断，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并不是过去的重现。界定优生学的四个词语 人口、质量、领土和民
族一不能描述现在的分子生命政治。
但是，阿甘本和鲍曼在一个方面无疑是正确的。在20世纪的整个进

程中，在预防医学和优生学之间、追求健康和消除不佳体格之间、同意
和被迫之间没有清楚的区分。即使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如福柯指出
的，这是“一种突发性的发展……是一种广泛的生命权力和一种专政共
存，这独裁既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又在整个社会身体中处处被重新传
送——的统治下，生命权力也是由生命政治和死亡政治构成的复杂混合
体。如罗伯特•普罗克特所表明的，它不仅需要行使国家权力，而且要
使用许多其他权威人士制定的生命管理策略。纳粹医生和健康活动家不
是在主权国家的指导下行动，他们向烟草发动了战争，试图限制人们接
触石棉，担心过度使用药物和X射线，强调不含石油化工模具和防腐剂的
日常饮食，为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全麦面包和食品而斗争，而且很多
人都是素食者(Proctor 1999)。

更笼统地说，在20世纪开始时，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国家及其许多
殖民地，两大由政府资助的生命政治策略逐渐形成。除了之前在卫生方
面致力于通过城镇规划、污水管道系统等保证健康的外部条件之外，前
者还试图关注国民的习惯，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这一
“新卫生学.计划效仿在19世纪后半期大量增加的对穷人的习惯进行的
教化干预，试图通过被驯化的家庭和学校这些机构，还有规训和监护措
施，如对学校的孩子进行检疫、卫生访视员、讲习班等，将有益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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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健康的习惯灌输给每个个体(Donzelot 1979, Rose 1985).健康在

这里构成一个相互作用区，处于政治上对民族健康水平的关心和个体呵
护自我的技巧之间。
优生学是第二大生命政治策略。这里不能详细考察优生学的论点、

组织和惯常做法，但是如果我们要更清楚地知道作为一种政治合理行动
的优生学具有的特性，及其与一系列管理技术之间的联系，就需要进行
一些深入分析。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优生学试图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口
的健康水平，但是它特别优待一个领域——生育领域。因此，优生计
划奖励和强迫兼施，以调整属于某类的个体的生育愿望或能力：那些
被认为有遗传病、精神错乱、低能或有身体缺陷的人，那些被认为常
常做出伤风败俗行为或反社会行为的人，或者在这方面不可救药的人,
尤其是酗酒者和性犯罪者。“积极的”优生措施包括很多，从劝告到家
庭津贴。“消极的”优生措施包括从流产、隔离、或多或少非自愿的绝
育到“安乐死”在内的所有措施。优生学并非声名狼藉或无足轻重：它
描述的是这一主流思维——关于现代社会中官员、专家、科学家和个体
担负的责任——的一个方面。从这一角度来写的科学和通俗书籍大量涌
现，许多国家成立了优生组织和协会，人们发起优生研究计划，召开国
家和国际代表大会、会议和专题研讨会，医生、社会工作者和许多其他
专家受训学习优生学思维方式，并且被鼓励在对优生学有所了解的基础
上进行实践(Anon 1919, Bibby 1939,要了解仅来自英语资料的几个例

子，参见Bishop 1909, Carmalt and Connecticut State Medical Society 1909,

Carr-Saunders 1926, Castle 1916, Crookshank 1924, Dampier and Whetham

1909, Darwin 1928, Galton and Eugenics Education Society [Great Britain]

1909, Lidbetter 1933, Pearson 1911, 1912, Saleeby 1914) o

那些优生运动的盟友和赞成预防医学与公共健康教育的人之间存在
许多争论。但是这些策略之间的实施关系更复杂：在大部分公共健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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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中都能看到优生主题，并且在很多人看来，公共健康和预防医学似
乎与优生思想一致。相信必须对人口质量进行理性规划，这是美国早期
进行移民控制的基础(Walker and Dewy 1899, Walker 1924)。试图影响

生殖的尝试非常普遍，从关于选择婚姻伴侣的一般建议，儿童津贴和给
母亲的福利金逐渐出现，到隔离那些被认为身体上或道德上不健康的人
并让他们绝育。强迫或迫使那些被认为对人口质量造成威胁的人——特
别是精神病患者、弱智者和被认为无可救药的伤风败俗的人或反社会的
人——绝育的优生政策充斥着一-种危险的种族偏见，这些政策传遍了美
国、欧洲、拉丁美洲以及更远的地方。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
的许多州，以及瑞士、丹麦、芬兰、德国、挪威、爱沙尼亚、冰岛、墨
西哥(韦拉克鲁什)、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立陶宛、拉脱
维亚、匈牙利和土耳其都通过了这样的绝育法。低等种族的人可能会削
弱人口质量，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并未严肃地考虑对他们使用“毒气行刑
室”这一想法，但这一致命的解决办法在纳梓德国通过了。
优生学在德国釆取的残忍形式是由优生观点和以下东西结合造成

的：种族的形象，关于让那些被认为生命“没有价值的”人安乐死的争
论，对种族卫生的长期关注，对疾病、特别是斑疹伤寒的恐惧。斑疹伤
寒从堕落的社会群体，尤其是来自东方的社会群体渗透到人民之中。
休•拉弗尔斯在他对纳粹虫笏化E的研究中表明细菌学、寄生虫学和昆虫
学是如何与对德国人口纯粹性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始采取的保
卫民族家园的行动，是把那些被认为携带疾病的人关在集中营内并给他
们灭虱，然后逐渐演变成通过将那些人自身——特别是犹太人——变成

Lice and History"

卩］虫羞化(insecciCcation)是指将特定的种族比作昆虫，比如纳粹把犹太人说成是虱子，胡 

图人把图西人说成是蝉螂。虫多化的意思比类比要强，因为他们确实把人当做昆虫来对 
待。具体可参见Hugh Raffles, "Jews, Lice and History" in Public Culturey 19(3) , 2007, 

pp.521—566.------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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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的虱子，从而为德意志民族自身“灭虱”。"拉弗尔斯1943年4月引用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话：“反犹太主义同灭虱一模一样。灭虱不是个意识

w 20形态问题。它是个清洁问题。
但是，这样的虫务化并不能描述所有的优生话语。即使在德国，清

洁也只是表达消灭那些较弱人种的一种方式。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是经济
上的。罗伯特•普罗克特所写的讨论纳粹统治下的医学的杰出著作以来
自杂志《民族和种族》的图表为例，表明普鲁士政府每年教育不同学生
的不同花费：正常学生（125马克）、迟钝的学生（573马克）、可教的精神
失常学生（950马克）和失明或失聪学生（1500马克），另外一幅画报展
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健康的德国人肩上扛着两个畸形人，并且戴着
这样一幅标语：“你正在分担负担！ 一个遗传病患者到60岁时大概会花费5
万马克« " （Proctor 1988： 182）的确，通过教育和辅导改变公众态度和个

体判断对优生学至关重要。那么，即使是在纳粹德国，至少就精神疾病
而言，一个强制型的国家机器也不总是强行实施绝育手术和安乐死，这
就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了。在优生学统治医学和科学文献的背景下,
许多德国医生都是基于优生学的原因做出自己的决定，在普遍的宣传和
公众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家长常会要求为他们自己的孩子采取优生措施

许多科学家和决策者认为在全国范围内规划的、受政府指导的优生实践
与有关健康的合理行动非常一致。瑞典是个典型。”在这里，从1935年
直到1975年，由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医生实施的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
计划，通过绝育共阻止了6.2万人——很多人都只是被认为反社会或性滥

被认为反社会的、性活跃的和判断力不佳的女性。依据以下观点，这得

交一生育，其中很多是非自愿的或被迫的。虽然最初的目标受国家对 
种族纯粹性的担心影响，但该计划持续到战后岁月，这时其目标大多是

（Burleigh 1994）.

在许多民主国家中，为了优生原因而进行的绝育持续到战后时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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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开合理的解释：必须控制那些有反社会行为史的人的家庭规模。
这是一种教牧优生学，在一个正在发展的家长式福利国家的背景之中毫
无问题地发挥作用。这好比一个好牧羊人所承担的职责，他必须准备好
做岀有时残忍的决定，以便减轻弱羊或病羊，否则会给整个羊群造成负
担(参见Foucault 2001)。想要提高国家人口质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的愿望渗透于优生论点之中，它还是法国鼓励生育政策——如家庭津贴
和婚前检查 的基础，并且主要的参与者认为对抗“社会罪恶”的优
生策略和卫生策略并不矛盾(Carol 1995, Drouard 1999)。并且，至少20

世纪50年代之前，在英国和美国，新的遗传咨询职业会通过优生考虑,
将生育意见灌输给那些可能要做父母的人：对那些有遗传缺陷或疾病家
族史，而且缺乏道德能力理解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从而控制其生育的对象
来说，这样的意见尤为重要。23
因此在整个20世纪，在许多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的医学和生物学政

治中，由国家组织或国家支持的以人民健康为名改变生育决定和能力的
策略以预防医学和公共健康的名义起着某种作用。不管安乐死、强制绝
育和遗传咨询之间的道德和政治距离有多大，它显然不足以通过将积极
的政策与消极的政策、自愿的与强制的措施、强迫与劝导对立起来，从
而彰显当代生命政治的独特性。20世纪前半期的生命政治具有的独特性在
别处：在人口、质量、领土、民族和种族之间建立的联系之中。它不仅
涉及下面这一观点，即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健康的人比不健康
的人更令人满意。健康是从质量这一角度来理解的 个体的和种族的
质量——质量以准进化的方式被理解为适合度。优生学的问题空间是从

威胁，国家政府有责任防范这些威胁，并采取措施通过国家机器制定并 
通过的政策来提高适合度。

下面这一角度来表述的；在政治上重视被看做整体的国家人口同其他国 
家人口竟争时具有的适合度。人口适合度可能会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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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北欧诸国和美国，优生学建立在
20世纪前40年的生物学真理话语的基础之上。"但是那一真理已经被改变
了。在“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中，人们为分离对个体健康的关心和
对整体人口质量的关心之间存在的联系做了很多知识和政治工作。遗传
学将自身变成一种开明的学科。遗传学家们反思自己的过去，从寻找病
根这一角度重塑遗传学的问题空间。个体健康的准则取代了人口质量的
准则。遗传学家们不再用宽泛的社会范畴进行思考。他们将试图深入到
欺骗性的病态和常态的表面之下，在分子层面上找到潜在的决定因素、
基因及其起作用的方式(Paul 1998a, 1998b)。这一分子化对当代生物学
的思考方式非常重要，因此对当代生物医学的实践和政治非常重要。
此外，我们现在的政治理性不再是由以所有人的命运为名管理每个

人的生命这一梦想产生的(参见我在Rosel999中的论点)。一个无所不
在的社会国家会决定、协调和管理所有社会领域中的事件，这样一种理
想已经名誉扫地。“社会”作为一个单一的、即使是由不同部分构成的领
域，拥有一种国家文化、一种国家人口、一种国家命运，同样拥有国家
领土和一个国家政治政府的权力，这样一种观点已经遭遇了危机。“国家
文化”的观点已经让位于“诸种文化”的观点，民族身份已经让位于一
系列复杂的身份政治，“社区”已经让位于社区联合体。在这一新的格局
中，健康和疾病的政治意义与特点已经发生了改变。
当然，预防医学、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的规划者们仍然以“国民健

康”为其目标。然而今天已经不再从下面这一角度来表述政治关注人民
健康的理论根据，即作为有机整体的人民不适合国家之间的斗争造成的
后果。相反，它是从经济学角度——不健康造成的损失，从几天不能上
班或定期缴纳的保险费提高这些方面来计算——或者是从道德角度——
需要减少健康不平等——被提出的。虽然国际比较无疑仍然很重要，但
是它们的当代政治功能不再是表明某个政府在地缘政治较量中潜在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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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们不再期盼国家来解决社会对健康的需要。人类——民族、人
民、种族——的生命力很少是强制性介入那些人——他们只是其组成成
分——的个体生命的理论基础与合法依据。在这一领域，就像在很多其
他领域•一样，现在国家的形象是能促型国家、促进型国家、作为推动者
的国家。
一方面，国家保留了其在18或19世纪获得的责任（具体的时间各个

国家有所不同），即保证健康所需的一般条件：管理食品的销售，安排净
水和污水处理，有时命令将促进健康的要素加入饮食之中——维生素、
水中的氟化物等。另一方面，在这样一种促进健康的生活环境之中,
国家试图摆脱一些在整个20世纪获得的责任，即保护个体不受疾病和事
故造成的后果影响。因此，我们已经看到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健康促进
方法得到强化和推广，再加上私有健康保险业的兴起，加强了个体和家
庭负有的监督和管理自身健康的责任。每个公民必须成为健康运动的积
极参与者，接受他们为保证自身健康负有的责任。许多组织和社区也被
敦促在保证其员工和成员的健康和幸福中发挥一种主动作用。这一新的
“健康意志”日益被包括从制药公司到食品零售商的众多企业利用。并
且各种各样的压力集团、活动组织和自助团体已经开始占据由欲望、不
安、失望和不适构成的空冋，该空间存在于健康意志和没有健康意志的
体验之间。在这一复杂的力量和形象网络之中，个体关于健康的强烈
愿望和行为被“远距离”控制，凭借的是他们如何理解和实现自己的自

点，相反，它们充当的是公共指数，表明国家已经在何种程度上制定了 
管理健康的成功政策。在这里，国民健康指标并不衡欧作为整体的人民 
的适合度，它们是作为个体公民和家庭的健康状况构成的集合体来发挥 
作用的。而且，从促进健康这方面说，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理想关系不再 
是“社会”国家中所追求的那样。当代的国家并不将其国民的身体“国 
有化”为人民，它会根据其他国家在类似方面与之竞争的人民对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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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天的生命政治不再在由人口、质最、领土和民族界定的问题空间
中发挥作用。个体取代了人口，质量不再是进化适合度而是生命质量,
社会的政治领土让位于驯化的家庭和社区空间，责任现在不是落在那些
在国际竞争领域管理民族的人身上，而是落在为家庭及其成员负责的人
身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应该庆祝这一发展。但是，我们正是在这一新
的政治——我们所谓的关于自由的政治——中发现新生物医学的成本,
以及它为我们展现的众多选择。

人口
在当代生命政治中，并不是没有对生命的不存在、结束或预防生

命的考虑，如避孕、流产、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关于死亡权利的
争论，等等。如果想想我们进入21世纪时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巨大地理差
异，赋予不同生命形式的不同价值就更加明显了。在20世纪末，不太发
达的国家中每年大约有1220万——等于挪威和瑞典的总人口——5岁以
下的儿童死亡，主要死于几美分就可预防的原因。马拉维人的寿命为39
岁,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人们的寿命为78岁，是他们寿命的两倍。这是
大规模的、全球规模的“任其死亡”。但是，这并不是根据集中营的生命
政治理性行事,它并不是建立在任何这样的政治理性之上，即试图以国
家政治目标的名义调整作为整体的人口的质量。也许如果我们看看两个
最近的例子——在那里人民是政治学的明确目标• 当代生命政治的特
性会变得更清楚。

増长的极限：“人口爆炸”
首先，考虑一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限制政治，以罗马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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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972年发表的题为《增长的极限》(Meadows 1972)这一报告为例。该

报告使用一个源自系统动力学的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说：“如果目前
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食品生产和资源消耗的增长趋势继续下去,
在下一个100年中的某个时间，我们将会达到这个地球匕人口增长的极
限。最可能的结果将会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相当突然地、不受控制地
下降。”他们提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其最根本的是计划生育,
通过将家庭人数限制为2个孩子来稳定人口，尤其是在日前家庭超过了
2个孩子的那些国家中，但是即便采取这一途径也并不会确保成功：“我
们以一种迫切的口气结尾……我们再三强调世界的人口 -资本系统自然
延迟的重要性。这些延迟意味着，比如，如果墨西哥的生育率从当前值
开始到2000年逐渐下降到准确的置换值，该国的人口将会从5000万增长到
1.3亿……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人类在失去进行控制的机会前，还能推迟多
久才开始对其增长进行慎重控制。”(Meadows 1972： 182—183)

这些可怕的警告充满了大最类似的担心，担心人口增长对经济财富
产生的影响，担心政府，尤其是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政府，需要采取政策
限制生育，特别是在穷人中，以此作为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这些政策多
种多样，从专制政策——印度的绝育运动最有名 到那些逐渐开始采
取知情同意原则的政策，到墨西哥被委婉地称为“自愿手术避孕.的政
策。这些政策的依据是人口统计数据，以及由地理学家与数学家研究岀
来的将人口增长与经济效益联系起来的算法，这深深印在为工作人员和
其他人制订教育大纲的人的心中，被无数私人压力集团和政策顾问机构
提倡，并且成为很多开发署政策的一部分，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全球规
划局”下的“人口所”。“人口时间炸弹”成为西方舆论常识的一部分，发
达工业国家之所以帮助更贫穷的国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能够使它们
限制其人口，因此能限制其人口增长带来的危险。
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时，罗比等人(1992)报道说女性自愿绝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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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普遍的避孕方法，一共有超过1.38亿的已婚育龄女性使用这种方
法，1984年为9500万。对许多批评家而言，虽然这样的运动使用了 “知
情同意”和“选择”这些词语，但它们针对的是被认为有问题或不太令
人满意的特定人口，并且它们相当于一种全球优生形式。25但我认为这是
误导性的。如果我们将“优生学”这个术语应用于对人口的繁殖、发病
和死亡进行的任何干预，那么它包括很多东西，从避孕到流产到公众健
康，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仅仅成了一种笼统的一部分。出于经济原因而限
制犬口规模，不管可能使用的方法多么应受谴责，它都不同于为了服务
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生物斗争而试图最大限度地提高种族适合度。

种族质■:控制中国人口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最近的明确表明是优生政策的例子。也许最

清楚的例子就是中国，至少到本世纪开始时是这样(这里我借鉴的是
Dikdtterl998).如果认为中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关遗传、退化、人
口和种族的生命政治观念与欧洲的这些观念截然不同，那就容易让人误
解。在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国有很多专业团体广泛持有优生观点，虽
然，据迪克特所说，它们没有在任何有意义的程度上制度化，这也许
是由于日本侵略及其后果造成的。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虽然
优生学受谴责，但是，计划生育这一观念并未受到谴责，实际上1956—
1957年毛泽东自己阐述了这一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它被看做社会和

纪70年代末开始成立了许多专门研究人口政策的大学学院。如苏珊•格
林哈尔希所表明的，这是一个持续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是要从各种各
样的资料来源那里收集人口数据，从而使中国人口变得可知、可以计算

(Greenhalgh 1986, 2003, 2005)。一方面，从人口的“异常”和“落

经济规划这一社会主义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Greenhalgh 2005) o 

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央规划者才设定了人口控制目标，从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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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一角度将它视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它对中国现代化
的影响这一角度将它视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且这一观点——认为中国
人口规模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威胁——是人口规划项目的基础，是设定
目标和主要生育控制策略的基础。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一胎政策”一
它将法律和宣传联合起来，目的是改变主体性从而限制生育的意愿——
还有普遍的绝育。
现代化并非只是要求控制中国人口的规模，还有其质量。26随着参

与“一胎政策”的医学专家和人口专家越来越重要，生育意见的一个目
标成了提高生育“质量”。如迪克特所说：“各种不同的问题，包括计划
生育、性教育、婴儿卫生保健和产前检查技术，都是在优生学范围
众所周知的是它拒绝个人选择——内被表述的……优生学为其感兴趣的
一系列生育和人口问题提供了一个总体的理论根据，这些问题受这一政
策限制，即优先考虑一般利益集体——如’国家’、’经济’或’未来几
代人’——的需要，而不是个体可能的愿望和选择Z (Dikotter 1998.
123)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给怀孕妇女就下面各种问题提供意见的健康
手册中：从饮食到超过特定年龄的妇女产下出生缺陷婴儿的风险，对早
婚的法律限制，婚前医疗检查的需要，在未来伴侣身上发现可能会影响
生育性能等的隐藏缺陷的遗传咨询。人们很关注消除那些“弱智”者,
担心近亲繁殖——人们认为这会增加有害基因相互遭遇的机会——的
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明确确定了不适合结婚
生育的几类人，尤其是夫妻双方都有遗传病史或者精神病史者。人们主
要关注的是防止那些有相当严重的出生缺陷的人出生。虽然20世纪80年
代也制定了让残疾人获得平等待遇的措施，1990年通过的《残疾人保障
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平等权利，并且禁止歧视，但是有些医生仍然认为 
应该结束有这类缺陷的新生儿的生命。27主要的医学专家重复20世纪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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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欧洲优生学中常见的主题，计算中国有多少人有遗传缺陷，预测他们要
花国家多少钱，《人口与优生学》杂志尤其关注差异生殖造成的后果，社
会中最不优秀的那些人比最优秀的人繁殖得快，有很多关于优生学和健康
的国家展览，其目标是进行优生教育，以便让祖国更强大，民族更繁荣。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建立了很多大学学院研究人口质量,

成都成立了出生缺陷监测中心，其职责是在全国范围内指导优生学
(Dikotter 1998： 168)。关于扫描技术、诊断胎儿出生缺陷和流产技术
的研究也在开展。1994年颁布的《母婴保健法》规定了婚前医学检查内
容,该法中的四条条款(第10、16、18和20条)引起了国际关注，因为它
们似乎要求所有想要结婚的情侣进行婚前遗传学检査，要求医生向那些
被认为有不适合生育的遗传病史的人提出不适合结婚的建议。在这样的
情况中，只有双方同意采取长期避孕措施或接受绝育手术，才能允许他
们结婚。此外，它们似乎要求如果医生认为胎儿有遗传病，就要给出流

28产建议（Dik6tter1998： 174）。
很难评定这些措施被多么有效地执行了。当时，中国一些重要的哲

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公然反对它们。29还有证据表明很多中国人并不支持
不对残疾新生儿进行医学治疗。但是，优生学这一政治理性的原理是清
楚的。知确实，中国人口政治的优生特性非常明显，在2002年与2003年的
争论和婚姻法改革些改革废除了强制性的婚前健康检查，并成立
了新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它足以需要被明确摒弃。"当
参与中国基因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委员会的中国重要的遗传学家们
在2002年发表声明，宣称从那时起，关于人类基因组学的研究必须致力
于疾病预防和治疗，而非服务于优生学时，他们也承认并驳斥了这些政 
策的优生特性。32并且，在20世纪前10年中，至少在理论上说，欧美的知
情同意模式成为管理中国所有医学研究和治疗的官方标准，虽然在有些 
情况中，仍是家庭而非个人被赋予了表示同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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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优生学?

这些截然不同的例子有助于突岀先进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生命政
治与根据不同的理性来统治的地域中的人口政治之间存在的差异。但
是，许多批评当代生殖技术的人仍然将其论点建立在批判性地使用“优

自由主义优生学、针对个人的优生学、灵活的优生生学”这一术语
学——描述该政治之上。比如，卡伦-苏•陶西格、德博拉•希思和雷
娜•拉普提出，“我们看到当今的美国仍然存在优生学思维，许多社会
群体中的很多人认为基因组是人类未来必须或可以商榷的问题……越来
越多的参与者和做法被征用到一个从基因角度界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
里，简化决定论最为突岀”。虽然他们接受这一点，但其他人将会对这
样的决定论提出质疑，或“形成他们认为会增加选择——分子的或其他
的——介入措施”(Taussigetal. 2003： 62)。在这里，就像对很多以不太

复杂的方式提出类似论点的人一样，优生学指的是：提及遗传学、判断
不同体型的合意性，以及一种行为方式，其目的是作用于现在这一灵活
的身体以便改善它，该方式是通过一种个人主义和选择文化渗入的。这
些作者将其分析建立在经验证据上，这些证据表明父母、临床医生、研
究员、顾问，还有那些患有各种疾病——包括从大疱性表皮松解到软骨
发育不全在内的所有疾病——的人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的复杂方式。但
是没有什么与纳粹的虫笏化类似，或者没有什么与以下观点有一丁点儿
相似，即那些生来就患有上面任何一种疾病的人没有其他人有价值，虽
然很多父母都会为下面这一可能性忧心：他们的孩子可能会过着受疼痛
摧残的生活，他们可能会因疾病而早亡。那些参与这些实践的人，他们
的行为和判断很少会——如果曾经——受下面这些论点影响，即由于人
口中存在“患病群体”，国家会由于某种原因在地缘政治方面被削弱。那
么，我们这里的不是优生学，而是由选择义务、自我实现的愿望、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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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们的孩子过上最好生活的愿望强加的自我管理形式决定。其逻辑
和成本应该按照它们自身的条件进行分析。
影响西方先进自由主义政体中管理他人和我们自身的方式的生物

学和生物医学思维方式，不再关心种族质最和适者生存。如同无数例子
所表明的，比如关于严格限制由社会资助的或补偿性的医疗保健是否具
有合法性，进行了艰难费力的争论，优生学经历在关于个人和集体健康
的政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任何不尊重自主权和个人权利运作
的政府管理生命力量的方式提出质疑。的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至
少在欧美，个人和群体的病变、疾病、缺陷或未达最佳状态的能力成了
生物价值的主要来源，生物价值环路中国家和公司之间的竞争采取的形
式与为争夺霸主地位而进行的国家斗争非常不同，后者构成了优生学理
性的基础。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将当代生命政治概念化
为按照生命力逻辑而非死亡逻辑运作。虽然现今生命权力肯定会进行排
除，但任其死亡并不等于让其死亡。这不是一种死亡政治，虽然死亡遍
布其中，萦绕着它，它甚至也不是一种关于疾病和健康的政治I它是个
管理生命的问题。

风险
阿甘本和鲍曼提出在20世纪前半期个人和集体之间的联系——新卫

生学的和优生学的一表现为典型的“现代”形式，这也许是对的。如
果是这样的话，我将论证在我称之为“先进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性中,
当代个体的生物生命和集体健康之间的关系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被提出
的(Rosel996a)。这不再是试图以人口、民族或种族的总体适合度为名,

对那些体质有缺陷的人进行分类、确定、消灭或限制，或者推动那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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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分析最为重要的正常和病态这一二元划分，现在是在这些管理风险的
策略内被组织的。这样的策略是在很多层面上被组织的。有保险精算策
略或流行病学策略，它们试图降低影响人口的风险总数，有管理高风险
人群的策略，而且，从发现和预防风险人士出发的策略越来越多。
在这里，风险指的是一套类似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们包括在现

展，死亡率和发病率是两个重要的场所。19世纪健康政治的基础是对人口
数字信息进行收集、造表，并从发生率和可能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
那些卫生策略的理论根据，它们试图调整在一个地理区域、生活环境或
者一段生命时期内的这些因素——从统计学角度看它们与越来越高的发
病和死亡总数有关，从而发现、管理和降低增加的发病和死亡总数。因
此，在英国，埃德温.査德威克在其为改革污水系统提出的理由中使用
了统计学和概率推理，威廉•法尔收集了关于发病和死亡的地理分布证

1996）。在20世纪上半期,
这样的观点——人口中的疾病、事故和其他不幸有规律地发生，并且可
以被预测——对社会这一观念的产生非常重要，对不同国家出现防止风 
险传播的社会保险策略非常重要，这些风险在保险型国家中必然会出现 

（Ewald 1986, 1991）。在20世纪后半期，生命政治关心的是将健康风险 

降到最低——控制环境污染，减少事故，保持身体健康，养育子女。这 
不仅是组织健康服务和社会服务之本，而且是对城镇规划、建筑设计、 
教育实践、组织管理、食品销售、汽车设计等进行专家决策之本。也就 
是说，150多年来，风险思维对生命政治一直非常重要。

理特征最理想的人生育。相反，它主要是一系列策略，它们试图发现、 
治疗、管理那些被认为风险较高的个体、群体或地区。对之前的生命政

在对可能的未来进行预测，接着对现在进行干预以便控制那可能的未来 
（关于风险思维的出现，参见Hacking 1990） 0 ”未来作为可预测的、依 

赖于可被发现的因素，其中有些因素是可被控制的，关于未来观念的发

据以将霍乱的传播归因于水的供应（Osb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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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目标是危险的常规做法和地点，而不是危险的或濒临危险的
个体——它们正在扩展到许多其他种类的不幸事件，特别是犯罪控制

能使人们发现高风险人群，从而让当局以预防的方式干预那些属于这类
群体的人。使用风险预测划分风险群有非常漫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保
险业开始之时。风险预测不是以“保险精算”或保险的方式作用于全体
人口，而是使用概率或流行病学知识发现与特定的不健康形式、生殖问
题或其他病变形式的更高风险相关的因素，然后使用由这些因素构成的
运算法则将个体划归到不同的风险群。在健康领域，随着风险预测从20
世纪中期出现，风险预测、风险等级和指数开始被用来发现比平均风险
高得多的风险群，以便对他们进行预防性干预。
大多数读者将会亲身了解这些将个体划归风险群的做法，有的是依

照谱系从家庭病史的角度进行，有的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从统计学上
与某种疾病有关的要素的不同组合来进行。根据年龄、体重、家族史、
是否吸烟等对高血压患者进行风险预测，并使用某种依据流行病和临床
研究的氐表，将他们划分到某个风险群。如果认为他们是高风险人士,
可以建议他们改变行为、饮食或生活方式，或者提前让他们有规律地吃
药，以减少疾病发生的风险。孕妇由其医生或助产士进行风险预测，如

议也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即根据流行病因素、家族史和发病可能性发现 
高风险人群。20世纪初期那些让“低能者"、精神患者和性罪犯者绝育 
的优生学规划者也是如此，我已经讨论过他们了。此外，从20世纪初开

(Feeley and Simon 1992, 1994)。然而,还是从19世纪开始，第二套策略
也是一直根据某种风险思维运作。这些策略试图发现这样的因素，它们

对采取集体措施管理生命政治风险的要求并未减少，而是在大量 
增加，在全球化。54有些策略旨在降低影响人口的不幸事件出现的可能

果被归于有可能出现流产、早产或相关问题的高风险群，就需要接受助 
产士和妇科医生的强化监测(Weir 1996)。最早的基于遗传学的生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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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很多国家，许多个人和组织开始提供生育建议，他们特别关注的
是下面这些可能步入婚姻殿堂或将要成为父母的人，他们有某种被认为
是“遗传的”疾病或残疾的家族史。人们会就他们的孩子携带这种疾病
的风险和可能性给他们提出建议，并建议他们不要结婚或不生孩子，提
出让他们终止妊娠，甚至在岀于其他原因流产被判定非法的地区内。在
战”后的那些年中，当许多国家建立了大量遗传诊所时，其主要目的是
防止出生缺陷，帮助夫妻做出“优生的”而不是“非优生的”决定(Fine
1993： 103),在20世纪末的几十年中，产前筛查，比如检测与特定基因
异常有关的蛋白质浓度提高的母血样本，还有终止妊娠的选择，对那些
孕妇——她们的年龄或家族史让她们属于高风险群——来说，变得非常
普遍(Rapp 1999)。在21世纪前10年中，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会
照常规提供产前筛查，以检测严重的染色体缺陷和单基因遗传病，对于
遗传基础更复杂、更不确定的疾病的产前筛査正处于讨论中，比如检测
单核昔酸多态性水平变异——这会增加成年人患某些乳癌的几率——的
产前筛査。再次，批评家们提出这就是一种“新的优生学”。但是，如我
已经论证的，如果不想“优生学的.这一术语变成通用的、在分析上毫
无意义的修辞手段，我们应该用它专门指那些带有其原初意义的生命政
治策略。我们当代的生命政治同样成问题，同样与权力关系和判断不同
生命形式的差异值、痛苦的性质、我们个体和集体对未来负有的责任密
切相关，但是应该根据它的自身条件对它进行分析。

新的牧师职责

少数医生和遗传学家仍然认为，任何认为自己有遗传缺陷的负责公

20世纪前半期，遗传学建议是个明确的优生工具(Kevles 1985)。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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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应该试图降低将它们传给后代的风险(Glass 1971, Robertson 1993):

这样的说法让一些批评家在遗传咨询这一观念本身发现了一种隐含的
优生学•”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更清楚地说明这样的当代控制逻辑是如何
构成的。*在生物医学的背景中，决策是在一系列我们可以称为“牧师
权力”关系中进行的。我已经说过瑞典优生学是牧师的，其意义与福
柯所阐明的意义很接近-- 种集体化和个人化的权力，它关注的是
作为整体的“群众”的健康。但是这一当代牧师权力不是由“国家”
组织或实施的，即使这一术语包括一整套相关的立法条文、国家资助的
研究组织、调査新生物医学的医学和伦理方面的国家委员会。这是在一
个多元的、有争议的领域内发生的，其中贯穿着由伦理学委员会和专业
协会公布的法规、研究者发布的经验研究结果、雇主和保险公司的态
度和使用的标准、心理学家和生物技术公司研发和提倡的试验、自助
组织提供的建议，甚至可以加上宗教组织和社会学批评家提供的批判
视角。
至关重要的是，这一牧师权力并不关注作为整体的群众。至少30年

来，参与该工作的专家们明确拒斥这一观点，即他们试图或者应该试
图限制这些风险人士 他们会将一种遗传疾病或残疾传给他们的后
代——的生殖能力，更不用说下面这一意见了：他们关注或应该关注个
体的生物学特征对未来人口质量的促成作用，或者甚至造成将来国家用
在照顾残疾儿童上的花费。3,但是这一教牧主义并非简单地需要一个像
牧师一样的牧羊人，他了解和控制个别苦恼的绵羊的灵魂。也许用“关
系的”这个词可以最好地描述这一牧师权力形式。它是通过指导者
作为试验和医学程序的看守人发挥作用的遗传学顾问和相关的生殖专
家——的感情和道德准则与被指导者——做生育决定的实际或潜在的患
者——的感情和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相互关联的责任和义务
系统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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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身体牧师支持知情同意、自主.自愿行为、选择和非指导
性这些伦理原则。，9但是在这一牧师权力的实践中，这样的伦理原则必
须被转化为一系列管理交流和信息的微观技术。它们模糊了强迫和同意
的界限。它们通过教给有选择权的人这样的话语技术——它们教给他们
新的思考、用语言表达自我的某些方面的方式、新的让自己及其行动禁
得起考验的方式一改变他们的主体性。它们以特定的方式改变这些保
健医疗接触的目的，比如根据有关心理健康的心理学概念，或根据近来
普遍存在的“生活质量”这一观点——现在每个人都在许多等级量表中
被界定、被衡量——改变它们的目的。这一牧师权力与基督教牧师职务
不同，在后者那里，权力的影响是单向流动的，要求羊群服从牧羊人的
意志，并且将绝对意志以自省和自制的形式内化。这些咨询需要各方之
间产生认真的、双向的感情牵连，并且实际上产生与不在场的诸方——
远亲、尚不存在的兄弟姐妹、可能的后代——之间的“潜在”牵连。在
这些牵连中，所有这些主体与其自身和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都是成问题
的，包括专家自己。咨询起的是增强伦理性的作用，它调动羞耻和负罪
这些自觉感情，调动各自对自我的自由和对他人责任的主张、范围和界
限这些自觉感情。它在顾问心中激起关爱伦理与指导伦理的矛盾，它要
求顾问以一种绝非微不足道的或转瞬即逝的方式，将某些影响咨询者的
不安的、有重大影响的不可判定性包含在自身之内。
确实，不管非指导性遗传咨询的明确目的是什么，有证据表明在能

够进行预测性基因测定之前接受了关于自己风险等级咨询的人，要孩子
的可能性更小，我在下面会谈到基因测定问题(Carteret al. 1971).但是
当代群体风险的生命政治并不是一种对过去的重复。这并不是一种大规 
模的人口管理政治，而是更平凡的、但不那么危险的人口管理政治。存 
在以下技术问题：比如用来计算风险预测的因素的有效性与恰当性，个 
体是通过风险预测被划归风险群的I鉴于国家和文化差异，这些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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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以推广到其他人，自从这些量表被创建以来，它们的变化造成的影
响，等等。有错误肯定和错误否定的问题，它们内含于用概率推理来决
定个体治疗这一计划之中 在关于强制治疗或监禁“危险的”精神病
患者的决定实践中，在给有乳癌家族史、可能在考虑接受预防性乳房切
除手术的女性提出的建议引起的决定实践中，这些已经变得声名狼藉。
有下面这一事实造成的问题，即一旦得知个体属于某个风险群，那么这
个个体就可能——被他人和他们自己——假设现在或未来肯定会患最严
重的病那样来治疗。
这些问题在涉及保险和就业时已经被大量谈论(Gostin 1991,

Hubbard and Ward 1999, Nelkin and Tancredi 1989) 0 当人们将风险评估与

预防性介入联系起来时，它们也会出现。在被划归于癌症或心脏病高风
险群的人们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尽管他们身体健康，但他们如
果要“负责”的话，就必须在医学权威的阴影下生活。在有行为风险的
地区，在进行预防筛査和介入年轻人——他们生活在市中心，有做岀暴
力、侵犯性或攻击性行为的危险——生活的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

见Porter 1995, Rose 1998)。还有，如关于“风险社会”的无数描述所指

取代了其他形式的信任时，专家及其客户之间关系也会产生伦理问题， 
换句话说，当有关行为的决定似乎自动产生于某种.客观的”计算方法 
内部“未知框.中的判断，我们找不到它们的作者进行争辩和质疑(参

点。这些计划往往证明干预“普通嫌疑犯”的生活是有道理的，这可能 
本身就是受损身份的道德品质的起点(Rose 2000a)。此外，当相信数字

出的，风险记录和数据库具有在监督的基础上增加和完善管理策略的潜 
能(Lyon 1994)。虽然如此，风险管理政治学并非人口质量政治学，尤其 
是因为它是依照一种不同的思考生命力本身及其政治后果的方式发挥作 
用的。换句话说，不同种类的生命政治不仅以不同的、多种多样的政治 
理性为特征，每种这样的理性都与思考其目标、个体和集体的人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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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其政治后果的特定方式——换句话说，和一种思考生命的方式——
密切相关。

生命规范和社会规范

乔治•冈纪兰姆在《正常与病态》中主张生命规范和社会规范之间
存在一种根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异(Canguilhem 1978)。他提出，生命

规范源于并表明生命本身的规范性，作为生物的有机体的规范性，以及
生命适应其环境的能力的规范性。另一方面，社会规范表明的仅仅是适
应某种特定的人为社会秩序及其对规范性、顺从、生产力、和谐等的要
求。有些人提出新的生命政治再次错将社会规范当成了生命规范，比如
精神病学的分子政治，连同其声称的能够操控和改变个性与情感，将社
会规范包含在了生命规范之中，并将生命力本身的主要特征——比如悲
伤——当成错误，它们能够以社会的健康常态而非生命的健康常态的名
义被改正。但是，至少就人的生命而言，社会的和生命的从来就没有如
此的不同。我们那些关于何为正常人的观点，就是因具体的制度和技术
发展，尤其是生命政治本身而成为可能。因此，人的能力和寿命的新规
范产生于19世纪对都市生活的卫生处理和卫生化|新的康复和治愈规范
诞生于临床医院之中I新的提出命运、生命和健康之间关系的方式诞生
于关于疾病分布及其社会相互关系的流行病学知识的发展。我们当代的
生命规范是由其形成条件决定的，就像以前世世代代的生命规范一样°
一方面，我们的人格越来越被他人、被我们自己依照我们当代对自己

的生命形式的生命政治学的问题空间。

身体可能性和极限的理解限定，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体特征已经向着选 
择、谨慎、责任、实验和质疑开放了。那么，这就是界定我们当代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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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

自由意志、人的尊严和重要道德价值观的问题。,比如，利昂•卡斯及其
同事在2003年10月份的题为《超越治疗——生物技术和追求幸福》的总
统生命伦理委员会报告(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U. S. ] and Kass

2003)中指出，现在医学生物技术正在四个领域“超越治疗”、追求增强
或改变生命这些目标：(a)更好的孩子——产前诊断、胚胎选择、胚胎基
因工程，用药进行行为矫正，尤其是治疗小儿多动症.(b)运动方面表
现较好，(c)不衰老的身体——各种各样的旨在提高健康者寿命的技术,
(d)快乐的心灵——改变记忆，还有尤其是通过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
收抑制剂这类药物改善心情。卡斯拥护一种建立在“厌恶的智慧.(Kass
1997)之上的道德体系，听到他及其同事试图为使用生物技术促成这些
世俗目标和人类欲望规定某些界限，这就不令人奇怪了。他的同事包
括弗朗西斯•福山，他写了另一篇被这些发展困扰的文章(Fukuyama
2002).

在尤尔根•哈贝马斯关于《人性未来》(Habermas 2003)的思考中,
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忧虑。很多人从德国内部谈论这些问题，就像其中的
许多人一样，遗传学的发展，尤其是生殖遗传学的发展，是个特别让哈

许多社会理论家、生物伦理学家和哲学家担心生物医学知识正在消 
除自然的和人造的之间的区别，并且它这样做是在提出关于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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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马斯担心的重要问题。哈贝马斯不悄愿地承认，可以从道德角度为使
比如，根据疾病预测来筛除某些用新生殖技术以达到治疗冃的辩护

胚胎。但是他认为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对人类基因组的操控及其
所预示的技术，将会从道德上改变自然生长的和人工制造的、命运与选
择之间的根本区别。通过这么做，这些技术将把他所称之为未来孩子的
“前个体生命”变为工具，通过削弱经过基因改造的人将自己看做自身
生命不可分开的创造者的能力，限制其伦理自由。这也会削弱在哈贝马
斯所支持的“物种伦理”中支撑人类合乎道德的自我理解的东西：人类
必须将所有其他这类存在视为一个社群中在道德上同等重要的成员，在
这个社群中，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尊敬。似乎我们可以依据“我们
每个人都担负着唯一的责任，即让他或她的生命具有伦理形态”这一预
设，只在我们这一物种的道德世界中尽我们的本分。这个预设已经被诸如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这样的介入行为破坏了，对哈贝马斯来说，胚胎植入
前遗传学诊断涉及对某个未来人的生命进行的“异己决定”，这将对那个个
体自己、对我们生命形式的道德构成产生严重的有害后果（92, 81）。

关于个体——医生、护士、患者、将要做父母的人、使用新生殖技术生
下的孩子、抗精神病药物的消费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是怎
样理解、体验或从伦理角度评价这些问题、选择和困境的。他们的困境
更多要归咎于大众科学对基因组医学、生殖技术、神经科学和精神药理 
学中“即将出现的”，甚至更加惊人的发展的预测和推测（McKibben

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们所表达的这些忧虑很少立足于对当代生命医 
学现实进行的考察。他们也并未怎么注意大量这样的经验证据，它们是

2003, Silver 1998, Stock 2003） o社会理论家、生物伦理学家和哲学家问 

自己，相关个体、宗教组织、生物伦理学家、国家政府或国际大会是否 
可能控制这些发展，减轻或避免潜藏在这一被设计的未来之中的对人性 
本身的可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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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干净的水、足够的食物、最低生活工资和普通称职的政治家和官
员这些就足够了，生物医学中的发展不太可能会显著地改善这些。因
此，我们不能从表面上看这一承诺性生物医学文化。相反，我们需要注
意这些有关根本变化一即将发生，但不知为什么总是遥不可及——的
预测是如何在现在之中发挥作用的。当代的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无疑效
仿的是一种我们从其他科技那里所熟悉的模式，它们因对即将发生的划
时代变化的期望而蓬勃发展，这些说法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提高了股票
价值，调动了资助机构，推进了事业，并且无疑让那些在该领域工作的
人产生了一种兴奋感和使命感(Brown 2003)。许多生命现象——从生殖
到情感——现在似乎可以被理解为机制，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我们还
远远不能随意地重新设计它们，尽管常常看起来好像目前对我们的限制
只是技术上的，并且它们将会被克服。我们欢迎社会科学家们发出的警
告语气：现在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见证医学治疗能力的划时代变
化。如保罗•奈廷格尔和保罗•马丁所认为的，“来自实验室的生物学知
识不会很容易地被转化为有用的临床实践"(Nightingale and Martin 2004：

567):在基础生物学知识的发展产生新的医学技术之前，我们必须要克
服很多障碍。毫无疑问，到它们被转化到诊所之中时，它们提供的很多
医疗可能性将看起来就像今天的人工授精那样普通，那样没有争论，完
全不同于1978年7月路易丝•布朗的诞生所引发的关于“试管婴儿”的热
烈争论。但是这些期待本身构成了当代领域——这些生物医学科学和技
术在其中形成

在过去的50年，无疑医学发生了很多技术变革，无疑将来还会有更 
多技术变革。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富裕的西方，平均寿命和健康方面

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其他人已经指出的，这样的 
未来导向是当代技术实践和想象——他们生活在这些想象中，并且长期

的重要发展，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度科技化的医学介入。同 
样，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折磨大多数人的疾病并不需要高科技解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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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这些想象——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Brown et al. 2000)。
在某种意义上，如巴舍拉尔教给我们的，对未来的想象内在于科学

的实践：科学不是现象论，而是现象一技术，它们试图在现实中，通过
技术方法，像变戏法儿似的创造出它们已经在思想中设想的东西。现象
“必须运用方法进行选择、过滤、提炼和调整，确实，很可能是方法首
先创造出现象。方法只不过是具体化的理论”(Bachelard 1984： 13)。在
巴舍拉尔写作时的20世纪30年代，他担心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认识论
可能会引诱科学家被已知事实诱惑，这种诱惑对科学想象是一种障碍。
但是今天，几乎没冇科学想象会失败的危险。该想象是由下面这些因素
决定的：商业和媒体对突破性进展的大肆宣传，对可能的未来以及我们
在其中可能会面临的困境进行的虚构叙述，对不可避免的未来技术进行
的风险评估，“预见”、“全面审视”和“远景规划”专家在公共机构和政
府机构之内和之外所做的工作——如果要在现在产生推动当代科学的希
望、研究基金、投资策略等，那么描绘未来景象似乎是必须的。文化研
究的实践者在产生这些既吸引人又令人惊恐的景象中，肯定发挥了某种
作用。但是社会理论家和生物伦理学家在设想一个充满了道德危险和危
险处境——它们可能会将我们投入到一种非常不同的人类形式中 的
未来图景中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这些关于生命医学权力的期待、承诺、希望和恐惧无疑被夸大了。

但它们确实指出了某种重要的东西。现在我们至少可以思考，并且有时
会实现在追求世俗欲望和目标时对许多身心能力进行微观操控。在哈拉
维的《赛博格宣言》(Haraway 1991a)之后，有些人提出我们正在以某种
方式变成“后人类的”——尤其是凭借我们使用假肢器官装置模拟和增
强身体能力的能力(Hayles 1999) 。2但我们是否曾仅仅是“人类的”——
我们的能力是否曾是那么自然的？我怀疑这-•点：人从来都不是“自然
的”，至少从创造语言开始，我们就在凭借知识、物质和人类技术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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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能力。的确，我们认为自然的能力并非源自人类本质，而是源自
人、人工制品和客体的分布式关系(我在Rose 1996b,尤其是第八章中详
细讨论了这一点)。另外，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我们当前作为人的
方式并未使我们更少生物性,相反，在目前在人的生命和生物技术之间
形成的不可避免的联系中，好像我们变得更具生物性了。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想说我们已经成为后人类的，而是问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占据着一种
“新兴的生命形式”。生命形式这一概念具有悠久的传统，也许，最著名
的是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Wittgenstein 1958).
但是直接启发我在当前的背景中使用它的是斯特凡•贝克和米基•克内
希特，他们把生命形式作为关于这些主题的研讨会的标题。5我们可以
用生命形式这一观念来指根据特定规则和前提来思考和实践人的存在的
方式。但是生命形式这一观念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还指生物,
即以那种生活方式生活的实体及其特点。此外，正在出现表明的是现在
虽然并非与它之前的过去截然不同，但可能是一个过程中的某个时刻,
在这一时刻，某种新东西正在形成。某种正在形成的新东西是多样的偶
然路径相交叉的结果，但不是任何单独发展的结果。正在形成的新东西
是由在一系列实践——医疗的、法律的、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
中思考和行动的诸种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产生的，而不是直接由它们之
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假定的。其特点可能可以确定，但其生产力无法被预
测。在何种程度上我们的生命形式是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呢?
我们可以联系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兴起，对安全愈加担心等熟悉

的主题问这个问题。但在这里我主要讨论的是医学。之前，人们可能会
提出医学的作用不是改变人的能力，而是恢复一种丧失了的规范性。身
体有其自然规范，疾病是失去了这些规范，医疗介入试图恢复或以某种
方式模仿那些规范。人们希望个体的身心被治愈，至少在治疗后，也许
能以类似正常的方式自然地生活一生。但是这些规范似乎不再那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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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在理论上似乎可以对这些规范性进行有意识的操控，由生物医学
体系创造的新规范已经是现实了。新的生殖技术克服了年龄、不孕和性
欲对生育的自然限制。子宮内基因测定让人们能够筛除特定的疾病或
残疾，可以用精子选择来增加生下一个具有他们想要的性别的孩子的
几率，使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能让父母和医生选择这样的孩子
其组织与需要骨髓或其他移植器官的兄弟姐妹相匹配，荷尔蒙补充疗法
和与年龄有关的性功能障碍治疗延长了性生活和育龄，抗精神病药物虽
然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么有效或可以预测，但确实能够略微调整情绪、
感情、认知和意志。一些曾被认为铭刻于有机生命本身的法则之中的规
范性已经——至少在西方——进入了选择领域，并充满了该选择所强加
的所有要求。人们认为可以用新的方式完善自身，从而承担了更多的义
务，对他们的生物和身体存在进行负责任的自我管理，这一点已经变得
可能。
但是，我们在断定一种划时代的转变之前，应该先暂停一下。医

学领域早已超越了发现疾病和恢复正常状态这一范围。确实，利昂•卡
斯及其同事列岀人类生命的一系列方面，它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已经
“成为医生业务的一部分”：“分娩、不孕、性规范和实践、犯罪行为的
诸方面、酗酒、不正常行为、焦虑、压力、痴呆、老年、死亡、悲伤、
悲痛。"(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U. S. ] and Kass 2003 ： 303)在理

论上，使用试图操控生命而非治疗疾病的技术，这并不新鲜了——我们
只需想想许多文化从古到今采用的那些能够增强生育能力，增加生男孩
儿的可能性，保持健康和力量等的万灵药、药剂和方法，更不用说那些
改变情绪的药物和方法了。然而，另一方面，似乎什么事情的确正在发
生。的确，我使用“生命政治(the politics of life )"这一术语是为了

将我们的现在与下面这一格局进行对比，这一格局是福柯在20世纪70年
代所写的一篇题为《18世纪的健康政治》(Foucault 1999)的论文中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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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福柯在为他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这些概念提供经验基础的分析
中，指出在18世纪的欧洲，当疾病在社会中大面积出现时，很多权威是
如何在疾病问题的困扰下，以健康的名义制定出在城镇、医院和家庭中
介入这些疾病的策略的。要求一种健康政治的问题空间在19世纪开始巩
固，在20世纪为了管理疾病，为了个人和人口及其性行为与生育行为的健
康，构建了一整套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混合社会技术。但是，如我已经
在前几章中所表明的，我们当代生命政治的领域不是由健康和疾病，或
者甚至是性欲和生殖因素界定的。这是一个关于让生命本身最优化的问
题空间。
我想联系两个相关问题——“易感性”和“增强” 来探讨“最

优化”。在每个问题中，生物医学知识都是在现在着眼于让人们未来的
生命力最优化来对他们进行介入。易感性反映的是很多这样的生物医学
计划，它们以预防将来可能会出现的疾病或病变为名，试图发现和治疗
目前尚未显现任何症状的人。增强指的是为以下目的进行的尝试，即优
化或增强人的身或心具有的几乎每种能力——力量、耐力、寿命、注意
力、智力——使它能够被人为地改造，并把对它的管理纳入生物医学的
控制范围——从试验台到诊所和市场。

一个新时代?
我已经提出如果我们当代的生命政治有新鲜之处，这并不是任何单

下这些方面打开了新的可能性有关：对生命进行逆向工程设计，将生命 
转化为可以理解的过程序列，人们能够通过分子介入做出它们的模型，

一事件造成的。但是我也表明生命的当代生命政治的关键之一在于新的 
分子尺度，生命是在这一尺度上被想象、被作用的。5这与分子凝视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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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任何要素——生命的任何要素，确认它的特征，调动、操控它，将
它与任何其他东西进行重组。我已经表明在一个赋予身体健康巨大伦理
价值的自我体制中，这些发展显得特别突岀，并且在这样的体制中，个
体和集体的主体化形式常常围绕着身体这一中心。6
汉斯-约尔格•赖因贝格尔在对类似的发展进行思考之后，提出我

们已经从关注再现有机体及其过程的时代 个关注发现的时代
进入一个技术时代，一个关注介入的时代，其目的是重写和改变生命

实认为，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目前在尽力理解生命秩序，这么做的
主要逻辑不是认识它，而是通过技术介入改变它。从开始时——如果可
能的话或者甚至是更早一一生命知识就被用来服务于生命为改善自身而
对自身所做的工作。我们对我们是谁的理解，对我们所是的生物和我们

这
一问题已经内在地成为这样一个问题，它涉及的是我们的动物性生命的
生命过程。既然政治性生命这一形式在本质上受到争议，那么现在生命
本身——不仅是使美好生活得以可能的健康，也不仅是疾病，对疾病的
体验能够让我们更加崇高或在生活道德方面教育我们——在我们的政治
学中是成问题的。

在试管中对它们进行重组，対它们进行修补和重新定位，以消除令人讨 
厌的失常症状，实现人们想要的结果。理论上，人们似乎可以分离有机

常常可以用有关历史先例和历史延续性的证据反驳新颖的主张， 
这也不例外。的确，卓越的医学史学家查尔斯•罗森堡对我的作品所说 
的一番话，已经激发我对自己提出的某种新的东西正在形成这一说法进 
行反思。'虽然他的评论总体上说是肯定的，但他还存有疑虑，他说这

所占据的生命形式的理解，已经将政治性生命(bios)重新包含在动物性 
生命(zoe)之中了。我这么说的意思是美好生活——政治性生命

(Rheinberger 2000) o我并不赞同赖因贝格尔的这一观点，即认为这些变 

化已经克服了自然与文化之间某种原始的或本体论的区分。但是，我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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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虑源自“历史学家对新事物之新怀有的可想而知的谨慎之心”。在最
近的一篇题为《什么是疾病》的文章（为纪念另一•位伟大的医学史学家
奥维西•特姆金）中，罗森堡提出当代关于疾病界限的争论有着漫长的
历史（Rosenberg 2003）。权威人士之间对以下问题的看法存在矛盾：谁

有权界定、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分界线是什么：头痛、失眠、背痛、肠
易激综合征等是疾病、疾病的症状，还是生命本身不可避免的状态？谁
应该决定——医生、医疗行政人员，还是患者自己？疾病什么时候应该
受到治疗，什么时候不应该？个体应该负有责任的疾病和责任应该归于
别处——归于器官、命运或遗传——的疾病之间的界限是什么？这些界
限争论并不新鲜，它们在医学中很普遍。罗森堡所谓的“技术逐渐深入
社会每个层面的情况”也有漫长的历史：诊断工具探出了这样的体征,
它们被认为是以前看不见的病变的征象 产生了罗森堡所称的“原疾
患”.对那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情感方面的或行为方面的疾病——抑郁
症、强迫症，等等，这些问题在历史上甚至更突出。
因此，历史学家的谨慎迫使我们承认这些模糊的界限并不是我们正

在兴起的生命形式所特有的。但是，我认为有些事情正在发生。一些例
子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是什么。

易感性

在我已经提到的那篇关于正常与病态的文章中，冈纪兰姆认为医学

HI ptorodisease：指还不是疾病，但是类似疾病的东西。"Proto"这个词根是原始、本初的 

意思。中文目前把"protoceU"翻译成"原细.电•■或■■原始细腮”，应该根据这个规律，把 

“protodiseasc"翻译成"原疾患”（或原型疾患）.但不应该是■•原疾病”，因为这里强调 

的是其■■原型”状态，••病■•已经是被医学科学认定分类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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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规范这一概念来自生命本身的规范性：“是生命本身而非医学判断使
生物学意义上的正常成为一个价值概念，而非一个表明统计学实体的概

置于生命一边，因为生命本身是规范的。“努力抵御和反抗具有否定价值
的一切”，以恢复和保持其规范：健康不是正常状态而是规范性——是有
机体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的能力。疾病限制这一规范性，即使病变也有自
己的规范。医学试图恢复那一规范性，即便治疗学所获得的规范不是之
前的那些规范。

状的病前阶段突然变为症状明显的疾病之前，生命规范性似乎忽略了它
们，但基因组医学彻底改变了这一忽视，这些潜藏的未来疾病的萌芽对
诊断和治疗它们的希望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潜藏的易感性这一观念
也不是那么新了。虽然“易感性”这一术语只是在20世纪早期被用作名
词，指能够感染某种疾病或在抵御疾病方面有缺陷的人，但《牛津英语
字典》将一个类似的词“易受感染的体质.追溯到17世纪早期，将其定义
为一种使人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身体状况。但是，冈纪兰姆从勒内•勒里
什那里借用过来的另一个词在这里有用。“勒里什说，健康是在器官的沉
默中过的生活"，相反，“疾病是在人们的生命和工作的自然进程中让他们 
感到不适，尤其是让人痛苦的东西”(Canguilhem 1978： 46). 8从这一角度 

看，疾病是一种痛苦状——是人的问题。因此，对冈纪兰姆来说，“个 
体是(常态和病态之间的)这一转变的判断者，因为是他在遭受这一转 
变”(106)。但是，病前阶段——不管它是心律不齐，还是编码序列中一 
种碱基代替了另一种碱基——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如果那一缺陷无声地 
潜藏着，如果它的存在不为个体所知，那么这个人是否生病了呢？或许

念。.(Canguilhem 1978： 73)对冈纪兰姆而言，这不仅为他对生命规范和 

社会规范的区分——我已经对此提岀了质疑——提供了基础，也将医生

当代基因组医学中的易感性这一概念似乎摆脱了这一逻辑。它作为 
正常与病态之间的第三项发挥作用(Novas and Rose 2000).在这些无症



这些定义性的或本体论的问题是错误的问题。相反，最好是问易感性怎
么就成了引起医学注意的东西？为什么与冈纪兰姆的人本主义相反，医
生和遗传学顾问，以及现在的基因组研究员和生物银行家们，获得了界
定和诊断某种可能疾病或原疾患的状态，从而使人成为“前患者”的权
利，这侵犯了从存在角度看显得健康的个体的权利。
当然，关于易受感染体质的话语已经重点提出了某种存在于单个

有机体——体质易受感染的人——内部的可能性。从19世纪开始，人们
就发现易受感染体质存在于家族之中，在一种遗传体质中从一代传到下
一代。一个人遗传了某种体质，该体质一旦变得虚弱或以某种方式受到
影响，就可能会使这个人不仅容易感染很多疾病——如肺结核、淋巴结
核、梅毒——中的任何一种，而且容易患神经病、癫痫或疯癫，或容易
酗酒、赌博，或出现任何形式的身体或道德缺陷。一个人的体质可能在
子宫内受母亲的坏习惯影响，或者是受怀孕期间发生的事情影响。在人
的一生中，不良习惯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其体质，并以甚至更虚弱的形式
传给其后代。当衰弱的体质受某些因素激发，就可能会导致症状明显的
病变。因此，过多刺激可能会导致一段时期的躁狂症，或如手淫这样的
不良习惯可能会导致衰弱或症状明显的身体疾病。
随着遗传和环境被逐渐区分，体质、易受感染体质和导致病变表

现的激发原因构成的格局被重组，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甚至进入20世
纪后，人们仍然认为坏习惯或恶习可能会引发疾病——它们隐藏在遗传
的、受感染的或有缺陷的体质之中——的早期活动或更严重的活动。并
且，相反地，人们广泛提岀过一种正派的、品德高尚的生活，可能会抑
制或者甚至阻止该病表现出来。因此，易感染某些疾病的遗传体质，在
某些诱因存在的情况下，会让人容易感染某种疾病，这是个老观点了。
人应该节制自己的习惯、饮食、品行和生活方式以将激发某种遗传病发
病的几率降到最低，这也是个老观点了。

第三章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丨mi

常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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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让我将易感性这一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具有
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它本身并不表明一•种认识论转变，这是事实。但是
尺度的改变、技术能力的改变和专业知识渴望达到的目标的改变，这些
结合起来引起了一种改变。显示基因精确度的易感性观念、遗传筛査技
术、预防性医疗介入所预示的希望，这些结合起来似乎让生物医学知识
具有的下面这一能力有了巨大突破：使可能的、不受欢迎的未来进入现
在，使之可以被预测。此外，以下事实业已存在：似乎在怂恿或者甚至
是要求在现在对易受感染的个体进行医疗介入，以引导他或她走向一个
不同的、更加理想的——较少生病的——未来。
众所周知，这里的第一个措施是流行病学方面的。这以风险量表的

使用为标志，风险量表依据的是对某些群体中的人患上某些疾病的几率
进行的预测，对这些群体的确定除了依据像吸烟这样的生活方式因素之
外，还依据家族史或人口数据统计——种族、年龄、体重。基于风险去
发现和治疗个体的做法大大增加，现在由越来越复杂的检测、筛査和成
像技术辅助。。筛査和风险预测与介入相关，比如，开降脂药或抗高血压
药以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危险。如罗森堡提出的，这些无症状的疾
病“是由医疗引起的——由医学观念、实践和医学人员造成的"（2003：
503）。其出现依赖于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发展，特别是对发病率和死亡率
进行的大规模的、长期的研究。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它们还受个体
医生或专科医生的提倡行为推动，有时还受患者团体发动的疾病认识运
动推动，以让人们注意某种应受医学关注的疾病。这些原疾患成为制药
公司极具成效的开发对象：比如2003年，立普妥（阿活他汀）和辛戈他
丁两种降脂药成为美国销量最好的药品，总收入分别为63亿美元和51亿

国。虽然公共健康医学长期以来致力于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策略,

美元。’°注意，高血脂、高血压和类似的迹象本身并不是病。在这里， 
医生和药物治疗的不是疾病，而是几乎可以被无限扩大和塑造的风险帝

常井项



虾章-种新兴的生命形式？ 103

的东西一某个个体的基因组中DNA碱基序列发生了某种变异，这让
那个人容易感染某种特定的疾病。2004年访问美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网
站一“彻底变革科学，改善生命”——可以看到某种类似承诺性文化

研究所的宗旨有两方面：通过一种系统论方法彻底变革生物学I预测性
的、预防性的、针对个人的医学。”他们告诉我们:

人类基因组计划促成了当代生物学和医学中两大范式的转
变——系统生物学和预测性的、预防性的与针对个人的医学。人类
基因组计划让人们看到人类基因组众多变化（多态性），这把我们彼
此区分开（除了同卵双胞胎）。通常，你和我的DNA之间有千分之
一个字母不同。这表示，通常来说，大约600万DNA变异让我们彼此
不同。这些变异中的大部分不会影响我们的外表或行为。但是，有
些变异让我们某些人高或矮，让另一些人瘦或胖。有些让人们容易
感染像癌症、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或代谢病这样的疾病。在
10—15年内，我们将发现上百个——如果不是上千个 ,让人容易
染病的基因。我们将能够分析来自这些基因——它们来自少量的血
液——的相关DNA序列，并用它们为每个人预测未来的健康状况。

的东西正在形成。该网站是由勒罗伊•胡德与该研究所共同建立的，他 
很早就支持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系统生物学

这些以“治疗”风险为名针对个体的、药物化的实践，或对身体变化 
过程及早的、长期的介入，已经成为21世纪生命政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
方面。
但是在基因组学时代，易感性所预示的不仅仅是风险评估和风险管 

理——换句话说，不仅仅是在像年龄、体重或饮食这些因素具有的某种 
相互联系的基础上进行介入，这些因素与疾病过程的联系可能是未知的 
或遥远的。人们断言易感性是某种可以在个体身体本身这一层面被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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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预测性医学。在医学中，只能进行预测而不能治愈或预防，
这是令人讨厌的，因此，在未来的15-25年中，我们将用系统论方
法把这些有缺陷的基因置于其生物系统的背景中，并且发现如何规
避它们的限制。这就是预防性医学。预防性医学的手段将包括药
物、胚胎干细胞疗法、人工改造蛋白质、转基因细胞等。因为我们
每个人因600万DNA变异而不同，所以我们每个人将会容易染上组合
形式不同的迟发性疾病。因此，医生将不得不把我们每个人当做具
有一系列独特易感性的人来治疗。这就是针对个人的医学。

30亿碱基对构成人的基因组，虽然任意选出的任何两个人有99.9%相
同的碱基对，他们之间0.1%的不同就等于上百万的碱基对差异（单核行
酸多态性） 般的估计从200万到1000万不等，但是有些人认为该数
字要高得多。目前人们正是集中在这些单核昔酸多态性——或者同时遗
传的单核昔酸多态性簇，被称为单体型——上寻找个体之间在以下两方
面的显著差异：他们对不同疾病的易感染性，某些种类的疗法对他们具
有的治疗性。这些在基因组层面上发现变异的当代计划预示着它们将能
使临床医生超越依据风险指标进行的流行病学分类，或超越对不同疗法
的试用或误用，以发现特定座位上导致易感性增加或药效变化的准确碱
基序列，因而使个体诊断和“个体化治疗”得以可能。并且在这里，不
像在以前的风险评估形式中那样，至少在理论上，正在讨论的序列变异
内在于疾病将借以显现的机理。
有一系列计划试图发现与疾病的易感性有关的单核昔酸多态性或

单体型，其目的是进行预测和预防，系统生物学研究所只是其中之一。
这一可能导致人们将希望、研究和公共与私人资本投入到基因组银行业
计划之中，从冰岛的基因解码公司和瑞典的乌曼基因组学公司，到英国
的生物银行和塞雷拉诊断公司。在每个这样的计划中，都要从受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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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联系。如我所说的，人们认为一旦发现了这些相互联系，虽然是
回顾性的，但可以在基因检测中前瞻性地利用相关的单核昔酸多态性样
式，使症状前诊断和预防介入成为可能。已经存在一个不断壮大的症状
前检测产业，用基因表现芯片作为高通量平台以在单核昔酸多态性层面
上确定基因变异，对从老年痴呆症到牙周病等各类疾病进行检测。向常
见复杂疾病迈出的第一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摒弃以前的思维方式具有的

基因”模式，而代之以不同座位上的单核昔酸多态性变异与它们
在某些环境和条件中表现自身的能力之间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这样的
努力如果成功的话，将使人们能够常规性地使用诊断检测，如果不是在
关于手术的专家会诊中，那么肯定就是在参考实验室中，以便为在一种
以前想象不到的规模上进行症状前诊断和预防性介入提供条件。
如同所有这样的承诺一样，“如果”是宏大的，尤其是涉及常见复杂

病时。但是，这些公司做出的一系列宣告却表明突破性进展近在眼前。
以2004年6月3日发布的新闻稿为例，其题目是《塞雷拉诊断公司发现了与
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有关的新遗传标记》。"它宣布:

在多伦多举行的国际血管生物学术会议上，来自塞雷拉诊断公
司的科学家们展示了将两个基因的遗传变异与心肌梗塞或心脏病发
作联系起来的数据。塞雷拉诊断公司由应用生物系统集团（纽约证
券交易所股票代码ABI）与阿帕莱拉公司旗下的塞雷拉基因组集团
（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CRA）合资经营，与来自克利夫兰诊所
基金会和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者共同进行研究。 他们
所展示的那两种遗传标记或单核昔酸多态性，包括一种水通道10号
基因（AQP 10 ）,它与心肌梗塞风险的双重增加有关。第二种单核

和未受感染的个体家庭那里收集组织，对DNA进行定序，并试图发现 
特定形式的单核育酸多态性与患病，尤其是患常见复杂病的可能性之间



106 I生命本身的政着

昔酸多态性在KIAA1462中，这个基因的功能人们尚不知道。这些单
核昔酸多态性中的每一种给心肌梗塞带来的风险，相当于像吸烟、
髙血压和高胆固醇这样的传统风险因素……这些遗传标记是通过对
9000多个功能单核昔酸多态性进行的关联研究发现的。塞雷拉诊断
公司对取自1400多人的DNA样本进行鉴定，以与有心肌梗塞病史
的人和没有慢性心脏病史的人的基因变异模式进行对比。另一个从
1000多人那里收集的样本复证了这一结果。

这份新闻稿引用了塞雷拉诊断公司总裁凯茜•奥多涅斯的话，她说:

我们的关联研究正在拓展我们对心血管病潜在生理因素的理
解，产生了创造诊断价值和治疗价值的机会。为了实现对犯向药物
的承诺，我们必须将这些令人激动的发现转化为临床实践。我们正
在和奎斯特诊断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DGX）,还有其
他合作者合作，以发现一系列与心肌梗塞有关的最能提供信息的标
记。我们正在与塞雷拉基因组公司一起思考这些标记和其他标记的
治疗潜力。

但是我们还可以注意该新闻稿的结束段落，这值得全文引用:

该新闻稿中的有些话具有前瞻性。新闻稿使用诸如“相信"、
“计划”、和“应该"等前瞻性字眼，这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前瞻
性表述依据的是阿帕莱拉公司目前的期望。1995年的《私人证券诉讼
改革法》为这样的前瞻性表述提供了避风港。为了遵守避风港的条
款，阿帕莱拉公司强调各种各样的因素能使实际的结果和经历与这
样的前瞻性表述所表达的预期结果或其他期望大不相同。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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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前瞻性表述，除非这是法律规定的。

的.证券集体诉讼奇特伍德和哈利告诉我们:

《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的支持者主要包括风险资本家、公司
利益集团、会计事务所，他们认为对联邦证券法提出的这些改变对
以下目的来说是必要的：拒绝“缺乏法律根据”的私人诉讼，鼓励
上市公司的董事和职员们公布关于其公司财务前景的言论而不必害
怕股东提起诉讼。然而，《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的反对者，包括许
多消费者保护团体在内，认为那些游说该法规的人只有一个动机,
即他们希望保护他们自己不受有价值诉讼的侵扰。

克林顿总统试图否决该法案，说它“会导致向那些有合法要求的投资者
关闭法院的大门”。虽然有这些担心，国会仍不顾克林顿总统的否决，该
法案于1995年12月22日生效。它提供的避风港让公司和个体被告免于为被
证明是错误的“前瞻性”表述承担责任，如果■该表述伴有针对性的警

定性和风险未来学纳入其活动之中，以保护自身免受自己不可避免会造

告话语，这些警告话语指出能够造成实际结果和前瞻性表述所表明的结 
果大不相同的重要因素“。'4因此，承诺性文化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其不确

根据马丁 • D.奇特伍德和尼科尔• T,布朗宁所说，国会1995年批准《私 
人证券诉讼改革法》的目的是实施诉讼保护，以阻止“缺乏法律根据

包括但不只限于以下这些：(1 )塞密拉诊断公司或塞雷拉基因组公司 
是否能从塞雷拉诊断公司进行的关联研究中生产出产品或治疗或诊 
断价值；(2)阿帕莱拉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备案中可能会 
时不时地描述的那些因素。该新闻稿中的所有信息都是截止到新闻 
稿发布之时，阿帕莱拉公司并不承担任何更新该信息的责任，包括

常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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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的个人化的承诺，虽然他们很少利用法律避风港(参见，比如Rose
2002a, 2002b, 2004) 0在这里，人们进行了很多有关疾病/药物组合的试
验和研究，收集DNA样本并为其定序，将药物反应与基因组信息联系起
来。人们早就认识到不同人对同样的药物反应不同——同样的药物在用
于治疗某种疾病时，对某个人来说有效，对另一个人则无效，而对另一
个人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所有这些人表面上都患有“同一种”疾病。
这通常被归因于药物代谢动力学——也就是导致所说药物的新陈代谢的
酶系统——的差异，但是，这也可能与个体实际的发病机理本身的差异
有关。这种研究的目的是要确定与有效性、无效性或副作用有关的特定
单核昔酸多态性或单体型，从而研究出这样的基因检测，它们能够让或
者甚至要求已经在某个特定患者身上诊断岀某种疾病的临床医生确定哪
种可用药物最合适。有些人预言制药业将会抛弃“畅销药”而选择“局
域畅销药”,另一些人则预言以前被认为是某种疾病变体的疾病将会被
药物本身“仔细剖析”，并被在分子层面上重新划分为不同的疾病。人们
对个人化医学寄予的希望是在基因检测的基础上针对个人开药能够增强
药效——通过确保患者不会因为令人讨厌的副作用而停止服药，从而最
大限度地让患者坚持服药习惯，通过保证不给患者开从其特殊的基因组
角度来说无效的药物，从而将浪费降到最低，并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导致
的个体和公共健康费用，有时人们估计药物不良反应是导致入院和死亡
的六大原因之一。
科幻小说作家和大众记者已经想象出一个基因个体化的“明日世

UJ -Blockbuster"在药物界是“畅销药，的意思.“minibuster”是在药物基因组学的背景下创 

造出来的一个词.是指仍然能够贏利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更准确地针对较小的患者群 
体，他们由于基因构成对这些药物反应较好.因此在此译为“局域畅帯药二——译注

成的风险——它因这些风险而蓬勃发展——影响。
在被称为药物基因组学的领域中，人们也做出了类似的关于即将

常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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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那里，在出生时、在子宫内或者在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中就
可以从基因芯片中读出命运。15产业分析家预测分子诊断学市场将得到迅
速发展，包括从芯片到药物在内的很多东西。分子诊断学的参与者构成
的领域是巨大的，并且正在发展：早在2002年，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关
于美国药物基因组学市场的报告就确定了67个主要的市场参与者。"但是
我们需要提出~些警告。首先，当然，这些计划中的大多数尚有待于产
生重要的临床研究结果。虽然许多参与药物基因组学研究的人做岀了许
多满腔热情的预测，但是目前市场上对药物反应进行的诊断检测很少,
对这类检测的临床要求并不确定(Hedgecoe 2005)。不管怎样，个人化或

针对个人这样的语言是误导性的，因为这些检测可能顶多就是根据反应
的可能性将个体归于某个群体——从而告诉临床医生某个人会有，比如
说，90%的可能对药物反应良好，不到10%的可能对药物没有任何反应。
在最初选择药物时，这对医生有帮助，但是对这样的患者——他们拒绝
只会给他们提供有效治疗“可能性”的药物一一而言，或者对这样的医
生——他们的开药习惯由很多因素决定，而不是只由此类信息决定
而言，这样的可能性数据并不令他们信服(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3）。

就疾病易感性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针对单基因疾病的全国筛査
计划已经准备就绪。比如，在英国已经公布的一些发展中，“英国国民医
疗服务署镰刀形红细胞和地中海贫血筛查计划”于2001年启动，“到2004
年对妇女和儿童”实施“有效和恰当的筛查计划，包括一个针对血红蛋
白病和镰刀形细胞贫血症的新的、全国性的、联合的产前和新生期筛查
计划” 这包括对地中海贫血症和镰刀形细胞进行产前筛査，旨在“通
过在怀孕早期阶段发现怀有患病胎儿的夫妇，从而让他们在知情的情况
下进行生育选择。这些选择包括产前诊断，以及终止或继续受感染的妊
娠”。还有一个筛査所有新生儿的计划，这是“新生婴儿血斑筛査计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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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査似乎仅仅是一种对遗传咨询的扩展，那些认为自己有严重遗传病家
族史的未来父母早就能够进行这种遗传咨询了。但是，它潜在地将对预
测遗传风险的要求和选择的责任扩展到每个考虑生育的人。
很多其他被大力宣传的、对相对罕见的单基因病易感性进行的基因

检测现在已经被投放市场，被用于诊所中。"但是前io年，主要商业生物
银行公司，比如冰岛的基因解码公司、瑞典的乌曼基因组学公司，实际
上还有美国的塞雷拉诊断公司，在它们为寻找临床上对常见复杂病易感
性的基因组基础有用的标记进行的尝试中，大多都失败了，这让那些投
入资金和寄予希望的人都大失所望。虽然研究者和生物技术公司表现岀
了无限的乐观，常见复杂病的基因组学仍然难以捉摸。常见复杂病涉及
多种易感性和保护性座位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基因组
序列转移到基因表达，从DNA转移到细胞和调节基因活性的复杂多样的
后生机制。此外，即使在将简单疾病的易感性与可确认的基因座位联系
起来的情况下，易感性的基因组诊断和分子治疗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对应。
1983年，人们认为亨廷顿症的基因位于4号染色体的短臂上，大概10年后
对其进行了定序。但是，虽然个体能够接受将以很高的可能性表明他们
在某个时刻是否会患病的基因检测，但还没有可以使用的疗法，因此,
在大多数管辖范围内，不到一半的潜在受测者选择知道他们的亨廷顿症
情况。即便是在单基因病——如亨廷顿症一检测的结果是阳性的情况
中，这实际上也不是一种质变——在质变中，某种特定的命运被科学地
预测未来的人写在基因中，或可以从基因中读出。事实上，此类检测提
供的不是确定性，而是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即使是在单基因病和必然致
命的疾病这样的极端情况中，如亨廷顿症，显示某个人在染色体短臂上
的座位4p 16.3区域中CAG重复序列扩张的基因诊断并不能预测该病什么

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当然，镰刀形细胞和地中海贫血是显示孟德尔遗 
传模式的单基因病，基因测定的结果相对来说是清楚的。博在这里，遗传



第三章•-种新兴的生命形式?丨111

涉及该病有限的某些形式。
换句话说，症状前基因组学诊断所产生信息的预测力，与根据家族

史预测的可能性之间没有质的差别。但是某事正在发生，也许不是在临床
实践中，而是在新兴的生命形式中。因为即使在治疗方面没有产生革命性
进展，一旦被诊断有易感性，负责的、未显现临床症状的个体就在医学世
界——由检测、药物、作为患有某种原疾患的“前患者”进行的自我检查
和自我界定构成的世中被记入无期徒刑的名册。力并且，也许在不
久的将来，他们将接受新型的监控，并由此产生新的伦理关系。
比如，以“泛在监控”计划为例，这是2004年以伦敦帝国学院为

基地进行的“对社区卫生保健进行泛在计算”计划的一部分。22泛在监
“佩戴型和植入型传感器的泛在监控环境.控 旨在研发小型传

感器，也许采用纳米技术，其可以被植入体内以检测疾病的早期征兆,
比如心律失常，或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早期迹象的脂纹病变，这些小型传
感器将使用无线自由通讯技术将数据传送到患者的掌上电脑或中央监控
站。人们的希望是，首先这将为收集关于个体功能的基线信息提供条
件，其次，当这样的基线被确立，就会发现异常状况，然后或者提醒某

时候会显现，它将会多快地加重，其严重性如何——实际上，有些被诊 
断患有该病的人可能会活到很老，或者死于不相关的疾病。2"在目前的例 
子中，基因检测的预测力更低，那么，对这样的例子来说，情况更是如
此——比如导致晚发性老年痴呆症的位于染色体19q 13.2区域的APOE e4 
等位基因，或者与早发性乳腺癌有关的位于染色体”q 21区域的乳腺癌易 
感基因1和位于染色体13q 12.3区域中的乳腺癌易感基因2。在这些情况和 
大多数其他情况中，基因组学诊断预测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并且根本只

人与其医生商量，或者在较晩的阶段，也许会引起患者体内的贮存植入 
片自动排出药物。当然，谁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泛在健康监控一点也不令 
人向往呢，因为它的目的简单，即避免疾病和延长生命。"

常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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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人们冒着不负责任的危险抵制的世界：如在卡隆和拉贝
哈里森对吉诺做岀的艰难选择进行的研究中记述的那样(Callon and

Rabeharisoa 2004).吉诺就像留尼旺岛上的许多人一样，患有肢带型肌

营养不良症，他拒绝从疾病的角度将自己主体化，他的哥哥利昂是患
者协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为了获得研究基金和政治认可而游说议员,
吉诺则更喜欢喝酒，在当地酒吧观看马赛球队的比赛。似乎不可能说明
白他为什么抗拒，亲戚、朋友和其他人多次试图劝他让他采取负责任的
行动，但是当面对社会学家时，他拒绝为自己辩护。那么，在这一新兴
的生命形式中，易感染疾病的个体将不得不进行负责任的自我管理，同
别人讨论他或她的选择，并为之辩护，开始对风险与益处进行复杂的估
算，面向未来在当前采取行动。对那些选择生活在“器官的沉默”中的
人要用怎样的道德判断？那些有亨廷顿症、早期老年痴呆症或乳腺癌家
族史的人所过的生活，现在是否将会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否每个
个体，经与他们的医生磋商，要成为他们自己的生物伦理学家，与一个
新的权威人士阶层形成某种关系？在慎重考虑我们的选择时，是否我们
每个人都要成为我们自己的健康经济学家，计算我们自己的生活质最调
整年——这是健康经济学家和医疗组织在确定合理的治疗选择时所钟爱
的——评估不同的症状岀现前治疗产生的效果，对不同生命形式的成本
和益处进行我们自己的评价?
因此在这里，在易感性领域中，人们可以看到新的主体化形式正在

形成，看到新的自我技术——用福柯的话说，其“伦理实体”是身体,
其目的是延长健康的生命。人们可以看到新的生物社会社群正围绕这些
身体身份集合起来——诸多父母和家庭进行筹资，资助研究，游说官
员，争取让人们注意其特殊疾病的权利，从而实践其生物公民身份
就像在卡隆小组研究的肢带型肌营养不良症中那样。知识和选择的责任
已经够沉重了。但是主体化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人们可以想象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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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恐惧似乎远远大于实际情况。但是人们可以设想对可能会遭受化
学或环境危险的雇员进行检测，就像在下面这个先例中一样：对美国军
队某些部门的非裔美国员工进行镰刀形细胞性状检测。有些人提议检测
血清素系统中与无法控制行为有关的易感性——比如说检测爱捣乱的学
生，或那些被判有攻击性犯罪或冲动犯罪的人。这里，在神经科学和精
神病药理学领域中，声称可以进行治疗，其形式是预防性地施用抗精神
病药物。在类似的情况中，在早已使用其他诊断检测和预测性检测的情
况中，预防性介入是管理理性观点中的重要因素，分子诊断的前景对私
人研究者来说，对负责预测风险的专家来说是强大的。换句话说，正在
出现新的可能性，即以保护其他人不受易感性后果的影响为名“通过易
感性进行管理”。

增强

种“人性”观点尝试确定“容许度”的界限。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其

,取

《后人类未来》中所釆取的方法，他确信“我们的物种特有的全部情感 
反应……构成了一个安全港，它让我们潜在地同所有其他人沟通”，并且 
这些反应对确立我们的“共有人性”来说是必需的(Fukuyama 2002)。 

但是，虽然卡斯及其同事给出的描述确实体现了这样的观点，但该描述 
立足于一个非常不同的理想，即人类作为这样一种生物，“其局限正好 
是其——我们的——最浓厚的情感之源，其弱点是其一我们的•

让我转向我的第二个主题——增强，转向对卡斯及其生物理论学同 
事提岀的“生物技术和追求幸福”的思考。人们可能希望他们立足于一

情况中，易感性检测根本谈不上是自愿的。很多人害怕保险业中的易感 
性检测，或者至少是保险公司提出的向他们公布这种检测结果的要求。

常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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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情感之源，其自然天赋，如果我们不浪费或破坏它们，可能正好
是我们获得健康幸福和完善我们自己 作为人类——所需要的东西”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 U. S. ] and Kass 2003)o

不管关系到卡斯及其同事的发展的现实情况是什么，这一思考方
式——思考作为人类的我们和我们的狂妄自大带来的危险——似乎是我
们正在兴起的生命形式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出现在书籍、媒体争论、
大众电影、伦理学委员会的审议，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之中。但是在我们
将此断定为表明我们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所特有的那种“反思性个体主
义”的例子之前，我们应该暂停一下。
哲学家、道德家、刀、说家长久以来已经穷尽了下面这两种人之间的

争论：前者认为当人类认识到他们的自然限制，并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
堕落世界中接受他们必然的有限性时，他们是最高尚的，后者表示最能
显示人类本性的生命形式是克服、征服、操控和摆脱这些自然限制。我
最喜欢的是1924年发表的《魔山》中“关于疾病和健康的大辩论”（Mann
I960）。“对人文主义者和共济会会员卢多维科•塞特姆布里尼而言,
现代医学科学的胜利是理性和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健康原则对疾病的胜
利，美德对不道德的胜利，是正常人的社会公德的胜利。对耶稣会会士
和革命者利奥•纳夫塔而言，这一正常人的伦理和理性的胜利是陈旧庸
俗的。与人的崇高和人的自由密切相关的不是敬奉健康的身体，而这样
一种伦理赋予身体痛苦一种积极的价值。“谁想使他变得健康，让他与自
然和解，让他’返归自然' 事实上他却从来也不是自然的。”对纳
夫塔来说，实际上，自然预言家鼓吹的一切、再生、生食、户外生活疗
法、日光浴等都代表着将人变为非人，变人为野兽，而“他越是病得厉
害，就在越高的程度上是人”（I960： 466）。 |'1

[11中文译文引自托马斯•曼：《魔山》，杨武能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725 
页.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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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们卡斯及其同事所列举的那些“特定人性”的诸种特征并没有什么
是给定的或自然的：我们现在的寿命，我们短暂的生育能力，我们认为
自己是独特的、幸运的行动者，在实现我们世俗生命的潜能或任何其他
生命潜能，这些没有什么是自然的。但是我们之中的历史相对论者还是
不要白费口舌的好，因为这样的经验言论和历史言论不足以让该争论暂
停。也许，将这些阐述本身作为伦理技术中的要素来分析，可能更有成
效。生物伦理学对我们管理生命的方式——对管理他人和管理我们自己
的方式之间的联系——是如何不可或缺?
我已经在别的地方提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意索政治的时代(Rose

1996a),在这个时代，人们将多种多样的问题——比如犯罪控制和政治
冷漠——从伦理学的角度问题化。意索政治不再是用公正、健康或公平
这些语言提出，在这里，它关乎的是不同生命形式、生命类型、生活方
式的价值，关乎的是它们应该如何被评判和管理。在关于科学发展
不管这关系到全球变暖还是生殖技术——受价值驱动的争论中，这一政
治的伦理化是最显而易见的。我认为，就是在这一背景中，我们需要理

民对治疗和健康权利的要求相结合的情况下，生物伦理学怎样已经成为 
一种对前者的必要补充(Gottweis 2002a, Rose 2002) o医学道德曾经铭刻 
在医生或护士等医学代理人的人格面貌中，该人格面貌是智慧、专业知 
识和判断与其所有陈旧的行为准则、不明确的权利和相互冲突的责任结 
合而成。但是今天，医学人物的道德似乎不能胜任了。在管理法律主体 
和政治主体的政治技术层面上，它已经不能胜任了。医生或遗传顾问和

因此，关于自然限制对人类生命形式具有的价值的争论，似乎是现 
代生命形式特有的一个特色，这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思想，也 
许甚至是启蒙本身的精神具有的一个方面。当然，任何医学史学家将告

解在道德不确定性和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在关乎生命科学的政治决策需 
要与经济需要和经济抱负相结合、与临床需要和临床目标相结合、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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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人类主体之间的保健医疗接触使用精神指导技术，在这-•技术
层面上，它似乎也不能胜任了。不仅由于生物伦理学，而且由于“基于
医学的证据”，由于“患者选择”的要求，由于法律的庇护和对健康管理
组织的审计，医学似乎已经完全包围了诊所。我们还要判断这一重新规
划需要的成本和具有的益处。
但是让我直接转向让卡斯及其同事感到担忧的最优化方面。他们的

论点是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转折点，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不再满足
于使生病的身体和心灵恢复其有机的生命规范。在这个新时代，似乎我
们几乎能任意地改变我们身心机能的主要方面。对某些生物伦理学家来
说，对像哈贝马斯这样的社会哲学家来说，基因组已经成为存放我们人
性的地方，由我们自担风险而被介入。但是令这些美国生物伦理学家极
为不安的是对心灵本身的操控：这一领域从命名中受益匪浅——它就是
“神经伦理学”。因此，卡斯及其同事写道:

现代科学赋予我们的控制外部世界的可怕力量日益使我们能够

生命承担责任。但是在很多其他情况中……通过药理学管理我们精
神生活的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让我们不仅疏远这个世界，而且疏远
情感、激情和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生活的思想与性格特点,
从而威胁着我们的幸福……创造与我们实际所做的事情毫不相关 
的、更平静的情绪和髙度快乐或自我满足的时刻，这有可能损害我 
们的情感、激情和美德。那么，日益普遍地随意使用改变思想的药 
物，让人们尤为害怕的是它们将导致我们不顾人类的其他优点而总 
是想着幸福，但它们将诱使我们满足于一种表面的、虚假的幸福。

控制我们的内心体验……我们越来越能在没有通常给我们带来满足 
感和幸福感的商品的情况下，用药物创造这样的主体体验。在某些 
情况中……新的药物能够帮助某个人回到世界中，并使他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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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 U. S.) and Kass 2003: 266—267 )

认为光靠吃药而不用进一步改善自身就能得到幸福，不管这幸福是不是
表面上的，这是误导性的因此，它导致的伦理困境也是误导性的。比
如，想想新一代的抗抑郁剂，它们常被当做这种“心理整形精神药物”
的范例或先驱。人们认为是彼得•克雷默创造了这一术语，他的著作似
乎对卡斯及其同伴和促成神经伦理学争论的很多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仔
细阅读他的作品，会发现他并不真正赞同下面这一观点，即光靠药片就
能随意地改变心理过程。在《神奇百忧解》中，他的个案史展现了他患
者的不幸福，这是生平经历、自我叙事和意义体系与大脑中神经通路的
长期形成相互作用造成的复杂结果。此外，他承认药效随人的不同而不

进行的分析中所认为的：“在《神奇百忧解》的任何一处，神经病学——

果，而是和克雷默本人进行治疗接触的结果，是重新记述生活史的结 
果，是参与新的社会环境的结果，等等。

不管有没有药物协助——都没有被当做一种意义明确的决定人类心理的 
因素(Wilson 2004b： 27)即使是在他对吃药产生的效果进行的最乐 
观的评价中，一个人所经历的变化也不只是吃药这一行为独自造成的结

同——有人感觉“比好还要好”，而另一些人则感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变 
得焦虑不安(Kramer 1994)。27如伊丽莎白•威尔逊在她对克雷默的著作

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似乎看起来是这一观点的一个 
例外。利他林和右旋安非他明对小孩子的行为产生的效果似乎的确是立 
竿见影的。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精神兴奋药对注意力、认知任务和工 
作记忆的效果常常被夸大了。28当用严密设置的标准任务来测试被诊断 
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孩子时，利他林的确对他们有好处(Elliott et al. 
1997)。但是，利他林的好处并非是普遍的，相反，它们似乎是通过认 
识性能和任务新鲜感这些基线测量值起中介作用而实现的(Meht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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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出现。
除了广泛的大肆宣传外，似乎没有人类学和社会学证据证实下面这

一点：个体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以改善他们自身。即便是关于服用选择性
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型抗抑郁药体验的类似自传的或半虚构的叙述,
也不表明这些抗抑郁药被用来改变性格或创造快乐，或被当做此类东西
来体验。30充其最，把一个熟悉的词语变换一下，那些管理它们的人、那
些服用它们的人，试图将毁灭性的痛苦变成日常的不快I有些令人讨厌
的副作用可能是服用这些药物的人准备好要付岀的代价，比如性欲减退
或其他自觉感情的压抑：的确，就像上一代“妈妈的小帮手” 一样，随
着表明与这些药物有关的焦虑、自杀念头和停用困难的证据逐渐增加,
人们似乎很难认真对待下面这一意见，即一粒小药片包含着无痛苦的快
乐这一诱人而危险的可能性。即使草草地读一读生物医学文献，就足以
看到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实际上并不能让人们任意地操控情绪

的或改良的自我，而是希望并且认为当他们的孩子服药时，他的真正自
29

或性格——实际上，它们在这方面的效果还不如“缺乏应有性能”的药 
物，比如酒精或大麻，并且还没有它们可靠。并且，当然，甚至像摇头 
丸——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有限的公共集会场所和为了某种特别目的， 
比如在一个“喧闹的狂欢舞会”中，广泛用它来改变他们的知觉和能 
力——这样的药物，其产品本身也并不含有这样的性能。考虑一个简单

2000) 0虽然可能在有限的认知领域中有稍加改善的功能，但是在认知功 
能和认知控制方面岀现的范围、时间有限的改善很难等同于对人类心灵 
的改造。此外，如伊利娜•辛格在“服用利他林的男孩儿”中进行的详 
细而认真的研究所表明的，家长们并不觉得他们在“创造与我们实际所 
做的事情毫不相关的更平静的情绪和高度快乐或自我满足的时刻.，如卡 
斯及其同事所说的那样(Singh 2002 , 2003 , 2004).看起来，成问题的是 
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家长们并不试图为他们的儿子们创造一个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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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家长久以来证明的，这些“效果”从没有被简单地归于药物之中:

持和背景支持。
如果人们思考一下药理学伦理标准的目的，我说的“目的”隐含于

人们服用这些药物要对自己进行改善的目的或目标，那么认为药物自身
开创了一个新的操控自我的肤浅体系的观点就会逐渐消失。那些推销治
疗抑郁症、焦虑、恐慌症等疾病的新一代“时髦”药的人，在药物包含
的伦理标准方面相当小心。如他们的广告所表明的，他们并不承诺赋予
个体任意地重塑其自我或心灵的力量。在这里，药物所提供的，实际上
也许几乎是所有那些让卡斯及其同事担忧的生物医学技术——除了关于
竞技性运动的生物医学技术——所提供的，实际上并不是创造某种超级
存在。相反，这些技术是在一个我们实际上相当熟悉的自我体系中发挥

贯穿于上一代心理和心理动力治疗中的真实性伦理也在发挥作用(Rose 
1989)。在一个强调自我实现和每个个体需要成为位于自己生活中心的 
参与者的自我体系中，这些常常被用来补充而非代替其他疗法的药物， 
并不承诺一个新的自我，而是承诺回归真正的自我，或是实现真正的自 
我。如卡尔•埃利奥特已经指岀的，在“生命的意义变得与自我实现深 
切相关的情况下”，自我实现和真实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以致“一 
个人可以将--种改善技术看做一种实现更加真实的自我的方式，甚至是

作用的。医生让个体采用这些技术，利用它们，希望他们恢复他们认为 
自己已经失去的状态。笑意盈盈的年轻女性戴着“Hell。me”的徽章，在

它们嵌入在复杂的情况之中，它们所产生的效果需要各种各样的社会支
33

的例子：酒精。同样的酒精所，是在一个孤独、忧郁的夜晩在家中喝， 
在快乐的40岁生日聚会上喝，在足球比赛的台阶上喝，还是在心理学实 
验的受控环境中喝，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行为、感情和认知后果。52如社

2004年8月欢迎那些访问葛兰素史克帕罗西汀网站的访客。该网站在宣传 
控释帕罗西汀(该药治疗社交焦虑障碍、忧郁症和恐慌症)。a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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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抗精神病药物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希望和叙事。
的确，尽管人们对“提供快乐却不需要意志的努力.这种伦理感到

担心，但恢复生命很少被说成是件吃片药就行的简单事儿。比如，迅速
浏览一下各个抑郁症网站，就能看到恢复自我需要费些工夫。主体必须
对情绪、思想和感情的高涨与低落进行自我分析。主体必须学习进行自
我反省、自我评价和洞察的新方式。这些自我审视通常以要完成的问卷
或要坚持写的日记这些形式实现，问卷和日记认真仔细地记述感情、情
绪、行为和思想在不同情况中的变化。"主体还常常被建议参与其他形
式的治疗，比如认知疗法，这要求的是以思想影响其自身。在这里，就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不得不改善我们自身，以便让我们自己成为真
正的我们。悖谬的是，这恰恰是真正身份的伦理，是对我们自身进行改
善的伦理，这种改善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为我们的生物伦理学家提供
了检验标准。因此使用“心理整形精神药物学”这一词语是误导性的。
虽然整容手术可能有时——绝非总是——承诺一个虚构的外表，这里,
就像在大多数“管理心灵”的当代实践中一样，有关各方都不认为他们

情绪，就像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不再提供“设计婴儿” 一样。
当有问题的不是情绪或情感而是认知时，事情会有所不同吗？ ”近 

期，人们关心的不再是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而是“认知增 
强”。争论集中于许多这样的例子，它们似乎表明我们已经开始见证人们

的目标是制造一个虚假自我。无疑，合法的和非法的药物长久以来提出
“把你从你自己中释放出来”，但是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物不再提供设计

当该技术彻底地改变了他或她的身份时”(Elliott 2003： 20-21)。文化上 
对化合致幻药的大肆宣传，就像对设计婴儿的大肆宣传样，需要进行 
分析。但是虽然文化上的描述是关于“设计情绪”的，而出售给患者的 
却是一种控制梦。控制你的情绪，治疗作为疾病症状的焦虑不安，再次 
感觉自己身体情况正常，找回自己的生命：这些是调动药品公司、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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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使用药物来增强心理功能。主要的例子就是那些未被诊断患有注意
力不足过动症的学生普遍服用利他林”.对塞法隆制药公司的不夜神（莫
达非尼）的使用，该药是为治疗睡眠障碍以尝试增强警觉度和心理能量
和早期老年痴呆症而研发的药物有可能在“药品核准标示外使用”

比如，以蒂姆•塔利与其公司海利空致力于研发一种记忆增强化合
物为例，其目标是一种名为CREB的蛋白质，它似乎能控制与长期记忆有
关的神经传递（以其对果蝇的研究为基础）0 2002年4月，该成果被称为
“大脑伟哥”,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41 CREB是环磷酸腺昔反应元件结合
蛋白。这似乎是一种控制基因功能的细胞控制器，能使苍蝇和所有哺乳
动物——包括人类——形成长期记忆的信号通路。海利空公司之后进行
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发现了很多其他基因，它们分别控制不同的和类似
的记忆通路。海利空正以该成果为基础制造用于记忆障碍的药物‘他们
称所发现的那些基因是生产增强和减弱记忆力的药物的对象。

而研发的％最初为了治疗与年龄相关的记忆力减退、“轻度认知障碍”
39

海利空在该研究中的对手是记忆药业，一家由埃里克•坎德尔于 
1998年创立的生物制药公司。埃里克•坎德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生 
物学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0年因其在学习和 
记忆领域取得的开创性成果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是哥伦比亚 
大学内外科医师学院神经生物学和行为中心的创始主任。记忆制药致力 
于研发用于治疗令人衰弱的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如老年痴呆症、抑郁 
症、精神分裂症、血管性痴呆、轻度认知障碍和与衰老有关的记忆障 
碍——的新药。2002年发表于《福布斯》"的一篇文章阐明了对此的炒作 
和希望：

《神经投资》的发行人哈里•特雷西估计2004年可能至少有40种认知增强 
剂处于临床研发阶段，这句话被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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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瓦尔特•吉尔伯特，吉尔伯特是哈佛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
创立了生物基因公司。吉尔伯特联系了牛津生物科学创投公司的风
险资本家乔纳森•弗莱明，后者帮忙筹集了3800万美元成立了记忆
制药公司。当时任拜耳痴呆研究主任的阿克塞尔•翁特贝克签约受

“我震惊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数据。”现在任记忆雇为总裁
制药科技总监的乌特贝克说道……现在坎德尔正在开发一种类似咯
利普兰的药物，它以大脑的记忆中心为标靶，但却避开了控制呕吐
反射的区域。结果证明20种磷酸二酯酶4的变体中有些发挥不同的作
用。记忆制药公司的研究员们仔细地在大脑上绘制出发现毎个变体
的区域。正是试验的原型药物阻滞了那些只存在于海马体中的磷酸
二醋酶4变体。在动物试验中，混合剂像咯利普兰一样成功，却没有
产生令人讨厌的副作用。首次人类试验大约在18个月之后，极有可
能首先用于老年痴呆症患者。翁特贝克说：“如果该药是安全的，那
么其市场将是不可估量的。'‘

一些伦理学家追随卡斯和福山，对此类“禁药实践”的普及可能会 
造成的影响表示担心(Butcher 2003)。养身保健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出售 

营养补品的商业公司，其网页引用了哈佛大学认知和教育方面的教授霍 
华德•加德纳的话，以其为反对方的代言人，加德纳说：“当我们认识到 
这一点时，就将太迟了，我认为不可能停止这一变化，但是我相信我们

效果不太好，会导致恶心和呕吐。但是被注射了咯利普兰的老鼠开 
始更快地穿越迷宫……坎德尔将这些令人惊奇的结果告诉了他的朋

1998年，坎德尔小组将一种巳失效的、名为咯利普兰的抗抑郁 
剂注射在衰老的老鼠身上，咯利普兰通过阻滞一种叫磷酸二酩酶4的 
酶防止环腺昔酸分解。他们希望该药能改善衰老的、令人疲倦的脑 
细胞。20世纪80年代研制出的咯利普兰从未成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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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明立场：让人们自由地选择变得更聪明，自由地采取任何必要的措
施。为自身利益计，很早就得岀增强认知的结论，为此而自豪吧。站出

在这

来，让其他人知道。不要成为’禁药'论点的牺牲品。'变聪明’才是要
走的路

这些反对增强正常人的认知能力的人应该出来表明立场，并被认可。我 
们可能恰恰会产生影响。"但是对于养身保健品有限公司的那些人而言， 
增强自身能力是个自由问题：“让我们之中那些持有相反伦理观的人站出

种或那种程度上，我们所做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创造外部环境、内心状 
态或增强功能，它们将促进或支持一种人们所希望的神经学表现水平。”

(Wolpe 2002： 391)。对沃尔普而言，当代的增强技术直接与大脑的神经 
化学成分、结构成分或带电成分密切相关，正是这使它们与众不同，并 
提出了新的伦理难题。但是那些担心公平的人所表现出的忧虑并未让沃 
尔普及其同事感到信服：“与其他导致社会经济成就出现差距的形式—— 
从良好的营养到高质量的学校——相比，结果证明神经认知的增强更易 
于公平的分配。” (Farah et al. 2004 ： 423)确实，他们指岀不等伦理问题得 
到解决，增强认知表现的保健食品和其他食品、添加剂、维生素和技术 
的市场已经是巨大的，不管其效果多么有争议。
如沃尔普指出的，这些发展中的神经技术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 

们能做或不能做什么，而是因为它们迫使我们与我们认为我们所是或者 
能是的各种自我紧密结合(Wolpe 2002： 394)。但是，如我在谈及冈纪 
兰姆对社会规范和生命规范进行的区分时所主张的，任何建立在下面这

认知增强现在是神经伦理学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Caplan and Farah 
forthcoming, Farah 2002, Wolpe 2003).保罗•沃尔普指出人们长久以 
来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增强他们的认知功能：“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 
学校，背诵诗歌，制订训练计划，用药物治疗，丰富我们的词语能力， 
阅读小说……在考试前试图睡个好觉，吃像鱼这样的益脑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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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出了关于下面这些方面的问题：作为人类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怕什
么，我们可以希望得到什么——我们可以正当地渴望什么，哪些欲望可
以被正当地否定。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关于生命本身的争论,
关于在我们新兴的生命形式中向我们展现的可能性的争论，关于我们对
我们自己的生理负有的越来越大的、逃避不了的责任的争论，这些都只
会在科学、技术、商业和消费之间混乱的相互作用中被解决，而这些相
互作用正是当代生命政治的领域。

绘制新兴的生命形式
虽然我在这里只是主要讨论了我们新兴的生命形式的一个方面，即

最优化方面，但我也试图表明新的知识、权威、技术和主体性结构正在
出现——确实是在尝试性地出现。这些希望之中将有很多会破灭，这些
恐惧将会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炒作将会转移到其他领域——也许转向
纳米技术。摆脱了期望的重担，卸掉了其超负荷的承诺，针对有限疾病
和有限药物反应进行的易感性检测无疑将被常规化，成为医学常规做法
的一部分。关于正常化与增强的区分，一旦摆脱了影响重大的生物伦理

然而，我认为这些关于易感性和增强的争论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学话语，看起来就会是虚假的，会由关于以下方面的更加适度、实用的 
问题取代：对谁可以提供哪些介入措施，费用如何，效果怎么样，有什 
么样的安全措施。

一假设——人的身体和心灵具有一种自然生命秩序——之上的治疗和增 
强的区分，不管对生物伦理学家来说是多么可取，注定是要失败的。诉 
诸人的本性、人的尊严或者是拒绝人工制造，并不能解决这些技术具有 
的恰当界限这一问题。但是这不会消除这些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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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新本体论。这些新的生命形式，这些关于我们所是、可能成为或
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观点，正在市场的需要和追求股东价值的欲望,
已经出现的对身体及其过程的新想象，生物医学研究者对文章、奖金和
知识产权的欲望与国家政府对新经济机遇的希望这些方面多种多样的交
叉点上岀现。但是在美国，在小范围的英语世界，在欧洲和日本，它们
被下面这些无限要求刺激，即那些拥有必要的财政和文化资金的人，以
最大限度地增强他们及其家人的身体自我为名，对他们作为消费者对医
疗资源享有的权利提出的无限要求。专业知识和主体性之间多种多样的
相互作用、多种多样的命令和管制欲望——它们以我们的真实性、自我
实现和自由为名通过适当的介入改造和重塑我们自身，上述这些对在先
进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管理自我”至关重要(Rose 1989)。也许，新

们每个人可以并且应该为了自己了解和照料它(Boston Women's Health

现在看来，很多年前当女性主义者宣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我” 
时，她们想象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在其中身体是个自然物体，我 
们必须把它从它的异化状态中拯救回来，把它从专家的控制中夺回来，我

Book Collective et al. 1978)。现在我们的身体成为许多相关但却不同 
的计划的基础，其方式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对医学权 
威进行的批判中不可能预料到的。“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在人生的 
变迁中，有意识地、适当地管理、保养、改变和操控我们的肉体存 
在，已经成为如此众多喧闹的、持续不断的演讲的主题，成为相关 
联的知识、权力和价值的组织特征，成为一种新本体论尚有疑虑的

长久以来，医学对我们在哲学上和伦理学上理解我们自身至关重要。因 
此，随着医学发生改变，那些理解也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一种关于我们

颖之处在于赋予以下这些东西的重要性：身体、肉体、器官、组织、细 
胞、基因序列、分子身体和我们将我们自身作为人来理解和管理的个体 
和集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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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身份和我们的生物责任至关重要。

可能基础。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为我们自己，在这 
一新兴的生命形式中，变得对我们的期待、希望、我们的个体与集



第四章I

有遗传风险

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最近的发展造成的许多后果中，有一些是
“人格”方面的变化。'这些并不仅仅是有关人的身份和主体性的非专
业观念、专业观念和科学观念的改变，而是有关人的假设的改变，它们
深嵌于许多实践之中，并支撑着它们。在本章中，我主要讨论这些变化
之一：“有遗传风险”的人。这种人在至少三条发展轨迹的交叉点上出
现。首先，我们看到人们愈加相信许多讨厌的疾病——身体疾病或行为
异常——具有一种遗传基础。对于某种特定的病变而言，如苯丙酮酸尿
症或亨廷顿症，其形式可能是某种“基因突变”，或者它可能存在于某
种基因构成之中，该构成可能包括许多基因和它们彼此相互作用的微小
变异，这增加了某些人将会得某种特定疾病的可能性，如乳癌。其次,
研究者们称他们有能力在分子层面上描述与许多疾病的发生有关的基因

2

序列或遗传标记的特征，并且称这一能力将会增强。这尤其是由关于临 
床相关信息的看法造成的，即认为将对血液或组织样本进行的DNA分析 
与家族史和个人医疗记录结合起来的大型数据库会产生临床相关信息。
再次，医生们称他们越来越能通过诊断测试在特定疾病发病之前发现这 
些特定的个体，他们有与患上这些病有关的基因指纹。该发现可能是准 
确的，在这种情况下，遗传筛查能够确认基因变体或多态性自身。它可 
能是盖然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筛査立足于发现与患病可能性增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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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具有的其他特征，对个体被管理的方式和他们管理自身的方式造成了
影响。
在这样的社会中，沿着遗传轴线重新组织许多疾病和病变并不会

导致宿命论。相反，它产生的是一种在当前联系可见未来采取行动的责
任。在这里，遗传学的话语和实践与风险的话语和实践联系了起来。虽
然长久以来，遗传学知识就和各种形式的风险思维有所联系，预测性基
因测定将一个新的质的方面引人了遗传风险之中，创造出了新的个体类
别，使遗传风险具有一种新的可预测性。由于这些新知识，才可能在个
体显现症状之前确定他们有患上某种特定疾病的遗传风险。因此，许多
人害怕这些“有遗传风险”的人因此可能被他们自己或其他人——包括
从雇主和保险公司到未来的配偶和遗传学顾问等所有人——区别对待,
就好像该遗传缺陷已经在他们的天性和命运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
迹”，尽管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基因的“外显率”，尽管在很多情况
中，该类人中只有特定比例的人将受这样的苦，尽管任何疾病的发病时
间和严重性都不可预测。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的争论集中于这些人是否
将蒙受社会的恶名，将不会得到某些机会、服务或福利金。还可能的是
那些在基因检测的基础上被诊断出易感染某些病变体质的人，尽管他们
看上去正常或健康，可能会发现自己自愿或不自愿地被置于医生、精神
病医生或法律人士的保护之下，发现自己成为以预防为名进行的各种形
式的监督或治疗的对象。5
新的遗传学还与当代的身份实践联系了起来。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

国家是我在本章中关注的地理和政治区域，在这些国家中，遗传学在这
样一个政治和伦理学领域中显著突出：在这个领域中，个体越来越有责
任制定生命策略，努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其生命机会，为了增强其生命质

的遗传标记，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家族史或通过发现与该病有关的因 
素而发现该病。这些发展，连同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当代人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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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核心之中(Kenen 1994)。如同先前的词汇一样，这些遗传学语言使

他人和自己能看到人类个体超越“经验”的方面，不仅以新的方式理解
它，而且实际上用一种新的方式，根据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必须做什么
和我们能够希望什么的新价值观念重新组织它。如同伊恩•哈金提出的

不仅赋予生命策略-种遗传学色彩，而且创造了新的伦理责任。当某种
疾病或病变被认为是遗传的时，它就不再是个人的事了。它已经变成家
庭的事，变成一件关乎家族史和家族未来的事。遗传学思想就是以这种
方式导致了 “遗传责任”：它和结婚、生子、从事某种事业和安排自己的
财务结合起来，賊予了谨慎和责任新的形式。
有遗传风险的人的出现与对生命的分子想象有关(Chadarevian and

Kamminga 1998, Kay 1993)。当然，遗传学家们仍在收集关于家族史的 

信息。但是对于遗传学研究者们来说，这一总体数据只是尝试绘制连锁

量釆取行动或避免行动，联系自我和他人谨慎行事。随着生命已经变成 
一项至关重要的事业，“健康和疾病这些范畴已经成为这样的工具，用于 
自我生产和行使具有选择和意志这些能力的主体性”(Greco 1993).在过 

去的30年中，进行描述和判断的生物医学语言——高血压、心律失常、 
高胆固酔血症等——的很多方面从科学的神秘话语变成公民的非专业知 
识。今天，关于遗传学的新观点正在这些进行自我描述和自我判断的语 
言内补充人们更熟悉的遗传和基因这些观念，将遗传知识铭刻于肉体存

互动类别(Hacking 1986, 1995),这改变了对有遗传风险的人自己采取

的行动进行的自我描述和这些行动的可能形式。因此，遗传学思维样式

图谱的一个跳板，然后这些连锁图谱能作为DNA定序的基础，以确定所 
说的突变基因所处的确切染色体位置和序列，并帮助研发出极为具体的 
诊断技术。'在这一分子思维样式中，人们越来越从位于某个具体染色 
体特定位置的DNA碱基对序列这一角度来设想疾病。比如，一种引起额 
颛叶痴呆和帕金森症的疾病被称为FTDP-17,因为它与17号染色体某个



130 I生命本身的政治

子凝视的对象，疾病易感性已经被分子化，并且遗传风险成了一个分子
问题。
在本章中，我会首先稍微再谈谈人格及其当代的基因突变。其次,

既然从人的遗传构成和遗传缺陷或习性这一角度识别人这本身并不新
鲜，所以我会提供关于遗传风险观念和实践的简短历史。通过考察最近
在教育、就业和保险中出现的有关遗传歧视的争议，我认为这表明一种
与众不同的、虽然并非全新的主体化实践诞生了，它与在不同情况中发
挥作用的其他实践一起发挥作用，相互交织。但是，我将尽力表明不能
简单地从基因本质主义的诞生或再生这一角度来理解它，尤其是这并未
消除普遍的主体化体系——这些主体化体系强调一种关于事业、责任和
自我实现的伦理标准——而实际上与它们相联系。再次，通过大量借鉴
卡洛斯•诺瓦斯的著作，我会探讨遗传风险产生的主体性形式与新的伦
理问题化和新的伦理关系相关联的某些方式。诺瓦斯研究了亨廷顿症风
险人群讨论他们面临的困境的方式(Novas 2003)。6像诺瓦斯一样，我认

为这些新的主体化形式非但没有导致人们在面对生物学命运或生物医学
知识时听天由命或安于无所作为，反而与管理生物学和社会存在的复杂

特定区域的许多突变有关。人们已经将某些乳癌形式的易感性增加与13 
号染色体上的乳腺癌易感基因1号和乳腺癌易感基因2号联系了起来。研 
究者们已经试图将像躁郁症这样的精神紊乱，甚至是像寻求新颖性这样 
的个性变异与特定蛋白质的合成与否或特定神经元传递素或神经受点的 
特点联系起来——11号染色体曾经是人们特别青睐的。5随着身体成为分

伦理技术的出现有关。我追随诺瓦斯，提出这些主体化形式位于一个由 
生命策略构成的时间领域之中，在这个领域，个体试图根据他们对其遗 
传禀赋可能蕴藏的未来的看法规划他们的现在。这些新的主体化形式产 
生了在一个复杂的人际领域中对选择进行估量的责任，不仅根据个体与 
他们自己的关系来估量，而且根据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来估量，他人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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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实际存在的和可能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亲属，而且还包括遗传学专
家和生物医学研究者。

身体个体

很多作者都已经提出我们正在见证身份的大规模基因化，随之而来

因“导致” 了疾病。他们认为这些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基因叙事确定了问
题在社会中被界定、被看待和被处理的方式。他们提出这让资助和支持
基因制图者的项目合法化，因此越来越多有关健康和疾病的问题被确定
为遗传病。基因化被看做一种个体化策略，将稀缺资源重定位于社会问

她在其中生病的环境分离……人们认为需要改变的是个体而非社会|社

略相关，不管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的对象，并不是控制和压制自由这一意义上的“制服” 在这里成问题

这些论点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但是总体来看，我发现它们具有误
导性

题，并且代表了一种对像平等机会这样的原则以及自由意志、主观意向 
和责任这些观念的威胁。“一个被标有某种基因标签的个体可能会与他或

会问题错误地变成了个体病征。”(Lippman 1992： 1472—1473)因此，在 

诊断、评估和治疗中应用遗传学知识与反动的、给人带来耻辱的政治策

的是人类主体沦为仅仅是对他们的遗传互补的表达(Dreyfuss and Nelkin 

1992, Lippman 1991, 1992) o虽然这些作者承认基因通过彼此之间的相 

互作用，通过与社会、生平、心理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各种疾病 
中发挥了某种作用，但他们称“基因化”是一种决定论，该决定论称基

基因化论点表明认为个体或群体具有基因身份是将他们客体化，因 
此否认人类主体性具有某种本质的东西。但是让人类个体成为实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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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对主体的创造。今天，就像在临床医学诞生时，患者的病存在于患
病了的是身体本身。但是对疾病进行的这一身者的肉体和生命力中

体化并非是让患者永远消极被动，实际上，在20世纪后半期，临床医学
越来越将患者当做“主动的”主体 个必须在治疗活动中发挥某种
作用的人(Armstrong 1984, Arney and Bergen 1984) 来建构。当代医
学实践没有否认疾病刻写在身体之中，它要求患者在诊断过程中给出自
己的意见，以便让疾病本身得以确认I它要求患者致力于治疗实践，作
为联合治疗的一部分，它还建议患者在患病之前要根据有关健康风险的
信息谨慎行动。在当代医学遗传学中，创造有遗传风险的人同样如此。
患者要变得有技能、谨慎和主动，成为医生的盟友、准专家E,为让自
己更好分担一份责任。那么，难怪随着遗传风险观念普及，个体自己要
求进行基因测定，各种商业组织已经建立起来，提供对易染病体质的检
测，这种检测是网上进行的、直接针对客户的，花费不多。因此，比如
到2005年初，总部设在旧金山的DNA检测公司DNA Direct为患者提供基

因测定，检测易感染下列疾病的体质；al抗胰蛋白酶病、乳癌(使用麦
利亚德基因公司研发和获得专利的检测)、卵巢癌、囊性纤维化、遗传性
血色病、不孕症和复发性流产，以及血栓形成倾向。“我们的检测和服
务能增加你、你的家人和医疗保健组的自主权。”他们的网站这么说，还
引用了一位感到满意的顾客的话：“我喜欢能够在家检测自己。检测发现
有助于解释过去……它还会使我在未来保持身体健康。"
因此，在治疗实践中，有遗传风险的患者及其家人并不是被动的。

保罗•拉比诺(Rabnow 1999)、沃洛罗纳•拉贝哈里森和米歇尔•卡伦

(Karen and Rabeharisoa 2004, 1998a, 1998b),德博拉•希思、雷娜•拉

Pl准专家(protoprofessional)指还不是专家,但是正在成为专家，比如18世纪的医学实践 
者，或者像专家一样使用知识和判断的业外人士。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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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和卡伦-苏•陶西格(Heath et al. 2004)进行的研究已经表明这些

人——患病者、那些“症状出现前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越来
越要求控制与他们自己的健康有关的实践，在设计其生命策略时寻求多
种形式的专家和非专家意见，并希望医生作为这一过程的仆人而非主人
起作用。9这些有遗传病的人对科学家进行投资，科学家则履行他们的
承诺，发现遗传病的基础和治愈或治疗它们的方法。医学，包括医学遗
传学，尽管对疾病机理的理解绝对是身体上的，但它一直是建构当代自
我的主要场所之一，当代自我自由而负有责任，大胆而慎重，着眼于未
来，并以保持和增强自己及家人的健康为目标做出选择，通过这样精于
计算地活着。
批评家们还常常提出新的医学遗传学导致人们特别关注作为隔离

者的个体。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这样的实践中，个体通过自身在相
关性和责任网络中的位置而被主体化。比如，思考一下遗传咨询这一实
践，我将在后面更详细地讨论。在对遗传咨询进行的研究中，阿姆斯特
朗及其同事表明了如何通过以下关系网 由家族关系和疾病网络构
成的关系系统——确立咨询个体的基因身份，与此同时这些社会和家
庭关系也在从遗传学的层面得到了改变(Armstrong et al. 1998, Konrad

2005)。疾病成为一个“家族”问题。患者的问题可能会追溯到上一代的
某个家族成员那里，对某个人的诊断不仅对这个人而且对其亲戚都可能
会产生各种影响。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家族成员所了解的亲属关
系与DNA本身描绘岀的“自然”关系是否有联系，特别是对被收养的孩
子，用被捐献的精子受孕的人来说，当然还有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并
非是被当做他们的父亲的人的亲生孩子。基因身份就是这样在一个基因
关系网络之中得以显现和确立的，它覆盖在一个由家族关系和家族记忆
构成的网络之上，承担着相互责任和关爱义务的重担，还有它们导致的
所有伦理困境。在成为这样一个基因网络的一部分时，有遗传风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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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来改变自己的生命形式——生活方式、饮食、休闲活动、酒、
吸烟——进而改变与他们相互影响的那些人的关系。他们还和那些同
样有风险的人形成的新社团——不是“社会.社团，而是“社区”社
团——产生了联系，和在特定医院与诊所的患者产生了联系,和参与新
疗法试验的那些人产生了联系，和广播、电视与电影中的纪录片和戏剧
表现的对象产生了联系。
与新的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技术相关的人格变化是多种多样的,

遗传学并没有详尽无遗地研究它们。比如，新的生殖技术将以前相连的
生母、心理母亲、家中的父亲、精子捐献者、卵子捐献者种类分开・

等——因此改变了亲属关系，这一关系曾在身份形成的语言和实践中发
挥了一种根本的作用(Franklin 1997, Strathern 1992, 1999)。精神药理学

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人们被理解的方式，因为那些似乎是构成其个性的特
征——比如性格或情绪——现在看来可以通过服用经特别设计的药物来
改变，比如百忧解（Elliott 2003, 1999, Fraser 2001, Kramer 1994, Rose

2003, Slater 1999) o关于人格的新想象开始引人注意，这些想象与人们

对脑显像技术日益增加的兴趣和脑显像技术的日益复杂相关——这些技
术将性格、感情、认知等特征限制在大脑的特定区域中(Beaulieu 2000,
Dumit 2003) o在这一系列更广泛地从“身体”角度——在一系列实践和
思维样式中存在的普遍的个体“身体化”，从身体改变技术到社会与女性

释、预测和治疗的遗传学形式这一角度——发挥作用的主体化实践找到
了它们的位置。
无论如何，身份的基因化必须要被置于一个更加复杂的身份实践领

主义理论和哲学中身体主义(corporealism)的兴起——思考并影响人类 

个体的方式中，从遗传学角度——从对个体、家庭和群体进行分析、解

体可能会从这些风险和遺传问题的角度重新思考自己与现在的家人—— 
爱人，可能的和现实中的配偶、孩子、孙辈等——的关系。他们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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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
等。这些身份归属或宣示中只有一些是生物学的或生物医学的。的确,
生物医学的身份实践和身份宣示，包括那些从遗传学角度发挥作用的身
份实践和宣示，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身份宣示和认同实践中找
到了它们的位置。主体或其他人有时的确会从生物学角度改写其身份,
但他们有时会对这样的改写提出强烈的质疑。身份是多种多样的；在某
些实践中，一个人被确定为男同性恋，在另外一些实践中被确定为穆斯
林，在其他实践中被确定为镰刀形细胞贫血症患者。甚至当管理实践利
用关于人格的生物学观念时，基因身份也很少处于支配地位。在保险业
中，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遗传信息是伴随着人格的其他非遗传方面被考
虑的——病史，像吸烟这样的习惯，与生活方式的选择相关的风险，等
等。在法庭上，一系列生物学证据现在正在开始参与决定人格的诸方
面，比如接受审讯的能力或承担责任的能力——但是已经证明法庭非常
抵制下面这些论点，即认为应该依据来自遗传学的证据将法律上的责任
或意图重新概念化(Rose 2000b)。关于生物学、生物医学和基因身份
的观点无疑将全面影响其他身份宣示，与它们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和竞
争。我怀疑它们将取代后者。

虽然遗传思想具有漫长的历史，但20世纪出现了一系列联系个体的
遗传体质来界定个体的做法。在这里，我借鉴卡洛斯•诺瓦斯的著作

(Novas 2003),集中讨论其中一种做法：遗传咨询，其鼓励个体在权威

人士的指导下思考其遗传体质，它有明确的目的，即影响他们的行为。

城中。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身份识别惯例和身份  
依据的是国籍、文化.性欲、宗教、饮食选择、生活方式偏好

遗传风险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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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瓦斯已经描述了对遗传咨询对象的理解所发生的历史变化，以及遗传
顾问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所发生的相关变化。随着从20世纪70年代初
到现在这一观点及其相关实践逐渐形成，这使他能够确定有遗传风险的
人的独特性。
遗传咨询将遗传学的客体化知识——它在身体层面上发挥作用

和人文学科的主体化知识——它作用于对人类行为的管理 联系起
来。诺瓦斯提出了 “遗传自我的技术”这一术语，来描绘遗传咨询实践
激励个体、夫妇或家庭思考其遗传体质，并据此调整自己行为目的的方
式(Novas 2003)。他提出我们可能认为这些方式是混杂的组合，它们需
要将不同形式的认识、专业知识和诊断技术组合起来。知识成为这些自
我管理技术和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该知识本身就是混杂的,
包括从孟德尔遗传学到罗杰斯的心理治疗，并且常常要根据咨询者的自
觉需要运用相应的知识。诺瓦斯表明提供遗传学意见是个高度专业化的
过程，要利用家谱、临床观察、风险和可能性分析、血清分析、震颤
仪、脑电图仪、产前诊断和预测性基因测定(或通过联系或通过突变)，
以帮助预见、诊断和显露遗传状态。内科医生、儿科医生、遗传学家、
神经病学家、精神病学家或精神治疗医师等许多不同的专家已经在从事
遗传咨询工作，并且关于进行遗传咨询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培训的恰当形
式有很多争论。而且在所接受的主体性规范方面，遗传自我技术也有很
大不同。
遗传咨询需要被置于更普遍的生命政治理性观点之中。我支持诺瓦

斯，认为可以暂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在提供遗传学意见的
目标、问题化、规范取向和常规做法这些方面存在着不同。“第一个“优
生学”时期贯穿了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在20世纪前半期传遍欧
洲、北美和其他地方的优生学思维方式导致人们试图依据优生考虑改变
个体“自愿的.生育决定。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公共教育和电影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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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这些优生策略的使用之外，遗传咨询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因此,
20世纪30年代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遗传咨询主要是在以下方面发挥作
用的，即人们关切的是引导个体的生育决定，限制那些有遗传病或缺陷
的人生育子女，以便提高作为整体的人口的人种质量。优生学时代的遗
传学意见需要评估遗传特征的好坏，以及遗传缺陷的严重性。鼓励聪明
的、体格好的夫妇多生孩孑，鼓励那些不聪明、体格不好的夫妇少生孩
子。虽然有些主体被认为具有控制其生育的道德能力，但那些携带遗传
病变的人中有很多人被认为是被动的，他们常常不知情地生下很多孩
子，比他们应该生的还要多，这或是因为他们没有承认他们面临的遗传
风险，或是因为病变本身的影响削弱了他们的判断力。
诺瓦斯提岀，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遗传顾问们试图将该领

域同与纳粹体制有关的消极优生学分离。他们认为在民主社会中预防遗
传疾病只能通过自愿措施(Dice 1952) 0其目的应该是主要通过预防出
生缺陷让人口的健康状况最优化(Fine 1993)。那些试图阐明这一建立在
预防医学之上的“非指导性”方法的人相信父母们想要健康的孩子。因
此，他们相信那些可能会生下有缺陷的孩子的风险人士，一旦他们的遗
传顾问告知他们准确的知识，他们将会“负责任”地运用该知识做出他
们自己的、谨慎的生育决定 他们会选择不要孩子，限制他们的家庭
人数，或领养孩子(Dice 1952, Herndon 1955) o
诺瓦斯认为在这一时期，遗传咨询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这样的指导

形式，它有助于减轻被告知遗传风险信息而导致的焦虑、恐惧和内心紧
张(Falek and Glanville 1962) Kallmann 1956, 1961) Roberts 1961)。此
外，遗传咨询本身不得不运用心理学，以使咨询者尽可能有效地吸收遗
传风险信息，因为面对遗传风险的个体可能会采取不成熟的行为模式,
通过病态的防御机制让遗传现实失效，比如通过压抑、置换、合理化和
投射。因此，遗传咨询被重新看做一种短期心理疗法，它会逐渐灌输给



138 I生命本身的政治

咨询者一种责任感，让他们逐渐认识到一个被精心计划的家庭的重要性
(Kallmann 1962： 253)。

诺瓦斯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的“心理社会咨询”形式占据
了主导地位，直到现在，它仍是遗传咨询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遗传
风险的确定和人们所关切的最大限度地增加生命机会和提高生命质量密
切相关。为此，遗传咨询不再只是关注遗传病的预防，而是必须参与有
关遗传风险的交流(Kcnen 1984)。这正是这样的时候：遗传学知识有
了重大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技术，比如产前检测和胚胎植入前诊断,
还有打掉被认为携带或潜在地携带遗传病征的胚胎的可能性。那些接受
遗传学咨询的人面对着一系列新选择，这些是生物医学的发展带给他们
的，他们要做岀复杂的决定，这些决定关乎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实际
存在的或可能的后代的生命。他们越来越被称作自主个体，为他们自己
的未来做出知情的、负责任的决定。
随着能对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症状出现前的基因测定和易染病体质

的基因测定，诺瓦斯指出人们越来越关注发现那些受不良心理影响而处
于危险中的人，比如基因测定过程造成的抑郁症或自杀。心理测量是人
们采用的一个对策，另外还根据接受基因测定的人采取的对策、支持来
源——或者来自配偶、朋友、家人，或者来自互助小组——来评估他们
(Bloch et al. 1993： 370； Decruyenaere et al. 1996, 1999) o 最近，心理社

会遗传咨询开始专注于改变生活方式(Bisecher and Marteau 1999),尤其

是提倡客户的自主性和自我导向(Elwyn et al. 2000)。通过像共同决定这

样的技术，客户自己就成了相关信息的一方，对任何决定都负有一份责 
任，包括比如向可能同样具有遗传风险的亲戚透露遗传信息。鉴于需要
“给他们机会规划自己的生命，做岀有关生育的知情决定，设法监视某 
一并发症——对该并发症进行医疗介入可能会有效——的早期迹象.，这 
样的透露本身就被看成是攸关生命的，“……绝不能将遗传咨询过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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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生育的知情决定。一方面，这展现了采取新的控制策略的可能性,
在其中，心理学在试图改变那些被看做有遗传风险的人的行为中发挥了
关鍵作用。但是在每个个体生命已经被看做一个需要规划的项目这一背
景下，对身份的重构改变了下面这一伦理领域，有遗传风险的人必须在
该领域中管理他们自己及其生命。

遗传歧视

2000年2月8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美国总统
比尔•克林顿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每个联邦部门和机构在涉及雇
佣和升职的任何行为中使用遗传信息(White House 2000) 0同~天，克
林顿通过了 1999年的《健康保险和工作中非基因歧视法案》，将这些保护
措施扩展到私营部门和购买健康保险的个人。这源于1996年进行的一项
研究，该研究表明25%的调査对象或患病的家庭成员认为保险公司拒绝
让他们买人寿保险，22%的人认为保险公司拒绝让他们买健康保险，13%
的人表示他们或某个家庭成员由于某种家族遗传病而被拒绝雇佣或被辞
退，许多被询问者因为害怕遗传歧视拒绝接受基因检测，或者没有向保
险公司或雇主透露遗传信息(Lapham et al. 1996)。其他研究已经发现人 
们普遍担心将来雇主会要求准备聘请的雇员接受基因检测，很多人担心

须是主动的设计者和决策者，根据一种遗传过去、遗传现在和遗传未来 
重构他们的身份(Ogden 1995)。因此，遗传咨询与给女性的其他关于生 
育的嘱咐联系起来，这些嘱咐鼓励她们根据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做出有关

为信息被动地从专家传递给外行人，而应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或持续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顾问和咨询者在决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什么被理解 
了这一过程中都要发挥某种作用”(Hallowell and Richards 1997)。他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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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能够得到检测结果，因此吓得现在不敢接受这样的检测。克林顿重
申了他自1997年以来表达的观点：为寻找疾病的基因疗法做出的努力不
应该有损于对患者的保护。
很多年来，人们一直担心遗传学知识可能会被不公平地使用。1992

年，保罗•比林斯及其同事将遗传歧视定义为“仅仅由于与'正常’基
因型具有的真实的或感觉到的不同而歧视某人或该人的家人.(Billings
et al. 1992),并在健康和人寿保险业以及其他地方发现了某些表明这种
歧视的证据。他们警告说遭受耻辱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拒绝向有遗传
学诊断但无临床症状的人提供服务和给他们应得的权利这种情况可能会
增加，并且指出“在遗传歧视的基础上”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底层阶级
('无临床症状的患者’)”的危险(476)。从那时起，进一步的研究
认为有表明遗传歧视的证据——换句话说，只根据基因型，有时甚至是
误解，就歧视那些当前健康的人，比如当某个人携带导致某种特定疾病
的变体但不会患上该病的时候。有些人提出基因测定的兴起模糊了以前
被用来界定“已有疾病”的界限：一个人携带某种或某些可检测出的变
体，这些变体容易让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患上特定的疾病，这样的人可
能被认为患有“已有疾病”，即使他们并未察觉该病。研究还表明那些有
特定疾病家族史的人普遍害怕遗传歧视，这已经导致人们不愿接受基因
检测，担心执业医生会泄露这些检测的信息，导致在一些情况下，向保
险公司、雇主或其他人伪造或不透露病史的相关方面。13很多人都认为现
有的反歧视条款并不足以处理这些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很多州颁布了法律，禁止保险公司在为健康

保险定价、发行或制定健康保险时使用遗传信息(Hall 2000)。2000年发
表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这样的法律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实
际上几乎没有比较完备的案例表明健康保险公司在这样的法律通过之前
或之后索要或使用临床症状出现前基因检测的结果，或者表明在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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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中是否存在这样的法律。也许，如霍尔所说，在组织这类实践时，产
业规范比法律更重要。而且，人们还可以补充说，也许比起真正的歧视
来，对这种歧视的恐惧是一种更加真实的力量。因此，2004年7月，致
力于劳雇关系的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小组委员会尽管没有证据，却
仍再次考察了该问题；“代表美国商会的劳伦斯•洛伯告诉该小组委员
会不需要立法。'在很大程度上，雇主收集和滥用遗传信息仍限于科幻
小说。’ 他说，即使是在确实出现了歧视的情况中，现有的法律,
如《美国残疾人法案》和《健康保险可移植性和责任性法案》，’应付滥
用遗传信息绰绰有余'但是，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贾德•格
雷格一他在2003年10月帮助参议院以95对0票通过了一个遗传歧视议
案——力劝议院采取行动。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写道，他的委员会“已
经收到很多民权、雇佣与保险专家的来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当
前有关遗传信息的法律中存在诸多漏洞”
在很多国家，这些辩论都在继续。法国、挪威、澳大利亚、丹麦、

荷兰和奥地利都已经通过了法律，或者严格限制或者明令禁止将来自
基因检测的信息用于医学或科学目的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并且2004年
底，德国也正在考虑这样的法律.15 2004年，由支持禁止遗传歧视的法律
的团体组成，部分由昂飞公司资助（当然，其芯片是使这样的测定得以
可能的技术的一部分）的美国基因公平联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上面
详细列举了一些例子，他们声称在这些例子中发生了这种歧视，比如当
由于孩子们携带引发al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的“基因”，尽管来自医学专

月以98对0票通过了另一项法律，即《2005年基因资讯平等法》，它将修
正一系列现存的健康和雇佣法，宣布不论是雇主、健康计划还是劳工组
织的歧视均为非法行为，并将医疗隐私和医疗保密法规扩展到包括遗传

家的意见表明他们自己将永远不会患上该病，保险公司仍拒绝给孩子们 
提供健康保险的时候。16考虑到人们的这些担心，美国参议院于2005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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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诊断，从生物学角度对失败做出解释，具有漫长的历史。学校教育
使学生受到专家的关注和评估：长久以来，教育体制及其制定的行为和
表现规范将不能或不愿遵守那些规范的孩子区别开来，让他们能够接受
“对他们最好”的治疗。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轻微脑功能失调、多动
症、注意力缺乏症和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诊断：这些是几十年来医学和
精神病学扩展的场所，尤其是在美国，结果人们广泛使用精神兴奋药、
利他林和右旋安非他明。最近有证据表明有很多人被诊断出抑郁症、创

遗传学的这一分子想象在这些做法之外增加了预测性检测的可能性，从
而增加了遗传筛查和临床症状出现前介入的可能性。
当然，在涉及少年犯罪和犯罪行为时，人们早就提倡筛査和预防介

入这些方法。对行为变异进行直接的遗传筛査以及预防性介入，这是人
们最初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倡的。那时人们声称XYY病——拥有一条多
余的Y染色体一与发育未完全、攻击本能控制不当，因而与暴力犯罪
的可能性增加有关，后来这一主张受到驳斥。''在最近的例子中，对学生
进行的筛査不仅针对与未来的精神疾病有关的基因，而且针对人们声称
与教室中岀现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基因。早在1987年，科普期刊上的报道
就声称在15号染色体上确定了某个特定基因的位置，有阅读障碍史的家
族成员携带该基因，这带来了用预测性检测和症状出现前治疗来避免出
现读写困难问题的希望（Vellutin。1987,转引自Hubbard and Ward 1999） <,

伤后应激障碍，很多孩子有行为障碍，还有医生给孩子们开抗抑郁药， 
特别是选择性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剂，如百忧解、舍曲林、帕罗西汀。博新

信息。17不管现在或将来是否出现遗传歧视，在教育评估、雇员招募和保 
险精算实践中进行遗传学论争，这本身就意义重大。对于负有“遗传责 
任”的这一代而言，对于从分子角度部分地改变伦理困境而言，这样的 
辩论本身起的作用是表明有关人格的遗传观念的普及产生的影响。
教育是这些新思维方式另一个主要的表现领域。对教育难题做岀



1995年，发表于《发展性脑障碍》上的文章报道了筛查学生是否岀现了
严重的染色体异常（复制的X染色体、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的试点项

al. 1995, Staley et al. 1995）。最近的研究称童年过动症是高度遗传性的,

可能是由对多巴胺转运和接收系统这些方面进行编码的特定基因（DAT 1
和DRD-4）引起的，虽然该研究承认这些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复证和证

张将会导致人们使用基因检测和基于生物学的检测，将它们作为学校标
准检测体系的一部分，教育专家和家长们将逐渐将它们看做具有预测价
值的客观评估（Nelkin and Tanctcdi 1989） o这表明基因个体化的两个方

面。一方面，那些赞成此类检测的人会认为对给这些孩子特别关注、给
他们提供专门的学习体系来说，这些检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它们可
能会导致某些学校在招生时会歧视某些孩子，它们可能会随着其他信息
交给离校后机构，比如大学或可能的雇主，因此可能会在分子层面上造

是一般化的，又是个体化的——将会在这些关于行为及其决定因素的新
的分子想象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的习惯等•

于集中讨论加拿大的比较研究，参见Lemmens and Poupak 1998）。个人保 

险是根据风险因素——比如年龄、病史、职业、像吸烟这样的与健康有 
个人的承保，因此个人信息与遗传风险有关。团体保 

险是根据团体的特征——比如产业类型、年龄和性别特征、以前索赔的

成长期的身份损害，导致终身生活在治疗专家的关注之下。然而，不管 
其直接后果是什么，学校教育实践让孩子们具有的独特可见性——这既

实（Plomin and Mcguffin 2003, Thapar et al. 1999）。

多萝西•内尔金和劳伦斯•坦克雷迪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主

这些新思维形式出现的另一个领域是工作场所。在大多数健康保 
险或是通过私人计划或是通过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团体计划而购买的美 
国，这是个特殊问题（关于一篇有用的早期评论，参见Gostin 1991,关

目，这些项目的目的是提供遗传咨询和其他形式的介入措施（CaUahan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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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等——进行的承保。随着雇主在雇佣、培训和留住工人中的投入越
来越多，并且面临着不断增长的保险费和与他们的全体员工中岀现的事
故、受伤和不健康有关的其他费用，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筛除那些将来最
有可能会生病或残疾的人。在确定哪些人可能“易于发生事故”，或者尤
其可能会患上让他们不能有效工作的身体疾病或心理疾病，或者可能尤
其容易受特定工作环境的某些方面影响时，在旧有技术——比如要求有
关个人病史的信息，使用心理测试和检査，记录家族史——的基础上添
加遗传筛査是否合法，是争论的焦点。
英国的情况不同，因为健康保险是通过英国国民保健制度这一国家

计划而获得的。英国是通过与医学或风险范畴无关的普遍强制征税为英
国国民保健制度提供资金的。与美国的私人计划和团体计划不同，一个
通用体系必然要妥善处理人口中与遗传有关的疾病总数——它们不太可
能被基因测定直接影响(Low et al. 1998, O' Neill 1998)。但是，这一区

分只是部分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私人健康保险,
或者通过工作而进入私人保险计划之中，因此，在给他们雇佣合同前,
他们必须要接受医学筛查；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也许是选择性
更强的保险产品向个体承保，比如旅行保险，并且它们要求透露相关的
医疗信息I另外还因为英国与美国的人寿保险都是向个人承保的，并且
英国的人寿保险对那些希望获得购房抵押或贷款的人来说实际上是必
需的。
在保险是向个人承保的情况中，保险公司关心的是申请人要准确、

全面地公开信息，首先是为了将其正确地归于某个风险分担群体，但其
次是因为害怕逆选择：在逆选择这种情况中，申请人故意隐瞒表明他们
是髙危人士的信息——比如吸烟——以骗取为那些风险较低的人设定的
保险费。比如，某个人将在其保险公司不知道他或她的遗传信息，并且
明知自己寿命不长的情况下隐瞒检测结果，并以标准价购买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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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会在短期内大大増加他或她的遗产，在长期内迫使其他投保人的
保险费上涨，或者将其他人赶到那些能够提供较低价格的公司那里，因
为他们有更有效的方法筛除那些高危人士，这是保险公司所担心的。另
外，他们还担心那些各种遗传病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人决定不购买任何保
险，这可能会加剧这些变化造成的影响，这些人的保险费会为那些确实
需要索赔的人提岀的要求提供资不知情的补贴。
从历史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保险公司和申请人都是在不知道遗传

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但是，美国的保险公司大体上认为遗传信息
和其他与风险有关的健康相关信息之间没有太大区别，认为无法证实遗
传信息和其他关于医疗风险的信息之间存在的区别(Pokorski 1997)。
波科尔斯基是美国一家主要再保险公司的执行官，他指出有很多证据
证明他的观点。教科书例行公事地提出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遗传学基
础，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说：“为了政策目的，区分遗传疾病和非遗
传疾病、遗传信息和非遗传信息将变得越来越困难。'(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Genome Research 1993)《柳叶刀》的一篇社论认为“将医学
检测和基因检测当做不同的东西来讨论，这很快就不可能了”(Lancet

[Anon] 1996) o的确，随着技术公司研发出筛査几百种遗传缺陷的廉价生
物芯片，人们已经想象岀在可以顺便进入的商店和中心，能够轻易获得

Insurers 1997)。但是在同一天，英国政府成立的人类基因咨询委员会发

根据这些发展，就容易理解英国保险协会在1997年12月发布的业务 
守则所表达的观点了——要区分遗传信息和其他与保险公司有关的信息 
不仅在概念上没有必要，而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Association of British

有关基因测定和常见遗传病的信息，它们甚至提供“无需预约的测定"、 
邮购试剂盒和家庭检测试剂盒，看起来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遗传信息， 
就像知道与保险相关的其他风险因素一样，比如高血压、高胆固醇、心 
律异常和较高的身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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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一篇报道，该报道的建议恰恰相反：在合理的保险精算证据——该
证据支持特定的保险产品使用特定的检测——得到科学证实并且能被公
众了解之前，至少暂时两年之内不应要求人寿保险的申请人向保险公司
提供基因检测结果(Human Genetic Advisory Commission 1997)。有些公

司要求公开据称是预测性遗传信息的信息，对这些公司提出批评的人认
为，那些使用这些信息的人常常并不知道确切的影响，认为遗传预测很
少被证实过，因此不能将个体准确地分配到风险分担群体中，认为大多
数遗传相关疾病的发病年龄和严重性非常不确定，认为缺乏关于基因与
环境、基因与生活方式之间相互作用的知识(比如。’Neill 1998)。报纸
警告人们提防产生一个“基因底层阶级”的危险(Daily Rlegraph 2000)。

2005年3月，英国政府与英国保险协会达成了一项协定，包括将保险公
司自愿暂缓使用预测性基因检测结果的年限延长五年，该做法本来是到
2006年到期，现在是到2011年到期。2"该协定还庄严载入了与公司达成的
下面这一协议，即不会要求任何人透露作为调査研究一部分的基因检测
的结果，保险公司将不会强迫那些想买保险的人接受预测性基因检测,
他们也不会让人们透露另一个人的检测结果。如政府新闻稿所明确表示
的，制定该协定不是因为这样的歧视正在发生，而是为了打消人们接受
基因检测a的疑虑。
在美国，一些作者已经表明医疗保健的提供者有义务不向保险公

司或雇主 他们可能会使用该信息歧视他们——透露遗传信息；建议
遗传顾问向他们的客户提供如何将可能的保险问题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建
议，有些人极力主张只要有可能就进行匿名的基因测定，以减少发现被
检测者身份的可能性，有些人建议人们在接受基因测定之前购买他们所
需的所有健康和人寿保险.建议人们申请很多小额保险单——这样的保
单不会被很仔细地审查——而不是申请一份大额的保单，敦促医生保留
两份记录，一份完全的记录被用于医疗保健，另一份没有不利结果的记



第四章有遗传风险| 147

录可以被保险公司评估（所有例子均引自Pokorski 1997）。

无疑，至少在短期内，在不同的管辖范围内，这一争论会以不同
的方式得到解决。遗传信息具有重要性，这部分是因为保险业正在发生
一种更普遍的变化，即向风险细分转向（有关精彩的论述，参见Ericson

et al. 2000） „虽然保险业可以为了将风险社会化而采取行动，但目前的
趋势是利用关于人口的知识和关于个人的信息让人们承担各自的风险,
将人们划归到被严格界定的种类之中。接着，被严格界定的“风险池”
不仅将会为那些被包含在该群体内的人确定保险费、保险公司支付的保
险金和除外责任，而且可能还会导致将下面这些人排除在外，即他们的
风险使他们不适合被纳入某个在商业上切实可行的风险分担群体。这一
方法的合理性从两个密切相关的责任这一角度得到了证明：不让不谨慎
的消费者造成的风险费用累及谨慎的消费者，并且通过在进行风险计
算时考虑所有已知的相关信息来保护和最大限度地提高股东的利润率。
但结果是不仅会增加道德风险（编造自己的历史，以便以更合适的价格
买到保险或者甚至是能买到保险就行），而且还会把那些被认为风险过
高的人（那些有不良驾驶记录或住在入室抢劫率较高地区的人）赶到特
定利基市场的保险公司，通常它们不仅收费较高，而且提供的保险有
限。在这一逻辑中，对这样的风险细分和风险归个人承担的做法来说,
遗传风险显然是个重要因素。无疑可以认为这些做法与政府先进开明的
做法中对个人责任和谨慎的强调一致。但是在高风险关系到遗传的情况
中，似乎古老的俗语仍然适用：如果你想成功，就要小心地选择父母。
在一个由支离破碎的风险团体构成的体制中，私营保险不再对意外进行
重新分配，以降低命运和危险——若非上天眷顾，这些是我们可能都会
面临的——的任意性。在人们还不知道在遗传方面需要小心谨慎从而不
可能这样做的情况下，在要求个人及其家庭为管理其遗传风险负有个人
责任时，他们的选择很少。对处于这种情况中的有钱人或善于表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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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可能会推动风险团体的发展，这些风险团体会釆取自己的措施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但是，尤其是在4000多万人没有任何健康保险的美
国，那些被这一选择排除在外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只能接受服务型政府

22有可能提供的剩余措施。
遗传学理性要真正进入保险惯例之中，显然将依靠这些论证。某

些遗传学主张的真实性将受到怀疑。简化论的遗传学论点可能会遭到所
有当事人拒斥。法律措施将会减少这样的场合，在其中个体可能会在某
权威的要求下面临强制基因测定。像费用这样的因素可能会限制预测性
筛査的广泛应用。但是，不顾这些实际存在的结果，关于保险的论争表
明了遗传学论据的扩展和激增及其向人格观念的渗透造成的影响。在这
些关于身体应如何进入保险计算惯例的争论中，个体命运以及个性本身
具有一种遗传学维度。也许在这里，进行创新的主要地方既不在保险公
司的计算惯例那里，也不在为隐私和权利高声辩护的人那里，而是在参
与者自己的生命形式里，他们既是遗传风险的主体，也是保险实践的主
体。身体个体并不将自身理解为仅仅是对某种潜在基因身份的表达。甚
至当个体有遗传风险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有权利的人，是法律主
体，他们的身体人格赋予他们权利和义务。就如我们很快就要看到的,
在人们可能会要求的权利中，有要求知道自己的遗传状态、遗传风险的
程度和形式的权利。此外，身体个体，包括他或她的遗传状态，还是一
个自我实现、负责任、进行选择和谨慎小心的主体，作为伦理标准的自
我实现、负责任、选择和谨慎小心，只有依据关于人的身体事实的知识
才能发挥作用。个体自己面临着下面这一问题，即是否接受基因检测以
预测自己的未来，并在该未来中，比如，在涉及对家庭的责任时，涉及
需要通过保险为自己万一去世或残疾预先做准备时，涉及他们希望在世
上根据一种关于自己遗传状态的知识管理自己的事务时，小心谨慎地行
事。基因身份，换句话说，导致了 “遗传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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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责任
生命科学中与分子遗传学和人类基因组测绘有关的进展为思考和影

响作为身体个体的人类的行为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遗传学语言和风险语
言的融合提供了丰富的词汇，这些词汇可以让我们理解我们的身份、我
们的健康观念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这展现了伦理自我问题化的独特领
域。23遗传风险语言日益提供一套认识网格，该网格影响人们对如何生
活、生子、结婚或从事某-•事业做岀的决定。随着有遗传风险的人的出
现，基因本身已经被建构为一种“伦理实体”（Foucault 1985： 26）——

即人是在与自身（基因身份、生育、健康）和他人（兄弟姐妹、亲属、
婚姻、孩子）的联系中做事的。这一从遗传学角度建构起来的伦理工作
与当代先进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一种更普遍的改善自我的方式产生了交
集，并与之联合起来。后者将生命理解为一项工程，是依据自主、自我
实现、慎重、责任和选择这些标准建构起来的。
通过对与亨廷顿症相关的网络论坛和聊天室进行的研究，卡洛

斯•诺瓦斯已经阐明了这些新人格形式的某些方面（Novas 2003）。24网

络论坛和聊天室是互联网上的地方，有风险的人和其他人可以在这里讨
论他们如何理解与风险基因和遗传病有关的问题，如何对其做岀反应。
当然，这些并没有“代表性”——那些有遗传风险的人中只有很少人参
与了这样的活动，他们很可能大多数是相对富裕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
人。但是他们清楚地说明了一种关于生物医学主体性的新伦理学正在形
成，该主体性正从众多围绕着新的医学和生命科学组织起来的新活动中
显现出来。在这样一种生命形式中，实际存在的和潜在的患者——换句
话说，我们所有人——已经开始“对他们的健康、幸福和自由感到强烈
的好奇”（Rabinow 1994： 63）。诺瓦斯认为，就像告解和写日记这些以前

的做法一样，在这些网络论坛和聊天室中粘贴、阅读和回复信息可以被



考他或她的基因身份，寻求有关如何恰当生活的意见，承担管理遗传病
的责任。在亨廷顿症中，主要的问题涉及是否生孩子、是否结婚、是否
告知其他家庭成员他们面临患上衰弱性神经紊乱的可能。那些在某个虚
拟社群中找到认同感的人围绕着这些问题互相吐露心声，这些非正式做
法意义重大，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新的权威形式——这种权威不是基于
训练、地位或对独有技巧的掌握，而是基于经验。并且，就像以前的那
些权威形式一样，经验权威，他人的经验权威可以被■融合”在自身之
中(Barry et al. 1996b, Diprose 1998, Rose 1996)。在这一过程中，与以前

的权威形式——比如医学和遗传学知识——的关系改变了。这些微小但
重要的改变正在对构想和制定新生命策略的方式起决定作用。根据自己
的风险基因管理自己，这与身份计划、与精心打造健康的身体、与管理
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密切相关，这涉及各种各样的权威人士。
诺瓦斯确定了这些自我技术的四个主要方面。首先是通过从遗传学

角度对家族进行测绘来査明“分子一基因身份”，这是一种医学一遗传
学的生平叙述，采用了关于遗传学和该病传染方式的知识，能够囊括几
代人，比如（外）祖父母，包括像姑妈、姨妈、叔伯、舅舅、堂表兄弟
姐妹这样的亲戚。这将个体构建为——由自己和他人——有亨廷顿症遗
传风险的人，并且这牵涉到家庭成员，不管他们是否携带变体。大部分
争论集中围绕着是否接受预测性基因检测的决定，这被当做可能会改变
一生的决定来讨论，这是人们联系自己的基因遗产为自己、为重要的他
人做岀的决定。这些检测就像所有预测性基因检测一样，采用了将自己
作为风险人士来理解、描述和体验的新方式。人们开始根据位于4号染色
体短臂上某一特定位置的碱基序列来界定自我身份的主要方面。CAG在
该染色体这一特定位置上的重复数极为重要，因为它们不仅表明亨廷顿

看做自我的技术，它们需要根据特定的规则、规范、标准和权威形式披 
露自己的经历和想法。通过这些披露，个体发展出一种语言来讲述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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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存在，而且可能表明发病年龄和感受到的症状的严重性。一旦被检
测，在引导做出有关生育的伦理决定这一方面，在采取依据对他人的关
心制定的新生育健康规范这一方面，该遗传学知识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预测性基因检测本身就创造了新的个体种类：有风险却未被检测的，亨
氏基因过度扩张（阳性）的，亨氏基因无扩张（阴性）的，还有，重要
的是，亨氏基因中度扩张（中性）的人。因此，亨廷顿症检测呈阳性或
阴性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基因身份，受测个体不再是“风险人士”，而是
或者“没有风险”，或者是“可能会患亨廷顿症的人”。但是当CAG重复
数介于正常或病态之间时，预测性检测还可能是不确定的。在这些情况
中，分子基因自我的身份就成问题了。然而，不管风险状况如何，清楚
的是那些易患亨廷顿症的风险人士已经可能，也许是必须要将自己当做
分子基因人来思考。
诺瓦斯确定的第二个方面涉及一个“伦理问题化领域”的形成。他

发现在亨廷顿症网络论坛中最常提岀的一个伦理问题涉及以自己具有遗
传风险或自己的临床症状尚未出现为依据来决定生育问题。这个例子表
明，当生育决定涉及亨廷顿症的遗传时，相当复杂的分子遗传学知识已
经如何开始渗透这一领域。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表明有患亨廷顿症风险的
父亲有可能会将更严重、更早发病的亨廷顿症传给其后代。这些人必须
考虑将更早发病的或更严重的亨廷顿症传给后代的微小风险，这显然足
以让他们以及他们的伴侣做岀生育决定这一过程变得复杂。一旦生育决
定领域开始由分子风险知识组织，每个人就不得不在现在的伦理关怀领
域中考虑遗传未来——从遗传病的角度看，可能的后代将会有的生命质
量。但是，一个新的有关交流的问题空间形成了。风险人士应该什么时
候告诉同样有风险的兄弟姐妹或孩子们他们已经决定接受预测性基因测
定？他们应该什么时候告诉孩子们或其他家庭成员他们面临着遗传某种
严重的神经紊乱的可能？在我们这个真实性的时代中，诚实交流法则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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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影响家庭关系。那么，关于可能会改变一生的信息，我们应该怎样
决定我们的交流行为？在自主和选择比什么都重要的背景中，在人们认
为遗传信息有可能改变人的生命的背景中，人们开始争取公开遗传风险
信息的话语权：知道自己的亲戚和孩子情况的权利，以便他们可以有选
择的权利，这与不想知道的权利，不想被别人知道的权利，害怕该知识
可能会给自己如何生活、给别人——朋友、雇主、老师或保险公司一
如何对待他们造成的后果相对。
诺瓦斯确定了第三个方面• 种新的与专业知识的关系。至少对

那些参与网络讨论的人来说，人格的遗传形式和经营形式的结合创造了
与专业知识的新关系，以意义重大的方式重构了权力关系。在这里，自
主和责任这些义务意味着个体不满足于作为医学遗传学知识和治疗的被
动对象。负责、自主的遗传学主体成为管理亨廷顿症的非专业专家，他
们获得尽可能多的有关该病的知识，并将该知识用于自身，目的是让健
康状况最优化，提高生命质量。这些非专业专家使用网络论坛，不仅是
为了让彼此懂得先进的遗传学知识，还要懂得例行的护理事务，比如药
物的副作用，使用饲管以防止因亨廷顿症而吞咽困难的人身体恶化，减
轻舞蹈病动作引起的肌肉疼痛。因此，非专业专家也是“经验专家”，
因为他们生产和认可自己的知识，而网络社群成为知识的传递者、组织
者、编纂者和编辑，这些知识不仅涉及疾病，而且涉及患有该病生活下
去所需要的生活方式。与专业知识的关系常常是“在远处”处理的。在
某种程度上，该距离是通过作为信息来源的互联网建立起来的。但是,
更重要的是，这是因为专业专家不再被看做唯一的真理权威。对要做
出有关自己生命的决定的人来说，遗传咨询仅仅是一个信息源，它要和

不断增加他们的选择。这賊予遗传学家和临床研究者新的责任，即生产

分布在多处的信息源联系起来，需要主动发现和吃透信息。身体个体作 
为消费者尽力理解这些知识，清楚市场上有广泛的知识产品，并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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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那些患有该病的人有用的新型知识。因此，在下面这些方面，有
风险的身体个体变得主动起来：引导科学事业，寄希望于为支持生物医
学研究进行的政治游说，捐献他们的一部分收入来寻找疗法，为支持研
究而筹款，捐献组织和血液用于遗传学分析，并且愿意参与实验性临床
试验以找到治疗亨廷顿症的可能疗法（Heath et al. 2004, Rabeharisoa and

Callon 1998a, Rabinow 1999）。

诺瓦斯确定的第四个方面关系到他所谓的“生命策略" •在现在
依据某些未来目标思考和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方式——的形成。随着“人
应该怎样生活”这一问题出现在许多甚至常常相互矛盾的伦理问题的交
叉处，生命策略在一个复杂的伦理领域中被制定。可供我们选用的生命
方式只有有限的几种：我们用来塑造自我和塑造我们生命的做法和技术
的轮廓是由主导的文化实践勾画的，具有历史特殊性。在诺瓦斯所研究
的网络论坛中，生命似乎是被沿着时间轴线来理解的，是从当人们想要
实现特定目标时所经的阶段这--角度，或者从有生之年要完成的任务、
目的或目标这一角度来理解的。这些是在包括从下面这些地方收集来的
要素的语言中被理解的：遗传顾问、心理学家、互助小组、互联网讨论
小组、意见专栏、电视节目、与朋友和家人的交谈。为管理遗传风险而
采取的生命策略——接受基因测定，进行遗传咨询，在网络论坛中向自
己的家人和亲属披露自己，家庭规划方法与其他——和对家庭、工作、
宗教负有的责任结合起来，这些责任也是被沿着生命历程组织起来的,
取决于在现在以未来的名义、依据遗传风险管理生命的愿望和责任。

基因人-- 种新的本体论?
我已经表明，批评生物决定论、遗传简化论、基因主义等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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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已经大大地过分简化了人格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与遗传风险观念和
实践的出现有关。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当代基因生物医学将有遗传风险的
人简化为一台被动的身体机器，只是一种控制性医学知识的客体。即使
生物医学的确用这些词语来表述基因主体性，居于当代先进自由主义民
主国家中的基因主体也非常的不同。遗传学思维形式开始与下面这一责
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把自己过的生活当做一个项目，这产生了一系列
关于人可以如何根据遗传风险安排生活、制定目标、规划未来的伦理难
题。人格的遗传轴线和所有那些其他的轴线——将主体建构为自主的、
谨慎的、负責的和自我实现的——被组合在一起。至少对某些人来说,
生物医学知识的权力本身是在这一组合体中被重构的，被当做在规划生
命时可以利用的一个资源，而不是在对生命形式或关于生育的决定做出
仲裁时使用的主宰话语。它被置于多种多样的其他专业知识形式之中,
特別是在那些风险人士自己、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构成的虚拟社群中形
成的专业知识。诺瓦斯分析的亨廷顿症网络论坛的虚拟社群是一系列这
类虚拟社群的一个例子，这些不断增加的社群由身体个体构成，他们围
绕着他们多病的、有风险的、可改善的或者可操控的身体组织他们的生
命形式的主要轴线。
更加根本的是，从生物和遗传决定论的角度提出的批评没能认识到

关于生命本身的观念正在发生一种重要的变化。25他们所批评的遗传学解
释形式是一种深度本体论的解释形式。对这些批评家而言，生物学家将
遗传密码理解为一种深层的内在真理，是导致疾病或健康的原因，只是
在身体表面、行为、性格等之中表现出来。显然，从深层和表面的角度
发挥作用的解释结构是许多当代思想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关于 
市场的无形之手或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具有的因果力量，与精神分析学 
和所有的动力心理学有关的人类主体的深层本体论。我不想否认这样的 
解释形式在生物学思想中也普遍存在，尤其是以其半通俗的形式（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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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道金斯或社会生物学家的著作）普遍存在。在这种意义上说,
生物学家的自发哲学无疑是“现代的” 思考自己的实践并向他人展
现他们的思考，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概念具有一个深层的本体论现实,
并将它们描绘为隐藏的真理，这些真理会产生和决定一个由可见效果构
成的领域。但是，如从巴舍拉尔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整个科学哲学家传统
所教给我们的那样，人们不应该将科学家的自发哲学错当做科学活动起

由诸表面而非深度构成的世界。在后基因组学不断发展的解释方案中,
遗传密码不再被看做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深层结构，而仅仅是复杂的、
分叉的、不分等级的网络、分支和联系中的一系列中间节点（Deleuze
1988b)o
我不会宣称人们已经摒弃了基因形而上学。但是我会主张这样一种

本体论并非未受质疑，并且这些质疑和其他选择将会在未来10年中越来
越多。换句话说，也许我们需要分析遗传学和遗传风险在与生命的后本
体论观念——这种生命力不是有关深度和决定因素的，而是有关表面和
联系的——相关的人格形式中可能出现的方式。

作用的认识论或本体论。在这一意义上，虽然存在通俗的和伪哲学的叙 
述，但我提出当代遗传学正开始在一个“平面”世界中发挥作用，一个





第五章I

生物公民

在一个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和基因组学时代，一种新的公民身份正
在形成。,这是我所说的“生物公民身份.发生的改变。2自马歇尔的经
典文章(Marshall 1950)之后，人们习惯于思考自18世纪以来在欧洲、北

美和澳大利亚出现的一种公民身份的发展：18世纪赋予的市民权利需要
在19世纪增加政治公民权利，20世纪增加社会公民权利。3这一观点与关
于公民身份的政治一哲学思考决裂，将公民身份置于“公民身份计划”
的政治史之中，就此而言，这一观点很有用。我说的公民身份计划，是
指当局将(某些)个体当做潜在公民来考虑的方式，以及试图在那一背
景中影响他们的方式。比如：确定那些有权参与一个城市或地区政治事
务的人，在整个国家领土之内推行单一的法律体系，责成公民说单一的
民族语言，建立一个国家普遍义务教育体系，设计和规划建筑和公共空
间，希望它们能激发特定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方式，制定社会保险体
系，以将国民都结合起来共同分担风险。这些创造公民的计划对民族国
家这一观念，对建立这样的国家的实用技术，都极为重要。公民身份从
根本上说是国家的。
许多事件和因素对这样一种国家形式的公民身份提出了疑问。如关

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痛苦论争所表明的，不能再认为国家是一个文化
或宗教统一体，也不能将公民身份如此轻易地与希望拥有一个单一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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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身份联系起来。如关于“全球化”的论争所表明的，一个单一的受地
域限制的国家经济这一观念已经变得成问题了。如关于经济和政治迁移
的论争所表明的，国家根据出生地或世系或种族来划定公民的能力已遭
到质疑。有关这些质疑的讨论很少触及生物学、生物科学或生物医学问
题。但是这些领域中的发展也对关于国家公民身份的现有观念提岀了质
疑，并以非常重要的方式与所有这些其他发展产生了交集。确实，我想
提出一个更广泛的主张：生物学假设明确地或隐含地构成了许多公民身
份计划的基础，形成了关于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的观念，并巩固了实际
存在的、潜在的、引起麻烦的和不可能的公民之间的区分。
当然，关于生物学观念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和历史具有的重要

性，已经进行了很多讨论，不过人们很少从公民身份这一角度来探讨政
治的生物化。但是种族、退化和优生学的观念史，以女性、母亲身份和
家庭为中心的观念和政策的历史，人口统计学和人口普査的历史，表明
许多公民身份计划是如何从生物学角度——从种族、血统、世系、智力
等角度——得到表述的。我是描述性地使用“生物公民身份”这一术
语，以涵盖所有那些公民计划，这些计划将它们的公民观念与关于人作
为个体、作为男人和女人、作为家庭和家系、作为社群、作为人口和种
族、作为物种的看法联系起来。并且就像公民身份的其他方面一样，生
物公民身份正在经历变革，正将自身依据国家的、地方的和跨国的特点
再本土化。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将激进国家政治、优生学和种族卫

生学的幽灵从其沉睡中唤醒。这些关于人类的生物学理解显然与公民身
份的观念、与个体层面上和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公民建设计划有联系。然
而，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西方”先进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的当代生物
公民身份，并未采取这一激进的、全国性的形式。'我在这里讨论的生 
物公民身份的形式有区别地地方化了。如对生物勘测和生物剽窃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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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同。5选择性流产、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和胚胎选择这些做法牵涉
到不同的观点，它们涉及生物学在人类价值中发挥的作用。关于公民生
物责任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当代的健康规范和健康教育实践之中。身体对
身份实践越来越重要，新技术从各种层面介入身体，从外表层面（整容
手术）到分子层面（基因疗法）。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生物身
份实践。人的“赤裸生命”是公民身份宣示和公民身份保护的基础，对
其重要性的一种不同理解与当代人权的跨国实践密切相关。虽然很多国
家确实再次将其人口的特定遗传世系当做一种要被管理的资源，但这些
努力不是受寻找种族纯洁性驱动的。相反，它们基于这样的希望，即它
们的公民群体的基因具有的独特特征可能潜在地为知识产权的产生、生
物技术的创新和生物价值的创造提供了一个宝贵资源。6
但是，对生物公民身份的分析不能仅仅专注于自上而下推行的“构

成公民”的策略。公民身份的语言和梦寐以求的目标决定了个体理解自
我、联系自我和他人的方式。19和20世纪的公民身份计划生产出的公民,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从生物学角度理解他们的民族性、忠诚和特征。他们
在某种程度上从生物学角度将自己与自己的公民同胸联系起来，将自己
与其他人、与非公民区分开来。认同和从属具有的这些生物学意义使某
些形式的伦理要求成为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亲戚、社群、社
会的要求，对那些行使权威的人的要求。
在对切尔诺贝利遭受核灾难之后的乌克兰进行的研究中，阿德里安

娜•佩特瑞娜极为清楚地阐明的正是生物公民身份的这一意义（Petryna
2002）。乌克兰新近独立，根据乌克兰公民民主表达的意愿，乌克兰政府
有权要求获得统治权。那些已经或声称已经处于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发
生的核爆炸造成的放射影响之下的人们，认为他们有权享受公共医疗服

表明的那样，在这一新的生物学时代，并非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公民身 
份。然而，生物学与人类价值和人类缺陷之间的联系同优生学时代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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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得到社会支持，这是他们可以以其受损害的生物身体为名向该政府
要求的。在这一背景中，她认为“现在，公民身份这一观念本身担负起
生存这一外加的重担……有很多人，主要是穷人已经学会利用生命的构
成物商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被包含在内的条件.（5）。因此，生物公民
身份可以包括要求特定的保护，要求制定或停止特定的政策或行动，或
者，就像在这种情况中一样，要求获得专门的“资源” 在这里，是获
得“一种以医学、科学和法律标准为依据的社会福利，这些标准既承认
生物损伤，也对之进行补偿”（4）。生命具有一种新的潜在价值，将在各
种各样的管理和补偿行为中被商定。这种情况并不是独有的。我们在要
求赔偿博帕尔受害者的活动中（Kumar 2004）,在美国很多为生物医学损

害争取赔偿的例子中 电影以半虚构的方式表现了这些例子，如《永
不妥协》和《法网边缘》，看到了某种类似的东西。当然，在这些不同的
地方，政治、法律和伦理构架截然不同。但是，在每种情况中，都是那
些遭受生物损害的人依据作为公民具有的“生命”权利，向政治当局和
公司实体提岀要求。
生物公民身份既进行个体化也进行集体化。个体根据关于自己身体

个体的知识决定他们与自身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个体化的。
在当代一个更加普遍的“自我体制.——自我是谨慎但敢于创新的个体,
通过进行选择主动地决定其人生道路（Novas and Rose 2000）——之中,

生物学图像、解释、标准和判断就这样与进行自我描述的其他语言和进
行自我判断的其他标准牵连在一起。对自我负有的责任现在涉及“肉体
的”和“遗传的”责任：人们长久以来就为身体的健康和疾病负责，但
现在“身体个体”还必须知道和处理自己的基因组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可以将自我依据有关自身未来的知识管理其现在的责任称为“遗传谨
慎”：这是一种谨慎准则，引入了对进行伦理选择和具有生物易感性的好
主体和坏主体进行的新区分（关于谨慎，参见O'Malley 1996）。



生物公民身份还有进行集体化的时刻。保罗•拉比诺提出“生物社
会性”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些集体化形式，它们围绕着某种共同的身体或
遗传状态这一共同特征组织起来，并且让人们注意新的伦理技术，这些
技术正围绕着身体易损性、身体痛苦和遗传风险与易感性这些大量出现
的范畴组合起来(Rabinow 1996a)。生物社会小团体——以关于某种共同

身份的生物学观念为中心形成的集体——有漫长的历史，有些人拒绝仅
仅作为“患者”，他们采取的医疗行动远远早于生物医学和基因组学最近
的发展。这些早期的行动团体中，有很多强烈反对医学知识的权力和主
张。有些人仍然毫不宽容地反医学，有些人虽然并不明确地反对既有医
学知识，却更喜欢保持与之互补。虽然如此，围绕特定的生物医学分类
组织起来的集体越来越重要。这里需要的公民身份形式常常涉及关于人
们的疾病的非常专业化的科学和医学知识：人们可以将此称为“信息生
物公民身份”。它们通常采取的行动包括争取更好的治疗、结束耻辱、获
得服务等运动：人们可以将此称为“权利公民身份”。但它们还包括借助
电邮名单和网络这些电子方式结成社群来创造公民身份的新方式：人们
可以称此为“数字公民身份”。
在当代生物公民身份进行个体化和集体化的时刻，它都是在希望领

域中发挥作用的。在当代身体伦理学中，希望发挥着一种根本的但不明
确的作用。'萨拉・富兰克林在对辅助生殖进行的研究中，引入了 “希望
技术”这一观念：在这样的技术中，梦寐以求的专业目标、商业抱负和
个人愿望被围绕着某个生物社会目的紧密结合在一起，被改变(Franklin
1997)。保持希望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不仅是在生殖技术中,
而且更普遍的是在护理癌症患者或其他威胁生命的疾病的患者使用的治
疗方法之中，有些人提岀，它还受这些当代责任威胁：不要欺骗患者,
而是要提供给他们有关疾病性质的所有信息和关于恢复与死亡率的数
据（Hickey 1986, Hinds 1984, Hinds and Martin 1988, Mikluscak-Copper

第五章 生物公民I 161



)62 I生命本身的政治

在美国治疗癌症的实践中，医生如何试图逐渐让患者感到并保持有可能
治愈或减轻癌症的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治疗工具，而且讨论了医生如何
通过致力于生物医学疗法的渐进效果让自己继续满怀希望(Good et al.
1990)。虽然他们集中讨论的是患者一医生关系，以及告知患者信息的
规范，但他们提岀这是一种“希望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因为希望将
治疗实践的这些要素与对“研究和治疗机构的资助……利用和宣传特定
抗癌疗法的方式、患者及其家人对疗法和药物的寻找”联系了起来
(60)。'尼克•布朗在他对围绕异种移植的希望进行的研究中探讨了类
似的动力学，指出了这一当代术语在语义上的复杂性，这颇为有用：在
一个充满了掌握未来的动力但仍坚持矛盾地相信进步的世界中，希望让
我们注视这样一个视域，我们在这一视域上想象那些我们满怀渴望地期
待或满怀期待地渴望的事物(Brown 1998)。如布朗指岀的，希望不仅仅
是一套信仰，而是充满了自觉感情，疾病、对疾病的恐惧能够在人们面
对未来时带来绝望和恐惧，在这种情形下工作的很多人的行为中都掺入
了这些自觉感情。对患病者的恐惧和希望进行的充满强烈感情的描述 ,
以及他们对新医学技术将会把他们从痛苦中解放岀来的期待，构成了许
多对患者及其疾病进行的通俗描述，医疗慈善团体、互助小组和其他人
经常利用这种描述来筹款以保持那一希望不灭(Brown 1998,尤其是第
四章)。
卡洛斯•诺瓦斯已经扩展和深化了我们可能理解的希望政治经济学

的意义，这种希望政治经济学已经围绕着当代生物医学形成了(Novas

2001)。他表明这一经济学是怎样由许多不同种类的希望和不同参与者
具有的希望构成的，这些希望相互联系：患者及其家庭希望找到有效的 
疗法，执业医师把希望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使用，管理公共医疗服务的人

1990, Perakyla 1991, Ruddick 1999).这是玛丽-乔•德尔韦基奥•古德 

和拜伦•古德及其同事在1990年的讨论中指出的困境，他们不仅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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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我们所有人希望老年时不会得帕金森症或老年痴呆症，制药业和生
物技术公司希望找到将会带来更高利润和股东价值的疗法，科学家和研
究者们希望事业发展、功成名就，因此，许多新专家和新专业知识形式
已经参与产生、调节、利用和管理这些希望、恐惧、焦虑和失望，后者
为前者提供了一种十分强大的动力。
生物公民身份是德博拉•希思、雷娜•拉普和卡伦-苏•陶西格所

谓的“基因公民身份.的更普遍形式：一种从遗传影响角度理解人类差
异，尤其是那些与健康相关的差异的方式。她们认为遗传学的发展不仅
产生了个体和政府当局试图依据遗传学标准管理生育的新方式'，而且
导致了 .新的民主参与形式，模糊了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
之间的界限”（Heath 2004： 152）。这体现在一系列围绕个体身份、集体

化形式、要求被认可、获取知识和呼吁专家意见展开的斗争中。它正在
创造新的空间对身体体验的微小细节及其可能产生的伦理影响进行公共
讨论。它正在产生新的争论对象，尤其是关于公共机构、私营公司、医
疗服务人员和保险公司，以及个体自己各自拥有的权利的问题。它正在
为政治论争创造新的论坛，为民主制度创造新问题和新的行动形式。希
思、拉普和陶西格认为“是'基因公民身份'将关于权利、认可和责任
的讨论与对可遗传身份、差异具现和一种关爱伦理学的基本担心联系起
来"（57,重点为原文所有）。并且，在我们所有人——不仅是那些已经
患病的人——都潜在地是易感性遗传筛査的对象这一背景下，她们提出
这些运动和论争可能向我们所有人指出某种类似未来基因公民身份的东
西(166) <,
从遗传学角度组织公民身份无疑意义重大，并且已经可能确定这

样的计划，它们不仅对那些直接有关的人进行遗传学教育，而且还让父

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小或减轻常见疾病——如中风、心脏病或癌症——产 
生的影响，那些具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希望孩子不会患上令人衰弱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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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排斥、要求权利和强加义务等领域，每个人的生理结构只构成问题的
一■个方面。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中，依据不同种类的疾病、缺陷和残疾,
生物公民身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它们的形式由许多因素决定，特别是
它们的生命政治史和管理形式，它们的行动传统和它们对人及其权利和
义务的预设。在本章剩余的部分中，我将联系一些例子来探讨这些问
题。我的目的是描述与诊断——开始绘制生物公民身份的新领域，详细
阐述一些用于对其进行分析的概念工具。

构成民族

保罗•吉尔罗伊已经提出“种族”的基因导向型建构与“18世纪和

种族、人口和领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思考欧洲国家的个体和集体国
民，是从血统、人种、面相和内在道德能力这些角度进行的。思考欧洲
人想要殖民统治的那些对象，也是从这些角度进行的。简言之，公民身 
份建立在自19世纪以来可以被叫做“生物学”的东西之上。在国家内部 
对是否应该或是否可能获得公民身份的人进行的区分，对人民就其各自 
的统治和被统治能力进行的区分，建立在生物分类学之上，该明确的或 
隐含的分类学铭刻在个体和集体身体中，并且通过世系传递下去。
这里不是要回顾将国民、种族、民族、历史和精神在血统中联系

母、学生和公民了解遗传学知识（比如，参见Jennings 2003）。但是，我 

认为遗传学只向当代生物公民身份贡献了一个方面，在政治论争、认同

为这提供了对有瑕疵的人种学逻辑提出质疑的可能性。他的评价可能是 
乐观的，但他指出从18世纪以来，对生物学的某些预设将民族、国民、

19世纪出现的更早的种族思维形式”大不相同（Gilroy 2000： 15）。随着 
基因组学改变了人类和本性的关系，种族差异的意义也被改变了，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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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出的优生学论点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开，它们决定了北美、北

胁，比如来自低等种族的移民造成的威胁，有些策略致力于来自内部的
威胁，比如有缺陷的、精神失常的、有病的或犯罪的个体及其亲属生儿
育女造成的危险。关于民族身份和民族统一的生物学基础的观念，构成
了依据血统对民族性和公民身份进行的法律界定的基础。在德国，1913

体，才能使国家强大。
在这些20世纪生物公民身份计划中，在下面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明

显差别：有些人觉得这些计划的目标只能通过强迫性策略来实现，有些
人以自由为名反对进行强迫。但是这一差别并未与生育控制策略和健康
教育与公共健康策略之间的简单划分联系起来。强调需要教育个体以便
让他们对自己的生育决定可能造成的遗传影响承担起个人责任，这并不
新鲜了。比如，在优生学时代，对公民进行遗传学教育是个始终不变的
主题，并且早期的优生学家们详细阐述了各种各样的事件，以鼓励个体

年的公民身份法就是从这些角度进行表述的，并依据血统规定公民身 
份，该法律在纳粹时期幸免于难，直到1999年仍然有效。”在20世纪20年

族它的定义性特征(Stepan 1991)。在每种描述中，民族不仅是个政治 
实体，而且是个生物实体。只有注意构成民族的那些人的个体和集体身

代，中国公民身份建立在“黄种人.这唯一的血统世系之上(Dik6tter 
1998)。12在同期的墨西哥，有些人试图论证是血统的融合赋予墨西哥种

欧国家、澳大利亚、南美和其他地方的政治想象。这些观点被转变为许 
多不同的策略，以保持国家人口的生物学构成。有些策略致力于外部威

起来，为划分和确定血统等级与形式所釆取的各种方式。这些可以从18 
世纪自由主义哲学家——如洛克和穆勒——经18和19世纪的人种学，追 
溯到19世纪后半期关于种族衰退和退化的政治论争，以及对下面这些后 
果的担心，即人口数量和健康度对帝国竞争中民族国家的命运造成的后 
果。关于血统、种族和民族的特点与构成的观念，仍然与在20世纪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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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从优生学角度思考他们自己、他们的婚姻伴侣、他们过去和未来
的家族，这为的是促进健康生育。通过教育，就能让基因公民为自己的
遗传承担责任。我很快就会再谈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认为对人口和个体公民的生物学和

（或）遗传构成的关注已经不再是国家政治关注的问题，这就太简单化
了。国家支持的公共健康措施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公民的生命、生物存在
仍是现在的政治理性观点中的一个问题.一些已经成为医疗常规的做
法——超声波、羊膜腔穿制术、绒膜绒毛取样等，其存在本身就表明对
身体某些特征和公民能力进行的价值判断已经不可避免，即使现在必须
为选择负责的是个体公民及其家人，对他们来说，选择已经变得可预测
了。由国家资助的接二连三的健康促进计划表明对公民进行生物学教育
仍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虽然现在增添了许多其他试图形成反思的因素,
公民正是通过这反思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物身体。
从另一观点看，对生物医学和商业开发来说，民族的遗传独特性已

经成为一个主要资源。这已经包括寻找特定疾病发病率很高的家族，相
信对这样的家族进行研究会为说明疾病的遗传性提供答案。芬兰可以作
为一个最初的例子。'3遗传学家们早已认识到，由于下面这些因素综合起
来，芬兰人口中有很多阶层吸引着基因搜寻：即地域流动性较低，“近亲

比如，许多声称发现了与精神分裂症、躁郁症、酗酒和其他疾病有关的
基因的断言，都以芬兰的遗传学研究为基础。在基因组学时代，这些疾
病曾被看做国家人口及其公共医疗服务的负担，现在它们已经成为潜在
的宝贵资源：因此，它们被列入芬兰做岀的生物技术是国家需要的声明
之中。如我们在后面将详细讨论的，不仅对理解特定病变来说，而且对
有利可图的生物医学开发来说，国家人口已经成为一•种资源。

繁殖”率相对较高，家谱记录和健康记录良好，某些疾病流行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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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生物公民：从公共价值到生物价值
在过去的10年中，许多国家都试图教育公民，以便他们将能更好地

参与对科学和技术发展造成的复杂伦理困境和民主困境进行的知情讨论。
“民众对科学的理解”被看做这样一种方式，它重新让民众中的非专业
人士信任和相信关于科学的管理机制。它还被看做一种改正某种“民主
赤字”的方式，据说当公民没有主动地参与决定科学和技术的未来时,
就会出现这样的“民主赤字”。需要増强对公民的科学理解这一论点具有
漫长的历史。就生物学和生物医学而言，我已经评论了优生学家和有类
似观点的教育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为灌输一种特定的科学素养•
在这一情况中，是基于对优生学的了解思考生育和婚姻选择的能力一
而进行的尝试。这只是一种将个体成为公民的能力与他或她对“科学发
展”的理解联系起来的方式。15

16尝试让民众懂科学和技术是“构成.生物公民采用的策略的一部分。
“构成公民”包括依据下面这些类别改变权威人士——政治官员、医务
人员、法律和刑事专家、潜在的雇主或保险公司——理解人的方式：如
慢性病患者、残疾人士、盲人、聋子、虐待儿童者和精神病患者。这些
类别将不同专业人士和专家小组的诊断、法医和解释组织起来。这种分
类既有所区别，又相互结合。它划定了那些被以某种方式——惩罚、治
疗、就业、担保、保险金或奖励——对待的人的界限。它不顾那些属于
该类别的人的具体差别，将他们联合起来。新的生物语言和生物医学语
言开始在专家和权威人士的思考、预测和策略中以新的方式构成公民:
比如以下这些类别的出现，如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孩子，患有经前
期烦躁紊乱症的女性，或者是由于遗传易感性而成为有病但临床症状尚
未显现的人。
构成生物公民还需要创造这样的人，他们与自我具有某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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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公民使用带有生物学色彩的语言来描述他们自己或他们身份的一
些方面，表达他们感觉到的不快、不适或尴尬处境。比如，他们把自己
描述为这样的人：胆固醇高，易受压力影响，免疫系统受损伤，或者有
易患乳癌或精神分裂症的遗传体质。他们使用这些词语和他们所属的预
测类型，就他们可以或应该如何采取行动、他们所害怕的各种事情和他
们希望过的生活做出判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公民的自我理解
和自我技术的语言是通过权威渠道传播的：健康教育、医嘱、医生所
写的关于特定疾病的书籍、电视上记述个体应付特定疾病的纪录片。
因此，比如黑斯廷斯中心的布鲁斯•詹宁斯，他在2003年的一份概念文
件中指出，从遗传学联盟到畸形儿基金会再到俄勒冈健康论坛，这些团
体致力于“支持普通公民尤其是文化和种族上的少数民族拥有的社会资
本和基因公民身份”——他认为这种工作对下面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保
证遗传学素养和基因公民身份是公民再造和民主赋权这一运动的一部分

(Jennings 2003： 4-5) o的确，不管个人的科学素养如何，在生物医学

界，他们在为健康操心和担忧的过程中主动地尽力了解生物学解释，与
科学或医学权威形成新的关系。但是当代生物公民处于这些多少具有权
威性的努力和其他各种信息与干扰的交叉点上。或者也许，“处于”这个
词用得不对，因为即便是正处于那里，一种主动的科学公民身份正在日
益展现，在其中个体自己正在提高他们自己的科学素养，尤其是生物医
学素养。对科学知识的主动寻找尤其表现在关于健康和疾病、医学、遗
传学和药物学的知识——被拉比诺叫做.第三种文化”的知识(Rabinow
1994) 中，在这里，成问题的是每个个体自己的生命，或者是他们所
在乎的人的生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公民用来理解和描述他们自己的
语言越来越具有生物学意义。
对那些直接或间接遭受疾病或残疾折磨的人来说，阅读有关自己

或所爱的人所患疾病的科学文献并沉浸于其中可以是个主要的技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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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不仅让人们获得专家们散发的材料，而且将个体与其他患者或护
理患者的人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其通常提供了对患病生活进行的一种
不同描述，阐明管理有病的身体的实际方法、特定治疗方案的效果和害
处、设法使用健康服务系统的方法，等等。换句话说，这些描述提供了
用于患病生活的技术。它们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与真理本身相
关。“自上”构成生物公民的策略往往将科学本身表现为没有问题的:
他们将公民误解科学的方式问题化。但是这些“自下”出现的力量让生

对下面这些问题所体现的权力进行回应，那些对生物医学的投入
依据资金利润和股东价值来衡量的人——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和制药公
司——现在积极地参与主动生物公民的自我教育。他们成立并资助许多
消费者支持小组，这些小组围绕着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到大疱性表皮松
解症这些疾病涌现岀来。通过这样做，他们试图让人们觉得他们的活动
和产品是有益的，试图驳斥批评家们的说法，试图教育其产品的实际或
潜在消费者。在美国，允许制药公司直接面向消费者做广告，给不同牌
子的药物具有的好处做电视广吿这一做法很普遍，特别是治疗精神不适
感——现在被称为抑郁症、焦虑症和恐慌症——的药物。但是，在所有
的管辖区域内，这些公司现在正使用互联网实现这一目的。因此，稍微
详细地思考一下来自该领域的例子，自有其价值。

2001年伊莱利利公司的百忧解网站，标志着提倡某种特定形式的科 
学或生物学素养的技术。”该网站的主站点名为“你的抑郁症评估和康复

物学和生物医学真理多元化，引入了怀疑和争议，并将科学重新置于经 
验、政治和资本主义这些领域之中。17

以用该知识更好地理解疾病过程，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和医生讨论 
和商定一系列的治疗可能。在过去的10年中，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很有效 
的新方式，能够上网的人、对自身的疾病和健康感到好奇的人，能够通 
过这一方式参与生物医学的自我塑造过程。但是互联网的一个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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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Prozac.com就这样将自己展现为一个资源中心，个体能够在这里

学到更多关于抑郁症及其疗法和康复方法的知识•它声称该网站提供的
信息和知识不是要取代健康专家的权威，而是为了鼓励抑郁症患者在实
现护理计划的过程中与医生形成“主动的”联盟，这是所有这样直接面
向消费者的做法的特点。但是，当然，这一活动要采取一种具体的、与
品牌相关的形式：通过提供百忧解如何辅助抑郁症康复的信息。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形成问题。Prozac.com网

站采用的关于抑郁症的生物学解释，认为是神经传递素的作用。文本和
动画影像被用来让个体在分子层面上，根据化学失衡和神经传递素的作
用理解他们的抑郁症，让他们想象百忧解可以直接针对并纠正这些分子
失衡的方式。看起来，抑郁症患者了解百忧解在神经化学层面上的作
用，这很重要。这并不是因为只要吃药就行了。相反，这是因为个体应
该知道“当你致力于自己的康复时，要期待什么”。”抑郁症康复的过程
并非简单地要求患者遵从药方：“你能够并且应该主动参与你的抑郁症康
复过程”。”这一康复过程利用了各种自我技术：进行自我发现，喜欢你
自己，对你自己好，减少压力，参加体育锻炼，吃得好，列清单和记日
记，培养自尊，加入互助小组，阅读Prozac.com网站的简报。因此，该网

站显然是希望政治经济的一个节点：它将这些充满希望的个人看法
如果你知道怎样控制抑郁症，你就能摆脱它——归拢到一起，再加上推
销百忧解时体现的商业希望。
在这里，生物医学权威的作用不是鼓励被动和屈从的患病状态，这

属于以前的医疗公民身份。实际的和潜在的患者必须努力地理解自己的
抑郁症，和医生一起找到最佳的医疗计划，使用自我技术以加快康复过
程——当然，还有要求医生给他们开名为百忧解的药物。的确，随着日
常使用的百忧解不再有专利权，该网站试图保持其市场份额。在每一个
网页上，都有一个通栏大字标题宣传免费试用Prozac® Weekly™ 它



第五章生物公民| ”1

异，向潜在消费者解释说没有像“无商标的”百忧解这样的东西一比

里正在提倡的是怎样的科学素养昵？正在形成的是怎样的主动公民身份
呢？目的是什么呢？这是品牌文化的公民身份，在这里信任品牌似乎能
够取代信任中立的科学知识。伊莱利利公司将教育和品牌营销组合在一
起，这暗示着本章这部分的题目 从公共价值到生物价值——因为这
个例子说明，在对公民-消费者进行的生物学教育中生物价值与公共价值
紧密结合，有时前者取代后者。

生物社会性：主动生物公民
也许到目前为止的叙述给人这样的印象，即生物公民被个体化了,

他们必须独自或和自己的家人一起了解他们的生理，应对他们的命运,
与此相伴的只有专家的帮助和建议，独自阅读提供信息的材料，或者独
自坐在电脑前搜索网络。无疑，这样的孤立状态是很多人所处的状态。
但是生物公民并不是注定要成为孤立的原子，至少在生命形式，伦理假
设、政治类型和通讯技术使新的集体主义形式成为可能的情况下。表明
这些新形式的生物行动主义和生物医学行动主义的早期范例是围绕着艾

他们
滋病出现的运动组织，尤其是在英语世界。艾滋病行动主义者将自己组 
织成各种团体，将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艾滋病患者组成“社群”
会发言支持的社群，他们为之负责的社群。这些团体有很多功能：传播 
关于该病的信息；发起争取权利的运动，对抗耻辱，支持艾滋病患者；

们仍有专利权，告诉患者他们可以向医生询问这一新剂型。另一个网页 
提出有商标的百忧解与无商标的相同药物盐酸毓西汀之间可能存在着差

如无商标的变体以不同的包装出现——并且说如果换成一种无商标的药 
物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他们应该让医生给他们开有商标的百忧解。2,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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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套用于日常控制该病的技术，寻找可供替代的治疗形式I要求在
医学知识的发展和运用中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
由于另一个原因，艾滋病病毒和采取的艾滋病行动这个实例是有代

表性的：虽然最初行动主义者和传统的生物医学团体之间的关系是敌对
的，但是一种联盟逐渐开始形成。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群体及其形成的
身份认同开始为控制该病毒提供重要因素。换句话说，是通过将“高风
险群体”中的那些人确定为这一社团的成员，让他们承担起他们作为生
物公民的责任，健康教育者开始认识到只有通过艾滋病行动主义者提供
的途径，才能得到他们主要针对的主动型男同性恋的支持。通过在提倡
（更）健康的性行为这一要旨的过程中与健康机构联合，艾滋病行动主
义者反过来会在组织和利用社会资源时有发言权，并且确实获得他们的
行动所必需的资源。这不是笼络，虽然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而是联合
与转化。但是“通过社团进行管理”产生了它自己的问题。最明显的是
下面这两个问题：引导年轻男同性恋的行为，他们并不像上一代男同性
恋那样透露自己的身份I管理那些“与男人发生性行为”，但并不认为自
己属于任何同性恋社群的男人的行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用大致相同形式的生物社会团体大量涌

现，并且自万维网问世以来，他们发现互联网是个适宜的东道领地。以
躁郁症这一问题为例，直到最近，至少在英国，除了内科医生和医生之
外，那些被诊断患有该症的人或他们的家人（如果他们不属于主动与反
精神病学运动联合的少数人）只能利用另外一个有组织的信息和支持资 
源：全国精神保健协会。20世纪80年代，事情开始发生变化。1983年，躁 
郁症协会成立，它将自身描述为一个“以用户为导向的”组织，其目的 
是通过该组织提供的服务“使（双相型）躁郁症患者管理自己的生命22 
这些服务包括：躁郁症协会自助小组、信息和书刊、职业建议、躁郁症 
协会自我管理训练项目，一条针对工作、法律、保险金和债务问题的24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许多其他以用户和康复者为导向的组织与躁
郁症协会联合，这些组织有些是地方性的，有些是全国性的。那些总部
在英国的组织确实很少，但是在英国之外，这些生物社会团体在迅速増
多。比如，“钟摆资源”网将自己展现为一个“双相障碍门户站点”，一
个获得全面的准医学信息和其他信息的途径。它力劝双相障碍患者参与
国家智力健康研究所资助的、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进行的双相基因组研
究和其他类似的项目，希望“这种研究能让医学研究者发现更健康、更
有效的方法治疗精神病和脑功能障碍”七钟摆资源还提供了至少24个双
相障碍患者主页的链接，这些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描述自己忍受该病的
方式，比如“更美好的存在之地”，它包括网站作者所写的关于“自己与
双相障碍作斗争”的日记，一本期刊和一个能让读者问问题的链接，还
有其他内容。
这些新形式的公民身份并不总是以遗传学为依据。这些生物社会团

体中有很多的确会提及遗传学，但是其意义有所不同。虽然在像亨廷顿
症、弹性痣或海绵状脑白质营养不良症这样的单基因病或单一替换障碍
中，遗传学显然发挥了一种组织作用，然而在围绕着其他疾病而形成的
生物社会性中，遗传学并不占支配地位。在“更美好的存在之地”这个
例子中，在标题为“我的抑郁症的根源”的网页中，该作者在“重要原
因”这一标题下写道：“来自作为半个芬兰人的基因遗传”和“我的DNA
中存在的其他容易出现不当化学平衡的基因”，还举出她••需要更多职业
满足和个人成就”，她“没有从不正常的童年时期恢复过来”，还有她所
谓的“牢骚原因”，比如“没有人爱我”，“大家都恨我”，“有时容易将任
何消极感情看做抑郁症”，•没有可支配的收入购买我必须拥有的所有乐

小时法律咨询热线，以及一项旅行保险计划。躁郁症协会还试图对抗那 
些躁郁症患者所经历的耻辱和偏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与关注精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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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的其他组织展开合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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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和必需物”。的确，就精神病学而言，遺传学和生物医学的相关性引起
了激烈的生命政治争论。26但是虽然如此，这些网站的确表明了当代生物
社会性的一些重要特征。
雷娜•拉普在写到面对羊膜腔穿刺术导致的复杂生育决定的女人

和男人时，称他们为“道德开拓者”(Rapp 1999)。她的论点——这包

体、自己的决定、专家和其他处于类似情况中的人和自己的命运的关系
中，他们必须形成理解、判断和作用于自己的新方式，还要对他们要为
之负责的人——他们的后代、亲戚、医疗看护者、其他公民、社团和社

进行一种重新想象。也许，“开拓”这一措词暗示着太多英勇斗Za

争，而很多参与这些活动的人都是在他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中通过小规模
成就这样做的。但是，可以将在网络上和网络外形成的新生物社会团体
看做一种新的主动生物医学公民身份的道德开拓者——或者也许是“伦
理开拓者”。他们正在开拓一种新的关于自我的知情道德标准• 系列
联系某种疾病、联系专家知识管理日常生活的技术。虽然有些人可能会
嘲笑这些生物医学技术是一种自恋的自我专注，但实际上，它们表现了

以特定的方式将之问题化，详细制定一套管理它的技术，并且制定要实
现的特定目标或生命形式。
当然，在某种政治、文化和道德背景中，这一与人的生物医学情况

有关的行动主义观点可以成为一种规范。现在，主动生物公民要通过计
算和选择这些行为生活，行动主义和责任已经变得不仅是可取的，而且
实际上是必需的——主动生物公民责任的一部分。这样的公民必须不仅
了解当前的疾病，而且要了解易感性和易染病体质。一旦了解了这些,

一种令人赞赏的道德严肃性。就像福柯在古希腊人那里发现的那些技术 
(Foucault 1978, 1985, 1986) 一样，它们确定人要被改善的某一方面，

括艾滋病行动主义者(Epstein 1996, 1997, Martin 1994)------- 达了某

种至关重要的东西。这些女人和男人是开拓者，因为在他们与自己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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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一员的人(Callon and Rabeharisoa 1999, 2004) o

全国和地区在互联网使用上的差异，互联网的使用取决于可以使用电话

录网络链接，但对生物社会性的主要潜在对象来说，却很难说情况同样
如此。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发现的生物社会性类型，不只是由于可
以使用某些通信技术方法而产生的，而且与特定的公民身份和人格观念
有关。尤其，它们以各种方式与以前的政治行动的历史连接起来，与各
种各样的身份政治连接起来，与大声疾呼权利和补偿的政治连接起来。
但是这里所描述的这些生物社会性形式在许多地理区域还没有出现。撒
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艾滋病生物社会性与巴黎、旧金山或伦敦的艾滋
病生物社会性大不相同。27乌克兰的生物公民身份不是要争夺医学知识的
权力，也不是要雕刻一种自主的生命，在这种自主生命中集体形成的自
我理解是一个通向自我实现的途径：它采取的形式是要求国家以发放福
利费的形式补偿某些疾病，行动的目的是要求某种疾病得到医学承认,
得到专家判断，作为获得政府福利费的凭证(Petryna2002)。

为惯例，为人们所期待，这是公共健康措施的组成部分，导致新的有问 
题的个体出现——那些拒绝将自己视为这一由生物公民结成的负责任社

这些责任，以及与它们相关的生物社会性形式，是某些时空所特有 
的。虽然人们对互联网遍布全球大加吹嘘，但曼纽尔•卡斯泰尔记录了

这样的主动生物公民就不得不采取恰当的措施，比如为了将疾病减少到 
最低限度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健康而调整饮食、生活方式和习惯。他或她 
不得不联系他人负责地生活，依据关于自身现在和未来的生物医学构造 
的知识调整对工作、婚姻、生育做出的决定。这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成

线和其他基本通信技术，还有使用网络所必需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普 
及(Castells 2000)。虽然周游世界的年轻旅行者可能几乎能从任何地方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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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希望

公民身份和诸种形式的地方政治行动主义有长久的联系：参与政
治党派的地方工作，在慈善组织中为减少内城贫困或提高素养之类的目
标而奋斗，还有小规模的活动，比如慈善糕饼售卖活动、洗车或抽奖促
销活动，以便支持地方教堂、学校或社区活动中心。公民身份的这些方
面不断随着新的目标被改变，并且它们的组织形式和行动形式常常是创
造性的。如已经指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疾病和健康问题为中
心的公民行动和政治创造性高涨。但是，虽然患者组织和互助小组已经
存在了很多年，现今有一个显著的创新：形成与科学家的直接联合。患
者组织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是为生物医学研究筹集资金，而是试图在决定
科学方向中发挥一种主动作用，希望他们能够加快研发药物和疗法的过
程。遗传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这样的背
景下，患者小组已经展开新的行动，试图直接影响生物医学研究产生的
真理和技术。因此，当代生物公民身份既依赖于也希望现在的科学将在
不久的未来拿出药物或治疗方法(Novas 2001, 2003)。在这里，希望不

只是盼望或期待——它假定了某种可实现的、令人向往的未来，这需要
在当前为实现它而采取行动。
诺瓦斯以亨廷顿症为例，特别是一个叫做亨延症顿的在线电邮讨论

表发挥的作用，来说明他的论点。28他指出亨延症顿上一些相关人员所做
的卓越的个人倡导工作，如卡门•利尔，她的前夫患有亨廷顿症，她一
直主动地参与对丈夫的护理。她参与为亨廷顿症展开的各种活动，编辑
了一本关于亨廷顿症患者经历的故事和诗歌集(Leal-Pock 1998),运用自

己的说唱技能为他人提供灵感”，同其他人一起维持一个叫“亨廷顿症倡
导中心”的网站。30她的希望，如诺瓦斯指出的，是“让这一代人成为为
亨廷顿症担忧的最后一代。多亏了那些研究者，现在已经有极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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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病，存钱并将钱捐献给研究工作.参与筹款活动，这不仅是为了有助
于治疗，而且有助于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在这里，生物公民身份是财政
的、伦理的、公共的、主动的：它试图形成一个新的公共舞台，那些遭
受某种疾病造成的痛苦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在这样的一个政治舞台上,
公民的希望和责任与其生理密切相关。
希望还体现在亨廷顿症倡导中心的网站中，该网站也是诺瓦斯的

研究对象。它也鼓励访客了解该病，提供讨论亨廷顿症的科学文章的链
接，这些文章也将带来希望，因为它们显示了在理解亨廷顿症方面取得
的进展，科学家和研究者正致力于寻找疗法，将享廷顿症与其他神经组
织退化性疾病联系起来的证据正在被积极研究，小鼠模型培育能够推动
进一步研究，而美国亨廷顿症协会也在提供资金，所有这些为满怀期待

32地展望未来提供了依据。
生物公民身份要求那些对其生理进行投资的人成为政治的。亨廷顿

症网站还提供了有关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意见：怎样游说当选官员，怎样
准备与政治代表的会面，怎样建立联合，创立要联系的人的名单和写给
政治官员的信件的样本。这些组织展开的反对乔治• W.布什总统禁止干
细胞研究的活动表明政治 如生物公民在希望的政治经济学中所展现
的那样——需要对关于生命本身的使用和目的的标准和道德规范进行极
为规范的判断。在许多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以希望技术为中心
的政治行动主义。比如，2004年11月，在瑞士直接民主体制的条件下，在
一次公民投票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选民赞成下面这些法律，它们允许科
学家用取自胚胎的人类干细胞做实验：盛行的“说是”运动是凭借“希
望”这一口号进行的。内政部长帕斯卡尔•库什潘在发起政府运动时说
干细胞研究“为像帕金森症、下身麻痹、糖尿病和心脏病这样的可治愈

这一•代将肯定会成为最后一代” 310她鼓励那些亨廷顿症患者主动促进该 
事业；他们应该让自己了解该病，阅读冇关该病的资料，同其他人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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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提供了 “希望"，并且科学家们乐于接受该投票結果，他们说该结
果是“一次相信医学研究的投票，是表明瑞士是一个科学和研究中心的
明确标志”，制药业也乐于接受这一投票结果，它说该结果“给了患者获

生产生物价值：让道德准则、健康和财富成为现实

随着政治开始具有更多“生命”特性，随着生物生命本身获得甚至
更多的个人意义和经济意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力成为一个潜在的价值
源泉。个体和集体主体的生理生命长久以来具有这样一种价值，它是经
济的，同样也是政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
从19世纪开始到现在，维持并提高这种生命价值成为一个国家问题：政
治当局担负起维持、保护和提高其人口的生物资本的责任。从这一层
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各种发展：洁净水和污水、出生和死亡登记、儿
童福利和分娩服务到对学生进行的健康检査，甚至国家组织的全国健康
公共医疗服务的发展。当然，私营企业在生产食物、服务和药物一它
们会同时带来私利和公益——中发挥了一种重要的作用。一个关于健康
的市场经济形成了。在整个20世纪，这一市场越来越被“社会”国家的
活动决定——控制食物的洁净和卫生，生产和推销药物。但是，随着生
命本身所体现的潜能成为价值源泉，受控的健康政治经济——包括国家
机器、科学和医学知识、商业企业的活动和个体与健康相关的消费之间
的关系——正在被重构。
身体过程长久以来就在生产经济价值，从医生和医院向他们的患者

收取的费用，医疗技术市场，到最显而易见的药物的商品化。但是，当
代生物医学通过让身体在分子层面上可见、可理解、可预测和可操控,

得新药物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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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产生了生命和商业之间的新关系，并使以前的健康技术——如社会
公民身份的健康技术——以新的方式与资本循环联系起来。M可以在瑞典
和冰岛看到说明这一逻辑的两个例子。

1999年，《科学》上一篇文章的开头写道：“瑞典和北欧的一些其他
国家位于一个基因组金矿之上。它们长期的公共健康医疗体制已经悄悄
地储备了大量独特的人类组织，有一些是几十年前储存的……这些样本
起初是为了对患者自己可能进行的治疗或诊断而储存的，但是研究者们
现在认识到，它们可能包含关于可能使人们容易感染各种疾病的遗传特
质的宝贵信息."(Nilsson and Rose 1999： 894)在许多北欧国家，过去提

供医疗的过程中——通过这样一种传统，它历经教堂的牧师统治、强国
家的牧师统治再到社会国家的牧師统治——保存下来的人口普査数据、
患者记录和组织样本，已经和大规模的基因组分析结合起来，以便将其
公民变成一个可以用来生产财富和健康的资源。也许最有名的例子来自
冰岛，冰岛国会1998年通过的一项法案授予基因解码公司独家许可，让
它创立和管理这样一个数据库。35他们在其任务宣言中宣称他们在“让生
命地图成为……健康的蓝图”同样，克劳斯•霍耶研究的瑞典的乌受
基因组学公司描述了它能使用的“独特资源”，包括“于默奥市医学生物
银行中大量独特的血液样本和数据”，这是从地方人民健康检査记录
它们在1985年对全国人民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中被整合起来——得来

这些样本的信息商品化的独有权” 2 20世纪30年代，纳粹宣传集中于遗
传病给德意志帝国造成的损失。但是今天，某个族群的基因组病遗产,
非但不被看做对国家资源的消耗，反而被看做一种用于生产财富和健康
的潜在资源，为当代生物价值循环中形成的新的国家和商业联合提供很 
多经济机会。

的，再加上来自国家支持的医学检查和无偿献血的样本(Hoyer 2002, 
2003)。37虽然这些样本来自公共卫生措施，“乌曼基因组公司具有将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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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改变中，某些高程度的遗传病成为生物价值的潜在资源。
这一改变不必从上面推动，不必由国有和私营企业推动。它也可以来自
下面，来自患者组织本身。有一个叫弹性痣国际组织的患者组织，诺瓦
斯和很多其他研究者已经通过这个例子探讨了这一点。1995年，帕特里
克,特里和莎伦•特里在他们的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伊恩被诊断患有弹
性痣后创立了该组织。”在患病家庭之间形成互助网络，让研究者有兴趣
研究该疾病，为科学家和患者组织会议，游说美国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
弹性痣研究以及对更一般的皮肤病的研究中，在这些方面，特里夫妇发
挥了一种重要的作用。弹性痣国际组织还成立了血液和组织档案室，以
便创造一个中央储藏室，避免需要弹性痣患者捐献多种多样的样本。”通
过维持这一档案室，弹性痣国际组织不仅希望影响该材料如何被使用,
而且能够要求分享源于该材料的知识产权。

2000年，当夏威夷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了导致弹性痣的基因，并在
《自然一遗传学》杂志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Bergen et al. 2000, Le Saux

莎伦•特里都是合作作者——中宣布该基因时，该血液和
组织档案室生产生物价值的生产力得到了证明。“该发现不仅让人们对该
病病理有了新的了解，而且具有重大的开发知识产权的潜力。夏威夷大
学的技术转让单位开始不愿意将专利权让给弹性痣国际组织，但是因为
他们之前已经谈好了使用该档案室的条款和条件 包括将莎伦•特里
列为共同发明者——因此他们能够制定岀一个分享版税和决定许可协议
的流程。
对罕见的遗传病有类似担心的其他团体提倡“弹性痣模式"，它适

用于外行指导和外行主动与研究建立密切关系。42特里夫妇认为弹性痣国
际组织分享该基因序列的专利不是受商品化逻辑驱动，而是为了服务于
遗传病患者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因此，帕特里克•特里为患者自控专利
权的可能进行辩护，并声称“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中饱私囊。我们只是想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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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影响。比如，对16号染色体上这一特定遗传通路的研究似乎可以对
高血压和心血管研究提供线索，因为弹性痣中中等大小动脉的矿质化与
血管的一般老化类似(Fleoscher2001)。弹性痣还可能会为黄斑部退化提

供线索，黄斑部退化影响很多该病患者的视力，但是另外6000万美国人
被认为因为普通的衰老而有患该病的危险。43显然，如果发现该序列更广
泛的用途，弹性痣国际组织将有机会获得可观的利润。但是，莎伦•特
里表示弹性痣国际组织将会抵制牟取暴利的诱惑：她在《美国律师》上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有人说我们会突然大赚一笔，因为如果我们让治
疗心血管花费巨大，有谁在乎呢。我们总是说，我们不仅代表弹性痣患
者，我们代表的是患有任何疾病的任何人”
生物价值的新环路、它们所栖居的新市场，不仅为生产财富创造了

新的可能性，而且体现和产生了新的道德准则。"随着生命本身被市场关
系渗透并开始生产财富，管理一些交换形式的道德准则得到了重构。在
这样一种经济中——在其中生理过程的生命力可以被买卖——道德准则
本身成为一种可出售的商品和一种服务行业。比如，由于瑞典的乌曼基
因组公司收集的所有血液样本都是得到被釆集人完全知情同意后收集的
(Hoyer 2002, 2003),所以它宣称“必须对人体组织和医疗数据进行恰

他之前成立了生
物技术公司因塞特——联合建立了名为基因组健康公司的生物技术公司

法，而且是一种可出售的有利条件，公司可以在自己与其他企业的商业 
关系，以及与公共机构和执业医生的关系中利用该条件(Rosell 1991)。 
特里工作的另外一些方面可以进一步阐明这一点。在发现弹性痣基因的 
同时，2002年8月，帕特里克•特里与兰迪•斯科特

当的、合乎道德的管理”，并且强调它怎样“因其道德立场和程序而受 
到国际认可”。“在这个例子中，道德准则不仅是获得某种宝贵资源的方

要一种疗法(Coghlan 2001)虽然如此，特里夫妇希望对这一独特的、
相当罕见的疾病的了解能够对患有明显不相关疾病的人的健康产生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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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利福尼亚的雷德伍德市)，启动资金是7000万的风险投资，后
来从商业银行和制药公司吸引了主要投资。该公司是为了研发和销售基
因检测和根据患者的基因组进行治疗的标靶疗法。“这并未削弱特里夫
妇的道德主张，而是阐明了道德准则与生物科学在生产生物价值中的新
关系。基因组健康公司之所以雇用帕特里克•特里，并赋予他“消费者
权益倡导经理”的头衔，都是为了表明该公司的道德性及其对患者的忠
诚，这同它所追求的给消费者提供买得起的基因组这一目标相辅相成。
因此，兰迪斯科特作为执行总裁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坚持认为基
因组学产业的未来有赖于“教育、信任和支持消费者”，坚持认为对这些
新产品的理解不仅是“建立在生物伦理学的基础上” ,这一基础“对
吸引消费者……不管是为了研究、为了医疗，还是为了生意，都至关重
要\ (Scott 2001)道德准则与生物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通
过表明支持生物公民一健康消费者的道德准则和他或她对信任的要求,
促成产品的商业价值。
嵌于新的基因组人工制品中的价值观念是多元的：它们实际上与生

命本身的意义有关。兰迪•斯科特再次阐明了这一点。他提岀“产业开
始进行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公开对话，以帮助理解和建立信任”，这是
至关重要的。该对话将既艰难又复杂，“我们对治愈疾病和延长生命的
追求将最终导致更深刻的问题——对人之为人的意义进行界定.(Scott
2001 )o也就是说，对不同生命形式——作为人的不同方式——的性质和
价值进行的判断，实际上刻写在当今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的产物之
中，而不只是在它们的条件和后果之中。生产生物价值的过程体现和改
变着关于人的生命的观念：达到生物医学人工制品本身具有道德准则的 
程度。“



第五章生物公民丨183

先进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的生物公民身份
虽然公民身份长久以来具有一个生物学维度，新的生物公民种
具有新主体性、新政治和新道德准则——正在围绕着生物医学中类

的当代发展形成。随着曾经被置于命运一边的生命诸方面成为被思考和
决定的对象，一个新的希望和恐惧空间正在围绕着基因个体和身体个体
建立起来。在西方先进的自由主义国家和地区——欧洲、澳大利亚和美
国，这并非表现为宿命论和被动，我们也不是在见证基因或生物决定论
的复兴。虽然在后苏联时代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生物公民身份可能
集中于向政府当局要求财政支持，在西方，新的生物学选择实践正在一
个不同的“自我体制”之中进行。在这里，每个个体都是作为-•个谨慎
但敢于创新的个体而参与其中的，他或她主动地通过各种选择行为决定
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些活动包括对疾病感到恐惧时寻找健康，对疾病风
险的管理——现在是遗传易感性。有些读者可能会记得数年前英国BBC
的电视系列纪录片《你的生命在他们手中》，该片讲的是致力于拯救患者
的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工作。BBC2004年的广播系列片则被命名为《我们的
生命在我们的手中》，这也许标志着新的道德准则。该系列片记述的是发
现自己被诊断有特定疾病的人的活动，比如有乳癌家族史的女性发现自
己必须选择是否接受乳腺癌易感基因1和乳腺癌易感基因2测试，或者如
何面对阳性测试结果。
从不能缓解的不正常现象到可控制易感性的转变，完全与当代个人

管理办法发生的更广泛的改变一致。今天，我们必须要灵活，要不断地
接受培训、终身学习，接受不断的评估，经历不断的购买刺激，不断地
提高自己，监测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风险。这样的责任扩展到我们
的遗传易感性：因此，主动的、负责的生物公民必须根据易受感染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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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断变化的要求，不断地进行自我评价，不断地调整行为、饮食、生
活方式和给药方案。在描绘、实验和质疑真理、权力和商业——它们贯
穿了我们活着的、遭受痛苦的、终有一死的身体，并且对其生命界限提
出质疑——之间的新关系时，这样的主动生物公民在重新界定当今人之
为人的意义。



第六章I

基因组医学时代的种族

“人类遗传学”是2004年11月发表于《自然一遗传学》特别增刊上
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章取材于2003年5月15日在霍华德大学召开的
名为“人类基因组变异与'种族'——科学的状态”的会议。一个月之
前，2003年4月14日，国家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宣布公布
“基本上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序列时，说道：“这一对基因型进行的详细
研究将对我们理解种族和民族产生深远后果。”并告诉科学家他们有责任
将他们对种族、民族和遗传学的了解转变为“信息，它将被列为我们的
社会中关于种族进行的常常有争议的对话的一部分”。2在人们关注的这
些问题的核心有一个至关主要的问题；21世纪的基因组学将复兴或最终
取消科学种族主义吗？科学种族主义在构成我们当前历史中发挥了一种
生成性的残忍作用。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发起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柯林斯所提到的关

于种族、基因组学和健康进行的有争议的论争发生了某种新变化。在美

“西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确认种族和民族是社会和文化现象。该

国，鉴于那里关于种族主义的争论是很重要的，因此这一论争就极难控 
制，但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遗传学和生物医学研究者也都陷入这些争论 
之中。该论争集中于在一个基因组学时代，种族或民族类别是具有一些 
生物学意义，还是“仅仅是文化上的”。最晚从20世纪中期开始，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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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层面上的差异联系起来。更多激进的批评家提出，基因组医学中对
种族和民族的考虑表明有可能向种族化医学实践转变，预示着危险的种
族科学再度觉醒，代表着“基因简化论”和身份“基因化.之中的进一
步改变。在美国种族分裂的政体中，再加E它从根本上说不公平的医疗
体制——该体制对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极为不利，这些论争具有
一种独特的意义。因此，1998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发布了一份关于“种
族”的声明，该声明认为:

创造出这一 “种族”世界观，是为了让某些群体永远处于低贱
地位，而让其他群体享有特权、权力和财富。美国的悲剧就是源于
这一世界观的政策和做法太过成功地在欧洲人、美国土著和非裔美
国人中构建了不平等的族群。鉴于正常人在任何文化中取得成就和
发挥作用的能力，我们认为，今天存在于所谓的“种族”群体之间
的不平等不是他们的生理遗传造成的，而是从过去到现在的社会、
经济、教育和政治环境的产物。

对许多这样想的人来说，20世纪90年代关注有关疾病易感性中存在的族

论点是这样的，不管在某种社会背景中民族和种族的观念对个体和群体
可能多么重要，它们都不具有生物学意义，不能以任何重要的方式与基

群差异的基因组学，将资金和研究力量投入到对疾病易感性和可治疗性 
的种族或民族差异进行的研究中，这至少让人们不再关注造成医疗不平 
等的明显原因。更令人担忧的是，它将那些不平等置于基因组本身而非 
社会环境之中，这可能会使它们正当化。'在最坏的情况下，有些人认为 
这是对种族主义的复兴，它与作为塞缪尔•卡特赖特臭名昭著的创造之 
基础的种族主义类似。卡特赖特1851年创造出“漫游狂”这种病症来描 
述黑人特有的一种疾病，该病表现在黑人身上明显可见而白人却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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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行为中：从奴隶种植园逃跑的倾向，
但是，许多族群遗传学家确信对人类基因组的测绘已经证实世界

人口可以被分为五个主要群体——非洲人、白种人、太平洋岛民、东亚
这是由他们“离开非洲”的时间界定的（比如,人和美国原住民

Rosenberg et al. 2002）.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些人口群之间在基因组层面

上存在重大差异，认为在不同的人口群中基因组变异的发生率不同，基
因组变异在医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既与疾病易感性又与复杂疾病（不
仅单基因病）的可治疗性有关（比如Bowcock et al. 1991, Bowcock et

al. 1994, Calafell et al. 1998） /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来评估这些在所有族群

出现的变异，说明它们的岀现，它们通过突变、选择、遗传漂变、非任
意交配和融合的传播（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 2003, Cavalli-Sforza et

al. 1994）。可以理解的是，美国那些阐发这些论点的人试图想出方法对
那些族群——人们认为这些族群通过迁移、移民和异族通婚而具有较高
的融合度——进行基因组分析。因此，施赖弗及其同事对美国的非裔美
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古巴人、波多黎各人和非裔加勒比海人以及其
他人逬行融合分析，并且认为这种工作具有“无限的”确定“导致复杂
疾病的基因”的潜能：关于肥胖症、第二型糖尿病、前列腺癌、痴呆和
高血压，它们提供了特别的希望（Hoggart et al. 2004, Holder and Shriver

2003： 60, Shriver et al. 2003）.支持对种族与疾病的联系进行基因组研究

的人——包括很多主要的非裔美国人组织和研究团体——认为不区分种
族的基因组医学不仅忽视了这样的基因组证据——该证据表明对种族的
通常理解与疾病和死亡的变化有联系，而且不能解决国内和国际上在发
病率和死亡率方面进行的种族和民族划分。他们声称要以劣势族群所患
的特定疾病为目标，改变他们在医学研究、药物研制和获得有效医疗这
些方面占的比例过低的情况，必须进行种族划分。他们希望，在大多数
公共卫生计划发挥作用的总体层面上，在减少基于种族的健康不公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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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一方面，以遗传学为基础的医学能够发挥一种重要作用。
需要对民族与疾病的关系进行基因组学研究，需要对根据民族界定的

群体之间存在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差异进行基因组学解释，这是由尼尔•里
施及其同事极为坚定地、也许是极有争议地提出的。在许多文章中，他们
都主张自我认同的民族是依据医学上重要的遗传系对主要人口群进行划
分的依据（Burchard et al. 2003, Mountain and Risch 2004, Risch et al. 2002,

Risch 2000）o他们称，虽然有移居的情况，但交配模式保留着很多这种差
异，虽然他们承认对于最近分离或融合的群体来说，情况要更复杂（特别
是西班牙裔美国人）。此外，他们认为自我认同的种族——常常被批评为
立足于关于亲属关系的不全面的或不充足的民间知识——实际上是基因构
成的一个非常好的依据，认为个体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各自祖先的种族,
因此能够以具有遗传学意义的方式描述他们自己。他们认为自我界定的民
族是最好的划分形式，恰恰是因为这一主观的和社会的认同，而非只有遗
传标记，与其他要素有联系，比如饮食、住房、工作和收入。因此，他们
认为，种族的自我划分对基于基因组学的医学研究至关重要。
许多欧洲和美国的医学遗传学家已经在批评这些观点。有些人在寻

找一个中间位置，他们称可能会找到与人口群和民族有某些联系的基因
组差异，但是他们称对这种差异进行的任何描述不应使用像“种族”或
“民族”这样的词语，而是应集中于遗传标记自身（Wilson etal. 2001）。

但是，大多数人公开支持下面这一观点，即不管是自我界定的还是社会
界定的，对遗传变异来说，种族或民族类别都是不太理想的指标，不应
该被这样使用，因为它们冒着复兴以前的侮辱性观点——这些观点是关
于族群之间存在的生理差异的——和助长种族主义的危险（比如，参见
Cooper et al. 2003）。主要的美国生物医学杂志——如《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上的社论声称人口群之间存在着基因差异，群体内差异超过了
群体间差异，而且大多数基因差异都“只是表面的"，与少量控制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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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面相等的基因有关(Schwartz 2001b)。'并且很多遗传学家认为

基于种族或民族类别的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策略会是误导性的、无效的
(Braun 2002)。
这些发展是在下面这些被广为接受的和相对没有争议的论点的背

景中出现的，即在依据种族或民族界定的不同人口群中有些单基因病的
发生率的确不同，并且这些不同的发病率可能会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影
响------众所周知的例子包括囊性纤维化(比如，参见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2001中对白种人、德系犹太人、西班牙裔美

国人和亚洲人进行的评估)，以及像镰刀形细胞贫血症和地中海贫血症这
样的血红蛋白病。"此外，在许多国家中，提出种族、民族、疾病易感性
和药物反应在基因组层面上存在着重要联系，这并没有争议。比如，在
中国、日本、越南、印度和很多“西方”之外的国家中，生物医学研究
者常规地认为他们的人口的基因组特点与他们遇到的疾病易感性模式有
关”同样地，在这些地区参与药物管理的人认为，在药物新陈代谢涉及
的许多酶的活性方面，族群之间存在着基于遗传学的差异，并且认为在
国家决定批准和使用特定药物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些差异•
无论如何，对疾病进行的基因组学实验室基础研究使用这些分类,

并且研究文章照常报道种族或民族、疾病易感性与遗传变异之间的联系
(要想看几个例子，参见Aviles-Santa et al. 20041 Criqui et al. 2005( Farrer

et al. 1997a, 1997b] Helgadottir et al. 20051 Itakura 2005 > Koivukoski et al.

2004, Marsit et al. 2005, Moore et al. 2004, Mori et al. 2005) o 这种分类

在临床试验中也是常规性的，尤其是那些与遗传药理学的药物研制有关
的试验——换句话说，试图发现个体和群体之间药物反应变化的基因组
基础，以便将某种药物对其有效的那些人和该药对其无效或造成副作用
的那些人区分开来(关于考察与美国少数民族有关的证据的评述，参见
Burroughs 2002).大多数的国家和国际基因组资源，比如生物银行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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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信息电子数据库，也用依据种族、民族或人口群进行分类的方法对
DNA样本进行分类。这样的划分做法 非裔美国人.日本人、白种人
等——不管是依据种族、人口、血统还是依据民族理解的，都是当代生
物医学基因组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不可或缺的。
虽然如此，在21世纪初，对族群之间在疾病概况或药物反应方面的

差异进行基因组学解释，并不会让美国的许多生物医学研究者感到不
安。2003年，来自霍华德大学国家人类基因组中心的里克•基特斯与人
类学家基思•韦斯，在回顾了种族思维和种族化优生学的灾难性历史之
后，仍然得岀结论说，当代的研究已经表明，甚至当其他可变因素得到
控制时，疾病流行程度方面仍存在着与种族有关的差异（Kittles and Weis

2003）。他们认为“被选择与历史地理的祖先相对应的标签也在统计学意
义上保存了一些基因信息，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种族可以指某种具有生物
学意义的东西”（40）, “在遗传学研究中，可以创造性地使用（种族）
概念，但并非对种族的所有恰当使用都是遗传学上的' “对确定人们特
别感兴趣的基因或变异来说，或者对构想更有效的风险筛查计划来说,
人口分类是一种间接的但可能有用的确定策略”（34, 39）。但是他们马
上修正基因组医学中对种族语言的有限接受：“因为种族类别深受社会文
化因素影响，甚至是在基因也产生影响的情况下，环境改变可能会对健
康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促进健康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应该将我们
的努力相称地投入到问题真正所在的地方o" （58）但是如我们后面将要
看到的，霍华德大学在为生物医学研究和其他研究编辑非裔美国人的基
因组数据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本章中，我将更详细地思考这一矛盾。不像已经对这些问题发

表了看法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我将得岀这样的结论：当
代基因组医学再度对种族和民族产生兴趣，这不会在“种族科学.这一 
发展轨迹中得到最好的理解。这也不仅是对社会不公和歧视从生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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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进行合法化的最新体现。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的美国，种族、生
物学和医学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的时代、依据不同的情况表现为不同的形
式。如墨尔本•塔珀在他对美国的镰刀形细胞贫血症和种族政治密切联
系在一起的系谱进行的发人深省的说明中认为的，“镰状化”，就像任何
其他疾病一样，只有当它在某些知识、信仰、解释和介入结构中形成时
才存在：当这些结构在整个20世纪被重构时，镰状化与种族的关系具有
的意义和影响也就改变了。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镰状化被用
来“质疑受该症状折磨的白人的种族身份”，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
殖民地医生和人类学家用关于镰状化的地理分布数据来论证“部落是从
生物学意义上界定的实体，东非人、某些南印度人和西西里岛人与希腊
人有同样的种族遗产”，在20世纪70年代，种族和镰状化之间的联系是美
国政府反歧视政策中的一个明确要素，是非裔美国人行动主义组织所提
要求中的一个明确方面，它们都认为医疗资源应该以社会公义和市民权

发挥的构成性作用,即非裔美国人是——或者能够成为——负责任的社
团，能够照料自己成员的健康。就像镰状化一样，种族与遗传学的关系
更是普遍如此：这些联系没有特定的或固有的政治，随着它们在不同的
时间和地点与关于健康、疾病和身体的不同思考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
它们表现为截然不同的形式。并且，就像镰状化一样，今天这些术语之
间的关系，至少在美国，与对生物社会团体的界定和管理有内在联系。 
这些生物社会团体以相信共有的疾病传统为中心形成，要求为可能会揭 
示这些疾病的基因组基础的生物医学研究提供资源，被找到疗法的希望
所鼓动。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身份团体所怀有的希望、提岀 
的要求和具有的期待理解生物医学中的当代种族诱惑，这些身份团体是 
以疾病及其治疗为中心的新权力结构的主体和对象。

利的名义用于患镰刀形细胞贫血症的非裔美国人（Tapper 1999： 3-4）.
的确，塔珀追溯了镰状化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形成下面这一观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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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应把该论争置于过去的生物学而是现在的生物学之中
一种分子的基因组生物学，它是盖然性的而非决定论的，是开放的而非
封闭的，不是发现一种决定人类不同命运的基本的种族真理，而是展现
各种介入和改变的可能。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形成的种族科学中，不
管不同形式的种族科学具有怎样的不同，种族都是在克分子层面上被理
解的。种族被当做一种遗传的构造，它决定了每个种族化个体的整体性
格和所有能力。这一构造可以在可见的特征中看到，不仅是肤色，还有
面相、身体形态等。并且当种族科学遭遇遗传学时，被编码在基因中的
正是这一关于种族特性和种族差异的克分子观念，基因同样被看做克分
子的，决定个体具有的身体、思想和道德特征，并严格限制环境或经历
进行改变的范围。但是当代基因组学的分子凝视改变了这一认识。
如我们将在本章中讨论的那些论争中所看到的，种族现在意味着一

个不稳定的矛盾空间，它处于基因组与细胞的分子层面和依据人口群、原
籍国、文化多样性和自我认识进行分类的克分子层面之间。正是在这一矛
盾空间，一种新的关于种族.健康和生命的基因组和分子生命政治正在形
成。‘°当然，这些思考和介入方式有它们自己的伦理和社会政治问题，比
如，向来自特定原籍国、种族、宗教或种族群体的父母施压，让他们用基
因测定检测单核昔酸多态性或标记，它们与儿童有更大可能患上与该群体
有关的疾病相关。但是这些测定不是为了建构差异等级体系并使之合法
化，或是怀着提高人口质量的希望进行的。那么，在我们的后基因组时
代，种族、生命权力和健康与医学的生命政治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种族与生命权力
在欧洲思想中，依据种族对人类进行分类，并附带有区别性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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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这有漫长的田史。这里不是在任何程度上详述该历史，或承担将线
性历史变为我们现在的种族思维谱系这一艰巨任务的地方。大多数历史
学家同意种族分类在17世纪的欧洲因旅行者遇到来自陌生国度的人而出
现，并且到18世纪，起初对原始人的理想化让位于将原始人等同于黑人
民族性，并且将这些民族置于“存在巨链”上较低的发展阶段。到18世
纪中期，将人类划分为4个、5个或更多种族种类，并依据习惯、智力和
美对每个种类进行区别性评价，这在人类学家、哲学家之间，在政治思
想中是司空见惯的，虽然使用的确切分类体系、区别性评价的形式备受
争议。在从18世纪开始进行的国家建立计划中，在所谓的“民族战争”
中，种族观念不仅想象“民族”，也为在政治上管理国家财富和生命力、
管理国际竞争构成一个棱镜。达尔文在发表于1871年的《人类的起源》
中写道:

对人的研究比对任何其他动物的研究都更仔细，但是在有能力

此，并且几乎不可能发现二者之间明确的、不同的特点。

的评判家那里，关于人是应该被看做单一物种或种族，还是被看做
2个（维雷）、3个（雅基诺）、4个（康德）、5个（布卢门巴赫）、
6个（布丰）、7个（亨特）、8个（阿加西斯）、11个（皮克林）、
15个（博里•圣•文森特）、16个（德穆兰）、22个（莫顿）、60个 
（克劳弗德），或者根据伯克是61个，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判断的 
多样性并不证明种族应该被当做物种，但是这表明二者逐渐变为彼

虽然达尔文提岀了警告，但19世纪的欧洲一致对种族进行生物化，种族 
生物化与前达尔文主义和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思维有关，被用于国家内 
部，用于它们的殖民统治理性之中，并且为19世纪晚期痴迷退化和种族 
自杀打下了基础（比如Mosse 197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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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许多人很想将当代对种族和生物学的关注置于这一历史之
中，并认为种族化对现代国家形成极为重要，并且在当代统治技术之中
仍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Goldberg 2001).米歇尔•福柯当然认
为种族与生物学之间的联系对当代生命权力的系谱极为重要•在他1976
年的演讲中，他似乎主要思考的是种族科学及其在优生学中达到顶峰的
欧洲史，他认为“生命权力的出现……将(种族主义)铭刻在国家机制
之中……作为基本的权力机制，就像在现代国家中行使的权力一样
种族主义通过诉诸下面这一原则证明生命权力经济中的死亡功能是合理
的，即就某个人是某个种族或族群中的成员而言，其他人的死亡使其在
生理上更强大”(Foucault 2002： 254, 258)。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将族
群看做这样的种族——它们可以被低等种族的渗透从外部逐渐削弱，可
以被退化者的过度生育从内部削弱 的观点，是优生策略的基础。
这一生物化的种族主义将个体特点与作为总体的族群的特点联系起来,
试图限制这些由种族血统界定的群体的权利、生育、数量或权力。这些
将个体体质与人口质量联系起来的种族观念，还是20世纪早期许多国家
试图通过限制移民控制其人口的种族特性的基础，受到弗朗西斯•阿马
萨•沃尔克等人的影响。沃尔克是1870和1880年美国人口普査局局长,
1889年他警告说美国人正处于被大量来自南欧和东欧的“退化”移民占
领的危险之中：“来自失败种族的失败者。”(我在Rose 1999： 222-224中
谈论了沃尔克T还可参见Walker and Dewy 1899)
无疑，殖民计划也促成了种族分类和区分。伊恩•哈金指出各种分

类被制度化的方式，尤其是被人口普查和确定与统计国民的类似官方行
为制度化，他提醒我们欧洲最初的人口普査是在殖民地进行的，从1548
年西班牙对秘鲁进行的人口普查，到1871-1872年英国对印度进行的人口
普査(Hacking 1990： 17, 2005： 112)。后者使用许多不同的相互重叠的
分类体系统计人口，特别是宗教、国籍、语言和种姓。在这一统计中,



第竺基因组医学时代的种族| 1?5

有很多地方随意提到种族。因此，英属印度包括:

1.405亿印度教教徒（包括印度锡克教徒），或占73.5%, 4075
万伊斯兰教徒，或占21.5%,和925万其他人，或只不过占5%,这
下面包括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基督徒、犹太人、印度拜火教徒、梵
教徒和山地族人，没有统计过山区居民的宗教，也不能对它进行准
确描述……虽然几乎英属印度的所有居民都可以被归为两种主要宗
教中的一种或另一种，但是一旦按照民族或语言分类，就会发现他
们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孟加拉这一个省的人口就包括许多种族和
部落。孟加拉人居住在孟加拉省省区和一些邻近地区，这些人生活
在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沼泽之中，日常吃的是水稻，看起来虚弱、瘦
小，但是能经受大量曝晒，羞怯、懒散但机敏、勤劳，喜欢需要久
坐的工作；说孟加拉语的人总共有3700万人。在语言上和血统上与
这些孟加拉人有亲缘关系的是更羞怯、保守、顽固的奥里萨邦人,
他们总共有400万人。阿萨姆人总共不到200万，他们说的语言极像
孟加拉语，但是具有较多印度一中国混合血统；他们骄傲、懒散,
并且吸鸦片成瘾。比哈尔邦的印度斯坦人更能吃苦耐劳，更刚强勇
敢，他们的气候不太会让人衰弱无力，日常饮食更丰盛；他们的
语言是印地语，他们总共（在孟加拉）约有2000万人。除了这些之
外，还有桑塔尔人、科尔斯人、龚德人和焦达讷格布尔的其他土著
部落，杰尔拜古里的原始高山种族，加罗丘陵、卡西丘陵、贾因蒂
亚丘陵和那加丘陵的居民，和那些住在特里普拉和吉大港山区的人。
(Waterfield 1875： 16)"

研究殖民主义，尤其是研究监狱、精神病院和疾病管理的历史学家，已
经表明在整个19世纪，这样的“划分做法”构成了管理的不同理论依据



196 I生命本身的政治

和技术的基础，这样的管理适合于被归于不同类别的人——这部分是由
于他们有能力承担文明所必需的自我控制、预见和责任这些重担(Arnold

(Osborne 1997, Stoler 1995) o这些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不仅存在于

分类狂——这是优生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科学的特点——之中，而
且存在于其他地方。
在鲍克和斯塔尔对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从1950年开始进行的种族分

类进行的讨论中，他们指岀“种族分类和重新分类为邪恶的种族主义提
供了官僚基础"，而且指出这一分类体系成为“一种发挥作用的基础结构
的一部分”，该基础结构导致政治类别的“自然化”，以便它们能被官员
们在例行的日常做法和决定中实施(Bowker and Star 1999： 195-196)。

如他们指出的，这一种族分类“试图将人分为四个基本群体——欧洲
人、亚洲人、混合人种或有色人种和'土著居民’或者’纯血统的班图
种族'”，后者被再进一步划分为八个主要群体(197).最初来自1951年
人口统计表上打钩种类的分类被编入法律之中，写入有色南非人必须携
带的有色人种身份证中，它们控制着生活的所有方面，从流动到性欲。
但是，即使如此，尽管分类造成的后果残酷无情，它的基础却总是在变
化。他们引用了 1969年发表的对种族分类进行的一项法律研究：“界定并
不一样，原因是种族分类没有任何相同的或科学的基础。任何对种族进
行分类、任何界定种族的尝试，至多只能是近似，因为迄今为止，人们
还没想出科学的种族分类体系。归根结底，法律试图界定不可界定的东
西”。（Suzman 1960,转引自 Bowker and Star 1999： 202—203）看起来，种

族分类对管理实践必不可少，但是对那些想在科学知识产生的客观性和
合法性中寻找该管理的基础的人来说，它却总是不可捉摸。
我们几乎不需要提醒这一点，即种族分类对在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

2002, 2005, Vaughan 1998)。这些分类法还决定了欧洲殖民者自己内

部的自我认同做法，从“白人性”的意思到殖民统治者和军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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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普查将奴隶算作五分之三个人，它似乎表明自由黑人中的精神错
乱率比奴隶的精神错乱率高出11倍，并被用来主张黑人从本性上不适合自

也就是，是自由人

的人口普査算上了中国人.日本人和美裔印第安人，将白黑混血儿细分为
黑人血统有四分之一的混血儿、黑人血统有八分之一的混血儿，并且确定
移民的原籍国，这直接反应了人们越来越担心正在改变的美国人口种族构
成。如我已经特别提到的，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尔克之类的人利用这些
结果主张限制移民，以保持国家现有的“种族平衡”
经过了战后关于正确种族分类方式的争论的漫长历史后 除了

其他方面之外，这使分类责任从人口普査员观察身体特征和肤色变为
依据未指明的根据进行自我认同——1977年，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OMB）为判定美国人口的种族制定了一个官方分类标准，该标准在
1980年的人口普查中首次施行:（a）美籍印第安人，（b）亚洲人和太平
洋岛民，（c）非西班牙裔黑人，（d）非西班牙裔白人，（e）西班牙裔美
国人。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这一指示命令所有机构、承包人和承批
人在收集有关种族的数据时使用这些类别，它解释说“这些分类不应该
被解释为实际上是科学的或人类学的”（OMB 1977,转引自Snipp 2003：
573）。这些类别立即就被政治化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各
种群体对某些类别提岀质疑并试图将另一些类别包括进来，以表明不公
平，力争资源，或者让官方承认他们自己的身份（Snipp 2003）.如肯尼
思•普鲁伊特所说，在20世纪末的数字政治中，“被'计量’就是在政治
上被注意，被注意就是有权索要国家的资源……政治可见性紧随着数据

由. 1850年的人口普查用“肤色”和“公民状况.
还是奴隶一来划分调査对象，并且包括白黑混血儿这一类别。12 1890年

代还存在的隔离形式非常重要，对美国当代的种族政治非常重要。鲍克 
和斯塔尔蜻蜓点水地提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关美国人口普査的争议，但是 
自从人口统计从19世纪开始以来，种族就对它非常重要。臭名昭著的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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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可见性而来”（Prewitt 1987）。

那么，难怪这么多人，尤其是在美国，会附和唐娜•哈拉维的看
法。哈拉维认为种族“是（美国）全体人民中——和美国人民的肉身中
存在的一个破裂性创伤。种族不公平地大肆杀戮，种族无法言说地、大
量地赋予特权……种族既是一个可怕的虚构，又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存
在，让我害怕，而且害怕的不止我一个人”（Haraway 1995： 321）.对那

些通过吉奥乔•阿甘本或安东尼奥•奈格里解读当代生命政治的人来
说，在基因组学中提到种族，其核心是种族否定性的、排除性的、凶
残的一面(Agamben 1998, Hardt and Negri 2000 , 2004)。对那些通过熟

悉的社会学批评修辞来解读生命权力的人来说，否定社会决定，将导致
不健康问题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错误地归于个体，所有采取生物学解释
的做法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在基因组学中试图用种族进行区分，这让这
一世界观——它有助于支持、掩盖结构性不平等和种族主义并使之合法
化——延续下去。但是最近的批判性分析家，甚至是在美国，已经认识
到，如特罗伊•达斯特所说，“清洗种族科学——当种族和种族分类根深
蒂固的存在于日常收集和分类（从肿瘤学到流行病学，从血液学到社会
人类学，从遗传学到社会学）之中时——不可行、不可能或者甚至不可
取”（Duster 2003： 258）。种族作为一种在社会关系、分层惯例、自我认

同中进行组织的力量，不能凭主观愿望使之消失，尤其是在一个像美国
这样的种族分裂的政体之中，而且达斯特认为在某些情况中，至少“不
论种族（或民族或宗教）作为一个生物分类系统有多大缺陷，我们必须
对其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系统调査 关于人体生物功能的反馈回路以
及医学实践……了解种族概念中还有什么是成问题的——社会政治过程
和科学知识主张或生物医学实践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对清楚地知道
决定我们生命的自然一文化关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272-273）。14
种族可能是由随意的分类构成和形成的，在政治上被界定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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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可以随着历史和情况的不同而改变，等等。因此，我们所信奉的
其他类别有许多也同样如此，只是它们没被贯注那么多心力——尽管如
此，它们也同样真实——并且亳无疑问体现了下面这一分类法的本质,
这种分类方法决定了我们的生命形式、我们管理他人的方式和我们联系
自我、管理自我的方式。”那么，要说明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转向
谱系学而不是历史。我们不应将当代的种族、基因组学和医学这一整体
置于线性历史之中，试图在某种起源和单一发展线中发现它的实质。相
反，我们需要将当前关于种族和基因组学的论争牢牢地置于21世纪发生
了改变的生命政治之中。这是一种以促进个体生命这一原则，而不是消
除威胁人口质量的那些人这一原则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生命政治,这是一
种不在主权国家这一符号下发挥作用的生命政治，这是一种不试图将不
公平合法化而是介入其后果的生命政治。至关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生
命政治中，提到生物学并不表示宿命论，而是作为当代生命医学特点的
希望经济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也许种族、医学和基因组学之间的联系
不是例外，而是构成当今生命本身的政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差异基因组学
“二战”之后，官方已经不相信人为的种族区分具有科学基础的说

法：比如，到1963年，《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将下面这一
观点作为其前提之一，即“任何关于种族区分的学说……从科学角度说
都是错误的，从道德角度说是该受谴责的，从社会角度说是不公平的、

当然，种族主义做法几乎没有消失，种族作为一个社会经危险的
济学范畴、一种歧视标志和一种认同方式，仍然极为重要。在美国的身
份政治中，情况更是如此。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非裔美国



200 I生命本身的政治

人试图将其“根”追溯到非洲时，他们很少将这一谱系与一种生物学基
础联系起来。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激进批评家的不断干预，关于人口群区分的生

物学理解与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之间的联系似乎断裂了。许多生
物学家和生物医学研究者仍然认为他们碰到的是基因差异，尤其是当他
们考虑不同地区特定疾病流行程度的变化或不同国家人口中的药效变化
时，但是这些解释少有人知。公众更关注的是少数人和团体，他们仍然
称人类特性与从种族角度区分的生理之间存在政治意义的关联，但是延
森、肖克利和其他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边忽视、边中伤，常常不为人们
所信（表明该论争的一些例子，参见Jensen and Miele 2002,参见Kamin

1974, Lewontin 1984, Shockley and Pearson 1992),

在某一时刻，似乎基因组学本身将标志生物种族主义的结束。不
仅人与黑猩猩共有98%以上的遗传互补，而且群体内DNA序列的变异比
群体间的变异要大得多：认为由种族确定的人口群从基因角度说是相同
的，从基因角度说与其他人口群彼此不同，这一观点站不住脚（Marks
2002）。"但是一种关于人口差异的新的分子观念很快从基因组学思维中
出现了。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时，人口遗传学家就力争让人们注意多
样性。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的最初提案人L.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主
张该计划将“探索人类内部各种各样的基因组”，并且希望该计划将“帮
助对抗大众对人类遗传学的普遍恐惧和无知……对消除种族主义做出
重大贡献”。"虽然有很多人批评该计划，但1991年人类基因组组织“批
准” 了该计划，提供了 1200万美元开办专题讨论会，以详尽阐述该计划
的技术和组织方面，考虑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和道德影响，并且进行初步
研究(M' charek 20051 Reardon 2001, 2005) o

随着开始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内测绘人类基因组的碱基序列，分子层
面上的变异出现了，这賦予了基因组差异这一问题一种新的意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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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测绘得岀结论，虽然在构成任选两人的DNA序列的30亿碱基对中将会
有99.9%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单核昔酸多态性层面上有许多变异，比
如，在这一层面上T取代了C。平均而言，据称在两个人之间千分之一的
字母是不同的——这使两人之间总共会出现几百万变异（估计该数字从
600万到1500万不等）。人们开始认为个体之间的这些单核昔酸多态性差
异非常重要，特别是涉及特定疾病的易感性和特定药物的治疗性时。极
为重要的是，似乎这些差异在不同族群中的发生率不同，并且它们可能
掌握着理解人们长久以来认识到的疾病易感性差异的关键 。
此外，似乎同一染色体上几组邻近的单核昔酸多态性是在叫做单体

型的区域中遗传获得的，它们可以用标签单核吾酸多态性来确定。这一
方法被称为“单体型测绘”，这似乎预示着一种识别与疾病有关的单核
昔酸多态性的更经济的方法。1999年，总部设在英国的慈善机构维尔康
姆信托基金会宣布与10家制药公司协作，以发现和测绘30万普通DNA序
列变异，并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维尔康姆信托基金会还有日本和中
国的实验室在一项国际单体型图谱计划中合作，从尼日利亚、日本、中
国和美国（从祖先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美国居民那里）的血液样本中收集
DNA。从开始时，该计划就配备了生物伦理学武器——国际单体型测绘
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小组。"该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小组就如何取
样、要包括哪些群体和如何对他们命名进行参与。结论是样本将是匿名
的，但是要用族群一它们采集自该族群——来标识。该计划这样描述
它采用的方法:

国际单体型测绘计划将由五个国家——加拿大、中国、日本、
美国和英国一的公共和私人机构联合完成……该图谱将以从处于
不同地理位置的族群中的几百个民族那里获得的DNA样本为基础:
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中国的汉族人、日本人和祖籍欧洲的美国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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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所以选择这些族群是因为它们具有多样的族群历史，这可能
会导致单体型结构和发生率方面的差异，并且该计划并不打算让它

因此，它强调的是人口群而非种族或民族，并且证明下面这一做法
是正确的，即选择比较群体不是让它们作为不同种族的特征，而是为了
确定哪些因素会影响具有全部或一些基因组多样性的人口的健康。对群
体的命名 约鲁巴人、汉族人、日本人——被描绘为仅仅是一种标志
多样性的方法，从被认为相对稳定的、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口群中进
行选择，人们认为这样的人口群最近很少出现融合。单体型测绘者指出
“这一危险……在特定族群中更常见的变体常被错误地用来描述全部族
群”，他们提议进行大众宣传以对抗这样一种危险。”但是当然，知道一
组样本是日本人的，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有可能用该数据去调査解释对
有日本血统的人们中的疾病发生率和药物反应进行的研究。参与单体型
测绘的生物伦理学家特别关注生物伦理学关注的传统问题，这也许并不
令人奇怪：他们似乎非常担心将单核昔酸多态性层面上有重大医学意义
的差异与这些群体联系起来，这会造成更多歧视或社会耻辱。他们似乎
并不担心对商业投资、药物研发、不同地区的公共卫生政策或日常在不
同人口群和社团那里进行的临床实践造成的后果。
许多人怀疑单体型测绘计划的价值，以及它在寻找疾病的基因组基

础时采用的方法。但是，随着第一份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岀版，随着人们
认识到编码序列根本不是人们预测的10万个，而只有3万个，并且差异基
因组学必须被置于这些序列之中，对与疾病和可治疗性有关的单核昔酸
多态性变异进行的研究具有的意义更加显著了。22现在要特别关注这一数
目相对较小的编码序列中的单核昔酸多态性层面上的变异，这些变异的
功能特性，和不同群体中具有重大功能意义的变异的不同可能性。

们代表不同的民族或种族群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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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医学上重要的单核昔酸多态性这一方面，■-个重要的驱动因
素来自制药公司和生物医学产业的商业抱负，它们看到了采用基因组方
法进行诊断、药物研发和销售的机会。它们希望可以在单核昔酸多态性
层面上，在许多不同的产生微小影响的座位彼此的相互作用中，以及它
们在某些条件下的表现中，找到容易感染常见复杂疾病的基础。像塞雷
拉诊断公司和基纳深思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进行大量投资，研发用于诊
断的基因组学方法和研制基于基因组学的药物，并且宣传强调这些检测
和药物——它们以与医学有关的基因组学差异为目标——具有的治疗好
处和商业潜能。关于复杂疾病，大量研究计划研究“稳定”族群的基因
组学，在这样的族群中，特定疾病更为流行。比如，在寻找基因组易感
性时，许多西方的生物医学研究者去了中国，试图确定特定疾病发生率
较高的孤立族群，并调査其基因构成。1996年，总部设在巴黎的基塞公司
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签订了一份意向书，后者管理着25家研究所和中国的
所有医院。基塞公司与法国陈氏兄弟国际贸易公司合作，将雇用研究员
诊断疾病和收集DNA。根据一份报道:

中国让遗传学家感兴趣是因为中国农村人口几个世纪以来保持
不变，这使每个地区的基因模式和疾病模式不同。这就让他们更容
易将遗传病追溯到某种特定的缺陷基因，在该病流行的地方，该缺
陷基因可能异乎寻常的大最存在。“你几乎可以像对待单一家族那样
对待地方族群。”基塞公司的总裁帕斯卡•布然迪斯解释说。除此之
外，中国人所患的疾病与那些在西方非常流行的疾病不同。这为研

西方更普遍

但是，商业考虑并不是驱动这一研究的唯一因素，该研究试图发现导致

究新的或相对罕见的疾病提供了机会，比如咽喉癌，这在中国比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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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口群中疾病易感性増强的基因组差异。关心适合于这些族群的医
学实践的医学遗传学家们，也认为遗传信息非常重要。"并且，就如我
们随后将要看到的，压力还来自患者和倡导团体提出的要求，他们要求
进行能够发现他们的家人和社团所患疾病的基因组基础的研究，要求研
发有效的筛査检测和疗法。这些多种多样的压力体现了一种对遗传学和
族群的联系具有的社会意义的看法，这与很多社会科学家批评的看法不
同。这种看法认为，发现疾病的生物学基础是为了提高以健康的名义进
行有效介入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由可能性、预测和预防介入构成的领
域中，关于族群差异的新的基因组学观念形成了。

健康研究中的种族分类
在遗传学之外，对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医学研究中的种族和民族

分类进行的批评由来已久。批评家们认为在这种研究中使用的类别过于
强调群体内的同一性，造成群体间对比具有误导性；曲解了这些复杂情
况，它们影响了个体在被询问时将自己归于这些群体的方式,允许研究
者或临床医师过分简单化地、不一致地、误导性地进行归类，混淆、搞
乱民族、阶级、贫穷和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将依据民族、肤色、原籍
国、祖先、血统和自我认同进行的各种划分混合在一起，缺乏一致的概
念基础，总体上没能表现差异具有的多样的、不能比较的方面(Bhopal
20021 Bhopal and Donaldson 1998b； Bhopal and Rankin 1999< Bradby

1995, 1996, 2003, Dyson 1998, Fullilove 1998, Nazroo 1998, 2003）。

在官方数据被仔细考察过的情况中，就像在美国这个例子中，研究者们
发现种族和民族分类存在显著的不一致(Hahn 1992, Hahn et at 1992)。

虽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对被叫作“少数族裔群体”的人进行的分类，就



第六章基因组医学时代的种族 I 205

像2005年英国进行的分类，但是有些人还指岀“白人”和“高加索人”
这些种类缺乏具体说明，并且提出在这一方面，国际研究团体也没有关
于这些类别的意义或使用的相同理解(Bhopal and Donaldson 1998a) o有

些人提出了在生物医学书刊中使用这些类别的准则(Kaplan and Bennett

2003)。有些人认为任何根据种族或民族进行分类的尝试都加强了这一错
误看法，即认为存在不同的族群，这忽视了在生物医学研究外部和内部
使用的分类法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变化性，并且不太可能有助
于理解或减少健康、疾病和治疗结果中的差异。
因此，参与基因组医学研究，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参与研究的那些

人中，有很多人对被用来将疾病易感性或可治疗性问题与种族或民族联系
到一起的分类方式感到不安，这就不令人惊奇了。许多人同意社会科学
批评家的观点，认为种族是一个不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文化概念.群体内
部差异超过了群体间的差异，种族或民族群体之间的基因差异只是与皮
肤色素沉着和面相有关，基于种族的医学研究和发展可能会支持种族主
义（参见Cooper and Freeman 1999, Cooper et al. 2003, Kaufman and Cooper

2001, Schwartz 2001b)。有些人认为民族或民族类别的使用不一致，研

究者们自己对自己的使用也感到困惑，或他们自己的使用也不一致。”此
外，批评家们认为使用这样的分类会导致人们低估基因一基因和基因一
环境的相互作用，赋予基因组知识太多的病原学意义，并且夸大可能的
治疗好处(Ellison and Reese Jones 2002)。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一份关

于基因组学和世界卫生的报告虽然强调了在最贫困的国家基因组学具有
促进健康的潜能，但却声称：“对人的个体独特性和人类多样性了解得
越多，那些关于’种族’的概念似乎就越不会具有任何意义(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 70)但是虽然有这些批评，概览一下主要遗传学

期刊上的文章，就能看到在遗传学研究中，对种族和民族的使用日益増加
(Ellison and Reese Jones 2002)。对21世纪初的生物医学基因组学而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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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种族或民族进行人口分类似乎不可避免，令人难以捉摸，令人不安。
1997年在美国，由于之前谈到的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指示，由

联邦政府资助的生物医学研究必须要表明它考虑到了人口多样性。从这
一刻开始，为了鼓励对美国的所有人口阶层进行研究，并监督是否公
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确认临床试验参与者的种族。26研究者们要
使用美国人口普査中对民族和种族的标准界定，“以使之能够与其他联邦
政府数据库进行对比，尤其是人口普査和国民健康数据库”。美国2000年
的人口普査如同自I96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一样，在收集数据时使用自我
认同的方法，但是现在它将西班牙裔美国人分开，并不是把它当做一个
种族，而是当做一个民族。此外，它通过让个体可以选择很多类别处理
了 “融合性”这一问题。这一方法在下面的表框中得到了阐明:

民族分类

非西班牙裔美国人或拉丁美洲人
种族分类

白人：祖先为欧洲、中东或北美的任何原住民的人。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祖先为夏威夷、关岛、萨摩亚群岛或其他 
太平洋岛屿上任何原住民的人。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祖先为任何非洲黑种人的人。除了 “黑人或非裔美国 
人”之外，还可以用像“海地人.或“黑人”（Negro）这样的术语。

亚洲人：祖先为远东、东南亚或包括印度次大陆——包括比如柬埔寨、中 
国、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群岛、泰国和越南在 
内——的任何原住民的人•（注：在以前的数据收集方法中，来自菲律宾群岛 
的人被记录为大西亚岛民•）

美籍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祖先为北美、中美或南美的任何原住民, 
并且维持部落归属或社区联系的人。

西班牙裔美国人或拉丁美洲人：属于古巴、墨西哥、波多黎各、南美或中 
美，或其他西班牙文化或血统的人，不管其种族是什么。除了 “西班牙人或 
拉丁美洲人”之外，还可以用“原籍西班牙■这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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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27虽然如此，美国之外的很多人都对这一分类体系的条理性——光
是想想它就非常困难——感到惊讶。”重新提到“原住民.及其引起的对
18世纪和19世纪种族分类的联想，无疑会让那些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印
象深刻。虽然承认这些类别不是以人类学或科学为基础，但科学史表明
了开始仅仅作为工具的方法通常会很快变成理论(Gigerenzer 1991)。并

且，如伊恩•哈金在科学史的其他领域表明的，当假设的实体被用于研
究其他东西时，它们往往会变成真的(Hacking 1983).那么，不可避免
的是，这些统计类别将开始组织科学真理的形成，不仅组织用来选择样
本和收集数据的技术，而且还有对它们进行分析和寻找差异的技术。在
人们认识到其偶然性的那一刻，人口区分已经被图绘、被命名和被工具
化了。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可能是任意的、偶然的分类——
“政治构念” 在某种研究和分析技术内部使用它们的过程中变成真
的了。

生物社会性

我已经指出，驱动种族、基因组学和健康研究的其中一个因素来自
患者和倡导团体——换句话说，来自各种由主动生物公民结成的生物社
会团体，这些团体在21世纪的基因组医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abinow

1996a)。这些生物社会团体是以前的集体具有的一种当代形式，以前的
集体是由其成员或其他人依据共有的生理因素——比如种族、家庭或集
体遗传世系，或遭受的同样的痛苦——来界定的，就像那些长久以来努

就像在1977年一样，2002年美国人口普査局精心组织了对这些类别 
的说明：“这些类别代表的是一种社会一政治构念，旨在收集关于本国 
各种各样的人口群所属种族和民族的数据，它们没有人类学或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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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改善对某些特定疾病患者进行的照料的群体。当代“生物社会性”同
样是围绕着相信某种共有的疾病传统形成的。他们常常是自我界定的行
动主义团体，受找到某种疗法这一希望激励。换句话说，它们由这样的
人构成，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某种共有的身份标记联系起来，并且积极地
参加运动，比如要求为可能会揭示这些疾病的基因组基础的生物医学研
究提供资源。这些团体有时是在各种活动中集合的真实团体或组织，但
有时它们是更分散的认同团体，是由电子邮件和互联网联系起来的虚拟
关系网。29并且，在很多情况中，种族或民族对这样的社会生物性形式非
常重要。
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已经提到过的霍华德大学。根据霍华德大学

的网站，该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研究型的、历史上是私立的黑人大
学，为具有较髙学术潜能的学生提供具有非凡质量的教育经历，并特别
强调向有前途的黑人学生提供教育机会二50 2003年5月，霍华德大学宣布
它已经和一家商业公司第一基因信托联合进行非洲散居人口基因组学研
究生物银行计划。31 “非洲散居人口基因组学研究生物银行将是一个非
常有保证的综合性数据库，包含25万人的基因信息，对每个人都仔细标
注其医疗、环境、生活方式和社会背景，用于对下面这些方面进行的转
译基因组学研究和临床研究，即有非洲血统的人中有差别的疾病风险评
估、疾病进展和药物反应族群在DNA分子多态性标记的变异模式方

并且DNA分子多态性标记的族群变异与疾病易感性、疾病进面不同
展和治疗反应有关”，立足于这一假设，其目标是“为生物医学研究团体
提供临床资源，以更好地理解造成有非洲血统的人岀现有差别的疾病风
险、疾病进展和药物反应的遗传学、生物学和环境基础”，因此“为霍华
德大学所服务的团体提供享用最先进疗法的机会，改善健康状况，提高
生命质量”。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种族，而是认为特定的团体有特定的健
康需要，这些需要可能有基因组学依据，如果要满足这些需要，必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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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学依据进行研究。
霍华德大学并不是唯一希望将DNA序列用于由种族或民族界定的

“社会生物”团体所患有的特定疾病的机构。比如，美国有几个组织致
力于“犹太人遗传病”——特别是西奈山医院的犹太人遗传病中心和芝
加哥犹太人遗传病中心。卡纳万病基金会建议说：“九个有东欧血统的犹
太人中有一个携带着九种犹太人遗传病中的一种。其中一些遗传病，像
神经节昔脂沉积病和海绵状脑白质营养不良，是致命的，但它们可以被
预防。” 32推荐的预防方法是筛査准父母和准结婚对象，看看他们是否携
带该病：美国至少有一个犹太教教士拒绝主持结婚仪式，除非新娘和新
浪都已经接受了检测。一个特别的组织，多耶绍瑞姆，为个体提供基因
测定，检测五种“犹太人遗传病”的携带状况。多耶绍瑞姆（这个名字
的意思是“正直的世代”）是一个国际性的遗传筛查体系，主要由正统
犹太人使用。该计划是由犹太教教士约瑟夫•埃克斯坦在1985年构想出
的，他的四个儿子因神经节昔脂沉积病而丧生。埃克斯坦发现所有现成
的选择要么令人反感，要么与哈拉卡（犹太）律法相悖。他的解决办法
是试图彻底将该基因从犹太人身上消除。抽取参与该计划的正统犹太高
中生的血液，然后分析五种疾病的携带状况：经节昔脂沉积病、囊性纤
维化、海绵状脑白质营养不良、范可尼贫血和家族性自主神经失调症。
每个人不是拿到有关其携带状况的直接结果，而是拿到一个六位数的识
别码。不直接告诉个体他们是否是携带者，以避免任何遭受耻辱或歧视
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公开了该信息，携带者就可能在该团体中无法结婚
了。相反，考虑订婚或结婚的情侣可以打一个热线电话：如果两个人都
是携带者，那么他们就被认为是“不相配的”。不会令人吃惊的是，批评
家们认为这相当于优生计划，并且就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评论说一
个犹太组织走在一种“新优生学”的最前沿。
在美国之外，有很多其他计划试图降低特定人口群中特别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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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具有的特征来自民族文化和政治。并且我提出，在西方先进的自由主

集体化形式，而是生物社会性和主动生物公民身份的集体化形式。

基因组身份和民族

在自我认同实践中，种族和民族长久以来就非常重要，常常与家
系、体质、血统和生物学联系起来。因此，它们容易因基因组学中的发
展而改变。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这种变化深表怀疑，认为它们是一个甚至
更有害的表明“身份基因化”的例子：“一个被标有某种基因标签的个体
可能会与他或她在其中生病的环境分离……人们认为需要改变的是个体
而非社会I社会问题错误地变成了个体病征。”(Lippman 1992： 1472- 
1473)在种族和民族这一背景中，批评家们提出这会导致人们重新相信 
在生物学上固定不变的、先于社会的种族身份和种族差异。许多人会同

义社会中，正在民族和医学的联系中形成的集体化形式不是种族科学的
35

“遗传病”的发生率。在中国，在2002年之前，一■项明显的优生人口政 
策被庄严载入法律之中，该政策旨在阻止那些患有遗传病的人生育子 
女，它特别强调的是精神疾病。”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中，这样的计划 
不是依据优生学进行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人口质最这个角度出发进行 
的，而是试图减少或消除严重致残的疾病。比如在塞浦路斯，在征得人 
民、教堂和政府的同意后开始了系统的全国性检测计划，还是通过婚姻 
咨询的方式发现和消除囊性纤维化。”这些例子表明在种族或民族类别中 
表达基因组知识可能产生的生物政治影响并不内在于生物技术本身：它

意罗伯特•辛普森的观点，即“这样的思维……导致选择和排除这些温 
和的做法，它们很容易为强硬的优生学铺平道路，这种优生学如此残 
酷地给20世纪留下了伤疤，并且可能还会给21世纪留下伤疤”(Si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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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见Heyer 2002） o并且，至少在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身
份的生命政治与作为优生学特点的生命政治截然不同。基因组学时代对
人格的分子重写与适用于个体及其家庭的新“生命策略”的发展有关,
这些策略包括选择、计划、自我实现和谨慎，它们关系到一个人的基因
构成。并且这些个性化的遗传学做法使个体以新的方式将自身置于由种
族界定的责任和自我认同团体之中。

2003年，英国的BBC播放了一部名为《祖国， •段基因旅程》的纪
录片。该节目的制作人对那些来自英国非裔加勒比人社群的人的DNA样
本进行了基因组分析。该研究表明四分之一以上的人有一条这样的Y染色
体，它遗传自可以追溯到欧洲的父系，并因此宣称这表明平均起来，任
何人的祖先有13%是欧洲人。36它还使用了霍华德大学的数据库来分析线
粒体DNA中的序列，这是从母系继承来的。它将这些线粒体DNA标记与
那些由霍华德大学从非洲很多村庄中的人那里收集来的线粒体DNA标记
进行配对，以确定这些英国黑人的祖先被绑架的确切地点。该计划谈不
上独一无二，反而是从基因族谱学中的一个蓬勃产业那里获得灵感的,
基因族谱学利用线粒体序列或Y染色体序列为标记来追溯血统。比如在英
国，2001年成立了 “牛津祖先”公司来进行这样的工作。”仅仅在接下来
的两年中，他们对那些想陆续找到其父系祖先和母系祖先的人进行了  1万
多次分析。虽然他们声称“我们都是人，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 ”，声称
DNA序列和种族或民族之间没有关联，但他们确实用“欧洲人”或“美

38国原住民”这样的术语来划分他们的标记。
在美国，像亲属遗传学和家族遗传学这样的公司，构成了正在迅速

发展的将寻找身份商品化和基因化的一部分，在其中，“技术科学的全球
化语言遭遇个人谱系、身份和家族关联性的秘密”（Nash 2004 ： 2）。如凯

2000： 6）。但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理解与不同的身体部位——如组 
织、血液、DNA——有着一种复杂的、可变的关系（关于富于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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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到国内或国外的特定地点时，难免会被种族化。当然，在选择DNA序
列的特定要素来界定真正身份时有很多选择——通过母系来追溯的线粒
体DNA,追溯父系祖先的Y染色体标记，等等。并且基因组特性在确定
身份时会分裂，通过排除进行确定，集体主体性的界定要通过其他分裂
方式。可以用血统追溯来支持认为存在基因纯正的英国白种人的主张,
或者证明奴隶和奴隶主的混杂，证明英国白人家族有黑人祖先或非洲所
有人具有共同血统。换句话说，种族和基因组学的混合在社会关系、文
化价值观念和政治话语中被利用，它是从它们那里获得其特点的。如纳
什所说的：“自称的反种族主义者、开明的科学家重复下面这一论点，即
认为遗传学研究破除了纯正的、互不相关的’种族'这一神话，他们似
乎不愿意承认新构建的基因亲属关系可能会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或下面这
些方式产生的影响，即理解关于人格、民族性、文化归属、身份和社群

39的观念不可避免地涉及遗传学的方式。”（15）
在先进的自由主义国家中，通过双重支持 方面是身体的支

持，另一方面是所忠于的社群的支持 寻求发现“真正自我”的身
份，这并不是种族所特有的，这是一种更广泛的转变具有的一个方面,
随着对社群“自然”关系的认同取代了对辖域内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
务的主张，关于个体的身体观念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环境中开始引人
注目。因此，这些发展与20世纪基于种族的思维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但
是，它们确实与在其他地方记载的更一•般的生物公民身份形式有很多共
同之处。4"但是这些问题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表现为相当不同的
形式。
在个体身份——有时是个体拥有土地或其他利益的权利 与群体

成员资格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中，在基因组学证据有可能改变人们

瑟琳•纳什所表明的，在祖先和身份的大众模式与科学模式的联合中产 
生的“遗传亲属关系”，在它试图将单体型——就像姓和系谱-•样——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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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持有的关于特定社群之间的关系或区别的“传统”观点的情况
中，悄况尤其如此。比如，在南非，在两个非常穷困的群体——科伊人
和桑人——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着有争议的关系。虽然他们在身体上和面
相上存在相似之处，但每个群体都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感觉自
身优越，而另一个群体低下，据报道说，一位遗传学家最近要求用DNA
证据来确定他们是否可能实际上有共同的祖先，他们对此表示反对，这
是可以理解的。41德娜•戴维斯列举了几个其他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遗
传学研究可能有能力削弱或者支持某个群体的“创始故事”或“集体叙
事”（Davis 2003）。戴维斯引用了一位拉科他苏族人的话，他表达了自己
的担忧，他担心遗传学研究可能会削弱这一观点，即拉科他苏族是在布
拉克山的风穴被创造岀来的，因此是有权获得土地、尊敬和资源的原住
民，这样的证据可能会加强下面这些人的论点，他们认为拉科他族是横
跨白令海峡的移民的后裔，因此实际上他们就像任何其他美国移民群体
一样。她讨论了南非伦巴这一种族的情况，在这里DNA的定序和对比加
强了他们自己要求被当做犹太人的主张，削弱了那些怀疑这一点的人的
说法。并且她考察了萨莉•黑明斯这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对她的后
裔和托马斯•杰弗逊的后裔进行的DNA研究为下面这一观点提供了（不
明确的）证据，即这个黑人奴隶和美国总统发生了性关系，这不仅让杰
弗逊的其他一些后人感到痛苦，而且让黑明斯的儿子埃斯顿的一些后人
感到痛苦，这些人早已有了一个白人身份。如戴维斯所表明的，这里产
生的愿望和恐惧，不是歧视或优生学，而是“让身份受损”（47）。不
清楚的是能否用个体知情同意这种通常的道德方法来对抗这样的身份受
损，因为可以用从--两个乐意的人那里取得的DNA证据提出关于群体的
主张。社群咨询也不是一剂明显的万能药，因为在不同情况下，有建立
在关于血统、相似和差异的不同叙事之上的不同社群。换句话说，在族
群界定中基因组学思考方式的产生和普及，将会对个体和群体理解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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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关系密切，因此它们都被改变了。

药物基因组学和药物的种族化

药物基因组学是驱动医学走向种族分类的另一个因素，它建立在生
物社会性和身份与基因组学具有的越来越多的联系之上，并促成了这些
联系。在药物基因组学中，我们已经看到依据种族对治疗人群进行的基
因划分，还有以下论点，即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政策和临床实践中，必

种药物基因组学成分，收集能让序列信息与药效、剂量和不良反应联系
起来的DNA样本。那些参与遗传药理学药物研发的人中有很多人认为基
因组学研究证实了关于人口群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的长期研究结果——
比如在参与药物新陈代谢的主要酶的活性方面，高加索人和亚洲人之间
的差异——这可能会对不同族群的治疗功效和治疗安全产生影响。比
如，细胞色素P4502D6酶(CYP2D6)催化几种具有临床重要性的药物的
氧化代谢，现在已经知道与高加索人相比，对中国人而言，这些酶中有
很多具有较低的代谢清除率，并且医生给亚洲患者开的量较低。基因组
学分析已经表明在中国人群中，这种酶活性较低的形式更加常见，这是

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的方式提出质疑，并且有时会改变这些方式。身份和 
种族在基因组层面上被改写，凭借分子光学仪器变得可见，与新的自我

须要考虑种族群和民族群之间的基因组差异(Burroughs et al. 2002, Cheng 

2003, Kim et al. 2004, Munoz and Hilgenberg 2005) o 到20世纪结束时，差 

不多所有的药物试验都是根据种族划分或选择其试验对象，并且具有一

由于三联体重复序列和单核昔酸替代层面上的基因组变异。在一个较早 
的例子中，约翰森及其同事得出结论说，“不同种族间的重要差异存在于 
CYP2D座位的结构中，并且他们提出C188-T突变在CYP2D6CH基因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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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药物代谢酶的活性程度中“种族的”、“民族的”或“不同种族间的.
«变化(比如Kalowl982, 1989, Xie et al. 2001).

2001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两篇文章，它们指出对治疗心
力衰竭的药物出现的反应的种族差异(其中包括“黑人”和“白人”患
者之间的差异)(Exneret al. 2001b, Yancy et al. 2001).这些文章在该杂

志上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Bovet and Paccaud 20011 Exner et al. 2001a)

Masoudi and Havranek 20011 Maleod 2001) Ofili et al. 2001( Schwartz

2001a, 2001b) o 一些撰稿人认为这种种族分类本身并不成问题。产生的
数据只表明在某些人口群中，那些对某些药物反应好、不好或没反应的
人占的比例较高或较低，这一盖然性信息并不预测个体反应。因此，他
们认为族群层面的种族差异只意味着开药之前需要进一步基因组测定。
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至少对临床医师而言，种族本身会替代初始治疗
决定中的这些基因组变异，其后果必然是区别对待的。的确，对制药公
司来说，到2003年，在药物的研制和销售中，种族已经是一个替代物,
许多市场上的或者正在研制的药物用于治疗美国特定少数族群中非常流
行的疾病，它们并不是根据遗传药理学试验出售的，而是根据民族或种
族身份，或者甚至仅仅是根据肤色出售的。
苏为坦滴眼液是-一个例子，这是爱尔康公司专为控制黑人患者的高

眼内压出售的。44 2003年12月的一份新闻稿宣布:

《美国遗产》杂志和爱尔康实验室将于2004年1月6日星期二下
午6点-8点在位于纽约市第50大街的福布斯画廊举行第一届苏为坦⑧滴
眼液项目聚焦年度颁奖仪式。该颁奖仪式将为眼科专家在治疗青光
眼方面做出的工作、为他们为了教育和提高非裔美国人社群对青光

较常见，这解释了中国人代谢作为CYP2D6酶作用物的药物的较低能力， 
如抗抑郁药和安定剂”(Johansson et al. 1994)。42许多其他研究者也指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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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健康和安全自愿组织美国防盲协会合作，与主要教学医院的医
生和髙级专科住院实习医生合作，与地方眼科专家合作，在12个
主要城市进行了免费的青光眼佛查。筛查在大型集会和博览会.
以及地方教堂、社区中心和重要文化活动中进行。3000多人参与了这

这一•奖项是马比李•伊弗里亚姆法官主持的，她是全国电视联盟脱口秀
节目《离婚法庭》中的明星——她还在倡导让非裔美国人对青光眼风险
有更多认识的运动中与苏为坦®滴眼液聚焦筛査小组合作，该运动在2004
年与青光眼认识月一起开始，一整年都在进行。••我并不知道非裔美国
人可能患青光眼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出6到8倍，”伊弗里亚姆法官说：“当
我得知美国有一半成年非裔美国人患有青光眼而自己并不知道时，我便
对帮助人们了解青光眼及其风险因素非常感兴趣。”“这些销售苏为坦
滴眼液的方法并不是“基于种族”的药物所特有的。相反，在20世纪最
后10年中发展起来的用于药物商业销售的方法强调加强生物社会团体对
疾病的认识，利用疾病认识运动，建立或资助疾病互助小组，与名人联 
系起来，资助会议，以及能让人们需要该产品的其他方法。那么，在苏 
为坦滴眼液这个例子中，似乎人们看到的只是这一熟悉的方法在发挥作 
用——不管这在其他方面可能多么成问题——而不是种族所特有的一系

些筛查活动，实际上其中15%以上的人被认为是可能会患青光眼的高 
风险人士。“

眼的认识付出的努力给他们颁奖。今年早些时候，生产苏为坦®滴眼 
液的爱尔康公司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多城市的市区拓展倡议——
苏为坦®滴眼液项目聚焦，以非裔美国人社群中的风险人士为目标。 
该计划通过一系列免费的青光眼飾查、全国性和地方性宣传、散发 
教育材料和召开社群教育研讨会，鼓励非裔美国人更注意眼保健和 
他们的眼部健康。苏为坦®滴眼液项目聚焦係查小组与美国主要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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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惯常做法。某些疾病及其疗法的“种族化”很可能是一个后果。
另…种“种族”药物引起了更多争议，这次是与心力衰竭有关。很

多人称，在美国黑人死于心力衰竭的几率是白人的两倍。黑人心脏学者
协会支持对用于治疗非裔美国人心力衰竭的疗法进行的非裔美国人心力
衰竭试验，对该实验来说，这一说法至关重要。该实验导致对-•种特定
药物的宣传，该药的商标是拜迪尔，其制造商硝酸医药公司声称拜迪尔
特别改善了非裔美国人心力衰竭患者的生存。很多人批评这一发展。起
初，有些人认为只是对下面这些数据——它们来自一项开始并不是从这
方面构想的试验一行重新分析，就产生了这一 “研究结果”。据说研
究者在寻找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时尝试了许多细分试验人群的方法,
希望找到任何能用来“保留”某种药物——它在整个临床试验人群中没

纳森•卡恩认为使用这一错误数字是下面这一尝试的一部分，即试图否
认群体间确实存在的健康差异是社会经济和环境产生的差异。他认为,
对遗传学的特别关注将注意力从社会层面转移到分子和个体层面，导致
知识和物质资源的误置，并“为主张必须认可并作用于种族与生物学之
间的新关系的那些人提供了素材”（Kahn 2003： 481 ）o他用资料证明了

资者更有吸引力，通过声称按照顾客的基因档案量身定制治疗方案来积

路线，提出就种族开始被人们理解为一种自然的生物类别而言，基于种 
族的新歧视类型的大门已经打开，并有可能展开筛查计划以确定个体或

累资本，并使他们在2000年重新获得用于非裔美国人的药物的专利，因 
此延长了其专利期限：“很多公司，”他说，“正在用生物学作为一种替代 
物以在药物销售中进行竞争。”（Kahn 2004： 28）他沿着一条类似的批评

法律、商业和医学复杂的偶然性与互相妥协，药物通过这些“变成种族 
的”，并特别提出，这是硝酸医药公司采取的一种策略，以使他们对投

有显现疗效——的东西（Cooper et al. 2003）。有些人怀疑针对种族的医学 

这一观点，试图通过论证作为该医学基础的数字是错误的来削弱它。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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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社会团体的要求和担心联合起来，获得相关社群组织和介入医生的
支持，声称要设法解决某个无权社群具有的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的确,
随后对拜迪尔进行的试验设法解决之前的研究出现的统计学上的不确定
性：该药始终对非裔美国患者有那么多好处，那么不让那些被随机分到

么食品药物管理局是否应该只对这一族群批准该药呢？在这里，在决定
反应的潜在基因序列被确定之前，种族是否只是个临时解决办法？或者
对临床医师来说，或者对那些试图让某种药物获批的人来说，种族是否
是像年龄、性别或体重一样合理的初始指标？关于美国药物销售中的这

al. 2004, Bevan et al. 2003, Condit et a). 2003) o 但是，如已经提到的，在

亚洲很多国家，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药物在不同人口群中有不同的效果这
一•看法。比如，在中国，所有对白人人群研制、试验和批准的药物在争
取获准进口时，不得不接受对中国人群进行的一系列进一步试验，以表

的、排除性的和有害的权力形式有关。
然而，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当代种族化医学的生命政治。就像 

苏为坦滴眼液一样，拜迪尔通过下列方式宣传自身：将自身与一个特定

将个体排除在特定种类的工作和保险之外。从这样■-种观点来看，甚至 
是在充满新的可能性的世界中，在基因组行动主义和生物公民身份构成 
的新空间之中，种族与生物学之间的任何联系，不可避免地与一种否定

安慰剂组的人使用该药就是不道德的，因此第三阶段的试验在2004年7月
被叫停。这一发展再次引起了争议。47因为该试验只包括非裔美国人，那

明该药安全、有效，无疑这也是考虑到这类进口药品对本土制药业造成 
的经济后果和其他竞争性后果(China Concept Consulting & the Information 

Centre of the State Drug Agency 2000) o当然，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经 

营的制药公司关心的是市场占有率，它们将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大限 
度地提高市场占有率，包括提及种族或民族。但是在理解基因组学、身

些发展和非专业认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大量经验研究正在进行(Bate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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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生物社会性和生物经济学之间的这些新关系时，许多批评家的本能
怀疑似乎没有什么帮助。

结论：种族与当代生命权力

让我回到我在本章早些时候谈到的《自然一遗传学》特刊。面对我
已经考察过的这些争议，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供资金的美国能源部，建
立了它自己的网络资源，专门用于少数民族、种族和基因组学.48 2004
年，与美国国立卫生院和霍华德大学一起，他们主办了《自然一遗传
学》增刊《人类遗传学》。该增刊源于国家人类基因组中心2003年5月在
华盛顿霍华德大学举行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的题目是“人类基因组变异
与’种族’”，该研讨会和该辑特刊都是由霍华德大学的研究者提议的。
我在本章中讨论过的各种各样的参与者中有大多数在该研讨会上有代
表。弗朗西斯•柯林斯直接谈到了那些认为种族和民族在基因组医学中
重要的人和那些并不这样认为的人之间的争论，并且得出结论说:

在回顾了这些争论并在霍华德大学开会时听了讨论之后，可以
得出结论，两个观点都是正确的。自我认同的种族或民族与疾病风
险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一系列替代关系……在该图表的非遗传
学方面，种族具有某些可变的社会、文化、教育和经济因素，这些
都能够影响疾病风险。在该图表的遗传学方面，种族是祖先地理起

明显的是为什么自我认

源的有缺陷的替代品，后者反过来是个体基因组上遗传变异的替代 
品。同样地，全基因组变异与引发疾病的特定座位上的变异相关， 
虽然这远远谈不上精确。那些变体与多种多样的可变环境因素相 
互作用，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健康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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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且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在试图理解遗传原因时使用有缺陷的替
代物，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满足于将它们作为衡量环境原因的尺度。
(Collins 2004)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赞同霍华德大学国家人类基因组中心的査梅
因•罗亚尔和乔治娅•邓斯顿的明智看法：“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共识,
即不管’种族'是强加的还是自我认同的，它都是与健康状况有关的各
种遗传学或非遗传学因素的无说服力的替代物。我们正处于分子医学中
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关于族群遗传变异的越来越多的知识将怎样改变人
类健康和身份的主要范式，这仍有待确定。"（Royal and Dunston 2004：

57）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权力和主体性结构中，在这些关于族群中人类
基因组变异的论点中，有问题的不是种族主义的复兴、耻辱的幽灵、复
兴的生物简化论，或是歧视的合法化，有问题的是我们基因组医学时代
如何理解个体和集体人类身份的方式——这些方式正在改变——以及如
何理解这些方式可能对我们如何各自地或集体地管理我们的差异产生的
影响。
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新的管理生命权力的理性观点和技术并不是以

统治和顺从作为普遍原则，虽然它们确实有助于这样的压迫策略。并且
虽然种族在现代管理生命的权力的形成中是个关键要素，但它是以一种
多元的方式体现的，因为“作为一种政治客体的生命”可以并且已经以
对这些东西——生命、人的身体、健康和满足人们需要的医疗——的所
有权之名，被反过来对抗对它施行的控制了（Foucault 1978： 145）.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将种族化医学的政治置于这一当代的复合

同的种族或民族可能与健康状况相关，这借助的是遺传学的或非遗 
传学的替代关系或这二者结合起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疾病风 
险的真正理解需要我们完全超越这些无说服力的、有缺陷的代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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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由权力、权威和主体性构成——之中。我已经概述过的论争清楚
地说明了生命权力具有的“激活人生”的一面对我们现在的重要性，说
明了它被非国家权威人士动用，被辖域化在集体上而非“民族人口”
上，还有它与在下面这样一个时代中重塑个体身份的关系：在这个时
代，健康构成了人对自己所做的伦理工作的一个主要目标。如我们已
经在对族群差异进行的研究中看到的，以健康问题为中心聚集起来的势
力多元化了，包括国内一系列有权力的机构，比如国立卫生研究院，和
一系列跨国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在已经形成的新的生物经济学循环
中，族群差异已经注定可能是重要的，并且在生物科学的大规模资本化
和调动其要素进入新的交换关系这些方面变得具有战略重要性。关于人
类差异的新分子知识正在被一系列商业公司精心规划、阐明和利用，这
些公司有时与政府联合，有时独立于政府，在人类变异与生物价值之间
建立构成性联系。新的生物社会社团和社群种类越来越依据他们对生
命、健康、治疗拥有的权力（和责任）来界定他们的公民身份，并且这
些主动的生物公民要求人们在基因组医学研究和治疗方法的研发中重视
他们所患疾病的特征。以这一在所有层面上的组合为中心，并且在这一
组合之中，许多生物伦理学家和批判性社会科学家• 个完整的“生
物伦理复合体.——已经围绕着宣扬和干预医生、研究者、公司、官员
和其他权威人士的权力形成了，这前所未有。我们需要将基因组医学和
身体身份时代的种族分子生命政治置于下面这一领域中，该领域由生物
社会性和生物公民身份构成，由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构成，由当生物学
从命运进入选择责任这一领域中时个体和社群所面临的艰难伦理选择
构成。





第七章I

神经化学自我

2001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选择“心与脑的交会”作为其在新奧尔良
召开的年会的标题。'这恰逢美国国会和乔治• H.布什1990年7月17日所命
名的“脑十年”结束之时。但是，这里成问题的不是 或不仅是，
大脑，而是“我们自己”，或者可能是我们的“自我”，因此，大事件包
括1999年的“理解我们自己：认知科学”和1998年的“发现我们自己：情
感科学””几年之前，有些人认为计算机会是精神生活的范式，如科普
作家马特•里德利所说：“在大脑的硬件之中隐藏着一种叫心灵的软件。”
（这句话出现在丽塔•卡特1998年的《测绘心灵》的封底上。）但是关
于心脑关系的观念一直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发展。它们由脑显像、神经
科学、精神药理学和行为遗传学中的发展决定。许多人已经讨论了生命
科学和生物技术中的进展正在增强人类改变其生命过程的能力的各种方
式。但是当自我被生物医学技术改变时，当认知、情感、意志、情绪和
欲望向着介入敞开时，会怎么样呢?
人类试图改善和增强自身，这是人类的特点。不可避免的是，在任

何历史时刻，他们是依据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的知识和观点改善和增
强自身的。在20世纪的大约前60年中，至少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和自由主
义民主社会中，人们开始认为他们身体中存在着一个深层的、隐秘的精
神心理空间。他们依据这一观点来评价自己、作用于自己。我们只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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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进行自我描述的心理学语言——有关焦虑、抑郁、创伤、外向性和内
向性的语言一的出现就可以了。或者可以想想从职业指导到军人升职
使用的智力和性格心理学测试、用于销售商品的心理技术、心理治疗的
大量出现。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人类已经变成了身体个体,
越来越认为我们自己是由我们的生理因素决定的，并这样谈论我们自
己、作用于我们自己——和他人。这一身体化已经开始扩展到我们理解
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变化的方式，换句话说，已经扩展到我们的心
灵。虽然我们的欲望、情绪和不满以前可能与心理空间有关系，但是现
在它们与身体本身或者与身体的一个特定器官——大脑——有关系。并
且大脑本身是在一个特殊的语域中被理解的。我提出，我们成为“神经
化学自我”，这意义重大。

超越笛卡尔

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让我用一个文本作为一个初步
研究场所来阐明我的意思。该文本是迈克尔• R.特林布尔发表于1996年的
第二版《生物精神病学》(Trimble 1996) o这一版包括他写于1987年的第

在20世纪的最后50年中，精神病学逐渐详细提出被认为是人类精神 
生活的神经元和神经化学基础的东西。3如果要确定一个转折点，也许会

一版的前言，该前言读起来很有意思。这篇前言长达5页，在前言中，特 
林布尔认为他需要为生物精神病学的存在本身及其科学性辩护，他提到 
之前的30年中出现的他所谓的“知识爆炸”，以此进行辩护。这就是为什 
么他说他将以下面这样一章来开始他的著作的原因：该章阐明了当今生 
物精神病学的“前奏”。这让我想到埃德温•博林在试图确立心理学作为 
一种实验科学的资格时引自赫尔曼•埃宾豪斯的一句话，这句话言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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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期和那段短暂的历史。
这段短暂的历史开始于从理论向假设的转变，后者能够用实验进行

检验，使积累“研究结果”成为可能。该发展似乎因新浪漫潮流的持续

神经化学和神经病理学假设和研究结果取代，尤其是就主要的精神病而
言。”（Trimble 1996： 10）对用生物疗法对患者进行的有效治疗——特别
是给精神病患者服用氯丙嗪的效果——的临床观察，连同20世纪50年代
的精神药理学发现，“已经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大脑概念让我们
来思考，而且使我们可能更全面地理解伴随精神病的潜在的大脑功能和
结构变化”（10）。“功能的”曾是一个被用来描述与大脑病理学不相关的
疾病的术i —它是心理功能失调而非器官结构紊乱。但是现在，似乎
要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使用“功能的"，不是“表示’心理的’词语"，而
是标明一种生理失调。特林布尔直言不讳地说：“有了我们现在的知识,
关于’器官的'和’功能的’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被去除了它的笛卡尔
二元论。"（10）

1987年，特林布尔已经想到人们可能会心存怀疑地考虑、或者批评
或者忽视生物精神病学这一观念本身，因为它立足于一个复杂的知识基
础，因为它进行发现的速度令人困惑，因为以前的批评 医生对患者

统治被延误，后者在20世纪初取代了精神病学，在精神分析运动中达到 
颤峰。但是，如特林布尔所说：“发病机理的心理学理论已经被大量的

赅：“心理学的过去很漫长但历史很短暂o" （Boring 1929： vii）似乎生物 

精神病学的过去也很漫长——这确立了它的声望，但历史很短暂——这 
确立了它的科学性。这段漫长的历史从希波克拉底关于胆汁亲乱的看法 
开始。它经过托马斯•威利斯在17世纪创立神经病学：威利斯认为血液 
或消化系统问题引起的问题影响生气，生气在皮层中循环，向外流向周 
围神经。它经过颅相学、脑定位、格里辛格及其后继者的德国传统，还 
有在大脑的梅毒螺旋菌中发现麻痹性痴呆的根源。这把我们带到了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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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这样的担心。发展“真的是非同凡响的”、“了不起的”，新方法
“为我们回答与该学科主要相关问题”的能力“让我们的前人屏息神往”
（15）.随着现在被重构，它的过去也被重写：“神经病学关注并且一直
在关注最广泛意义上的行为，并且不断地寻找关于脑一行为关系的知识
和精神病理学的身体基础”（19）。这一关于精神病理学的身体基础的主
张受到一整套真理机器支持：特林布尔的引文总共约1200处，从Y H.阿
卜杜拉和K.哈马达（1970）,抑郁症和躁狂症中的3', 5'-环腺育酸,
《柳叶刀》I第378-381页，到R.B.泽普尔斯基、K. O.利姆、E..V.沙利文
等（1992）,精神分裂症中普遍脑灰质体积不足，《普通精神病学文献》
第49页，大约60页后的第195-205页。这是一种十足的真理话语，因由
研究者构成的重要真理群体的发展而变得可能，这些研究者来自不同临
床机构和研究机构，具有不同的专长——医学、计算机操作、DNA,他
们的经费来自各种各样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并且关于我们自己的新真理
似乎并不来自哲学，而是来自研究：研究文章报道临床试验的结果、精
神病学研究和在一系列合适的空间位置进行的动物实验——通常是实验
室、医院或诊所。并且这些文章中有一些有特点的实体。
有大脑本身。人们认为这些精神病大脑是和其他身体器官一样的

“器官”——有其区域和组成组分：前额皮质、基底核、顯叶、边缘系
统、扣带回皮质中的神经元，还有一些相连的身体系统，如脑脊液，或
者被认为表现方式与大脑类似的系统，如血小板。有脑部化学物质:
3', 5'-环腺昔酸、单胺氧化酶、乙酰胆碱、伽马氨基丁酸、甘氨酸,
儿茶酚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血清素及其先质和分解产物、缩氨
酸（包括内腓肽、血管紧缩素和所谓的释放因子），连同其各种各样的先 
质和分解产物。这些化学物质中的大多数都被看做已知实体，其化学成

进行的生物治疗意味着对作为患者的那个人没有兴趣造成的后遗影 
响。但是不到10年之后，他的第二版的序言中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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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以被写下来或者在图表中画出来，虽然它们之中有很多在不久之前
还是假设实体，它们是否存在或者它们在大脑中的存在处于争议之中。
现在它们已经变成了现实，是在说明其他事物时可以援引的东西。有常
常将细胞结构和分子事件融合在一起的大脑功能：受点、膜电位、离子
通道、突触囊泡及其迁移、锚定和释放、受体调节、受体封闭、受体结
合、一元胺和菊萄糖的新陈代谢。这些也曾一度是假设的、不确定的认
识对象，但是现在，人们已经认为它们是实体和过程了。有药物，换句
话说，被制造出来的化学混合物，其分子结构是已知的，人们认为它们
影响或模仿上述的一些或一切：三环抗抑郁剂、立痛定、氟非那嗪、丙
咪嗪、米安舍林、锂盐，还有所有其他的当代抗精神病备用药物。
此外，有实验模型系统，研究者的工作是在这里面进行的：有时

是人脑,有时是体外细胞培养，或者是神经细胞或者是其他细胞，比如
血小板，人们认为在像受体机制这样的特定方面血小板的特性与神经元
类似I有时是动物模型，比如老鼠。有特定的研究技术：对体液 比

进行的生化分析、脑电图、对放射性示如血浆、唾液、脑脊液和尿，
踪剂结合程度的研究，声称能根据血流或能量利用显示脑活动的成像技
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还有检测患者的各种检验和量表，比
如抑郁指数或人格量表。有诊断，显然有描述情绪、情感、认知和意志
紊乱的明确方式，它们使人们能够选择和区分对象组：抑郁症、慢性精
神分裂症、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和人格障碍。他们也是人类受试者。
有时这些受试者被列为摄取药物的参与者，做脑部扫描，死后捐献他们
的组织。有时说他们是以后某一阶段的实验结果或知识发展的潜在受益
者，在研究开始时他们很重要，因为为了获得经费要经常提到他们，在
研究文章的结束段落中他们经常会再次出现，作为整个计划的理由。
不管这些受试者对自身疾病的体验是怎样的，其症状都始终不变，这是
通过将他们与《美国精神病协会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的标准化诊断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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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安慰剂对照和盲法评定——是分别发展的，在20世纪50年分
代汇聚到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在用这种试验

发展到晚期出现的。有进行动物实验的真理技术。有涉及用体液分析、
组织培养、脑功能扫描、DNA定序对精神病观察和诊断之间的相关性
进行的临床研究。将谱系技术、临床技术、实验和统计技术结合起来,
这些技术是行为遗传学中的研究——双生子研究、关联研究、连锁研究
等——的特点。关于真理的战争常常是借助下面的争论进行的，即争论
通过每种技术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具有的相关真实性。但是，如果可能用
一种公认方法确定事实.观察和解释的真实性，那么它们就只可能会是
真理或错误。
生物精神病学中的新思维样式不仅确定了什么被当做解释，而且还

确定了有什么是要解释的。20世纪展现的深层心理空间已经变平了。在这
一关于人格的新解释中，精神病学不再区分器官紊乱和功能失调。它不

作为评估和批准药物的标准中起到的作用促成（Healy 1997： 78）。但是 
对某种抗精神病药物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可能只是一系列其他真理技术

在一起而做到的。因此，受试者表现出遇到各种独特的、臺不相干的状 
况，它们导致了行为异常和病态行为（情绪低落、贪食、恐慌、冲动行 
为、自杀观念或行为），其中每一种至少可能成为一种独特的病征。
最后，在这一组合中，有普遍的真理技术，它们界定和限定一个人 

可以怎样在精神病学中得出这样的研究结果，它们可以在确证或否证、 
真理或错误这一层面发挥作用，具有肯定性效果。用约翰•福里斯特的 
话说，在精神病学于19世纪成为临床医学之时，“用病例进行思考”对它 
来说至关重要（Forrester 1996）。在战争刚结束后，较早的关于候选抗 
精神病药物——比如氯丙嗪和丙咪嗪——的文章利用了对患者产生的效 
果的临床观察。但是现在，药效主要是通过进行双盲、随机、安慰剂对 
照试验或者是RCT来确定的。如希利所认为的，“随机试验的各种组成部



己所是的人的一种转变。这需要一种看待、判断和作用于人类正常或异
常状态的新方式。这使我们能够被以新的方式管理。并且这使我们能够
以不同的方式管理我们自身。

让异常心理可见

如果疯狂和理智存在，我们将怎样了解它们呢？这是在大卫•罗森
汉的经典文章《论在疯狂的地方保持理智》(Rosenhan 1973)中提出的一

个问题。精神病医生怎么能确定他们碰到的人有精神病，更不用说是哪
种精神病了？

19世纪经过改革的精神病院通过视觉回答了这一问题。它们让住在
精神病院的患者向着一种新的可见性敞开。人们做了很多尝试，试着通
过他们的外表对他们进行划分，特别是编辑在埃斯基罗尔发表于1838年
的《图表集》中的那些划分(Esquirol 1838)。每个诊断类别都伴随有对

一个典型病例的描述，该描述集中于患病者的外表和行为，伴随着对一
个真实病例的说明。他还提供了一幅插图 幅素描。如桑德•吉尔
曼在其《看见精神病患者》中的杰出分析所表明的，这一表现方式将精
神失常者的形象与其生平联系了起来，并且使各种精神失常在姿势、姿
态、肤色方面变得可见(Gilman 1982)。对这些治疗精神失常者的新医生
来说，精神失常者的视觉形象以例子的形式被融入生平之中，并且被刻
写在精神病学认识论和诊断实践的核心之处。
临床医学诞生于19世纪。医生的凝视投入到身体的内部。这一临床

再关注精神或者心灵。心灵只是大脑的所作所为。而且如今已确认，精 
神病变只是大脑某种错误或异常造成的行为后果，这种错误或异常可以 
被识别，可能被纠正。这是人类本体论中的一种转变——是我们认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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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该凝视。这一看的新方式被铭刻在解剖图谱之中——生病的是身体
本身。5如米歇尔•福柯所说：“凝视投入到空间之中，它赋予自身的任务
就是要穿越这一空间……在解剖一临床经历中，医学的眼睛必须……随
着它深入身体之中，随着它进入其身躯，随着它绕过或提起其堆块，随
着它向下进入深层之中，看到疾病在眼前展开。疾病不再是一堆散布在
身体表面各处的性状，而是被统计学上可观察到的伴随状态和演替联系
起来……生病的是身体本身(Foucault 1973： 136)

19世纪精神医学的凝视试图获得这一深度但失败了。6它仍专注于
身体表面——忧郁症患者的姿态、注视、肤色，躁狂者的姿势，療病患
者的动作。指导精神医学的图像差不多是一样的，从埃斯基罗尔1830年
的《图表集》中的图画，到40年后出现在巴克尼尔和图克的《精神医学
手册》中的仔细分阶段的照片。因此，巴克尼尔和图克发表于1874年的
《精神医学手册》第三版的卷首插画展示的是七幅图像(在德文郡精神
病院拍摄的照片)，说明那些不幸的急性躁狂症、急性自杀性忧郁症、继
发性痴呆、原发性痴呆、全身麻痹症和傲慢性偏执狂患者的面部特征、
表情和穿衣方式(Bucknill and Tuke 1874)。在每种情况中，视觉图像对区

别病征的临床实践至关重要。
精神病学现代性的两个知名人物克雷珀林和弗洛伊德以他们不同的

方式各自标志着远离眼睛。他们各自通过降低观察的地位而代之以解释
让患者的内部向着医学知识敞开。19世纪末在德国工作的克雷珀林，真的
用大量插图阐释其教科书，但是这些插图仅仅只是插图而已。插图的诊
断角色已经被个案史取代：症状学、病因学和作为诊断关键的预后的年
表(Kraepelin 1903)。弗洛伊德偏离了他的老师沙尔科的方法，还有沙

凝视将身体表面可见的症状与内部的器官位置和损伤联系起来。诊断一 
种疾病就是要依据导致该病的内部器质性功能障碍来解释症状。在活着 
时，像听诊器这样的设备増强了临床医学的凝视。'死后，尸体的解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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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科对患者的分阶段说明和他发表于自己的《图像学》中的照片（Didi-
Hubcrman 1982, Didi-Huberman and Charcot 2003）。弗洛伊德说沙尔科是

看的人，但弗洛伊德却不是看的人——在英语版的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
集所包含的24卷著作中的任何一卷中，都没有患者的照片或图像。在精
神分析学中，在伴随精神分析学的各种心理治疗中，眼睛让位于耳朵:
患者的声音是通向无意识的坦途。作为神经病、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的

所提出的，这里创造的是一个新客体- 11、灵:

的真理，这需要的不是清楚易读而是鼓励。患者要说话、坦白、吐
露心声；疾病从可见之物变成了可听之物。（Armstrong 1983： 25）

在整个20世纪前半期直到进入20世纪60年代，对患者体内这一心理 
空间进行的阐释开始划定精神病学的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精

一个心理空间'"展开了，并且成为精神病学凝视的优先对象：个体的内 
心空间。这并不是19世纪的心灵——“一个与大脑组织相连的理性空间”
（26）——而是一个“道德”空间，它存在于脑器官和社会行为空间之

神经错乱开始被置于一个心理空间中，这个心理空间是存放生平和经历 
的地方，是思想、信仰、情绪和欲望的起源之处。如大卫•阿姆斯特朗

心灵是用语言展现给凝视的。虽然在旧体制下，患者的身体对 
医生的询问来说必须清楚易读，但是在新的体制下，身体生产自己

间，是家庭关系和人类关系沉积下来的东西，也许甚至还有社会中的集 
体存在沉积下来的东西叠加于其上或者刻写于其上。人们看不见这一空 
间，它只能被分析家阐释或者被诗人或艺术家想象。

山 心理空间（Psy-shaped space）:这里是指**psy"chologica） space,但是作者在这里戚予了 

“psy*'（心理）特别的意义，即涵盖所有的心理科学和心理学实践（咨询、心理治疗、精 
神分析等）。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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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着智者和伟人。下山的路通向警察局。
当然，就连19世纪支持道德医学的人，就像埃斯基罗尔，也认为精

神失常是种大脑疾病。在德国、奥地利，尤其是在瑞士，神经病学家试
图让精神病学对象的病态内部变得可见。像布罗卡、弗莱克西格和韦尼
克一样，许多精神病学家都盯着他们的显微镜。他们仔细观察来自精神
病患者的大脑切片，在大脑皮层、额叶和神经元中寻找病理损伤。虽
然解剖了无数已死精神病患者的大脑，但19世纪的精神病医生仍然不能
在大脑中找到导致思想、行为、情绪或意志不正常的异常。在20世纪早
期，这些试图从已死患者的大脑——被选取、切片、染色和放大——损
伤这一角度让精神病可见的尝试被精神分析学家大肆嘲笑。它们几乎给
精神病医生提供不了什么：它们对治疗没有影响，只能用于患者死后。

结果证明神经解剖学的发展更有成效，它通常将•实验研究结果从动
物扩展到人：在这一过程中，大脑开始呈现为一个器官，它的各局部区
域有特定的精神功能。早在1891年，伯克哈特就试图通过下面这一方法
让焦虑不安的和产生幻觉的患者安静下来，即破坏大脑皮层中位于被认
为控制感觉功能的大脑区域和被认为控制运动功能的大脑区域之间的狭

神病学的问题来自它不能表明与其诊断相关的器官。这一问题出现在法 
庭裁定的刑事责任中：精神病医生常常发现他们自己对精神失常的诊断 
无法符合证据和证物的法律标准，出现在文化论争之中：批评家们认为 
精神病学诊断只是用医学方法处理异常行为，支持父权制社会秩序的规 
范，出现在政治争议中：西方精神病学专家指责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同胞 
们在政治上滥用精神病学判断。在20世纪70年代的反精神病学中，精神 
病学诊断是个“类型错误”，它将差异、扰乱和异常行为不当地转变为疾 
病。乔治•冈纪兰姆1956年在巴黎大学做演讲时所说的一句有先见之明 
的话表达了这一困境(CanguUhem 1980) 0冈纪兰姆指出，就像巴黎大学 
本身一样，精神科学处于两条道路之间。上山的路通向先贤祠，那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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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20世纪30年代，埃加斯•莫尼斯研发岀额叶白质切断术技术。莫尼
斯对雅克布森的一篇文章印象深刻，后者当时在研究破坏猴子和黑猩猩
的脑额叶前部区域对解决问题产生的影响。他顺便提到在该手术后，更
容易激动的动物变得更平静。莫尼斯决定在人身上进行尝试，并于1936
年报道了对20个患者——他动手术破坏了他们的一部分额叶——产生的
效果，他首先通过注射酒精破坏部分额叶，然后通过脑白质切断器这一
手术仪器来切断神经纤维(Moniz 1948, 1954, Valenstein 1986) o美国的

沃尔特•弗里曼和簷姆斯•沃茨釆取了这些方法，他们发明了一种通过
眼眶进入大脑的技术，他们使用的工具是仿效冰锥制造的(Freeman and
Watts 1942, 1950) o到1984年，全世界大约2万个患者做过了前脑叶白质

切除术。1949年，莫尼斯因为此项工作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奖。当然，现
在这一工作肯定非常有争议——那些接受了该手术的人中有很多人，如
果不是大多数人，遭受了不可弥补的精神功能损失。虽然如此，人们将
这些发展与将大脑直观化为一种已分化器官的新方式联系起来，这一器
官上遍布具有特定精神功能的局部神经通路，能够接受局部介入。
但是能否在活着的大脑中看到精神失常呢？ 20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电

子显微镜：首先是传递，然后是扫描。现在，脑组织成像的分辨率比
目视显微镜能达到的成像分辨率高出1000倍，但只是在死后。头骨的特
征确保了大脑在很大程度上抵制用X射线或其他早期技术让它变得可见

(Kevles 1997)。但是，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一系列发明克服了这一障
碍；20世纪60年代的计算机断层摄影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单光
子发射计算机化断层显像、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核磁共振成像,
以及后来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许多使用这些技术的报道写的好像我们
现在能够直观活着的人脑的内部，并在它思考、感觉、强烈地表现感情
和欲望时实时地观察它的活动——我们能够在活生生的大脑的活动中看
到“心灵”。因此，似乎我们能够使用这些关于不同区域中大脑活动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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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个向医生的眼睛展现的身体器官。在21世纪初迅速浏览-下万维
网，就会知道有些人认为他们看到了什么。

以一个叫作脑观看有限公司的组织为例，该公司声称为大脑和行为
研究提供最先进的软件，并且你可以花不到50美元从该公司买到一张动
画大脑光盘，该光盘适用于“医学疗法、牙科疗法、护理疗法、神经生
物学疗法、生物学疗法、心理学疗法、辅助医疗、物理疗法、职业疗法
和康复疗法、药品销售和其他与医学有关的销售，以及训练团体”。他们
展示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似乎显示了大脑中双相障碍症状的活动
周期，这些疾病现在看来是无可争议的，可以在患病器官的颜色中看见:
“这些大脑扫描显示的是在双相情感障碍的轻度躁狂或躁狂阶段大脑中
产生的新陈代酎活动。红色表示最高程度的新陈代谢，接下来是黄色、
绿色和蓝色。” 7像这样的图像不只适用于教育——看起来它们还有临床
用途。因此，根据一位在亚蒙行为医学诊所工作的精神病医生所说：“由
于将复杂的或抵抗性的抑郁症与其他疾病区分，让能够看到’大脑变

因此可以用扫描让一个不情愿的患者相信她“真的”病了——似乎
病了必然意味着大脑器官本身必定不正常:

化’的患者更加顺从，并且将抑郁症归于亚型，单光子发射计算机化断 
层显像对诊断和治疗这些抑郁症很有帮助。” 6

像来客观区分正常的和病态的功能。这样的主张导致对医学和研究设备 
中的扫描机器进行巨大投资，导致在医学程序和研究中越来越常规性地 
使用这些扫描。当然，事实比对它的通俗表现更加复杂：大脑扫描产生 
的数据被-个像素一个像素地绘入对大脑空间的标准展现之中，以创造 
这些“真实大脑”的拟像(Beaulieu 2000, Dumit 1997 , 2003)。但是，这 

种将心灵直观化方式具有的表面上的逼真性不只有修辞意义，或者甚至 
是临床意义。它一直是认识论的。被直观化的活生生的大脑现在似乎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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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妮在生了她的第一个孩子15个月后来向我求医。 在
诊断她息有重性抑郁症后，我让她服用百忧解，并开始对她进行心
理治疗。仅几周之后，她的症状就减轻了。几个月后，利•安妮中
断了治疗。她将百忧解和用于“抑郁症患者"的办法联系起来。
她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抑郁症患者，或者不愿意被打上抑郴症患者
的烙印。在停止治疗几个月后，她没有不良反应。然后症状又出现

当利•安妮再次来向我求医时，她仍不想相信她有什么’‘问了
题”，因此她仍拒绝重新服药。在我订购了一项对她的深层边缘系统
进行评估的脑研究之后，我就能向她指出在她那一大脑区域中脑活
动明显增加。它为我提供了需要用来说服她重新再服用一段时间百
忧解的证据。9

欲望也是一种具有可见形式的大脑状态。比如，可卡因痛君子的渴
望可以在脑中看见：“安娜•罗斯•齐尔德雷斯博士……使用正电子发射
断层成像扫描观察可卡因瘾君子毒瘾发作时牵涉到的大脑系统……她发
现边缘系统的特定部分——与情感和动机相关的那部分大脑，包括下丘
脑和扁桃体——在扫描时’变亮了 '，这表明这些区域被激活了在
这里，阐释已经和图像本身融合在一起：创作这种图片的不可避免的巧
妙过程消失了，铭刻在生成它们的计算机程序的结构和规则系统之中。
这些通俗的描述以简化的措词重述了一种观察方式，在对渴望

(Brody et al. 2002)、抑郁症(Beaurcgarde 1988)、焦虑症"以及很多其他

疾病进行的研究中，这一方式正改变精神病学凝视，并且在临床上越来

前写《测绘心灵》时只是稍微夸大了那正在发生的转变:

越被用于精神病学中的鉴别诊断(参见，比如Gupta et a】. 2004, Hughes 

and John 1999, Krausz et al. 1996) . 12也许科学记者丽塔•卡特在大约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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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的生物学基础现在可以被证实了：没有人看到某个受某
种痴迷驱动的人的大脑中疯狂的、局部的活动或者一个抑郁大脑发
出的暗光，还可以合理地怀疑这些是身体疾病而不是不可言喻的心
灵疾病。同样地，现在确定愤怒、暴力和错误知觉的构成的位置并
观察它们的构成，甚至发现表明心灵复杂特性——如善良、幽默、
无情、爱交际、无私、母爱和自觉——的体征都是可能的了。（Carter

1998 ： 6)

当好像可以在大脑中看见心灵时，人与器官之间的空间变平了- 灵
就是大脑的所作所为。

将精神病学诊断分子化
将行为与其器官基础之间的距离拉平，这也是新的精神病学诊断凝

视的特点。它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精神病种类越来越细致的剖析。在
美国对精神病种类进行系统划分是作为一项统计计划而非临床计划开始
的。184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 “白痴/精神错乱”的发生率。1880年的人口
普查甚至使用了7个类别——躁狂症、精神忧郁症、偏执狂、局部麻痹、
痴呆、耽酒症和癫痫。1918年采取的最早的官方疾病分类学，试图对大量
被关在精神病院中的人进行分类。1952年出版的首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 
计手册》，是由美国精神病协会的命名和统计委员会在精神病学的战时 
经历之后准备的，它将精神病看做个性对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生理因 
素的反应（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52） „ 1968年出版的《精神疾 

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二）》有134页，包含用精神分析学的阐释性语言表 
达的180个类别。1980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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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类别都由一套客观“可见的”标准界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7) o理想的是，其中每一个类别都是一种不同的疾病，有独特的病因
学和预后，能接受某种特定的治疗。1994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
手册(四)》达到了886页，划分了约350种不同的疾病，从急性应激障碍
到窥阴癖(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四)＞〉警告说任何诊断小组内的个体
都是多种多样的：手册的类别只是用来辅助临床判断。但是它对诊断特
异性的宣传，与潜在病征中的特异性这一观念有关。20世纪初的宽泛类
别——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神经官能症——不再能满足需要了。情
绪、意志或情感病征在一个不同尺度上被剖析。精神病学凝视不再是克
分子的而是分子的。并且是依据另一种大脑形象——当代神经科学的大
脑形象——和治疗介入形象——精神药理学的形象，对疾病进行分子划
分。开始时人们认为虽然神经自身借助化学手段传递信号，但是神经之
间的传递、跨突触的传递是电子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
开始认为该过程是化学的，渉及被称为神经传递素的小分子，开始是一
元胺、多巴胺、降肾上腺素、肾上腺素、乙酰胆碱和血清素。这一新的
神经传递形象与关于抗精神病药物的研究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都认为给那些被认为患有精神病的人施用

的药物产生的作用相当一般，比如作为镇静剂或兴奋剂。但是人们假定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的“现代”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精神病的氣
丙嗪、治疗高血压的利血平、治疗焦虑症的巴比妥、治疗抑郁症的丙咪
嗪等——能对情绪、思想或行为产生特定效果，因为它们对大脑有特定
作用(Healy 1997 , 2001),到1955年，技术发一如荧光分光光度计的

发明一人们能够“发现被认为以极少的量存在于大脑中的化学物质

差不多500页，常常被看做对20世纪70年代的精神病学合法性危机的回应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0)o 1987年的修正版有292个类别，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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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最变异”，并且让史帶夫•布罗迪将给兔子施用利血平与兔子脑中血
滑索数量降低联系了起来(2001： 106)。如希利所说，“首次在行为与神
经化学之间建立了桥梁”(106)。将在这座桥上流动的是诊所、实验室和
I：厂之间越来越快的交易流。每种疾病很快会被归于某个特定神经传递
素系统中的异常，在大学和制药公司的实验室中进行的深入研究试图分
离下面这些化合物，它们特有的分子结构能够使它们以该异常为标靶,
改造或修复该异常。该研究体现并支持了一个关于分子特异性的梦想,
50年来，该梦想将精神病病因学与精神药理学紧密结合起来，并且作为
制造和销售所有现代抗精神病药物的基础，这些药物声称是适合特定诊
断的疗法。
我开始时讨论的特林布尔的教科书中反映的精神病学真理技术的改

变暗示了这些发现。一整套研制药物和检验假设的实验体系应运而生,
包括动物模型——特别是老鼠，体外体系和新类型的复杂设备。新的实
体应运而生 受点、膜电位、离子通道、突触囊泡及其迁移、锚定和
释放、受体调节、受体封闭、受体结合。这些实体开始是假设实体，然
后在实验室中得到证实，接着成为当之无愧的实验实体，最后成为现
实，似乎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或其他可视化技术让它们变得可见。
新的力量参与进来，不仅有许多研究科学家小组，许多各种各样的新专
家期刊，还有授予基金的大型机构，当然还有制药公司。因为这些过程
不仅是发现的过程，而且是介入的过程——在创造介入措施操控神经化
学大脑的功能的过程中，神经化学大脑变得可知。
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分子脑过程已经得到足够的认可，能够在

成为惯例的视觉模拟中得到表现。这些表现中最好的，比如斯蒂芬•斯
塔尔所著的《精神药理学精要》，充满了模拟神经元过一它们导致了
不同病变——的图像(Stahl 1996)。在斯塔尔的图像说明中，分给每种神
经传递素一个图标• 比如，降肾上腺素是个三角，每个受体用一个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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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被切去一•个三角的长方形——该
神经传递素就像钥匙插到锁中一样插入其中。这样的图像似乎能够表现
以“正常”速度释放其神经传递素 降肾上腺素 的単胺能神经元
的正常状态。它们似乎表明破坏降肾上腺素的单胺氧化酶、让降肾上腺
素停止发挥作用的“降肾上腺素重摄取泵”和对降肾上腺素的释放做出
反应的降肾上腺素受体起作用的正常状态。比如，可以提高放大率来表
明离子通道的作用，表明它可以被兴奋剂打开、被拮抗药关闭的种种方

分子特异性。一旦以这种方式想象病变，就可以从视觉上表明它们是偏
离“正常”状态的变异。因此，可以将抑郁症直观化为对神经传递素的

角度理解抑郁情绪。可以从中脑边缘多巴胺通路中多巴胺神经元过度活 
跃这一角度来想象精神分裂症，这可以用一幅表明多巴胺分子跳过突触

式。这些众多的、令人信服的模拟将一种实际的物体性、图标符号和毫 
无生气的真实结合起来。”它们还绘制了示意图，表明不同类型的疾病的

的活动图像来说明，显然在“精神分裂大脑”中多巴胺含量过高。
或者分析可以更加复杂，但思维方式是相同的。比如，可以从某种 

特定的多巴胺受体亚型调节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的能力受到某种损 
伤这一角度解释一种特定的精神病。因此，东北大学制药科学教授理查 
德• C.迪阿斯在《科学美国人》网络版上写文章时，为“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身体和大脑怎么了？”这一问题提供了这一答案，即：

消耗——这是著名的被过分简化的“抑郁症血清素假设”的一种视觉形 
式，该假设从大脑特定区域内的突触中该神经传递素浓度低得异常这一

我们的研究发现多巴胺能通过活化多巴胺D4受体促进膜磷脂的 
甲基化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D4受体与N一甲基一D-天冬氨酸受 
体络合，这表明磷脂的甲基化作用可以调节N—甲基一D一天冬氨酸受 
体的活性。只有在人和灵长目动物中，D4受体才具有一种重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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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抗精神病药物的作用是从下面这些方面来设想的——它们具有堵

的地位建立下面这一点之上：它声称自己是第一种这样的药物，它的分
子是被特意制造出来以扰乱某一个神经传递素系统的一个方面，而且只
扰乱这一个方面。盐酸氟西汀声称能增加突触中可用血清素的浓度。它
似乎是通过扰乱血清素的再摄取而增加其浓度的，因为它连入神经元
膜的确切位置——受体，否则再摄取会通过这些受体发生。因此就有
了关于百忧解是-种智能药物、一种药效纯净的药物的炒作。据称,
正是其特异性解释了这一事实，即它没有产生以前的抗精神病药在临床
观察中或偶然发现的有害效果。拖曳的步态、口干、颤抖等都是“药效
杂芜的”抗抑郁药造成的，因为它们同时影响了许多系统中的位置。
但是似乎那一时代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分子病将接受靶向分子
治疗。
到21世纪初，正是从这些方面向潜在患者解释精神病和药物作用

的。比如，2002年对百忧解网站的访问显示了下列内容:

塞某个特定再摄取泵的能力，或与特定种类的受体结合的能力。并且人 
们是依据这些方面发明、试验、出售它们，将它们开给患者的。百忧解 
没有成为…种标志性药物m,因为它比以前的抗抑郁药更有效。百忧解

特征，促使其与突触上的N-甲基-D—天冬兼酸受体络合。这一研究 
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可能是因为多巴胺D4受体通过磷脂甲基化作用 
调节神经突触上的N-甲基-D-天冬氮酸受体的能力受到某种损伤而 
造成的。该调节可能对人正常的注意力和认识能力很重要。''

|1］标志性药物：iconic不仅是时髦，更是标志性的、旗舰性的、有特殊或一定含义的药物，在 
这里指药物具有某种时髦地位或与特定生活方式有关，像可卡因、海洛因.摇头丸等很可 
能是标志性药物的例子。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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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没有被充分理解，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即抑郁症患者大脑中的神经传递素——让脑中的神经细胞彼此交流
的化学物质——失衡。许多科学家认为血清素 这些神经传递素
中的一种 失衡可能是一个导致得抑郁症和抑郁症严重程度的重

百忧解可能有助于通过增加大脑自身对血清素的供应来要因素
纠正这一失衡 其他一些抗抑郁药似乎除了影响血清素之外，还
影响其他神经传递素。因为百忧解选择性地只影响血清素，它可能
比其他种类的药物造成更少的副作用 虽然不能说百忧解能'‘治
愈”抑郁症，但它确实有助于控制抑郁症的症状，让很多抑郁症患
者感觉更好，恢复正常的功能。，5

到2002年，这已经是一篇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文章了——不引人注意是因
为它已经成为对抑郁症及其疗法的普通常规说明——只是由于那些表明
神经传递的漫画插图，它才与众不同，据这些插图显示，在“正常大
脑”中大量血清素分子平静地跳过一个突触，“服用百忧解的大脑”被
药片堵住了再摄取位置，因此让突触重新拥有了恰当数量的血清素分
子。模拟图片强大的说服力完全掩盖了其根本上的想象性，图片本身逼
真地刻画了整个解释结构、诊断方法和治疗策略。
当然，文章本身可以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功能。下面表明了生产商在

他们发布的信息中是如何向医生们描绘帕罗西汀的作用的:

据推测帕罗西汀的抗抑郁作用 它在治疗社交焦虑症……强
制性障碍和恐慌症方面的效果与中枢神经系统中由抑制神经元再摄
取血清素造成的血清素活性增强有关（5—羟基色胺）。对人类服用
的临床相关剂量进行的研究表明，帕罗西汀阻碍将血清素摄取到人
的血小板中。在动物那里进行的体外研究也表明帕罗西汀是种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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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直与对其他精神药物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抗胆械能作用、镇定作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完整的分子论证方式，其目的是强调诊断
和药物作用方式的神经化学基础的特异性。因此，这一思维样式既是精
神药理学的，也是商业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解释结构，连同
其有关特异性和选择性的语言都已经成了抗精神病药物制造过程的一部
分。这体现在认为所谓不同的药物是指抗精神病药物、抗抑郁药、抗焦
虑药等。但是，如乔安娜•蒙克里夫和大卫•科恩所认为的，证明这种
特异性的证据实际上非常缺乏说服力(Moncrieff and Cohen 2005)。如

药物研制的历史所表明的，这些主张来自组织精神药理学研究、药物

特异性的主张常常源于使用的评估形式——比如，致力于在被认为用来
衡量抑郁症或精神病的量表上减少一分 或者将某些现象当做“副
作用”而不予考虑(许多这样的研究都列举在Moncrieff and Cohen 2005

中这些对引起情绪、思想过程、行为变化的分子机制进行的说明将
我们带回到诊断分子化这一问题。但是首先，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个方
面——遗传学方面。

试验、临床观察和许可申请的种种方式(Harris et al. 2003, Healy 1997, 

2001)。的确，有大量证据表明所谓的“特效”药实际上作用很广，对

强大的、高度选择性的神经元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对阵肾上腺素 
和多巴胺神经元再摄取只造成非常微弱的影响。体外放射配体结合 
研究表明帕罗西汀不受草毒碱受体、受体al、受体a2、肾上腺 
素能受体、多巴胺受体、5—羟基色胺受体1和5—羟基色胺受体2和蛆 
胺受体吸引；蕈毒碱受体、组织胺受体和al肾上腺素受体的拮抗作

用和心血管作用联系起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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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命运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2001年2月11日公布的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并没

有提供一个主序列，一个常态基因组，与该常态比较，所有变异都可以
被看做是病变。相反，在基因组上有上百万个座位，在这些座位上一个
小小的碱基就让人与人不同——比如，一个C取代了A。',现在看来，这种
变异——这种单核昔酸多态性——对每个被认为是一个“基因”的序列
进行了标记。只有少数特征和亲乱符合以前的“孟德尔”观点，即认为
基因是遗传单位，是存在于少最等位基因中的单个实体，其中有一些是
正常的，另一些是病态的。生命科学真理话语的改变对精神病学产生的
后果是深远的。

19世纪，关于精神病变遗传的论点都采取相同的方式。损失大量钱
财、饮酒过度、手淫等诱因会导致遗传的易染病体质或体质虚弱发展为
症状明显的病变。人们认为精神病是遗传的受感染体质的诸多表现之
这一受感染体质一代代地往下遺传，这可以在遗传图表中看到，表

上的黑方格或圆圈一标明家族中受感染的男人和女人——表明有缺陷
的遗传物质代代流传下来。直到“二战”爆发，在优生咨询中，表明各
种神经错乱及其与低能、淫乱、犯罪行为和所有堕落表现的联系的谱系
图都相当常见。这些表明遗传性缺陷的图像会为那些考虑结婚的人和有
这种历史的人提供指导，建议前者查看他们未来伴侣的家族史看看是否
有表明这些缺陷的迹象，而后者在生育前应该三思。
但是在当代生物学思维样式中，没有某种单一的遗传性素质或者某

种体质一定是健康的或退化的。我们都有容易感染不同疾病的基因组,
这些易感染性是微小的、互不相同的、分子的。还有一种绝对的遗传病
理学的逻辑，如在像亨廷顿症这样的疾病中，但该逻辑也不是一种宿命 
论逻辑。”这种显然无法调和的遗传病理学仅仅是一种相当不同的认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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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基因控制生产和运送下面这些要素所需蛋白质的合成：调节神经元活
动的神经传递素、受体、酶、细胞膜或离子通道。
让我随意从一篇讨论某种与攻击性行为有关的精神分裂症亚型的文

章中举个例子（Sttous et al. 1997）。该文认为该病与一种 一该酶叫儿

代。已经表明该酶参与某些神经传递素的分解。因此，该酶构成中的错
误将会打乱这一分解过程，导致大脑特定区域的突触含有过多或过少所
说的神经传递素。斯特劳斯等着重提到其他声称冲动行为与这些神经传
递素的合成或分解中的异常现象有关的研究。不管这一论点多么奇怪,
多么有偏见，但显然我们的研究者想的不是单个基因和单一的病理学。
他们试图在多个基因系统的多个座位上发现变异，这些变异造成特定环
境中表型的连续分布和特定疾病的易感性。
在当代精神病基因组学和行为基因粗学的思维样式中，我们现在处

于后基因组学的多元发生易感性时代（McGuffin et al. 2001, Plomin and
McGuffin 2003）.因此，虽然2001年3月《科学美国人》的标题宣布“发

现了第一个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但它实际宣称的大不相同：为一种
叫WKL1的蛋白质——人们认为它参与生产将神经传递素运送给神经元的
离子通道——编码的22号染色体上某个碱基序列的多态性，可能会增加
某个个体得某种精神分裂症亚型的可能性:

极端的例子。这是“易感性”的凝视。2"说一个人容易感染某种疾病，比 
如双相情感障碍或精神分裂症，不只是说，就像过去那样，这个人因为 
家族史而有患病的风险，或者因为对族群的流行病学研究而将这个人归 
于某个风险类别中，也不是说某人有“导致”该病的"基因”。现在的主 
张是可以在基因碱基序列的确切座位上确定导致易感性增加的变异，这

茶酚邻位甲基转移一基因中某个碱基的变异有关。已经确定该基因 
的位置在染色体22qll上，并且已被定序。该变异是DNA序列中从G （鸟 
嚥吟）变为A （腺嚟吟）。这导致该酶158密码子中的蛋氨酸被缎氨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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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基因突变能够解释毁灭性神经精神病——如精神分裂
症——的一系列复杂症状。但是来自德国朱琉斯一马克西米利安斯-
维尔茨大学的科学家巳经对准了22号染色体上一个基因的突变，它

种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其特点似乎在紧张性精神分裂症
是严重的精神崩溃和身体动作紊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将
在即将出版的一期《分子精神病学》上说明他们的研究结果……初
期的关联研究让由遗传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组成的小组
更仔细地观察22号染色体——他们尤其关注这样一种基因，它为一
种叫WKL1的蛋白质进行编码。该蛋白质似乎与离子通道和跨越细
胞膜的复合体具有很多共同特征，并且有助于沿着神经元转运电流。
(一个间接相关的离子通道 钾离子通道KCNA1——的突变，造

成了一种罕见的动作失调，叫做周期性共济失调)。重要的是，研究
者发现WKL1基因只是在脑组织中进行转录。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以
确定在其他有精神分裂症病史的家庭中，或者在该病的非遗传情况
中是否发生了同样的WKL1突变。科学家们希望他们的发现有助于说
明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某些生理机制，并且最终有一天会找到更好的
治疗选择。”

并且在这里生物学不是命运，因为大门显然是向着精确制造这样的
治疗分子敞开的，该治疗分子将准确地以分子异常——它存在于遗传筛
査表明那些有此多态性的人身上——为标靶。21世纪初的几年中充满了乐
观主义。进行基础研究的神经科学家声称“发现新的神经传递素和它们
的活动地点为治疗介入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Snyder and Ferris 2000：

1738)。有些人声称关于抑郁症的细胞神经生物学的新理解会促进研制新
的治疗剂——它们将直接以这些通路中的分子为标靶(Manjiet aL 2001a, 
2001b)。精神病学研究者对他们寻找易感性基因和临床症状出现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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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的相互分子化这一问题。
2002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出版了一本书，完成了为下次修订《精

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做计划——即《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五)》——的初始阶段，该阶段开始于1999年(Kupfer et al. 2002)。

这部引人人胜的著作包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如疾病(disease).病

(illness)和紊乱(disorder)是科学和生物医学概念还是必然牵涉某种

价值判断的社会政治词语。该书由六个主要章节组成，每章都被写成一
份“详细报告”，以激发关于这一修订本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的讨论。这些
详细报告的第二份报告，由丹尼斯• S,查尼、大卫• H.巴洛、凯利•博
泰伦、乔纳森• D,科恩、大卫•戈德曼、拉克尔• E,古尔、林克明、
胡安• F.洛佩斯、詹姆斯• M.米多尔-伍德拉夫、史蒂夫•莫尔丁、埃

论，精神病学迄今为止未能确定一种能帮助诊断某种严重的精神病，或
者帮助预测对精神药理学治疗的反应的神经生物学表型标记或基因。并
且同时，他们着重指出《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四)＞〉的解释中实
际上没有生物学，依据的仅仅是症状簇和临床病程的特征。他们对实际

划》(Charney et al. 200)。这些作者的观点比上述引用的一些文章的观点 
要小心谨慎得多。他们指出虽然不缺乏关于精神病原因的神经生物学理

里克• J-内斯特勒、斯坦利• J-沃森和史蒂文• J.扎尔克曼撰写，标题 
为《为制定一种基于病理生理学的分类体系提供指导的神经科学研究计

诊断检测可能会对患者产生的影响表现得很乐观(Pkmin and McGuffin 
2003),长久以来认为精神病有遗传学基础的那些人狂热地支持他们 

(Ooninger 2002),虽然很多人现在试图建构“复杂的”基因环境相互 
作用模型(Caspi ct al. 2002) o生物技术公司，比如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 
Autogen制药有限公司和ChemGcncx制药有限公司，发起了一项抑郁症和 
焦虑症基因发现计划，着眼于新药的潜在市场，利用动物模型设法发现 
导致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得到证实的蛋白标靶。22这让我们回到了治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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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经被证明的东西的界限直言不讳，这令人钦佩，但他们对可能性保
持一贯的乐观态度。

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却没有肯定地发现真实的精神病基
因，但是这一领域越来越近，而且遗传学的新进展（包括可以用人
类基因组序列）预示着迅速的发展。对人类进行的大脑成像研究首
次有可能提供关于导致某种精神病的大脑中的分子底物和细胞底物
的详细信息。虽然目前可用的成像技术迄今为止未能为精神病、情
感障碍或焦虑性障碍提供诊断检测，但是等这些技术拥有时空分辨
率和化学特异性以研究相关的病理生理机制，只是个时间问题。最
后，对在尸体解剖时取得的大脑样本进行的研究应该使人们能够对
精神病的病理生理学进行更详细的分子分析。（34—35）

因此有了他们的希望：拿出一个研究计划，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该计划
会产生一个直接以这些分子大脑状态为基础的诊断和划分体系:

我们的目标是将基础和临床神经科学研究转变为依据病因学和
病理生理学对精神病进行的分类，前者把大脑结构、大脑功能和行
为联系起来。这样的分类很可能与目前《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四）》采用的方法截然不同。预言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推测
将会发现与特定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障碍有联系的单个基因，但是
它们不会与目前界定的诊断实体一一对应。相反，将会发现特定的
基因组合与许多基于大脑的功能 包括调节情绪、焦虑、认识、
学习、记忆、攻击、饮食、睡眠和性功能，但并不限于这些——的
异常现象群集有关，这些群集会联合起来形成迄今为止尚未被识别
的疾病状态。另一方面，提供复原力和保护的基因也将会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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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新的治疗靶点，它们具有更好的效果，对疾病状态更具特效
性。人们将可能通过基因分析和表现型分析对治疗反应进行预测。
疾病预防将成为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70—71）

通过大脑而非可见的症状、生命变化或者是疾病进程进行诊这是
梦想：他们承认这是一种非常可能会彻底改变现有分类的诊断方式，它
将目前被表面症状区分开的疾病联系起来，将被不当地归在一起的疾病
分开。那么，按照这一思维样式，当诊断就像治疗和疾病本身一样，成
为一个“大脑”问题时，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解决办法。
那么，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商业公司已经对“直接对大脑进行

诊断”这样一个未来进行投资。有些人希望，以疾病预防的名义，检测
临床症状出现前的患者对特定精神病的易感性，以及某些药物对他们产
生效果的可能性，以预防为出发点给他们施药，然后用大脑扫描判断那
些药物实际上是否适合治疗他们独特的疾病。23比如，以方面医学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2003年5月宣布的研究结果为例，该结果表明基于脑电图的大
脑监测技术——它声称在捕捉大脑在很短时间内的微妙变化这一方面,
该技术比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和核磁共振成像更有效——能够预测
抗抑郁药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效果。目的是使用大脑监测技术帮助临床
医师更快地确定适合抑郁症患者的最佳疗法:

"这些重要事件强调了方面医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脑检测
技术有可能帮助学术硏究者、药品和设备公司和临床医师更好地利
用生物学标记来评估以神经病学为特征的疾病的治疗反应，比如抑

并且它们与疾病相关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会得到说明。环境因素 
对基因表达和表现型表达的影响将会得到明确说明。随着像神经成 
像这样的技术的发展，发现中间表现型的能力将会得到提高。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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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症和痴呆，'‘方面医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神经科学部总经理菲利
普•德尔文说。“由于这一研究，我们希望更好地了解疗法如何让各
种各样的患者群体受益，促进研制新的、更好的标耙药物和方法来
治疗抑郁症患者——估计全世界有900万——和几百万各种中央神经

，，24系统紊乱患者。

直接诊断大脑。但是在这一宣告和那些承担修订《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
手册》的人提出的论点中还有别的东西，一个假设，也许是一个假说。
不管是大脑扫描还是基因检测，似乎所有通过大脑的途径最后都要使用
抗精神病药物。接下来，让我们回到药物。

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在优生学时代，精神病是病变，是对国家经济的一种消耗。今天,
它们是创造私人利润和让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机会。的确，从有希望
的、有效的疗法中获利已经成为一个主要动机，推动产生对我们有关精
神病的知识有价值的知识。在过去的大约20年中，在欧洲和北美的先进
工业社会，精神药理学已经开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Rose 2004)。”
在从1999年到2000年的10年中，精神病市场的价值在南美增长了200%以
上，在巴基斯坦增长了 137%,在日本增长了50%,在欧洲增长了 126%,
在美国惊人地增长了638%。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处方抗精神病药物
的销售量达到了约190亿美元——几乎占价值1070亿美元的整个药品市场
的18%,而在日本的市场达到13.6亿美元，在价值491亿美元的整个药品市
场中占不到3%。从1990年到2000年开的抗精神病药物实际剂量的增长不
那么明显，美国增长了70.1%,欧洲增长了26.9%,日本増长了30.9%,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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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增艮了 13.1%,巴基斯坦增长733.4%.在英国和美国，一个主要的增
长领域是新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型抗抑郁药，在10年中增长
了大约200%,开的抗焦虑药相应减少了，但减少得没那么多。另一个特
征，是向患者开的精神兴奋药，特别是治疗儿童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利
他林和右旋安非他明的增长，这个特征引起了很多争议。从20世纪80年
代中期到20世纪末，对该病的诊断和对这些药物的使用显著增长。这在
美国最为明显，在美国从1990年到2000年这10年间，开药率增长了8倍。
在很多其他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和英国可以看到类
似的、虽然不这么明显的增长。比如，2004年英国国民医疗服务署对英
格兰儿童的健康状况进行的检査表明，在1996年到2003年间，给6到14岁
的孩子开利他林的次数从每1万人69.1次上升到603.2次，并且估计有大约
5%的英格兰儿童“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苏格兰国民医疗服务署服务
质量改善部2004）。其他研究表明在以色列、加拿大和其他地方对这些
药物的使用也增加了(比如Fogelman et al. 2003, MiUer et al. 2001 )o虽然

对某些人来说，这引起了关于该病数量正在增加的担心，但对其他人来
说，担忧正好相反：儿童药物正在增加。
以前对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许多批评称它们被作为“化学镇静剂”

用于试图让患者镇静和变正常的控制策略中。但是今天，我想说，这样
的药物不是试图让不正常的人变得正常，而是纠正异常现象，调整个
体，恢复和保持他或她进入日常生活循环的能力。当然，起初的时候,
药物具有的镇静和规训效果确实是它们的主要卖点。因此，1962年出现
在《普通精神病学文献》中一个宣传氯丙嗪（第一种精神安定药）的广
告，展现的是一个极小的患者猛冲向标题下一只盛气凌人的巨大眼睛,
该标题是“当患者猛冲向’他们'时，氯丙嗪很快会停止他的暴力行 
为”。一年后，同一期刊上有一个宣传右旋安非他明分时溶解药囊--  
种听起来相当致命的组合物，由右旋安非他明和异戊巴比妥构成，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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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对药物的推销都是立足于它们能够让患者应付社会中的日常生
活的。因此，在宣传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型抗抑郁药——比如
兰释和舍曲林——的广告中，首先使用的形象强调了它们如何可能帮助
患者对付他们的抑郁症、强迫症、侵入性思想、重复性行为等，进而帮
助他们保持相对正常的生活。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宣传百忧解
的广告充满了笑脸、展现冲破云朵的太阳的图片等。这里推销的不是应
付，而是希望。
当然，现在就像以前一样，在各种强制情况和机构中使用抗精神病

药物以让行为正常化，控制被收容者。同样地，它们无疑是对“社会中
的”患者釆取控制策略的一部分。在这些情况中，病人之所以服用抗精
神病药，常常是因为受到了露骨的或未言明的胁迫。26很多人对使用抗精
神病药物治疗儿童期障碍进行了类似的批评。我已经指出使用药物治疗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种情况大大增加。长久以来，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及
其前身过动症和注意力不足症已经引起了批评，很多人认为这个例子典
型地反映了下面这一情况，即只对在各种权威看来成问题的行为进行归
类，并用医学方法进行处理(Conrad 1976, Conrad and Potter 2000) o但

是，我认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兴起揭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即疾
病与对疾病的治疗紧密联系的产生过程。在美国，驱动这一发展的因素
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提供给学校的残障一括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已经在其他地方看到过的行动主义模式：来自家长本人的压力，识别一

儿童财务鼓励，制药公司进行的针对医生的疾病认知活动和推销活动， 
更不用说儿童非法买卖医生开给他们的药物了。但是它们还表明了我们

治疗抑郁症——的广告，它的主要角色是一个戴着干净围裙的平静、温 
和的家庭主妇，她正在用吸尘器打扫房间，想必是在给她施用了正被宣
传的药物之后。因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的精神病治疗体系变 
得以使用药物让患有精神病的人不进精神病院为出发点，所以，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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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尚未被正确认识和治疗的疾病，声称这样的忽视是种耻辱，组成压力
集团，和医学专家联合，要求人们注意“他们的”问题(S. Rose 2005：
253—263) o这些药物也参与到一种希望政治经济中。这在1997年《美国
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个广告中得到了很好的阐明，该广告宣传的是在
治疗儿童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时使用右旋安非他明，它表现的是在“自信
地飞向夏天和新的学年——试试右旋安非他明吧”这一标题下，一个眉
开眼笑的小孩儿把手伸向未来。即便是在这里，如研究已经表明的，家
长、老师，甚至孩子们经常说到该药产生的后果不是强加给孩子一种外界
的、格格不入的限制，而是相反——让孩子能够控制自己，再次恢复孩子
的真正自我(Singh 2002 , 2003 , 2004), ”除了权威的行为管理实践，对
药物作用的认可占据主导地位。对那些变成神经化学自我的人而言，这些
药物承诺帮助个体自身，和医生与分子一起，发现这样的介入措施——它
会准确地处理某一特定的分子异常，该异常导致了某种专门折磨该人、扰
乱其生命的东西——以便再度恢复自我的生命，恢复自我本身。
比如，盐酸氟西汀。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起初是将百忧解作为一种

精心制造的分子盐酸侦西汀来宣传的，它是专为一种特定的疾病——轻
到中度抑郁症一而制造出来的。但是很快就开始宣传它适合各种各样
的其他疾病一一厌食症、神经性贪食、强迫症、恐慌症，等等。当百忧
解本身失去专利权后，生产商伊莱利利将盐酸氟西汀换了个包装，作为
治疗月经前焦虑障碍的药物来推销。《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四)》
中曾提到这种病症，特点是在月经来潮前后出现严重的情绪和身体失
调，在美国这影响3%到5%的经期女性。
这一推销形式发人深省。2002年利利网站上说“分享我们的力量.，

它利用几十年的女性主义语言——“你并不是一个人”:

月经前焦虑障碍或PMDD,是一种独特的医学疾病，上百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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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患有该病。一个月接痞一个月，它在你月经前一到两个星期出
现。它的众多症状明显地干扰你的日常活动和人际关系。并且如果
不治疗的话，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但是通过了解什么可能
会导致月经前焦虑障碍、可以做什么以减轻其症状，你可能会觉得

虽然月经前焦虑障碍尚未被完全理解，但很多医更有控制权。
生认为它可能是由体内一种叫血清素的化学物质失衡造成的。女性
荷尔蒙的正常周期变化可能与血清素和其他化学物质相互作用，这
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出现月经前焦虑障碍的情绪和身体症状。患有月
经前焦虑障碍，可能看起来你每个月就痛苦几天，但随着时间的流
逝，那些日子就积少成多。实际上，你可能要用育龄期25%的时间来
应付这些症状。好消息是你的医生可以用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盐

28酸氣西汀(Sarafem)来治疗月经前焦虑障碍症状。

乔纳森•梅茨尔认为宣传适用于女性的抗精神病药的广告利用了关于性
别的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焦虑，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广告展示的是视觉
上有威胁性的女性主义者被镇静剂“驯服”(Meul 2003) o相反，虽然盐
酸氟西汀滑楚地体现了关于女性想要什么的社会、政治和伦理假设，但
推广它不是为了让女性重新变得守家恋家和恭顺。相反，这与一种关于
控制自我、推广生活方式和实现自我的伦理标准有关，在这一伦理标准
中，女性自己跟医生和制药公司合作，能够重新掌控自己的生命。
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抑郁症是典型的诊断，也许现在最好的例子是

焦虑症±交焦虑症、恐慌症和泛焦虑症。以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的
帕罗西汀为例，它开始时是被当做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型抗抑
郁药出售的。帕罗西汀上市较晚，其市场占有率并不突岀。但是2001年
它被重新批准为第一种专为治疗泛焦虑症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
剂。根据葛兰素史克公司在美国电视上直接面向消费者做的广告，“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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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美国人”患有泛焦虑症。在不久前的1987年，《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
手册（三）》R中关于该病流行率的部分（编码为300.02）说：“当能够解
释焦虑症状的其他疾病被排除时（比如，他们以前规定如果烦恼和焦虑
在情绪失调或精神失调时岀现，不应诊断为该病），在临床样本中不常
诊断为该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7： 252)到 1994年出

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四）》时，同…部分写明：“在某个社群
样本中，泛焦虑症的终生患病率大约为3%,患病率为5%. 1,1在焦虑症诊
所中，约12%的就诊者患有泛焦虑症o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7： 252）。通过这样做，泛焦虑症同时得到重新表述，因而该诊断可
以与情绪失调共存，可以将它从情绪失调这个笼统类别中分离出来。到
2001年4月，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用帕罗西汀治疗泛焦虑症时，很

29多人声称“1000多万美国人”患有泛焦虑症，“其中60%是女性”。
许可证的发放使得推销该药成为可能，葛兰素史克公司立刻在美国

展开了推销活动。该活动的特点是它推销的与其说是药物帕罗西汀，不
如说是该病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绝不属于“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
告”，这种广告对人们说他们在家中和工作中的烦恼或焦虑可能不是因
为他们就是老爱发愁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患有一种可治的疾病。“帕罗西
汀®……你的生命正在等待。”电视广告和帕罗西汀网站宣告。30这些画
面中的叙述颇为有益：“我总觉得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无法应付这
样的事。”第一个女性人物这样说。“你知道，你最强烈的恐惧，那些如
果 将会怎样……我不能控制它，我总是在担心一切。“第二个年轻
女人说道。“就像你脑中有盘录音带，它就是在反复地放……我只好总认
为自己是个爱发愁的人。”第三个女人说。“好像我从来没有机会放松。

|IJ ■Prevalences"是患病率的意思."lifetime”指在某一既定年齢下，整个人口的患病几率， 

而"lifelong"指一个人一生可能患病的几率。因此-lifetime prevalence rate"在这里可以翻译 

为"患病率”,而"lifetimeprevalence*”在这里翻译为.终生患病率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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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时，我担心家里的事。在家里我担心工作上的事。"一个面露愁
容的年轻男人说。接下来是一个女解说员那令人安心的声音：“如果你是

^6们在忍受无法控制的烦恼、焦虑和这些症状中的这样的几百万人
(症状在屏幕上滚动：烦恼……焦虑……肌肉紧张……疲几种症状

惫 易怒 焦躁不安 睡眠障碍 缺乏注意力 ) 中的
一员，你可能患有泛焦虑症，这可以归咎于一种化学失衡。帕罗西汀致
力于纠正这一失衡，以减轻焦虑。”(现在看看前面那些人的样子，他们
现在很开心，和孩子们玩儿、洗车等等，而解说员匆匆地说出一系列副
作用：“处方帕罗西汀并非人人都适用……告诉你的医生你正在服用什么
药……副作用可能包括食欲下降、口干、出汗、恶心、便秘、性方面的
副作用、颤抖或瞌睡。帕罗西汀不会上瘾。”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个女性人
物，她直接对我们说：“我现在不再陷于烦恼之中了，我又恢复了自我,
我觉得自己身体情况正常了 "因此，该药并不承诺创造一个虚假自
我，相反，自我正是通过该药得以恢复的。如果在所有这些宣传材料中
有一个主题或承诺，那就是：有了该药，我就可以找回真正的自我，我
就可以觉得自己身体情况正常，我就可以恢复自我。
美国是少数几个允许这样直接向消费者做广告宣传处方药——从

1997年放宽了药物广告法之后，这已经发展为每年25亿美元的产业——
的国家之一，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在其中“贩卖疾病”已
经成了一个重要的销售策略。*如雷•莫伊尼汉和其他人指出的，这一
过程需要药物公司、生物社会团体和医生联合：药物公司急于推销用于
某种特定疾病的产品，生物社会团体由那些被认为是该种疾病患者的人
组织，并且这些团体是为他们组织的，医生渴望诊断尚未确诊的问题

成的痛苦，并且对可用数据进行解释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关于流行率的

(Moynihan et al. 2002)。由拥有该疗法专利权的制药公司直接或间接资助 
的疾病认识活动,指岀这种未被确诊的或未得到治疗的疾病的明显症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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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司争取媒体的帮助，提供将会给出自己的意见以证实那些故事的专
家，并且提供将会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受害者。因此，罗氏公司1997年在
澳大利亚是这样宣传其用于治疗社交恐惧症的抗抑郁药吗氯贝胺的，它
利用一家公关公司把故事发表在报刊上，与一个叫维多利亚强迫症和焦
虐症联合会的患者团体联合，资助了一次关于社交恐惧症的大型会议,
并且宣传对流行率的最高估计。这些不是秘密策略，比如迅速扫一眼
《药物市场营销》杂志发表在网上的“实用指南”，就会一目了然。
但是在我们这个属于股东价值的时代，负面的宣传和怀疑能够很

快地、有时不可弥补地破坏某种药物的品牌形象。在这样的时代，伦理
论争能够以有益的方式干预生物经济学。到2005年，许多公司为回应普
遍的批评——即他们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和其他广告夸大了其产品的
好处，对风险则一带而过——而改变了营销策略。但是这一 “伦理”转
向实际上增加了对其潜在消费者进行教育的投资。因此，比如，美国惠
氏公司（使命宣言：“引领人类走向一个更健康的世界”）在不利宣传之
后，采取了一种被广泛认为是试图恢复公众信任的行动 电话支持计
划“对话：是时候交谈了”，在该计划中，护士们联系服用郁复伸的患
者，邀请他们加入该计划，讨论各种抑郁症问题，并试图提高药物遵从
性。根据惠氏公司2005年8月16日的新闻稿:

在几个月期间，注册的患者收到了教育材料，这些材料是经过
与医生和患者商讨后写成的，以满足服用郁复伸XR的患者的治疗需
求。患者通过电话或互联网注册并收到一个欢迎包，里面包括一张
"对话：是时候交谈了"会员卡和与健康有关的提醒条款。里面还
有一份“对话：是时候交谈了"的杂志，讨论的是与治疗相关的问

看法。它们的目的是让非专业人士和执业医生注意该病的存在和治疗的 
有效性，将他们的恐惧和担忧变成一种临床形式。这些通常需要利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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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一些小册子，解答有关抑郁症和抗抑郁症药物可能产生的副
作用的问题，还有一份有用的清单，上面列的是患者与医生的下次
会面将要涉及的主要方面

同一时期，辉瑞制药采取了类似举动，宣布对其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
宣传活动做出“根本改变”，其中包括“有益消费者”的风险一好处总
结，“采用不提产品的广告”，投资与用在“品牌广告”上差不多的钱在
“疾病认识上，比如最近的’为什么忍受抑郁症’这一活动，女演员洛
兰•布拉科是其中的主角辉瑞制药副主席和人类健康部总裁卡伦•卡
滕这样说：“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宣传对患者有益，这是可以证明的,
但是应该完善它以让它更有益……我们宣布对我们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
广告宣传做岀改变以加强其教育成效——让患者及早采取行动，与他们
的医疗提供者合作，以在更大程度上管理他们的健康。” M我们可以指出
辉瑞制药的使命宣言，其所有的新闻稿上都有这句话：“我们通过药物
产品、消费产品和动物健康产品中的革新，致力于人类对更长久、更健
康、更幸福的生活的追求。”在神经化学自我的药物生命政治中，生物经
济学和伦理学内在地密切联系在一起。

神经化学公民身份
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强调了新的生物学行动主义模式，它们是围绕着

对自我的遗传学理解和身体理解出现的。站但是，涉及精神病学和抗精神
病药物时，这样的行动主义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一些精神病学家，甚至
是那些以前和“基因简化论”有联系的精神病学家，认为“基因组学中
的发展非但没有增加耻辱，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并指出罗纳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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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趋势的开始，预计确定导致行为失调的基因将对提高公众认识和容
忍度大有帮助”（McGuffin 2001： 249）。许多组织围绕着精神病开展活
动，特别是美国的精神病联盟（NAMI）和英国的心理卫生慈善组织山恩

认为该认识将会减少这些疾病导致的耻辱感，让人们找到有效的疗法。
一些著名人物记述了关于他们自己的抑郁症经历的“教育性”故事，叙
述了这样一段历程：从敌视他们所患之病的疾病模式，到不情愿地接受
药物治疗、恢复，转而相信关于精神病起源的生物医学观点和遗传学观
点（Solomon 2001, Styron 1990） o当然，一旦精神病被以某些方式置于
大脑中，它们有时会设法摆脱精神错乱这一恶名，变成仅仅是疾病，就
像其他疾病一样。
因此，不会令人吃惊的是，对于某些疾病——主要是儿童所患疾

病——可以看到家长采取的生物学行动主义的模式与在非精神病的情况
中看到的模式一样。但是，这其中存在一个重要区别：虽然就诸如营养
不良、亨廷顿症、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等疾病而言，几乎没有人对遗传病
因学提出质疑，但在精神病的生命政治中，遗传病因学恰恰是备受质疑
的。因此，在这些领域，家长行动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反驳这些意
见，即他们的孩子所患之病与社会环境和家长管理没什么关系。比如,
以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为例。我已经提到英国的家长行动主义团体，它们
为认识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让治疗该病的精神兴奋药疗法更有效展开了
斗争。在美国，当涉及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及其作为一种具有遗传原因
的疾病的地位、涉及需要基因组学和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时，这样的家长
团体更强大、更积极。比如，CHADD （儿童和成年人注意力不足/过
动症）的咨询委员会包括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那些致力于精神药理

根总统宣告说他患有老年痴呆症这一举动，表明“在从分子层面上理解 
老年痴呆症的基础这一方面取得的进展”减少了耻辱感，“我们预计这是

（SANE）,它们的确接受精神病是一种具有遗传成分的疾病这一观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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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导致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是糖摄取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看电
视过度，家长对孩子拙于管理，或者像贫穷或家庭混乱这样的社会和环
境因素3-他们的网站上有关于大脑异常一一研究者将它们与注意力缺
乏过动症联系起来——的详情，通向其他网站的链接解释了精神病遗传
学，就适用该病的药物疗法给出建议。
人们可以在另一个领域看到这样的模式，这就是泛自闭症障碍领

域。克洛艾•西尔弗曼已经记录了这些发展，考察了两个总部设在美国
的家长倡导组织提出的遗传学倡议。这两个组织是国家自闭症研究联盟
(NAAR)和当今自闭症治疗(CAN),每个组织都于1997年制订了自闭
症遗传学方面的计划，并从财政上予以支持，虽然它们使用了不同的策
略，以不同的方式招收科学家和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种工作牵
涉到的生物经济学窘境(Silverman 2003, 2004)。但是在自闭症中，生

物成因模式也受到了质疑：有像“现在战胜自闭症! " (DAN)这样的团
体，它们确实支持对自闭症进行生物医学研究，但是抵制目前来自遗传
学和神经化学的论点，并完全拒斥疾病模式的团体。拥并且，更普遍的
是，总部在美国的遗传学联盟的成员组织，很少倡导对精神病进行遗传
学研究。把总部在英国的“心灵组织”(MIND)和心理健康基金会散布的
信息在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得”病——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到精神分裂
症——时，的确包括遗传原因，但这些组织不是由主动的生物公民或基
因公民推动的，这些公民寻求研究以确定这些疾病的遗传原因。40许多为
那些特定疾病——如抑郁症和躁郁症——患者展开运动的组织确实公布了
目前有关对其疾病进行的遗传学研究的最新信息，并且常常支持研究者提
岀的让个体参与临床试验的请求但是，这些组织本身主要致力于更传
统的问题，如改善服务，提供关于工作和自助的建议，帮助恢复，对抗耻

学的人，他们说“虽然还未确定确切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遗传对该 
病在人口中的表现起了最大作用。研究并不支持人们广泛持有的这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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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寻求多种多样的专家和非专家意见，要求医生作为这一过程的仆人
而非主人发挥作用。但是精神病学的生命政治被批评精神病学、激进精
神病学和反精神病学的漫长历史严重覆盖，这些精神病学几乎总是建立
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即从脑失调的角度对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的解释,
认为遗传学在这些问题的病因中发挥了某种重要作用的解释，不仅在认
识论和本体论上不足为信（如在将生物医学模式批评为本质论的、简化
论的和个人主义的等等批评之中），而且与管理那些有心理健康问题的
人使用的非个性化的、没有同情心的、有辱人格的、压迫性的方法密切
相关。"的确，那些被诊断有心理健康问题、被用药物治疗并且被探査是
否有遗传联系的人，通常釆取的行动方式是大声谴责生物医学模式，谴
责其简化论，谴责它对化学疗法的依赖和据称以生物医学为名做出的过
分行为。“发起运动的心理健康组织支持生物医学研究，并相应地受到制
药公司支持，这些组织受到了贬斥，批评家们认为这些组织主要是由家
庭成员——他们希望通过直截了当地将疾病成因归于生物学，以摆脱自
己的行为在疾病成因方面对患者负有的任何责任——而非那些有心理健
康问题的人本身构成的。当代继承反精神病学衣钵的那些人已经从几个
不同方向抨击了支持心理健康疾病问题“生物医学模式”的研究的有效

的基于社群的、非药物疗法，是这项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他正与国

性，抨击了抗精神病药物的功效，抨击了研制、检验和销售它们的制药 
公司的诚实性。针对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劳伦•莫舍致力于研发一种

辱。42关于神经化学自我，生物公民身份常常呈现一种不同的形式。
这不是说这些疾病的患者没有尝试变得掌握技能、谨慎和主动，尝 

试承担起他们自己那份管理自己心理健康的责任。在这一领域，这些人 
也越来越要求控制他们所服从的那些医疗实践，在规划自己的生命策略

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合作的关键时刻，他在一封信中提岀退出美国精神病 
协会，这封信在互联网和其他地方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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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我认为我实际上是在退出美国精神药理
学协会。幸运的是，该组织的真正身份不需要变动这个首字母缩略
词 在这一历史时刻，在我看来，精神病学差不多已经完全被制
药公司买下。若没有制药公司支持会议、讨论会、研讨会、期刊广告
宣传、一连串一连串的盛大午宴、无限制的教育基金等，美国精神病
协会就无法继续存在。精神病学家巳经成为为药物公司的宣传跑腿儿
的奴才……我们不再试图理解存在于其社会背景中的完整的人一相
反，我们在那里是为了重新排列我们的患者的神经传递素。“

莫舍批评美国精神病协会形成了与“全国精神病联盟的不当联合”,
从而支持希望控制其神经错乱的/有缺陷的后代的家长，容忍使用大家都
已经知道会造成有害影响的药物，并且编写《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四)》，这是一部政治文献，用来赚精神病医生的钱，同时推广那些没
有科学有效性的分类钵。莫舍认为，美国精神病协会应该联合的是真正的
消费者群体，“比如，以前的患者、精神病康复者，等等”。
很多批评精神病医疗服务的人利用大卫•希利的论点，即制药公司

在为一些最重要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型抗精神病药获得许可
证时隐瞒了不好的试验结果，忽略或隐藏了下面这些证据，它们表明在
少数重要的情况中这样的药物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会增加
自杀和杀人的风险，它们表明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中，制药业和依靠基金
的大学系所和精神病研究者之间存在不当联盟，宣称精神病研究者是独

些药物的困难，因此犯了导致大规模依赖性的错误(Medewar 1997)。

(11精神病协会和精神药理学协会的首字母缩写都是APA.—译注

立的，但实际上在他们正在评估的化合物中有财政利益 (Healy 2002,
2004, Healy et al. 1999)。"其他行动主义者认为制药公司低估了戒服这



.虹生奄档建台

还有其他的批评家利用下面这样的研究，它们表明制药公司过高地夸大
了那些在他们的试验中常常还不如安慰剂有效的药物的功效 (Moncricff

and Kirsch 2005) <,并且到2004年，这些抨击至少在一条战线上取得了一

些胜利——动摇了有关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型抗精神病药物
具有的效用和安全性的主张。2003年12月，英国药品安全委员会主席戈
登•达夫教授建议说大部分这类抗抑郁药不应该用来治疗儿童和不足18
岁的成年人的抑郁症，这反映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表示出的担心
(Ramchandani 2004)。2003年12月，英国药品与医疗保健产品监管局禁止

给儿童使用大多数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型和5-羟色胺和去甲肾
上腺素再吸收抑制剂型抗抑郁药，虽然它对百忧解网开一面，但是2005
年4月欧洲药品局建议要给对儿童使用任何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
型和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吸收抑制剂型产品——包括利利公司的
百忧解、欣百达和择思达，葛兰素史克公司的赛乐特，灵北医药公司的
西欧普兰和依地普仑艾司，辉瑞公司的舍曲林，惠氏公司的郁复伸和阿
克苏•诺贝尔公司的瑞美隆——的医生发岀严重警告，理由是这些药物
会增加与自杀有关的行为和对抗的发生率。关于对成年人使用这些药物
的争论仍未解决。但是这些发展赋予了当代神经化学自我的生命政治一
种独特的论战性，虽然它们与一种更普遍的行动主义有关，该行动主义
是怀疑和批评的行动主义，涉及“大制药公司”和为使用这些药物的人
及其家庭索取损害赔偿金的蓬勃产业。 48

神经政治学

到20世纪20年代，精神病学思想和实践发生了一种根本变化。几乎 
没有肯定的证据将神经传递素的功能变异与抑郁症症状或未服药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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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于中度或重度抑郁症来说，大多数新的时髦药不比它们药效杂芜
的前身有效，这无关紧要：它们受到人们的青睐，因为它们被宣称更安
全，具有更少的“有害作用”。一种思维方式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精
神病学家发现很难不这样想。在这一思维方式中，所有关于精神病理学
的解释必须“经过”大脑和大脑的神经化学——神经元、突触、膜、受
体、离子通道、神经传递素、酶，等等。现在，当诊断将症状与以上一
种或多种要素的异常联系起来时，就被认为更准确。并且抗精神病药物
的制造和作用都是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并不是说不考虑生平影响，但
是生平 家庭压力、性虐待——是通过它对大脑的影响产生作用。
环境发挥了它的作用，但是失业、贫困等只有通过影响大脑才会产生
作用。经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比如滥用毒品或创伤• 但这还是通
过它们影响神经化学大脑而发挥作用的。几十年前，这样的主张会看上
去特别大胆，对很多医学精神病学研究者和从业者来说，它们现在似乎
“只是常识”。
并且，在同一趋势中，精神病学开始被自身的资本化改变。在公

立精神病院普及之前，对私立精神病院的众多批评之一就是它们正在导
致一种“精神病生意”，通过监禁创造利润——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腐败

活生生的大脑出现的任何其他精神失调联系起来，这无关紧要，虽然许 
多研究者正在寻找这样的证据，并且偶尔会有文章宣称找到了这样的证

(Jones 1972) o在19世纪，或者实际上直到20世纪中期，没有人从公共 
精神病治疗中赚到大钱。纳粹德国的一个优生学论点之一就是照料精神 
病患者是对国库的巨大消耗(Burleigh 1994)。当然，众所周知，在20世 
纪后半期，心理治疗和辅导成了大生意。但是精神病治疗本身——在精 
神病医院、诊所、普通科医生的外科诊所和私立的精神病诊疗室中—— 
也已经成为制药业一个巨大的赢利市场。现在只有大制药公司能够担负 
得起研发、试验和批准一种新的抗精神病药物所需的风险资金。并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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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地成了精神病药理学工厂的一部分。很多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从销售
抗精神病药物中获得相当大一部分收入，并且它们获得市场占有率的成
败对保持该公司的股东价值来说至关重要。保罗•拉比诺对新生命科学
的评价对精神病学来说尤为恰当 追求真理已经不足以鼓动对精神病
学知识的生产，健康，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承诺健康中获得的利润，已
经成为主要动力，推动产生对我们有关精神不健康的知识有价值的知识
(Rabinow 1996a) o
当然，发现这一新的医学产业复合体并指出它的影响力，并不是为

了批判它。在只有大规模的投资才能生产新治庁剂的情况中，健康和赢
利之间存在的这些联系很可能是生产有效药物的必然条件。在发现和使
用这些药物的最初几十年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药物公司工
作的那些人认为自己与关心公共健康的那些人结成了正义联盟，共同发
现未得到治疗的精神病，研制和销售有效疗法但是到21世纪，情况
更复杂了。那些关心公共健康的人多次让决策者注意未确诊的精神病,
尤其是抑郁症和焦虑症造成的精神负担，以及对加强认识和治疗的需要

200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 o同时，医疗和制药信息公司多次

让制药公司注意治疗这些疾病的潜在市场。仅举一例，数据监控信息服
务公司2004年所做的“洞察利益相关者”报告，题为“焦虑症——不只
是一种共病”，它如下面这样宣传自己：“虽然在七大主要市场的总人口
中有五分之一患有焦虑症，但这些人中只有四分之一被确诊并因此受到
治疗。因此，药品生产商没有获得最大的收益。”它给读者提供了三个购
买该报告的理由（只需付1.52万美元）：

为当代精神病学纯粹是精神病药理学的发展造成的，这意味着这些商业 
决定实际上正在一个根本的层面上决定精神病学思想的模式。制药公司 
的工厂是进行精神病学创新的主要实验室，而精神病学实验室已经毫无

(European Commission Health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Directorate-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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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解伴有共病精神障碍的焦虑症的流行率估计用药物进行治疗
的人口的数量;
•通过了解开药行为更有效地针对医生；
•通过用标准衡量评估当前的药品和评估未满足的需要与未来的市场

50潜力来发现商机。

关于抗精神病药市场中尚未被开发的领域的类似报告有很多，这只是其
中之一：再次将制药业与同时增进公共健康和推动私人股东价值联合
起来。
但是，不能将我们在这里记录的许多发展产生的后果简化为一场

关于商业利益或功效的争论，就好像疾病和治疗彼此独立一样。新一代
抗精神病药物中有一种被医生大量开方，治疗那些边界模糊的疾病，它
们作为一种疾病或失调，其存在本身就是有争议的，与其说这些药物是
为了 “治愈”某一特定的疾病——从病态转变为常态• 不如说是调整
体验、经历和理解用药者生活中的兴衰变迁的方式。如今在追求生物价
值的过程中构想、设计和传播抗精神病药物，这无疑是事实。但是它们
与某些关于人类是什么样的或应该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内化于有
关这些药物的构想中的特定规范、价值观念和判断——的见解牵连在一
起。一种伦理标准已经被设计到这些药物的分子构成之中，并且这些药
物本身体现和激发了特定的生命形式，在这些生命形式中，“真正的我”
既是“自然的”又是要被创造出来的。因此适用于精神不健康的疗法的
岀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它们特定的效果，而且在于它们改变专家和非专
业人士看待、解释、谈论和理解他们的世界的方式。
在整个20世纪形成的心理话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方

式——从神经官能症、精神创伤、无意识的欲望、压抑的角度来理解,
当然还有从性欲对我们的精神生活具有的至关重要性这一角度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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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成了 .神经化学自我”并不是说现在这种理解我们自己的方式已
经取代或代替了所有其他方式：不同的实践和场合体现和要求对人格的
不同理解，认为每种文化或每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是某种单一的理解和认
同我们自己的方式，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5,但我想说的是对我们自
己的神经化学理解正被日益叠加到其他对自我更陈旧的理解之上，这一
理解在特定的环境和“交心”小组会中被援引，并造成严重的后果。个
体自己和有权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人 般的执业者、护士、教师、家
长——开始根据其大脑化学物质的功能重新编码情绪、感情、欲望和思
想的变化，开始依据这一看法作用于自身。以这种方式理解这个世界是
认为疾病存在于个体的大脑及其过程之中，将抗精神病药看做最重要的
介入措施，不只能缓解症状而言，而且可以调整和控制这些神经化学异
常的方式。当然，重要的是批评将这些药物作为控制手段，指出它们的
虚假承诺.副作用和生物经济学依据。但是药物对我们的行为如何被别
人和被我们自己控制至关重要，注意到这一更广泛的变化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吉尔•德勒兹(Deleuze 1995)提出当代社会不再是福柯

所指出的意义上的规训社会，当代社会是控制社会。规训试图“制造”
个体，让他们的行为能力和行为方式永久不变地刻写在心灵中——在家
庭、学校或工厂中，现今，控制是连续不断的，对所有生存行为和生存
实践来说必不可少。德勒兹自己提到“将要进入新过程的非同寻常的药
物产品、分子工程、基因操控”(178,翻译有改动)。我们不必接受他
所展现的整幅反乌托邦画面，在其中辨认某种类似我们自己的生命形式
的东西。在健康领域，主动、负责的公民必须不断地密切注意健康，不
断地进行调节、调整、改善，以应对自身日常生活模式的慣常做法产生
的不断变化的要求。同样，新的控制心灵的精神病治疗技术和制药技术
迫使个体不断地进行风险控制，根据更细致、更连续的自我审视过程密 
切注意和评估情绪、感情和认知。受疾病认识运动教育的个体至少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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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程度上从神经化学角度理解自己，自觉与医疗保健专家联合，借助在
利基市场上出售的药物，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潜能，恢复自我，在塑
造生活的过程中塑造自我。当代神经化学自我所采取的形式，治疗、康
复、操控和増强之间边界的模糊，与这些新生命形式的责任密切相关。
它们内在于密切注意、控制和调整我们的能力这一连续不断的工作，这
是当代生物公民毕生的事业。





第八章I

控制生物学

行为、然后为其动机，最终为其本性负责。人们最终发现，这种本性也
是不可能负责的，在这方面，它完全是必不可少的结果，而且集中了过
去和现在事物的各种因素和影响，因而人类不必为任何事情负责，既不
必为其本性，也不必为其动机、行为以及后果负贵。因此人们得到这样
一种认识，即道德感的历史就是一种谬误的历史，是关于责任的谬误的
历史，这种责任是以意志自由的谬误为基础的。

|>)——弗•尼采( 1878)1944,《人性的，大人性的》，警句39。

“好”或“坏”的将性是行为本身固有的，不管其结果怎么样……也就 
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于是人们就将好或坏的属性装进了动机里，并把行

11］这段译文出自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7-48页.一译注

为本身看做在道德上有两种解释。人们进而不再把好或坏的评价给予个 
别动机，而是给予一个人的全部本性，动机从本性中产生出来，就像植 
物从土壤中生长出来一样。于是人们就按顺序让人为其后果、然后为其

纯概念性的自由的寓言。——我们让人负起责任来所依据的那种 
感觉，也就是所谓的道德感，其历史经历了下列主要阶段。首先，人们 
把个别的行为称作好或坏，完全不考虑这些行为的动机，而只考虑有用 
或有害的结果。但是，不久以后，人们忘记了这些称谓的起源，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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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物化文化中，不仅人的疾病，而旦他们的个性、能力、
他们的“独特性”本身——似乎都是可以从激情和鼓动他们的力量

生物学角度解释的，至少可能是这样」在本章中，我想仔细考虑从生
物观点研究人的心灵的一个主要领域——从生物观点研究犯罪。在20世
纪最后几十年中，一种新的生物犯罪学开始形成，新闻报道、电视纪录
片、电影和小说将生物犯罪学通俗化，这借助的是有关“犯罪”基因的
主张和关于下面这样一种未来的推测，即可以通过大脑扫描发现并用药
物控制犯罪心理。但是，在这些“新”的生物犯罪学家中，有大多数人
摒弃了下面这些早期的犯罪学主张：犯罪的那些人属于某个特别的、有
缺陷的生物型，或者存在某种“犯罪基因二他们关注的不是一般的“罪
行”，而是暴力的、攻击性的和反社会的行为，并且说他们能够借助分子
遗传学、神经化学和神经生物学的解释体系解释这些行为，而来自家族
史或双胞胎研究的证据，来自脑电图、计算机化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正
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核磁共振成像和DNA测序的直接表明异常的迹
象支持了他们的解释。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这样的论点越来越流行，许多社会学家和文

遗传命运意味着缺点和弱点被刻写在一个不可改变的文本——DNA——

化批评家满怀忧虑地看待它们，认为它们体现了基因本质主义或神经发 
生决定论。比如，内尔金和林迪分析了有关遗传学和犯罪之间关系的通 
俗解释，在此基础上，他们宣称这些解释表明了有人“相信遗传命运，

中，它会持续地创造罪犯，即使是在最理想的社会环境中”，并且提出 
这会让人们在处理美国社会暴力行为时不再注意对社会改革、教育和改 
造的需要，而代之以控制犯罪行为的生物技术(Nelkin and Lindee 1995： 
96,参见S. Rose 1995)。从另一方面来看，新的生物犯罪学是诸种社会焦 
虑的结点之一，在21世纪初，新的神经伦理学话语围绕着这些社会焦虑 
形成了。关注神经科学隐含的道德影响的那些人提出表明犯罪行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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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基础的证据将会直击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学说的核心，该学说是大
多数法律体系的关键所在•他们提出我们可能正走向这样一种情况——
来自大脑扫描或遗传学的生物学证据能让人们发现可能的罪犯，并在他
们犯罪之前将他们关起来。他们担心新的“大脑指纹识别”技术会侵犯
个体的“神经隐私”，提供表明疑犯或证人在作证时是否在说谎的证据,

Foundation 2002）。

在本章中，我考察了该证据支持批判性社会学家和不安的神经伦
理学家的忧虑的程度。我分析了在法庭和刑事司法制度中发挥作用的以
及由生物犯罪学家自己阐明的有关暴力犯罪的生物学基础的论点。我提
出控制策略正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但是既不能根据法律学的自由意
志对决定论这一二元划分来理解这些变化，也不能通过社会学的生物简
化论对社会因果关系这一二元划分来理解。生物学思维样式正在进入刑
事司法制度和法律学辩论之中，但其方式没有规律，也有争议，并且它
们未必会颠覆或彻底改变法律推理或刑事司法制度的前提道德应责性

刑事司法制度中减轻责任，这些解释的复苏和对罪犯——忽略其生理、

再起作用，而是与一种新的有关犯罪控制的“公共健康”观念密 
切联系在--起。在这些策略中，社会政治干预不是用法律和权利的语言

这样的证据来自大脑扫描，是不容置疑的(Gazzaniga 2005, Illes 2005, 

resurgence有关这些问题的全面综述，参见Marcus and Charles A. Dana

(moral culpability)。

对行为进行的生物学解释非但不会像神经伦理学家提出的那样，在

心理或社会倾向——的道德责任的重新强调，以及从改造逻辑转向社会 
保护逻辑密切相关，后者与先进的自由主义社会中行为管理方面出现 
的一些更普遍的转变有联系。2这些关于病态行为起源的新观念并不是 
任凭20世纪前半期的优生策略——这些策略试图消除那些亚族群成员， 
他们受感染的体质让他们容易行为不端和犯罪，如社会学家所提出的那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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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因素，并且为了个体和社会好，建议采取“治疗介入“。这要求要抢先
发现和控制“危险个体”和导致危险的环境。这些策略试图降低被认为
在可能的时候可能会犯罪的个体的危险性，并且，在他们不可能犯罪的
情况下，试图以公共安全为名无限期地控制他们。

一种新优生学?

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在整个欧洲和北美繁荣发展的犯罪学事业
建立在以下看法上，即罪犯是某类人，犯罪倾向蕴含在个体的个性之
中，其形式是一种特别的和可识别的异常或反常行为，可以通过体征来
确定：犯罪的可见标志。3认为犯罪以一种遗传的、不可改变的、堕落
的身体和道德本性的形式蕴含在身体之中，它对种族性造成危险，并要
求通过隔离、绝育或消灭来进行控制，这一观点是20世纪前40年大量出
现的优生策略的一个要素一虽然不是关键要素。在优生学中，罪犯被
与弱智、精神病患者、结核患者、酗酒者、妓女、习惯性赌徒联系在一
起，构成一种堕落的、可遗传的特性，并且在许多国家中，国家和法律
的权力被用来以种族健康为名控制这些威胁。'
这些简短的让人们回想起历史的叙述在这里是有关的，因为批评新

生物犯罪学的人往往会提出这是一种新优生学的一部分(Duster 1990,

Horgan 1993),或者最起码会表明有人重新相信有缺陷的特性永远蕴含

在肉体之中，永恒不变地压倒文化的、社会的或心理的力量。这些批评
家们提岀这一新的决定论在基因组本身这一层面上发挥作用——通过针
对胎儿基因异常的检测，通过基因测序、大脑扫描、对大脑生物化学的

合法化的，而是依据保护“正常人”不受威胁其安全和满足感的危险侵 
害这一要务合法化的。生物学因素只是让人们做出反社会行为的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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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等可以让一种遗传的病态特性变得可见。5因此，徳雷弗斯和内尔金
认为在刑事司法制度中，“基因本质主义”正在兴起，它对主要的法律准
则提出质疑，通过假定“个人特征是可预测的和固定不变的，在怀孕时
被决定，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 (如果被人们知道了，就会)在
很大程度上解释过去的行为，并且能够预测未来的行为”(Dreyfuss and

Nelkin 1992； 320—321).

那些在该领域工作的人观点不同。他们提出这些过分简单化的主张
不是他们其科学话语的一部分：它们是由哗众取宠的大众媒体和疑神疑
鬼的有政治动机的群体之间不当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虽然天真的研究者
有时会做出对他们有利的事情。比如《精神病遗传学》1995年的一篇社
论，在报道了寻找精神分裂症、双相疾病、老年痴呆症、恐慌症、图雷
特综合征、酗酒和自闭症的遗传基础这方面的一系列稳定发展和在确定
有关的复杂分子机制这方面的发展之后，表达了下述担忧:

在科学政治学的世界中，我们的领域继续与内部和外部的魔
鬼作斗争。有时我们在精神病遗传学方面可能会犯下面的错误，即
根据初步研究结果做出乐观的报道：不幸的是，这刺激了诋毁我们
的人。从简化论的角度对复杂社会问题进行的仓促思考也被媒体利
用。因而，科学家和媒体辩论家公开嘲笑我们的说法，他们本身反
对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遗传学……精神病遗传学和行为遗传学被和
优生学归于一类，被贬斥为伪科学和坏政策。有人认为在我们关于
人类行为的看法方面，我们是天真的机械论者。有人认为关于基因
影响行为和行为障碍的假设荒谬可笑。在这一氛围中，我们必须致
力于提供一种关于我们的科学的均衡观念。(Editorial 1995: 4)

该作者尤其担心《科学美国人》1993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重温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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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智力到服饰品位——方面发现了高度的遗传成分，罗伯特•普
洛明进行的“官方调查”，以获得在智力测验中区分学生的特别基因.
肯尼思•布卢姆及其在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团队声称发现了酗
酒症的遗传标记(在《纽约时报》1990年的首页上报道的)，迪安•戴默
和其他人声称发现了同性恋的遗传基础(Blum et al. 1990, Bouchard et al.

什人的躁郁症与一种位于11号基因上的遗传标记联系起来(Kelsoe et al.
1989, Kidd et al. 1987) 丁迈伦•巴伦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团队已经收
回了他们将X染色体上的某个标记与三个以色列家族中的躁郁症联系在一

在美国，关于研究反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争论在国立卫生研究

起的主张(Baronl989, Baron et al. 1987)。甚至伦敦大学学院医学院满怀 
热情的休•葛林，之前声称发现了冰岛和英国家族中5号染色体上的遗传

发现了严重缺陷：托马斯■ J.布沙尔及其明尼苏达州的团队提出的备受 
关注的主张，即他们对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进行的研究在“个性特

学》(Horgan 1993)。该文章回顾了行为遗传学家就同性恋、智力、湖 

酒、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和犯罪提岀的种种论点。它在所有的研究中都

1990, Hamer and Copeland 1994, Thompson et ah 1993)。贾尼丝■埃格兰 
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的团队已经收回了他们备受关注的主张，即将阿米

标记与精神分裂症的联系，也承认这很可能依据的是一个错误的阳性结 
果，因为后来的研究表明联系大大减少了(Gurling 1990, Sherrington et al. 
1988)。格伦•沃尔特斯曾声言犯罪具有某种遗传成分，在重新分析了从 
20世纪30年代起到现在对家族、双胞胎和被收养者进行的38项研究后，发 
现支持这一说法的统计学证据非常缺乏说服力：研究得越好，关系就越 
小(Walters 1992)。霍根得出结论说，大多数这样的研究从科学上说毫无 
价值：即便可能在某种行为中发现某种遗传成分，这只会造成所说的失 
调或行为的风险略有增加，并且这样的发现更可能会导致歧视而非治疗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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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拨款，依据是该简介让人“清楚地觉得犯罪行为有某种遗传基础,
这一理论从未在科学上得到证实”（转引自Marshall 1993： 23）.国立卫

生研究院最终拨款了，并且该会议在1995年9月举行，伴随着抗议和写有
“要工作，不要百忧解”和“这次会议让我更容易得破坏性行为障碍”
的布告。"主要的谴责之一是由于非裔美国人在美国被判有罪的那些人
中占的比例过高，在犯罪行为中探究遗传因素的任何尝试都暗示着他们
占的比例过高是由他们的生理因素造成的，因此■从本质上说是种族主
义的”。

案例

公共科学和文化话语中的这些主题本身就非常重要。但是要理解
当代控制实践的微观政治，我们有必要考察这些关于真理和身份的新
生物学策略是如何进行的。进行这种研究的一个主要场所是法庭。9在
20世纪期间，尽管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犯罪学雄心勃勃，但犯罪学实证

有的人格观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20世纪前70年中，整个英语世界
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对青少年罪犯进行全面的心理分析，这一时期的女

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对自由意志、理性和责任这些学说的攻击，刑事法 
庭仍然怀有相当的敌意。只有在审判和定罪后，在量刑时，在缓刑监督

院资助的一次名为“遗传因素和犯罪”的会议上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 
是1992年为马里兰大学安排的会议。7国立卫生研究院在众多争议之后收

主义在法庭和审判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归咎犯罪责任的标准多样 
而复杂，并且因管辖范围的不同而不同，因认为不同种类的法律主体具

性罪犯往往被看成是或多或少受心理或其他力量影响的受害者，这些力 
髭推动她们做岀病态行为。，0但是，大体上说，在确定是否有罪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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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社会工作者和精神病医生的干预中，在监狱中进行改造时使用的心
理学技术中，重点才从“你做了什么？”转移到“你是谁，你为什么这
样做？ ”。那么，新的生物犯罪学产生了什么影响？让我们思考几个案
例吧。
首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末期有XYY案例（参见Denno 1998,

Denno 1996） „在这些案例中，在为被控有暴力行为的人辩护时利用了显

而易见的染色体异常一拥有一条多余的Y染色体（性染色体，它与一条
X染色体同时存在决定性别是男性）。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结果声称在美
国和其他国家中，最高戒备等级的机构中拥有XYY染色体的男性数量过
多，声称这样的人表现出不成熟性，发育有缺陷，或无力控制攻击本能
和情感反应。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法庭的五个案件展开了XYY辩
护。但是该辩护没有在一个案件中取得成功：理由通常是如果可以在被
告的心智能力和遗传综合征——它“对思维过程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
于会严重扰乱被告的认知能力或者他理解或领会其社会的基本道德法规
的能力”——之间确立病因关系，法庭才能接受精神失常辩护，并且“目
前可用的医学证据不能在XYY缺陷和犯罪行为之间确立某种合理的因果
关系”（转引自Denno 1988： 21）。在后来的研究表明XYY辩护所依赖的

研究中存在严重缺陷之后，律师就不再进行XYY辩护了。"
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前期综合征案例中，法律推理是类似的

（在Allen 1984中有所论述）。对经前期综合征的成功辩护需要有关经前
期综合征与情绪失调等之间有关联的一般论点。必须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这个特定的人在经前期的精神状况和所说的行为之间有明显的因果
联系。在两个广受关注的案件中，律师提交了证明被告是在遭受严重的
经前紧张症状折磨时犯罪的证据，并被法庭接受。法庭听取了凯塔琳
娜•多尔顿博士的论点，即这一生物医学状况对涉案年轻女性的犯罪行 
为负有因果责任。英格利希女士开车撞死了她的情人，由于被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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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理由是她不应该被判有罪，因为她没有道德过错。上诉法庭的法
官驳回了她的上诉，并且驳回了关于经前期紧张的“特别辩护”这--观
点，该辩护会免除女性的刑事责任。但他们称赞了这个案子的审判法
官——他向陪审团说明了史密斯女士 “在道德上无罪"，他们“应该根
据下面这一假设进行判断，即她的行为可以归咎于她的这种荷尔蒙不足
这一事实……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她无法控制自己……她丧失了
自己的道德保障”(转引自Allen 1984： 26-27) 0虽然这似乎打开了通向

的；它是要强调需要在那些经前期综合征患者做出任何犯罪行为之前,
及早发现和治疗她们(Fishbein 1992)。

人们还以其他的方式进行生物学辩护。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案
例，在这些案例中，来自大脑扫描的证据已经被法庭采纳，以便支持生
理损伤辩护。”在约翰•欣克利试图刺杀美国总统这个案例中，被告方称

无罪，这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争取改革精神错乱和低能辩护的运动。"在大
约39个州中，这样的辩护被严格限制，在另外8个州中变成了 “有罪但有
精神病”(这样的裁决允许最高判处死刑)，在伊利诺伊州和爱达荷州则
被完全废除(Moran 1991)。虽然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新大脑可

视化技术的证据进入了美国法庭。特别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的结 
果被认为与判决有关，这依据的是“生物学证据可能与最恰当的处理有 
关”这一假定(Anderson 1992)。到1992年，美国一个法庭第一次允许专

以生物观点对病态特性进行有限研究的大门，但是律师们现在很少使用 
经前期综合征辩护了。12该论证是沿着一条不同的、颇为有益的路线进行

罪责，她未被判谋杀罪而是过失杀人罪，并且被有条件地释放，未受惩 
罚。史密斯女士一年前因在工作时刺死一位同事而获减轻的刑事责任， 
一年后，她因威胁杀人而被判有罪并被判处缓刑。她为因再犯而被判罪

对大脑进行的计算机化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提供了表明欣克利精神分裂 
的组织结构证据。“依据“因精神错乱而无罪”(NGRI),欣克利被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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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仔细地思考一些后来的、在其中应用了大脑扫描的案例，这是值
得的。17

1998年，基普•金克尔被控谋杀了自己的父母，然后他回到了位于
俄勒冈斯普林菲尔徳的学校——他因携带枪支到课堂被从该校开除——
在餐厅开枪，杀死了一名学生，打伤了另外八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后
来死亡。，,金克尔在选择陪审团之前放弃了以精神错乱为由申辩无罪的选
择，但是依据俄勒冈的法律，法官在判决之前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在听
证会上被告方和控方都提交了与课刑轻重程度有关的证据。被告方传唤
来支持金克尔有精神病这一主张的大多数专家根据临床访谈和心理测试
证明了他有精神病，虽然被告方用了一个私人调査员来暗示该案牵涉到
某种遗传要素，这个调査员作证说她在金克尔的大家庭中发现了多种精
神病病症，包括精神分裂症。被告方还传唤了--位小儿科神经病学家理
査德孔科尔博士，他展示了数张来自单光子发射计算机化断层显像扫
描的图像，它们显然展现了前额皮质、飄叶、枕叶和顶叶中血流减少的
区域，他表示这与其他表明这些区域中灰质缺乏与儿童期精神分裂症发
病有关联的研究证据一致。法官在最后判决之前，提到了 1996年对俄勒
冈州宪法做出的一处改动，这处改动将刑事处罚的重点从“改造原则”
变为.保护社会”，并且坚决主张在他对这起案件的判决中，实际上应该
极为重视保护社会。他判决金克尔因几起谋杀坐牢25年，每起企图谋杀
再坐牢40个月，总共坐牢111年，不准假释。金克尔的律师杰西•巴顿向
州最高法院呈递了复审请求，认为下级法院在强调“保护社会”这一原
则但忽视“改造”时误解了俄勒冈的判决准则。他不仅认为该判决违反
了反对残忍惩罚和异常惩罚的宪法权利，而且认为“书面证据表明被告
由于某种遗传禀性，因此并非由于自己有意识的过错患有某种精神病,

家在确定被告神志正常时运用来自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的证据，虽 
然最后是通过将控告从谋杀罪降为过失杀人罪从而免于审判来解决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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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且最后决定对“保护社会”的考虑比该州的其他三条判决准则更
20重要，因此驳回了上诉。

这只是美国许多引人注目的谋杀案中的一起，在该案中，辩护律师
请求法院批准采用大脑扫描作为证明有精神病的证据，以支持精神错乱
抗辩。因此，在2002年，在卡里•斯泰纳因在优胜美地对三名游客进行
可怕的性骚扰并杀害她们而被审判时，辩护律师用两周内从许多精神病
学家那里得到的证据支持他们以精神错乱为由的无罪抗辩，这些证据包
括大脑扫描和遗传学。21但是，关于斯泰纳的大脑扫描具有的重要性，专
家们的意见明显不一致。被告方的约瑟夫•吴博士在图像中看到了能够
解释被告暴力倾向的异常，而控方传召的艾伦•韦克斯曼博士没有看到
那样的东西：2005年8月26日，陪审团花了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判定斯泰
纳犯了三项一级谋杀罪。
在美国法庭中，辩护律师也要求用遗传学支持精神错乱抗辩或减刑

抗辩。我已经提到了金克尔的辩护团队是如何在他们的论证中援引遗传
学的。斯泰纳的律师也使用了遗传学论点，传召了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
精神病学和人类遗传学助理教授艾利森•麦金尼斯，他向陪审团展示了
表明斯泰纳家族史的谱系表，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标出了一般认定的精神
病患者。《弗雷斯诺蜜蜂报》的记者辛迪•丰塔纳这样描述了该证词:

在一张白色的水平图表上，卡里•斯泰纳的家谱情况在一片片
明亮色彩中浮现出来……黄色表示精神病。绿色表示强制性障碍。
红色表示毒品滥用。紫色表示恋童癖。甚至更多表示精神病的颜色
流传了四代直到斯泰纳自己 个以精神病为特征的家族基因库

该病导致他犯下了被判定的罪行”。已经发表了意见书反对让精神病患 
者负刑事责任的美国精神病联盟，也呈递了对金克尔的判决进行复审的 
请求。"但是上诉法院认为金克尔的罪行属于“俄勒冈历史上最可怕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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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在1999年2月份谋杀了三名游客的那个人。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陪审团并不相信。首先利用来自当代分子遗传学的
除了家族史之外——的案例之一是斯蒂芬•莫布利的案子(参证据

见Denno 1996).莫布利被判1991年2月开枪打到了一个多米诺比萨店经

理的后颈，并将他打死了。犯罪时22岁的莫布利，有治疗“无法控制自
己的冲动或内化任何一种价值体系”的漫长历史。在审判中，他的律师
并不试图用遗传学证据作为抗辩，而是用于减刑。据称基于家族史的遗
传学证据表明在叔伯舅、姑姨和(外)祖父母四代人身上出现了暴力行
为、敌对行为和行为障碍。由于汉•布伦纳对荷兰某家族暴力史进行的
一项研究(Brunner et al. 1993),律师认为遗传学证据有关系。布伦纳

的研究似乎发现了一种将临界弱智与异常行为——包括暴力行为和敌对
行为一一联系起来的综合征：遗传连锁研究表明该综合征与调节某种
酶——单胺氧化酶A——的生产的某基因的点突变有关，该酶与各种神经
传递素的数量变化有关。1霍尔县高等法院拒绝了这一请求，认为莫布利
不能与荷兰的家族相比，因为他不是临界弱智者，并且强调说布伦纳及
其同事已经承认并没有人认为抑制单胺氧化酶A会导致成年人做出敌对行
为。1994年2月，陪审团判定莫布利有罪，他被判处死刑。在2002年亚特
兰大州联邦上诉法院准许暂停执行之后，在另外几次以各种理由进行的
上诉之后，莫布利于2005年被处死。
因此，现在的证据表明在刑法实践中，生物学和遗传学抗辩没能取

代以前的责任观念，至少在美国这个人们可能会期待这样的发展被推进
的最远的地方。24减刑抗辩取得了较多成功，但长久以来这就是审判过
程具有的一个更容易接受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专业知识的方面。生

的产物。当麦金尼斯博士引领陪审团从头到尾看这些男女谱系、这 
些闪光的色彩时这样说，"这么多不同的精神病"，造就了上星期被 

22



第八章 控制生物学丨281

说明有关犯罪学的神经遗传发现应该改变自由、责任或美德这些盛行的
法律观念。对“引致犯罪的基因”和行为之间的联系进行的遗传学解释
跟那些指出背景、环境或生平影响的解释一样是“决定论的”。来自遗
传学的论点认为某种遺传的基因型降低了控制自己或采取不同行动的能
力。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人的教养或环境降低了自我控制能
力。法官和陪审团很可能像抵制后者的申辩主张那样抵制前者的申辩
主张。
有人可能认为生物学解释的客观性和可证明性可能让它们有更大影

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提出的论点通常不能让法庭满
意，并且常常被律师推翻，在媒体中受到嘲笑。法庭对实实在在刻印的
东西——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扫描或DNA图表——的展示具有更大
的修辞力量。但是就像在DNA “指纹识别”那里——在这里大脑扫描被
用在有争议的案子中，就像上面举出的卡里•斯泰纳的案子 样,
审判过程的结果是揭露隐藏在这些乐观的真理主张背后的混乱复杂的情

如关于法律过程中其他知识形式——特别是来自心理学的知识—— 
的作用的长期争论所表明的，当法官为自由意志、选择的自主性和个人

况（关于涉及DNA指纹识别的讨论，参见AUdridge 1992, 1994, Lynch 
1998, M' charek 2005） o 25对立的律师团队雇用生物学专家抨击彼此的 

真理主张，其后果会让当代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家高兴：这表明了最 
稳固的知识是可疑的技术规程、对比较群体的有争议的选择、有问题的
因果关系推导和随意判断造就的有争议的产物。没有理由认为如果脑成 
像、神经化学和遗传学论点开始固定地进入刑事审判过程，它们将不会 
同样被动摇。

物学论点进入法庭，这似乎不是因为法律人格变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
尤其是在美国——在为其客户进行辩护时无所不而是因为辩护律师

用。的确，思考当代生物犯罪学主张的法律哲学家找不到任何充足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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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这些非遗传学的、非精神病学的虚构进行辩护时，这不是因为法律
话语认为这是对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做岀的科学解释。相反，法律论证
认为有必要把人们当做好像有自由意志那样来进行，这是由于与盛行的
道德和政治秩序观念有关的原因。26的确，如在俄勒冈的金克尔这个案子
中法官的考虑所表明的，美国的法律思维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保护社会而
非减轻责任。在这一背景下，来自生物学的论证很可能不是通过辩护律
师耍手段，而是会在确定课刑方面产生极重要的影响。因为如果反社会
的行为不可磨灭地蕴含在罪犯的身体之中，那么看起来需要的不是减轻
惩罚，而是以保护公众为名让这个不可救药的个体长期屈服，即使这意
味着要舍弃很多法律考虑原则，比如关于罪行和惩罚相称的原则。
我已经提到很多州倾向于改革它们的精神错乱和杀人法律，以让精

神病患者面对法律让神志正常的人承受的所有惩罚。”比如，在得克萨斯
州，刑事诉讼程序章程中的一个条款要求陪审团评估死刑是否恰当，以
仔细考虑，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被告是否可能会做出对社会持续造成威
胁的暴力犯罪行为”：因此，像遗传禀性这样的减罪证据是把双刃剑,
它可能减轻对罪行负有的责任，同时表明该罪犯很可能在未来很危险,
并且已经不可救药，因此证明死刑是合理的。X此外，人们还可以加上下
列要求的出现：要求预防性地监禁“精神病患者”、“恋童癖者”和其他
“极为可恶的人”，人们认为这些人在本质上就是不可救药的，并且对
“公众”是个永远的威胁。“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理性观点越来越强调
个体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幸福负有的道德责任，以及他们对自己
的家人和社群负有的责任。在这一政治和道德背景中，面对着人们所认
为的暴力犯罪的危险蔓延，还有因为诸如连环杀手、精神病患者和性侵
犯者此类的大恶之人而不断地战战兢兢，法院和立法机关越来越坚持不
应因任何社会、家庭、医学或生物学因素减轻道德罪责，尤其是涉及暴
力行为或反社会行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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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什么。

专家
21世纪初的“神经伦理学家”对遗传学和大脑扫描可能对有关刑事

责任的概念产生的影响感到忧虑。就大脑而言，很多文章惯常举菲尼亚
斯•凯奇这个例子，在1984年他帮助修建的铁路线发生的爆炸将一把铁
夯穿入他的脑额叶导致他的性格发生改变之前，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
这次事故后，凯奇变得容易冲动，缺乏自制力等。凯奇只是用来支持下
面这一论点的一系列神经心理学实验对象之一：即我们越来越多的关于
脑损伤、脑异常或神经化学变化如何能够加重攻击性行为或犯罪行为的
知识将会扰乱传统的自由意志学说。这导致了很多猜测性文章，以及很
多关于大脑和心灵、决定论和自由之间关系的复杂推理。但是那些认真
思考这一问题的人大多数都同意迈克尔•加扎尼加的观点：神经科学
“永远不会发现大脑中与责任相关的东西，因为那是我们认为人——人
们——而非大脑所具有的东西。我们向我们的同胞、遵守规则的人类要

实际上，这是从对案例的回顾中显现出来的，它支持斯蒂芬•莫尔斯得 
出的结论——现存的法律原则完全能处理任何来自神经科学的论点和证 
据，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如此(Morse 2004)。并且，虽然几个有偏见

求的是一种道德价值”(Gazzaniga 2005： 101) 0简言之，责任的归属是一 

个组织我们管理方式的问题，而不是反映我们关于大脑的知识的问题。

我们可能，如尼采在1878年所预言的，已经认识到“自由意志是个 
谬误”。但是我们似乎不能舍弃责任这一观念。相反，在我们当代诸种个 
体当责文化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我们将罪犯重新概念化为必然要为其行 
为的后果负全责的人，并且认为这些行为是道德选择，不管其实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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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物犯罪学的科学话语做出贡献的人的观点，不管他们是在讨论遗传
学、神经化学还是大脑扫描有可能产生的影响。
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并不是所有的生物医学研究者都持有这

一观点。在1996年的一次全面述评中，埃文•巴拉班批判性综述了之前

此1996）。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媒体注意到有人声称在老鼠模型中发
现了敌对行为的遗传学或神经化学基础，并强调一些研究者的思维严重
偏离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攻击性行为的人所达成的共识。他表示，虽然
在20世纪80年代该领域大多数主要研究者认为任何想找到与敌对行为有
关的生理要素的尝试，都立足于对可用证据进行的过分简单化的、扭曲
的或错误的解释，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引用了认
为血清素机理中的异常与冲动的、攻击性的行为有关的文章中的内容,
引用了下面的意见，即一些人会用将老鼠的敌对行为与特定基因的等位
基因联系起来的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对理解人的敌对行为可能产生影
响（他引用了Coccaro 1992, Golden et al. 1991, Tecott and Barondes 1996,
Virkkunen et al. 1994）o但是，他认为，统合分析表明在这样的论证（5-
H1AA）中被作为论据引用的脑脊液中血清素代谢物的平均浓度没有差
别，表明在5-H1AA浓度低和冲动敌对行为或犯罪之间没有已被证实的
关系，并且提出特别专注于血清素是误导性的，因为这么多种多样的行
为都牵涉到血清素浓度的改变。在批评思考和解释结果这些方面惊人的
过分简化一是这些主张的特点——时，他对亨希望发现“吝啬基因”

（Hen 1996）尤其不满，除了其他方面之外，亨的这一希望还忽视了 “多
型变化”——换句话说，基因组中同一改变导致的多样变化一些变化
与让老鼠和大老鼠身上的某些基因“失去作用.有关。“目前，”巴拉班

的热烈支持者提出了关于新行为生物学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毫无根据的主 
张，并且有些人得出了优生主义和种族主义结论，"但这也似乎是大多数

10年中发表的对敌对行为的生理因素进行的动物和人类研究（Balaba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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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谈吝啬基因或某种特定的神经化学，谈敌对行为，在科学上毫无

发展不应该对刑事司法制度产生影响。但是大多数确实认为科学支持遗
传学、神经化学和敌对行为或冲动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人也持有这种
主张■,思考一下《法医精神病学杂志》1995年的一篇文章，该文的作者是

意志与5-羟色胺》。5-羟色胺（被称作5-HT）是神经传递素血清素。
该文宣布自杀的人和犯下暴力罪行的罪犯脑脊液中的血清素浓度异常,
其中有些人表现出对酒精过分敏感。它将这一点与关于某些嗜酒罪犯和
暴力罪犯身上的某种遗传因素的报道联系起来，与表明有神经心理测量
缺陷的人出现异常的脑扫描联系起来，与下面的论点联系起来，即冲动
的、攻击性的个体在内侧前额叶皮质中血清素再摄取机制的某些方面有
所减少。并非所有的生理因素都是遗传性的，但是虽然如此，“血清素转
运率较低与冲动的、攻击性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似乎显而易见……一点刺
激就会导致不受控制的、无典型特征的发怒，这可以从生物学角度得到
解释——大脑5-羟色胺的减少本身就表现为攻击性行为”（7）。
神经发生决定论？也许是。但是根据他的研究结果，瓦尔蒂艾宁并

未提议修改刑事审判中判定罪行的标准。他认为“既然所有行为都有生
物学基础，那么认为某种特定行为的原因是生物学上的，并因而称之为
疾病，这并未让我们对该行为可能产生的社会、道德或法律影响有任何 
了解”（6）。他的观点是量刑人员不应该关心某种生理疾病是否会减轻责 
任，而是关心保护社会、降低暴力行为重现的可能性。瓦尔蒂艾宁这样 
进行论证，因此是当代生物犯罪学的典型代表。对容易做出反社会的行 
为做出生物学解释，这利用了道德责任和个体罪责这些概念，而有关生

海基•瓦尔蒂艾宁，他领导了一个荷兰研究者小组，他们研究的是敌对 
行为的神经化学的不同方面（Vartiainen 1995）。52该文章的题目是《自由

逻辑联系。” （BaJabanetal. 1996： 35）
显然，对巴拉班和那些像他那样思考的人来说，故对行为生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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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原因的证据并未减轻它们，并且像疾病这样的社会分类在其中没有
合法的意义（参见Dinwiddie 1996） o所需要的法学是公共健康法学。罪
犯应该为其行为造成的后果负有道德贵任，而不考虑遗传、神经生理学
或神经化学，因此根据保护公众的需要，他们必须被处以最为恰当的判
决，不管这判决是什么样的。33检测可能有助于我们发现容易感染生物学
基础的疾病的人以及它们造成的后果I在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的情况下,
治疗可能是合适的，但是当过去的行为表明他们已经无可救药，或者专
家证据表明他们已经无法治疗时，那么就应该出于保护公众的需要采取
恰当的处理方法。
在本章后面的地方，我将回到这些主题。但是让我再多谈一会儿研

究者。大多数在20世纪末著书立说的生物犯罪学家都会对他们的分析进
行限定性说明。他们急于承认犯罪本身并不存在，犯法行为是多种多样
的，从文化角度和历史角度说犯罪是易变的，违法是司空见惯的，那些
被捕、被指控和被判罪的人不是违法者的代表性人物，而是通过各种各
样的社会过程产生岀来的被曲解的样本。M在这一新的实证主义中，行为
从不是简单地由生理“造成的"，严重的生理障碍可能本身就是环境困扰
等造成的结果。就遗传学而言，1995年大卫•沃瑟曼自信地断言:

主流研究者没有人相信存在着导致暴力行为或反社会行为的
单基因；所有人都认为像犯罪行为这样的行为表型是由许多基因和
环境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没有人认为遗传影响会让
犯罪行为不那么可变，很多人怀疑对抗遗传影响最有效的办法将需
要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最后，这些研究者中几乎没有人主张或认
为他们的研究结果会支持强制筛查、非自愿用药或更严厉的判决。
(Wasserman 1995：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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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中……虽然必然有很多基因参与对大脑功能的决定，但是这些基因
中没有一个独自对行为进行编码(Brunner 1996： 16)

或者以阿德里安•雷恩为例，他的研究表明了被控谋杀并以因精神
错乱为由申辩无罪的那些人出现的脑异常，试图减轻其客户责任的辩护
律师引用了这些研究。他还定期出现在媒体上。比如，在2004年播出的
BBC推测性电视纪录片《如果……我们能够阻止暴力》中，雷恩阐明了
他那有争议的观点。他声称脑成像研究表明杀人犯、精神病患者和有攻
击性反社会行为特征的人的前额叶皮层——那部分大脑参与调节和控制
感情和行为 功能较差。他声称这样的研究还表明罪犯的大脑与非罪
犯的大脑在生理上有所不同，前者前额叶皮层含有的灰质(神经元)最
少了 11%。此外，他认为，证据表明遗传过程导致50%的反社会行为和犯
罪行为，并且决定了儿童的反社会行为。他得出结论说：“我们一再地未
能阻止犯罪，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彻底忽视了犯罪原因的生物学和遗传学

在讨论未来发展时，雷恩的推测加入了大众通俗新闻和科幻小说的 
行列：他想象在未来，新药可能会矫正导致暴力行为的神经传递素大脑 
异常，可能会对犯人施行脑修复手术，以矫正引发暴力行为的有问题的

该并且确实产生于皮层组织的最高层这一事实。在这里，个别基因只是 
被间接反映在解剖结构，以及大脑各种各样的神经生理功能和生物化学

实际上，到1996年，甚至汉.布伦纳——他的著作在莫布利案件中 
被引用——也说他的研究并不支持“攻击基因”这一概念，虽然通俗报 
刊是这样解释的：“’攻击基因’这一概念讲不通，因为它掩盖了行为应

成分。相反，我们需要致力于新的介入措施，它们将改良大脑的结构和 
功能。”有趣的是这些介入措施包括一些相当没有争议的建议——改善儿 
童时期的营养，也许可以给犯人提供富含鱼油的食物，以及及早介入， 
比如出生前和产期卫生保健——虽然他并不赞成让有严重攻击性的儿童 
服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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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回路。但是，当在他的学术文章中讨论这些问题时，他关于犯罪责
任这一问题的观点与我们已经引用的那些观点相似。因此1997年，在考
虑他的大脑扫描可能对暴力罪犯产生的影响时，他认为“引起暴力行为
的神经过程是复杂的，不能过于简单地简化为单一大脑机制以直接的因
果方式导致了暴力行为。相反，暴力行为很可能涉及扰乱某个由以多样
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大脑机制构成的网络系统，在其他的社会、环境和心
理倾向存在时，它们容易引发暴力”(Raineetal. 1997： 503)。雷恩和他

的团队强调不能将这些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的暴力罪犯，并且宣称“这
些数据并不表明那些以精神错乱为由申辩无罪的人不对他们的行为负有
责任，它们也并不表明可以将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用作诊断技术,
我们的研究结果不能证明大脑机能障碍的原因(遗传的或环境的)，它们
也不确立因果方向”(505)。
但是，埃文•巴拉班思考了马里兰会议上的陈述之后，得出结论说

那些研究敌对行为生物学的人进行的限定性说明并不充分：反复要求对
基因和生物学在暴力犯罪起因中的重要性进行更多研究，这本身就促成
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可能会发现一粒将会给大街带来安全的潜在魔
力子弹(Balaban 1996)。同一讨论会上的卡里和戈特斯曼不同意这一观

点。他们坚持“它不全是遗传学的，并且从来不完全是遗传学的”，“像
'自然天赋对后天教养’、’攻击基因’和'我的基因让我这么做’这些
说法属于科学、科幻小说和社会讽剌作品的历史，不属于严肃的行为基
因学"(Carey and Gottesman 1996 ： 89) „但是他们确信当前这一代的分子

遗传学研究将会发现与反社会行为的各种方面有关的多态性——不是某
一种“犯罪基因”，而是很多产生微小作用的座位，它们共同影响性情、
动机和认知，影响个体在某些环境和生存条件下会做出某种反社会行为
的可能性。
美国司法部的戴安娜•菲什拜因甚至对以生物观点研究罪犯特性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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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压倒了大多数环境(Fishbein 1996： 93)但这不是乐观的理由,
因为“遗传特征不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是可以改变
的……不仅这些人会大大受益于该研究，而且公众最终可能会更容忍异常
行为，理解行为并非在所有人那里总是完全自主的……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目前的策略是有效的，因此，我们需要向前发展进入一个及早介入和同情
治疗的时代，这个时代可能是由遗传学研究推进的”(93)。我们可以看
到在这里某种东西正在形成，它远比关于自由意志和责任的争论更重要:
一种新人类的出现一有做出反社会行为的“遗传风险”的人。56有遗传
风险的人是指根据DNA检测或家族史而被认为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那些

预防犯罪、公共健康和保护社会

这里有一种控制策略，但它既非新优生学，也非基因决定论，至 
少在这些词语一般被理解的意义上说：相信一个人的性格和人生道路由 
某种固定不变的遗传本性预先决定。当代生物犯罪学并不是说生理是命 
运。它和当代分子生物学和分子神经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同样的思维方式

人，因此，可能要在现在治疗他们，就好像他们很可能会在将来以某种 
应受介入的方式患病，即使目前他们并未表现出所说问题的迹象，即使 
无法预计困难的确实性、性质、时机和严重性。新的生物犯罪学就是在 
这里与犯罪控制方法大的趋势变化产生了交集——在许多管辖区域中， 
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护社会和公众被赋予了新 
的中心地位。

含的影响抱有更大的希望。在概述了一个研究任务——评估遗传学研究 
结果対预防犯罪和暴力行为的相关性和重要性——计划之后，她总结道：
“研究表明我们的人口中有一小群人在吃遗传易感性的苦头，这些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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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自由主义社会中位于文明道义作用的核心，要控制他们，一种由

对其家庭和社群造成的危险。另一方面，人们必须以下面这一点为第一
要务，即保护公众免受这些人及其行为所体现的对身体和精神健康造成
的威胁。37
在这一问题空间中，一个新的有关犯罪的生物学、神经病学、神

经化学和优生学的研究计划正在形成，它试图査明导致攻击性行为和反
社会行为的生理过程、遗传标记和风险因素，试图研发识别风险个体的
技术。通过领养研究、荷尔蒙研究、神经生理学研究以及对智力能力、
注意力缺乏症、轻微脑功能失调进行的研究，研究者们正在寻找特定生
理异常与暴力犯罪倾向之间的联系，为的是及早发现，进行预防介入和
有效治疗。正是在这些方面，一种新的关于控制的分子生命政治正在
形成。
当然，下面这一看法并没有什么新意，即对当前罪犯的背景和特点

进行研究，将有可能研究出客观识别“症状前罪犯”的手段，这些人从
本性上说“倾向于”犯罪或者有犯罪的“风险”，因此可以合情合理地成
为预防介入的目标(Glueck and Glueck 1930, 1934» Glueck et al. 1943)。

犯罪社会学建立在对这些看法的摒弃之上，其现代形式可以追溯到埃德
温•萨瑟兰抨击关于犯罪的生物学解释(Sutherland 1931) 0从“二战”

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论点在很大程度上被犯罪学真理话语

两方面构成的策略正在形成。一方面，人们必须理解导致这些反社会行 
为的环境，以便识别有这些倾向的人，并且对他们进行干预以减少他们

行事，包括易感性、预测和预防逻辑。并且它关心的不是有缺陷人种的 
繁殖率对国家基因库造成的威胁。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问题空间相当不 
同，是由反社会行为、攻击性行为和暴力行为显而易见的“盛行”决定 
的，人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由于自我控制、理智、成熟性、判断力、圆 
通和理性降低。这些反公民似乎缺乏所有的自我控制能力，这些能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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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外——它们似乎与科学种族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威尔逊和赫
恩斯坦认为人的理性受制于生理限制，包括遗传性的冲动、攻击倾向和
智力低下，并且列举了一系列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提出的这些与犯罪行
为有关的主张。当他们发表《犯罪与人的天性》（Wilson and Herrnstein

1985）时，他们的论点受到了严厉批评，被与其他生物简化论者的著作
联系起来，并且被当做有政治动机而不再予以考虑（Cohen 1987, Gibbs

1985）。但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有众多建议要求对犯罪行为进行“综
合”研究，在其中生理因素构成了一个主要方面。这些论点仍然受到大
多数社会学家的质疑，他们将这些论点与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法西
斯主义联系起来。但是它们正在获得真理的地位，比如进入犯罪学的入
门教科书中，这些书对暴力的解释涉及生物医学、遗传学和神经生理
学因素，它们越来越被表现为立足于合理的经验证据（Wright and Miller

1998）。

现在，这些论点在当代基因组学思维方式中发挥作用 依据的不
是单一基因决定论，而是多成因易感性。换句话说，人们寻找的是人类
基因组单核昔酸多态性层面上的变异，它们组合起来，可以调节对环境
刺激做出的反应，或者增加形成特定行为特点的可能性。20世纪末和21世
纪初，大暈文章宣称已经发现了与抑郁症、焦虑症和儿童障碍——比如

当然，很多这样的文章特别关注敌对行为、冲动性和其他令人讨厌的行
为方式。比如，以发表于2000年的一篇文章为例，该文章的题目是《单
胺氧化酶A基因的调控多态性可能与敌对行为、冲动性和中枢神经系统的
血清素激活敏感度的变化有关》（Manucketal.2000）。作者们这样写道:

本研究展示的是这样的初步证据，它表明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多
态性变化与个人在敌对行为、冲动桂和中枢神经系统的血清素激活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和行为障碍——有关的易感性座位，它们备受关注。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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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的基因构成，以及第二内含子双核昔酸重复
的基因构成。所有参与者都完成了衡髯冲动性、敌意和生平敌对行
为史的标准访谈和问卷；在大部分对象（n=75）中，还用神经精神
药理学刺激评定中枢神经系统血清素的活性（催乳激素对盐酸芬氟
拉明的反应）。根据以前的表明具有等位基因2和3 （中等长度的重
复）的单胺氧化酶A启动子结构的转录活性增强的证据，单胺氧化酶

性和冲动性进行的综合测量中，属于1/4等位基因组的人（P<0.015）
比属于2/3等位基因组的人（P<0.02 ）得分要低得多，并表现出更明
显的中枢神经系统血清素激活敏感度。这些关联在对更加普遍的只
有等位基因1和等位基因3的群体（包括93%的对象）进行比较时也很

言，该样本中单胺氧化酶A第二内含子双核昔酸重复长度的变化并不

活敏感度的个体差异，以及与冲动控制和敌对行为有关的性格特征
的个体差异。（9）

这样的论证可能仍然显得是在这样一种因果逻辑中表述的，该逻辑假定
基因是具有特定影响的单位，它们先于并且独立于环境的影响。对动物
模型进行的很多研究同样如此。比如在2003年，凯斯西储大学研究老鼠
的埃文•德内里斯及其同事，宣布发现了Pet-1基因——它只在血清素神

敏感度这些方面的不同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包括110人的社群样本中 
调查X染色体上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启动子区中显然正常运转的30bp

A基因启动子区30bp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多态性的四个重复变体被 
放在了 一起进行分析（等位基因“1+4”对"2+3”）。对倾向性攻击

太显著。我们断定，单胺氧化酶A基因启动子区30bp可变数目串联重 
复序列调控多态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枢神经系统血清素激

显著。虽然与单胺氧化薛A基因启动子区30bp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 
多态性处于连锁不平衡中，但是就相对于行为或芬氣拉明的刺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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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复杂情况，以“研究者们在老鼠身上发现了焦虑和攻击基因，为研究
人的情绪失调打开了新的大门”为题。新闻稿宣称:

血清素是一种化学物质，充当的是信史或神经传递素，让大脑
和脊髓中的神经元彼此交流。它对保持适当程度的焦虑和攻击性很
重要。有人巳经将有缺陷的血清素神经元和人的过度焦虑、冲动暴
力行为和抑郁症联系起来……像百忧解和舍曲林这样的抗抑郁药是
通过提高血清素的活性来发挥作用的，对治疗很多这样的疾病非常
有效。

德内里斯自己解释说：“Pet-1基因被破坏了的老鼠的行为与一些以更焦
虑和更暴力为特点的人类精神病惊人的相似。但是更有经验的研究者
们，包括那些研究动物模型的人，表示基因型——比如那些影响代谢神
经传递索的醐的活性程度的基因型——与环境危害相互作用，因而能够
调整诸如儿童时期的虐待造成的影响。“在这里，卡斯皮及其同事的文
章通常更适用于人类，该文章建立在大型队列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声称
“发现血清素运输体(5-HTT)基因启动子区的功能多态性缓和压力较
大的生活事件对抑郁症产生的影响。在遇到压力较大的生活事件时，比
起由长等位基因同型结合的人来，有一个或两个5-HTT启动子多态性短

考虑到2003年为预防暴力对行为基因组学进行的这种研究可能产生 
的影响，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的凯瑟琳•莫利和韦恩•霍尔非常有用 
地总结了那些候选基因变体，它们被不同的小组指定为与“个体可能会

等位基因拷贝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患抑郁症的可能和自杀想法 
(Caspi et al. 2002： 386)。

经元中活动——当它们被破坏时，就会让成年老鼠比野生型对照老鼠更 
具攻击性，更加焦虑(Hendricks 2003)。凯斯西储大学的新闻稿不考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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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冲动性有关的血清素激活系显现出反社会行为特征”有潜在关系

统的要素基因的变体，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有关的多巴胺能系统中的要
素的基因变体，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冲动和敌对行为有关的去甲肾上
腺素能系统中的要素的基因变体，与酶活性有关的基因变体，它们参与
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冲动、敌对行为、行为障碍和刑事定罪有关的神
经传递素的新陈代谢——但是仍强调“如果人们有大量的变体基因，他
们做出反社会行为的危险才会更大”(Morley and Hall 2003： 4)。"他们最

后说，虽然“遗传学研究刚刚开始识别可能与个体显现反社会行为特征
的可能性有某些关系的基因变体”，但这并不是关于单个基因的问题•
相反，该问题被重新置于当代关于“易感性”的思维样式之中。的确,
他们的报告的题目是“有从事犯罪行为的遗传易感性吗"，他们认为:

这次对关于反社会行为的遗传学研究进行的回顾总结了不断
增多的证据，它们表明遗传对反社会行为具有促成作用，但它还表
明了很可能将会发现这样的单基因变体，它们会让做出反社会行为
的风险显著增加。相反，更可能的是将会识别大量的基因变体，在
必要的环境因素存在时，它们将会增加某些个体表现出下面这些行
为特征的可能性，这些行为特征会让他们更有可能从事犯罪活动。
(4-5)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致采取这种形式的关于暴力行为的解释进
入控制策略之中。当时，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在其所长弗雷德里
克• K.古德温的领导下，发起了国家暴力倡议行动。在这一倡议中,
精神病学家将力图识别有可能做岀犯罪行为的儿童，并且会尝试制定预
防策略。《芝加哥论坛报》1993年报道说该计划唤起了下面这一希望,
即“最终可以通过操控通向敌对行为的化学和遗传学门户来克制暴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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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于1993年和1994年发表了4册，要求对暴力犯罪的生物学和遗传学因
素进行更多研究，对减少暴力行为的新药进行更多研究(Reiss and Roth

1993, Reiss et al. 1994)0反对精神病暴力的社会运动者、老兵彼得•布雷

金获得了很多被泄露出来的规划文件的副本。他声称该倡议行动的提案
指出了 “新出现的发现个体行为决定因素的科学能力——在生物化学、
心理学和社会/环境层面上”，并且“解决办法必须反映针对个体暴力决
定因素的日益增长的科学和临床能力”，并特别将这些与遗传风险因素
和神经化学风险因素联系了起来。该提案建议成立研究中心，以“检验
各种各样的针对个体、家庭和社群的介入措施”，该建议的总结部分宣
称“少数民族人口受影响的比例太大”(Breggin 1995—1996, Breggin and

Brcggin 1994）。

1992年，布雷金发起了一项媒体运动，特别致力于把非裔美国人行
动主义者动员起来，宣传和抗议该倡议行动。正是该运动让马里兰大学
召开的遗传学和犯罪会议陷入了麻烦，布雷金认为这次会议是对国家心
理健康研究所暴力倡议行动的逻辑依据进行的阐释。到1992年，美国联
邦政府与迈克阿瑟基金会合作，为大规模倡议行动“人类发展与犯罪行
为计划”提供赞助，每年达到大约1200万美元之多。该倡议行动依据的
是下面这一观点，即“行为遗传学、神经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发
展，让人们重新产生了可能会发现违法和犯罪行为的生理决定因素的希
望"(Earl 1991,转引自Breggin 1995—1996) o因此，该计划的目的是筛

査儿童以发现可能在犯罪行为中发挥某种作用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因
素，并且打算对这些对象进行为期八年的追踪，为的是最终确定用来预
测犯罪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标记。虽然由于围绕着暴力倡议行动的争
议取消了这一综合性计划，但出自该计划的个别计划仍继续受联邦政府

为……也许可以强制地给那些水平异常的人可能的防暴药物”(转引自
Human Rights 1996)。"来自这一倡议行动的官方Citizens Commiss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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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夸大了他的理由。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理解和控制暴力行为小组任
职的富兰克林•齐姆林“怀疑遗传学将在美国的暴力预防中发挥某种重

甚至对以前行为粗暴的成年人进行暴力预测都容易出错。挑要作用
选长大成人后属于严重暴力高风险人群的儿童纯属科幻"(Zimring 1996：
106)。但是，戴安娜•菲什拜因认为，“一旦知道了在相关族群中受遗传
影响的那些精神机能障碍形式的患病率，我们就能更好地确定一种将遗
传学研究结果包含在内的预防措施可能会如何大大影响反社会行为这一
问题”(Fishbein 1996： 91)。她认为，至少该证据“表明需要及早发现和

介入”(91)。如丹尼尔•沃瑟曼指出的，生物犯罪学家希望对反社会行
为进行的神经发生研究可能发现与该行为有关的标记或基因，虽然它不
会发现其“原因”(Wasserman 1996： 108)。那么，就可以制定筛査计划

以发现携带这些标记的人，可以计划实行抢先介入措施，以治疗该病或
降低患病个体造成的危险。在此基础上，有很多人相信生物学专业知识能够
成为各种社会控制机构着手进行的风险预防措施的一部分(nshbein2000)。

显然，从这些角度理解，这些受遗传学和生物学启发的倡议只是一
组相互关联的计划——该组计划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处理犯罪控制这一问

中的一个要素，属于一种促进公共健康的策略。实际上，在美国题
全国展开的大多数暴力预防倡议都是从这一角度构想的。43要对抗被理解
为某种“流行病”的犯罪现象，需要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在
犯罪行为达到某种严重程度前进行预防介入，试图发现、治疗或隔离风
险人士。但是它们还包括试图通过给予社群和家庭支持、通过教堂和自
愿组织的工作、通过一系列更为熟悉的道德和环境再生计划增强“免疫
力.和“抵抗力”如1995年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关于暴力和创伤压力
研究的计划公告所说：“对所有美国人来说，暴力和创伤造成的影响构成

资助。
布雷金认为这是一项暗中进行政府社会控制的种族主义计划。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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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近几年来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开始被广泛
看做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在这一将暴力预防看做公共健康的观
念中，如今生物学因素被认为是一组导致犯下暴行的危险因素，它们与
内心的.家庭的、同事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相互作用，与其他创伤
或毒素相互作用，比如暴力经历、酒精或毒品。生物犯罪学迫切想达到
的及早发现和治疗这些目标，只是对控制方法进行的普遍改变中的一种
策略，在这一•普遍改变中，很多专家的著作——从遗传学研究者到精神
病学家、警察和社会工作者——已经开始被人们从发现、评估、交流和

46管理风险的角度来理解了。
策略包括：将作为整体的人口中的风险降到最低，发现和针对高

风险区——可能是特定的地理范围或特定的群体、社群或分组人口 I力
图通过分析在统计学上和临床上与所考虑的问题行为或病变有关的因素
组合发现临床症状出现前的危险个体。在此之后，通过下列方法降低风
险：对问题个体或犯罪个体进行风险评估，把他们记入风险名册，联系
风险程度决定对他们采取的治疗方法，通过风险监控控制他们，通过介
入计划改造他们，介入计划旨在培养他们监控和控制自己的风险所必需
的能力，或者如果认为他们危险得不可救药的话，就通过永远监禁让他
们无所作为，就像在“三振出局”政策中那样，还有建议预防性监禁性
犯罪者，那些监狱服刑结束时仍然被认为“危险的”人，或者那些被诊
断有特定“人格障碍”的人。

新的控制生物学
在20世纪前半期的控制生物学中，通过遗传解释人类的独特特征是

要声称，首先，它们是特定分组人口的特性，其次，它们是不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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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这两个方面，新的控制生物学都有所不同。毫无疑问，有仍然从
人口群角度进行思考的行为遗传学家，尤其是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
学，甚至进化社会学的热烈支持者。"近代的优生学家，比如査尔斯•默
里和理査德•赫恩斯坦，更不用说那些更稀奇古怪的人物 他们由露
骨的种族主义组织资助——显然都属于这一阵营。并且有些犯罪研究,
尤其是美国的犯罪研究都特别关注种族群，他们或者明确选择哪个种族
群，或者选择家庭成员曾犯过刑事罪的试验对象，事实确实如此——考
虑到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出于与生理毫不相关的原因在监狱和缓刑
中占的比例过高，这一做法将包括任一美国城市中大量的非裔美国人和
拉丁美洲人。但是这样的做法在科学界内部受到了质疑，在科学界，大
部分行为遗传学家认为寻找反社会行为的群体倾向，这是大错特错的。
在这里，风险是从临床角度来理解的：虽然某些群体中的人可能有患特
定疾病的“更高风险”——就像在镰刀形细胞贫血症这个例子中一样——
接下来采取的做法不是旨在对这样的人口群整体进行控制，而是旨在发
现特定的人，在他们那里，某种生理或家族倾向可能会在某些发育环境
或社会环境中让他们做出暴力行为或反社会行为。其目的或者是让这些
人恢复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意志进行恰当控制的状态・ 借助下面这些疗
法，它们可能是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它们或者需要改变可能会引起或
激发这些倾向表现出来的环境——要不然就将他们隔离。要求监禁可能
让人们想起了以前提出的隔离那些人——他们的体质和繁殖让他们成为
一种对种族健康的威胁——的要求，并且隔离产生的后果对那些相关人
员而言可能同样令人不快。但它们的逻辑依据是不同的。实际的或潜在
的犯罪者不是作为一个有缺陷的分组人口或者退化种族——其生育要受
到限制——的成员，而是作为难以管教的个体被监禁起来，因为他们不
能根据自由开明的社会的文明规范管理自己。
与20世纪前半期的优生学不同，将某物归于生理不再是认为它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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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改变的。甚至我们假设，的确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基因，其特定的形式
确实会让人做出反社会行为、暴力行为或攻击性行为，它也不会被看做
-种不可改变的命运标志，证明强制隔离、绝育或安乐死是正当的。在
当前被夸大的分子生物学和神经遗传学语言中，一旦有人发现了一种令
人讨厌的特点的遗传基础，一旦有人发现了有遗传风险的个体，那么就
可以开始采取降低该风险的介入措施：精神药理学、基因治疗、环境控
制、生活管理技能、认知重构。在将犯罪控制作为公共健康的观念中,
因利用这些风险最小化技术连同对暴力或反社会行为的基础的生物学理
解，新的控制可能性出现了。
在大多数管辖区域中，对市中心的居民进行全面筛查可能显得太有

争议而不能被仔细考虑。但是，2004年乔治• W.布什总统的新自由心理
健康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计划，广泛筛査尚未确诊的精神病，并采用得克
萨斯州药物使用指导方案所使用的一套方法。1995年开始的德州药物算法
项目包括制订一种“算法” •这实际上是一张流程图，从最初的诊断开
始在治疗计划期间指导执业者——包括根据反应增加对精神病药物的使
用，甚至包括电休克治疗（ECT）。该提议受到了广泛批评，尤其是因为
提议该计划的官员和部分资助该计划并且必定会从中受益的制药公司之
间有明显的联系。但是总统委员会提议将该治疗计划与一项对“各个年
龄层的消费者”——包括学前儿童——进行全面心理健康筛查的提案结合
起来：“每年，”委员会写道，“幼童因严重的破坏行为和情绪失常被开除
出幼儿园和托儿服务机构”。学校处于筛查5200万学生和600万在学校工作
的成年人的“重要位置”（Lenzer2004： 1458）。

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筛査使用基因指纹识别或神经化学
评估。虽然如此，越来越可能的是将会有人提议对爱捣乱的学生进行遗
传筛查，并以抢先治疗作为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一个条件：实际上至少
有一个小组说他们的多基因检测可能有这样的诊断用途（Coming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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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就业条件，或者向破坏性的或有过失的雇员提供遗传治疗，使他们
免于被解雇。"有发人深省的先例。许多抗精神病药物，比如治疗酗酒症
的戒酒硫和治疗躁郁症的锂盐，都是这样被采用的。与以前那个时代的
消极优生学不同，当代以公共健康为名从生物角度研究有危险的个性,
这给犯罪学家提供了一种作为治疗专家的角色——有益于个体和社会本
身的健康。

一种批判性的控制生命政治学?
当代的生物犯罪学在一个特定的问题空间中获得了其重要性。一方

面，这是罪行的明显“盛行”，包括暴行、敌对行为、冲动、反社会行为
或是通过暴力自吹自擂。人们是从极为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罪行的:
它们似乎表明肆意无视自由社会中对自由个体行为的道德约束。它们不
是某个人种群的病征，而是拒绝道德共同体的束缚和违反自由与自制规
范一它们位于“先进.自由主义社会的道德秩序的核心——的个体的
病征。非同寻常的道德恐慌包围着这些“坏”人，他们显然已经无法改
造，不愿意或者不能克制他们的反常欲望。他们已经导致人们广泛要求
发现和预防性监禁这些恶人。有些人在生理上与生俱来地倾向于不可救
药的、反社会的、攻击性的和暴力的行为，这一主张的支持者不仅支持
这些特别提案，他们还暗示可能需要将以保护公众为名的预防性监禁大
网展开得再宽一些，以便包括所有那些人——他们的性格让他们对其他
人形成危险。似乎必须要给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机器再添加一个新的部
门，其作用将是永远隔离下面这些人，他们的生理让他们永远无法被治

2000).同样，人们可以预见对轻罪犯进行的定罪后筛査，基因测定和配 
合治疗成为缓刑或假释的一个条件。或者人们可以想象，遗传筛査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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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或改造好。
另一方面，生物犯罪学很可能会发挥一 •种更适度的作用，作为关于

犯罪管理的公共健康政策更普遍地岀现中的一个要索，致力于发现实际
存在的或潜在的反社会个体，并对他们进行预防性干预，在儿童时期或
青春期、在学校或少年法庭中运用筛査程序，以及早发现这样的个体,
让他们得到治疗。发现、预测、控制生物学危险因素的做法将会在很多
其他做法中脱颖而岀，在充满危险的政治和公共领域发挥更大的控制作
用，该领域的特点是对预防原则进行政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思
维控制了大量的心理健康实践，精神病学家已经被赋予了以风险为名进
行管理和被管理的职责。
易感性这一观念，正在出现的筛查技术和使用药物进行预防性医

疗介入的希望，它们的结合是强大的，尤其是在一个预防性地开抗精神
病药已经成为常规做法的世界中。当它被深深地置于一个弥漫着对危险
的恐惧的政治和公共领域中时，就更是如此了。批判性分析应该超越传
统的二分法 自由意志对决定论，社会对生理• 因为这些不能帮助
我们理解正在这些新的控制做法中形成的权力、知识、伦理准则和主体
化之间的关系。相反，也许批判性的控制生命政治学需要问的是，试图
以保护公众为名发现和控制在生物学上有风险的个体的控制策略，它们
的好处是什么，危险是什么，收益是什么，对谁而言？它们的损失是什
么，对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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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伦理学和生物资本的精神

本书中所描绘的事件不是某一个故事——没有而且将不会有一个唯
一•的顶点或转变点。如果生命与政治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既不是
在开始也不是在结束，而是处于中间。无疑，在这些做法中体现出来的
许多希望将会落空，很多恐惧最后将证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很多障碍
和困难将会阻碍或者转移“贯彻执行”，一些非常意外的或不曾预料到的
事情将会发生。当新方法确实到达诊查室或诊所时，现在看起来大胆激
进的做法和介入措施将很快会显得正常，变得常规化。声誉和财富会被
得到和失去，但是很多生物经济学预言将最后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乐观,
很多发现策略和商业化策略将会失败，并且生物技术变化将会是逐步发
生的，而不是突破性的，是渐进的而不是划时代的。确实会发生的大多
数改变都将发生在实践和技术层面，发生在临床和治疗程序出现的大量
微小改变之中。并且这些改变将很快成为我们观察、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所必需的一部分，因此将很难认识到它们的新颖性。
因此在撰写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时，我试图避免扣人心弦的时代化,

试图牢记我们处于某个转折点上，这并不表示我们是有福的或被诅咒
的。我们并非处于某个单一历史进展中的一个独特时刻，而是处于多种
多样的历史中间。但是我试图表明我们的未来，就像我们的现在一样,
正在从许多偶然道路的交汇处岀现，当这些道路交织在一起时，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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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如何生活、对我们认为我们是谁产生某些影响，我希望我表明了
关于我们进入一个“后人类未来”的猜测太夸张了，就像很多与这一猜
测有关的忧虑一样。但是虽然如此，我认为事情将在各种细微的方面和
以前不太相同了。
那么，我“在中间”写作，试图描述某些变化，它们正在产生可

以被断定的影响。在我们现在的分子生命政治中，我们人类生命力的很
多方面已经成为技术的，可以在手术室、诊所、教室、军队和日常生活
中被操控、被改变。我们确实仍然常常说起我们生命力的很多方面是我
们的生理赋予的，认为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某些方面是天生的，并且在
不同的时候说我们是健康的或不健康的、身体正常或有病，尤其是因为
我们生活在这么多要求我们这么做的常规做法中——学校教育、工作、
保险。出于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很多人很可能仍然认为人的生命是某
种自然禀赋——人性，认为人是一种具有天生的有机体规范的生物。但
是，生与死之间的界限，这些仍是决定性的界限，已经完全变得可以商
榷和争论了。实际上，所有那些处于生死之间、处于试管或试缸中的活
力和数据库或生物银行中的信息之间的实体的生命力也同样如此，比如
组织和卵子。在我们那么多的日常行为和医疗实践中，人的身体和心智
能力都不是被当做给定的，生理不再是命运，不再根据正常和病态这一
清楚的二元对立来组织判断了，疾病和健康之间的熟悉区分模糊了。假
装有一条线，它能够区分针对疾病易感性或脆弱易感性的介入措施，和
旨在增强能力的介入措施，这越来越困难了。在这个由风险、易感性、
谨慎和预见构成的世界中，我们看到新的判断做法和方式，通过发现生
物学上的风险——遗传的、神经元的风险，可以强制治疗、约束患病个
体或者是潜在的患病个体，甚至将他们排除在外。并且，在涉及卵子、
精子或胎儿时，这样的诊断能够让可能的生命之路不可挽回地转向无生
命的领域。但是我们还看到另一个梦想，另一种希望，即在进行了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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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诊断后，可能会在生物学层面上进行技术介入，以修复或者甚至改善
某个有机体，因而修复或改善某种生命，否则它就会是痛苦的、短暂
的，或者不是最令人满意的。这一梦想和希望来自医生、遗传学家、生
物技术公司和很多“遭受痛苦的”个体及其家庭。当今生命科学的政治
使命与下面这一看法密切相关，即在大多数、可能是所有的情况中，如
果不是现在，那么就是在未来，危险的、受损害的、有缺陷的或者是遭
受痛苦的个体一旦被发现、被评估，就可能会被分子层面的医疗介入治
疗或改变。与其说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认为身体是台机器，不如说人类已
经变得甚至更具生物学意义了，同时身体的生命力变得越来越可以被规
划了。
在这些发展中并通过这些发展，当代西方文化中的人越来越开始从

身体角度理解他们自己：肉体存在已经成为进行伦理判断和使用技术的
重要场所之一。在这一体系中，每次遗传咨询，每次羊膜腔穿刺术，每
次开某种抗抑郁药，都至少是以下面这一可能性为依据，即可能对构成
不同的人和不同做人方式的相对生命质量进行判断。因为生物医学技术
已经将选择扩展到生命存在的基本构造，因此我们面临着下面这一不可
避免的任务，即仔细考虑不同人类生命的价值——伴随着关于这些决定
的争议，伴随着关于谁应该和谁不应该做岀这些决定的争论，进而伴随
着一种新的关于生命本身的政治。这一政治不是下面这样的政治：在其
中能对我们发号施令的人声称有——或者被赋予了——权利、权力或责
任以人口质量或基因库的健康为名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方面，在新的牧
师权力形式中，关于生命本身的价值的问题全面影响着所有那些生命力
专家——医生、遗传顾问、研究科学家、生物技术主管、药物公司职员
等——的日常判断、词汇、技术和行为。这一新的牧师权力形式正在我
们的遗传学和生物学中并围绕着它们形成。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的生
活中，在我们家人的生活中，在将我们与同我们共享我们的生物身份诸



方面的人联系起来的新联合中，生命本身的政治向我们每个人提出了这
些问题。我们的生物生命本身已经进入了决定和选择的领域，这些关于
判断的问题已经不可避免。生活在一个生物公民身份、“身体伦理学”
和生命政治的时代就是这样的。
当然，很多有关生命和健康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将继续存在,

或者将被用其他方式解决。心脏病、肥胖症、中风、糖尿病和其他常见
复杂疾病最后将会抵制基因组学解释或介入治疗，它们将要求对公共健
康医学更惯常但更有效的措施进行投资。上百万的生命将继续受下面这
些因素限制：贫穷，缺少适宜的食物、纯净水或像样的卫生设施，药品
价格，艾滋病，疟疾，等等，它们根本不需要异想天开的基因组医学或
神经遗传学。这里也有一种生命政治，在之前的章节中我并没有讨论这
种生命政治，一种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慈善活动的政治，一些生物医学
组织为解决穷人的健康问题所做出的新努力的政治，一种不断提高世界
性意识的政治。但是在这里，一种身体伦理学也正在形成：认为毕竟生
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物，每个这样的生物通
过作为这种生物中的一员对彼此都有要求。也许，这一 “生物学简化
论”不应该是引起批评的原因，而应是某种乐观主义的理由。

马克斯•韦伯认为他在加尔文教派中看到的某种世俗禁欲主义宗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的早期出现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择亲和性”
(Weber 1930),这一论点非常有名。当然，也一直广受争议，被大量

解释，广受经验反驳。但它基于韦伯更深刻的洞见，即人类在不同时代
和地域的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于他所谓的“救世神学”，一种理解人们遭
受的痛苦、找到其原因、思考把人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的方法的方式。

306 |生命本身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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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人们发现和解释他们的忧虑，过着一种能让他们接受或克服忧虑
的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这样一种救世神学有关，该神学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和不同的地域表现为各种具体形式。今天，这引发了下述问题: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描述的“生命力经济”和我同样描述过的“身体伦理
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密切关系？活生生的生物身体——作为管理个体
的主要场所，作为当代给我们造成这么多忧虑和不满的场所，作为希望
和可能被战胜的场所，和生物经济的诞生之间有什么联系？当代生物资
本的重要性与人类以健康、长寿和他们的生命存在为名对自己所做的所
有新型伦理工作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区分这里使用的伦理学的意义与生

物伦理学这一观念牵涉到的伦理学意义。在前面的一章中，我问道为什
么如今生物伦理学获得了如此的重要性，并且提供了一些初步的、临时
的答案。在政府控制技术处理这些关于生命及其管理的非常有争议的问
题时，生物伦理学无疑在这些控制技术中作为一种合法化手段发挥作用

(Salter and Jones 2002, 2005)。生物伦理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伦理保证,

它们能让诸要素——组织、细胞、卵子、精子、胚胎、身体部位・ 口

法地围绕着生物资本环路运转，这样就能在从实验室到诊所这些环境中
将它们结合，再结合(Franklin 2003)。研究者们能够借助一些方法使他

们的活动获得“伦理许可”，通过将这些方法常规化和官僚化，生物伦
理学足以让他们免受批评，免于接受对其活动性质和后果进行的仔细调
查。生物伦理学常常看起来产生于那些想或者需要让其商业或科学活动
有个伦理依据的人——不管他们是制药公司，或是那些事业依赖于对试
验对象进行研究的人——和哲学家、神学家、伦理学家和其他人之间的
一种联合，也许这是一种不道徳的联合。后者在这里看到这样一个潜在
场所，他们能在这里获得拨款、认可，找到一种专业使命和一个公共角
色。并且，如一些批评家声称的，无疑有这样的时候，生物伦理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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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供的诚实的健康证书似乎是“供出售的”：当生物伦理学家接受
他们教育活动的津贴、接受拨款、担当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的顾问
时，他们可能辜负了人们对他们的信任，以人的生命为代价让不可接受
的东西合法化(Elliot 2004) °

对生物伦理学的社会政治作用进行的这些批判性分析是非常有益
的，虽然在涉及对生物伦理学话语、常规做法、专业知识形式和策略性
接触的不同方面在不同地点和实践中的真正作用进行的经验研究时，需
要精细地描绘它们(Lopez 2004)。但是与进行批判的冲动相比，也许
我们需要注意这一对生物伦理学的要求表明了什么。也许，最简单的
是，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一般意义，生物学的和伦理的在其中密切联系在
—起。
一方面是那些可能被更准确地称为“生物道德”的做法和思维方

式，其目的是制定原则，颁布关于在生物医学中可以怎样进行研究或怎
样做临床工作的法规和条例。在躯体的、身体的和“生物的”变得对我
们的生活形式如此重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该感到惊讶的是人们的
一个反应是设法控制这些问题，找到一些规则系统对它们进行判断，为
了可能存在的关于它们的充满争议的决定将程序标准化。这样，这些悬
而未定的问题就变成了技术问题：是否遵循了正确的书面程序？是否获
得了恰当的批准？是否保证了保密性？是否获得了知情同意？在这里,
生物伦理学就像会计学、法律条例、审计等一样，实际上已经成为下面
这一机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该机制管理生物经济，促进产生生物资本
所需的生物材料的循环，管理所有那些实践，在其中生命本身是对象、
目标和赌注。
但是，我们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思考生物伦理学，我们还需要考

虑这一意义。这另一种意义关系到参与者——不仅有患者及其家人，还
有研究者、临床医生、监管者，甚至那些在商界工作的人——在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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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的详细人种研究中知道更多关于这
一伦理学的情况。这些表明了我称之为“生物公民”的那些人在这个生
命本身的分子政治时代中，是如何不得不自己重新对康德提岀的三个著
名问题做出回答：即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
但是我认为在对陷入当代生命政治的权威人士和专家的精神特质进行的
研究中，在那些在商业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中工作和为它们工作的
人中，也许甚至在那些证券市场参与者和投资者——他们似乎只关心资

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某种类似的东西。虽然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
怀疑、实用主义、野心、贪婪和竞争行为，他们也在不可避免地寻找、
汇集和创造以下这些方式：他们可以对他们在人的生命力处于危险时必
须做出的决定进行判断、裁定的方式，和从伦理学上为这些决定辩护的
方式。
与我在本书中详细阐释的身体伦理学观念最接近的正是这一意义。

伦理学，在这里理解为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塑造和管理我们自己的
方式。'如果我们的伦理学在主要的方面已经变成身体的，这部分是因
为正是我们的“身体”或者肉体存在被赋予了重要性，我们的“生理因
素”——我们的基因组、我们的神经传递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问题
化。其次，还因为权威人士——现在不仅包括医生和健康促进者，还有
很多其他“身体”专家、遗传顾问、咨询和互助小组、让公共理解遗传
学的计划，当然还有生物伦理学家——他们现在在阐明生活规则，他们
的命令决定了我们与自身的关系。第三，是因为正在决定我们对自身理
解的知识形式本身越来越“具有生物学意义”——该知识当然是医学的,
而且更直接地来自基因组学和神经科学，其表述是通俗的，其详尽阐述
是科学的，其采取的混合形式融入了日常生活的非专业话语。第四，是

实际表现和他们的生活中涉及他们面对的困境以及他们必须做出的判断 
和决定时，他们认为有关的伦理考虑。我们可以从所有关于生物社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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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被锁在了一起。因为只有在生命本身获得了这种伦理重要性的情况
下，在管理和改善生命的技术能够将自身表现为不仅仅是对利润和私利
的不道德追求，而是让自身服务于健康和生命的情况中，生物资本才有
可能这样控制我们的希望、想象和利润经济。我提出，在这一意义上,
身体伦理学与“生物资本的精神”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尾声
这种肉体精神化，这种伦理学肉体化，无疑会遭到在新世纪将来之

际进行创作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某种鄙视。他们想给我们人类分配这样
一项任务，即创造一种不太世俗的，不那么主张人只不过是兽的、更高 
尚的和更精神化的伦理学。但是，用韦伯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末尾所说 
的话来说：“这将我们带到了对价值和信仰进行判断的世界，这篇纯历 
史性的讨论不需要为此所累。下一项任务更确切地说是说明（该发展）

因为我们的期望——对救赎的希望、对我们自己的未来的希望——本 
身是由对保持健康和延长尘世生活的考虑和对那之后的未来的考虑决 
定的。现在，我们不再认为未来我们自己会在一方乐土中获得永生，而 
是认为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后代在未来获得永生。因此，它似乎要求我们 
把我们自己的精力投入到那些人——他们将带我们进入未来——未来的 
生理健康中，投入到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健康生命中。管理健康和生命 
力，这曾经被嘲笑为痴狂的或自恋的自我专注，现在在管理这么多人的
生命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伦理重要性。
那么，这就是可能与某种形式的资本、生物资本和生命本身的资本

化“选择性亲和”的身体伦理经济。当然，我们不必在对这些发展进行 
的唯物论或唯心论解释之间进行选择。2身体伦理学和生物资本从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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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社会伦理学的实质内容的重要性，因而对社会团体——从秘密集
会（信徒的不定期集会）到国家——的组织类型和功能具有的重要性。”
(Weber 1930： 182)

本书中的文章只是尝试开始这项任务。无疑，在可能对它们进行的
众多批评中，是它们里面没有熟悉的社会批判词语。虽然讨论了生命权
力，但谁拥有权力，谁为了什么目的行使权力，谁得益和谁受损？虽然
讨论了生命政治，但对隐藏利益、阶级的作用、正在岀现的新的不公平
和剥削形式进行的分析在哪里？有人可能会说，太多描述，太少分析,
太少批评了。但是，在这么多人进行判断的地方，我试图避免进行判
断，只是概略地叙述了对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及其体现的可能未来进行
的初步描绘。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做判断，但是我希望使判断成
为可能。要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思想自身展现下面这一可能性，即我们也
许能够介入现在，以塑造我们会栖居的未来的某些方面。
社会和人文科学可以从正在生命科学中形成的新生命认识论那里学

到某些东西，我对批评的态度正是源自这一认识。社会学和生物学作为
学科在19世纪诞生于相同的历史和地理空间之中。它们共有一种深度认
识论。社会科学历史学家早已强调了生物学模式和隐喻——生物学思维
样式——在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形成的解释体系中具有的重要
性：有机体、机能、系统等。那么，也许这么说也就不为过了：随着生
物学中的思维样式改变，那些试图理解其社会组织和后果的学科中的思
维样式也应该改变。批判性社会科学还需要认识到最为深刻的思想是停
留在表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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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人们认为这个“我们.指的是第一世界先进的自由主义国家中的居

民，虽然有时它似乎包含整个人类。并不是这样的。生物医学资源中只有
很小一•部分用于解决世界大部分人口的健康问题。《无国界医生＞〉2004年报
道说:

10年前，世界在健康研究方面的费用为300亿美元，其中不到10%被
用于90%的世界健康问题一这一差异被称为a 10/90差距”。如今全球
用在健康研究方面的费用增加为不到1060亿美元，是原来的3倍多，但是
用于研发治疗90%的全球疾病负担的费用只增加了 3到5亿美元，变为35
亿美元，这主要应归功于私人基金会、政府和慈善团体的捐款。这样,
10/90差距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从百分比来看，这一差距在过去的10年中
增长惊人。

(http： //www.msf.org/content/page.cfin? articleid=

3534F412—8F82—4E5E—B4459FE9B5C666AF 2005年1 月 15 日访问)

1975年到1999年进入市场的1393种新化学实体中，只有16种用于治疗热带
疾病和肺结核。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素乱或癌症的药物比治疗某种受忽略的疾
病的药物进入市场的机会要高出13倍(Trouiller et d. 2002)。

2.当然，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这一观念并不新。如我在第三章中所

http://www.msf.org/content/page.c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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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这来自斯特凡,贝克和米基•克内希特2003年在德国的布兰肯塞组织的
研讨会的标题。迈克尔•费希尔还将它作为他最近的一本人类学论文集的题
目(Fischer 2003)。我在第三章中讨论了我对这一观念的使用。

3.随着千禧年将近，萨拉•富兰克林和我各自开始研究••生命本身”这
一观念——这一观念是我们两个以不同的方式根据米歇尔•福柯众多著作的
主题改编的。她的文章(Franklin 2000)和我自己的文章(Rose 2001)大概是
同时间写的，在我定稿时，阅读她的稿子让我受益良多。

第一章21世纪的生命政治
1.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未见证“诊所的消亡"，如唐娜•哈拉维在

《赛博格宣言》中曾经提到的：.诊所的方法需要身体和书籍，我们有文本和
表面。对我们的控制不再通过用医学方法处理和正常化来进行，它们通过联
网、重新设计信息、管理压力来进行I正常化让位于自动化，完全的重复。”
(Haraway 1991)

2.这里不是全面描述所有这些发展的地方，但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医学期
刊《柳叶刀》的编辑理査德•霍顿提供了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耐人寻味的综
述(Horton 2004)。

3.仅举一例，2003年英国敏特咨询公司报道，像血压监测仪和血糖测试
仪这样的自测设备的销量急剧増长，差不多60%的英国人每人至少有一件医疗
诊断器材，5年中这些器材的销量增加了32%,预计将会继续增长(《卫报》
2003年10月29日报道)。

4.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为回应对医生权威的这一威胁，人们做了
很多尝试，试图从临床医生的角度阐发一种医学实践哲学，为临床判断具有
的优先权提供一种哲学和概念理由(比如参见Engelhardt and Towers 1979,
Feinstein 1967)。我感谢乌费•尤尔•延森在一次题为“’我们的确需要一种
全新的医学哲学’，甚至更多”的研讨会报告中把这个问题讲得那么清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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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05年11月给BIOS中心做的报告。他认为他自己的著作（Jensen 1987）也是

与分子的相对”。
6,当然，这是“临床凝视”，米歇尔•福柯在《诊所的诞生》（1973）中

描绘了其考古学，2000年伦敦举行的“惊人身体展”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凝视
(Kemp and Wallace 2000)。

7.有关弹性痣的介绍，参见http://wwwgeneclinics.org/profiles/pxe (2004

年1月12日访问）。
8.仅对一种技术——聚合连锁反应——的发明进行分析，参见Rabinow

1996b.

9.其他人已经注意到这一变化，并以各种方式对该变化进行了分析，有
些人借鉴文学或文化研究，集中讨论著名生物学家的语言和著作中的变化隐
喻和比喻（比如参见Doyle 1997）。

10,可以在http： //www.bloodbock.com/trans-history.html上看到一份关于输

血的有用年表。还可参见Starr 2002。
11.关于这一过程早期阶段的分析，参见Scott 1981.关于对器官捐赠的文

化差异进行的准确分析，参见Lock 2002。关于对器官商品化和器官贸易的批

判性分析，参见Scheper, Hughes, and Waquant 2002。

12.关于"组织经济”这个一•般问题，参见協Idby and Mitchell （2006）

13.参见她在网上发表的文章Hannah Landecker, no date, "Living differently

time： plasticity, temporality, and cellular biotechnologies,” 见Http： //in

culturemachine.tees.ac.uk/Articles/landecker.htm (2005年 12月 1 日访问)。

14.我在第三章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点。
15.关于史蒂夫•曼的信息，参见http: //about.eyetap.org/cyborgs/ (2004

为临床实践的首要地位进行辩护这一运动的一部分。
5.我使用的“克分子”是在《牛津英语词典》界定的这一•意义上使用 

的，即“大块的或与大块有关的，作用于或者通过大块物质发挥作用，常常

http://wwwgeneclinics.org/profiles/pxe
http://www.bloodbock.com/trans-history.html%25E4%25B8%258A%25E7%259C%258B%25E5%2588%25B0%25E4%25B8%2580%25E4%25BB%25BD%25E5%2585%25B3%25E4%25BA%258E%25E8%25BE%2593
file:////about.eyetap.org/cybo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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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2日访问)。
16,关于凯文•沃里克的信息，参见http： //www.kcvinwarwick.com/ (2004

年1月12日访问)。
17.感谢布提哈•阿亚纳提出这一表达一变得更具生物性——这与萨

拉•富兰克林2005年11月24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关于“分生
(mo biology)的评论类似。关于赛博格这一问题，该文的一个评论

者提岀赛博主义不是有机物和无机物、人和人造物的结合体，而是对信息和
控制体系进行的某种概念化。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是伊恩•哈金在对赛博
格的一种不同理解中指出，该词最初是两个多才多艺的人在I960年使用的。
第一个是曼弗雷德•克莱因斯，他在研发出CAT扫描技术之前，对罗克兰州
立医院内森•克兰实验室中计算机辅助的生物反惯进行了大量研究(Hacking
1998)。共同创造该词的克兰是一位临床精神病专家，哈金告诉我们，他还曾
经是杜瓦利埃的私人精神病学顾问医生。他还在精神药理学的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Healy 1997)。克兰和克莱因斯的赛博格是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之请一^太空中的人不再不断地注意和适应环境一发明的：“目的是给人
添加些东西，使他能作为人、作为’不改变其本质、其人性’——这些是在
这里形成的——的人存在o" (Hacking 1998： 209,他引用的是克莱因斯，岀自

Gray et al. 1995, p. 47)关于对赛博主义有分歧的理解更全面的讨论，可以参见

格雷后来的著作(Gray 2000).
18.非常感谢伊恩•哈金让我读了这一研讨会报告的全文，题目是《实

现笛卡尔的想象：模拟身体与数字心灵》，这是2004年2月在伦敦国王学院所
做的一系列关于“数字学术，数字文化”的报告中所做的。尽管认识是集体

I'] mo biology：这个词是双关语，既指"moil biology",也指"molecular biology，,既是深化 

生物学性质也是分子生物学的意思.分子生物学又介于自然的和被创造的之冋，所以需要 
一个中文字，既能代表层次加探，又是分子生物学的谐音.大柢••分外.的■•分”用在这 
里比较合适.——译注

物学”

file:////www.kcvinwarwi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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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分布式的，尽管我们怀疑作者的功能，但对他的论点的误解仅是我自

现实。
20.我在下面的第八章讨论了这一点。
21-参见下面的第三章。
22.蒂姆•塔利和他的公司海利空在他对果蝇进行的研究的基础上一起

研制一种提高记忆力的化合物——我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有所讨论，在2002年4
月该化合物被称为大脑伟哥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参见http： //www.forbes.com/

global/2002/0204/060_ptint.html) (2004年I月 12日访问)。

23.参见下面的第七章，还有Rose 2004.
24.阿德里安娜•佩特瑞娜也使用了这一术语，但是意义更有限制性

（Petryna2002）.参见下面第三章中的讨论。
25.关于 18号染色体，参见http： //www.chromosomel8.org/index.htm (2004

年1月12日访问），关于遗传学联盟，参见http： //www.geneticalliance.org/0

26.我已经称此为“神经化学自我”的诞生。参见下面的第七章，关于以
前的说法，参见Rose 2003b, 2004。

27.我暂不考虑犯罪控制和神经病学领域，这些著名的伦理原则在这些领
域价值有限（参见下面的第八章）.

28.当然，生物伦理学的兴起吸引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注
意力，我在本书中的几个地方讨论了它们的作用。但是，在这里提供一些关
于这一奇怪现象的基本信息可能是有帮助的。虽然有些人认为生物伦理学开
始于古代，包含所有关于生命、死亡和医学的思考，但是罗杰•库特告诉我
们“生物伦理学”这个词直到1970年才被刊印在范•伦塞勒•波特的一篇文章
中，当1971年R.萨金特•施赖弗和安德烈•黑尔格斯为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
约瑟夫和罗斯•肯尼迪人类繁殖和生物伦理学研究所命名时，分别釆用了这

己的■
19. 2005年12月，就在哈金提出这一论点之后不久，面部移植术成为

file:////www.forbes.com/
http://www.chromosomel8.org/index.htm
file:////www.geneticalliance.org/0


注# I 3”

个词。前者“认为它是一个将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新学科”.而"乔治敦大
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认为它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60年代和70
年代关于医学实验的争议和对医学实践与研究的其他批评“有助于让'生物
伦理学家'能够就医学和生物技术的伦理界限提出建议”（Cooter 2004,参见

Potter 1970,还可参见Jonsen 1998）。

在美国之外，当然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样的思考要么是伦理学家
的职责，要么更通常是医学律师的职责，比如伊恩•肯尼迪1980年在英国所
做的瑞思系列讲座，批评了作为很多医学决定之基础的变相道德论。对肯尼
迪而言，生物伦理学是个相当不讨人喜欢的词，在美国用来指下面这样的东
西，他宁愿将它看做伦理学、法律、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涉及医学时的混
合（Kennedy 1981 ： vii） o

在思考生物伦理学的经费来源、它关于伦理学的有限理解和它对社会
科学分析方法的拒斥时，库特说“生物伦理学似乎注定昙花一现……对很多
人而言，它包含与人类生命有关的一切，很矛盾的是，这让它没有了发展前
途”，但是他提出这“标志着20世纪晚期医学的社会关系内部的一系列紧张关
系和重新组合”（Cooter 2004： 1794）。

29.有关美国医学伦理学官方历史的概要和美国医学协会的作用，参见
Baker et al. 1999。

30.对生物伦理学家参与美国制药业和生物技术公司的批判性分析，参见
Elliot 2001。

31.这些问题中有很多问题在The Tocquevilk 23： 2 （2003）这一期特刊中有

所讨论。在我看来，卡尔•埃利奥特是有关生物伦理学困境的最有洞见的评
论者之一（尤其参见Elliot 1999） o

32. ELSI=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人类基因组计划将这一趋势制度化,
设法通过将其基金留岀一部分用于对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从而
转移社会和政治批评。欧委会基准体系计划一整个欧洲一系列重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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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它们有较大的生物科学和基因组学成分——现在还包括为伦理、法律
和社会影响提供资金。维尔康姆信托基金会也提出了一个生物医学计划为这
样的研究提供资金。

33.需要再次强调工业公司与大学内部和外部进行的科学研究之间的密切
联系本身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实际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一科学知识
的形象——在大学实验室这个隔绝空间中产生，由公款提供资金，远离商业
需要，只受无私利性等默顿规范推动——只适用于20世纪中期一段大约50年的
独特时期的少数学科。如果要发现新颖性的话，那么它在于围绕着我在下面
描述的生命科学形成的独特结构。

34.我已经在其他地方主张说对科学学科发展的描绘一描绘出从实验室
到社会这一发展路线一是“误导性的”，尤其是在下面这样的知识领域中:
它们有米歇尔•福柯所说的“低认识论界限”。比如，精神科学是围绕着它们
的应用领域一在工业中、教室里、军队中、法庭上一“形成学科”，只是
后来才被在大学中确立(Rose 1985) °尤其是不应该低估军队优先考虑的事项
和资金产生的影响，甚至是在最明显的理论学科中，比如数学。

35.萨拉•富兰克林和玛格丽特•洛克编的论文集开始耐人寻味地阐发生
物资本这一观念，指出得到新生命形式的专利权，对它们进行定序、绘制、
销售、纯化、加商标和宣传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生命的新型混合(Franklin

and Lock 2003b):我自己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不太算是人种学方法，这些研

究对我的研究大有帮助。在我创作本书时，萨拉•富兰克林自己在对克隆的
研究中对这些观念的阐述正在刊印中，我感谢她让我在出版之前(Franklin,

forthcoming 2006)阅读书稿的一部分内容。

36.如萨拉•富兰克林指出的，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描述资
本成为农业中一种独立的、主导的力量的过程时谈到了牛羊养殖的资本化,
富兰克林提岀在很多方面，克隆多利羊——只有通过风险资本投资，并且以
创造作为转基因“生物反应器”的羊为目的，这样的羊能够在它们的奶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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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出售的治疗人类疾病的酶，这才变得可能——将资本作为“家畜”的最
古老定义与它在当代生物资本中呈现的最新形式结合起来。因此，人类的抱
负就真正地“体现”在可作资本的实体活生生的存在和具有的能力之中。这
么看来，这可以作为生物经济中“家畜”资本化一比如干细胞资本化一
的典范（Franklin, forthcoming 2006）

37.由富通银行和生命科学合伙人公司组织的欧洲生物资本大会，使得生
物技术公司能够向受邀而来的风险资本家、机构和生物技术与制药公司——
他们盼望在生物技术市场中找到最佳投资机会一些听众展示自己•参见
http: //biocapitaleurope.com （2005年11 月 25 日访问）,

38.参见http： //www.biospace.com/news_story.aspx? storyID=20035520

full=l （2005年11月25日访问）。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温床图，可以在http： //
wwwbiospace.com/biotechhotbeds.aspx （2005年11月 26 日访问）找到 0 1985年那

份给旧金山海湾地区绘制的生物技术海湾地图的原图挂在史密森学会的美国
历史国家博物馆中永久展览。《生物资本》1996年首次开始出版。

39.参见http： //www.imshealth.com/ims/portal/front/indexC/O, 2605,

6025_1825, 00.htm （2005年11 月 21 日访问）。

40.来自美国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见http://open.imshealth.com/

download/may2004.pdf。

41.萨拉•富兰克林和玛格丽特•洛克认为.承诺性资本主义”这个词出
自卡丽丝•汤普森当时尚未岀版的著作，该著作谈的是她所称之为的“生物

式”。她说这种方式重新强调再生产，人类不再如马克思所说的那么疏离他们
的劳动产品，而是有疏离他们的身体或身体部位的危险：她提出，在这里资
本不是积累的而是“本质上是承诺性的”（p. 258）。虽然汤普森的分析容易让
人浮想联翩，需要更多关注，而我给它的关注不够，但是她所选择的内容似

技术（再）生产方式"（Franklin and Lock 2003a）。参见Thompson 2005,特别 

是第六章。汤普森提出当代资本主义中出现了她所说的“生物医学再王产方

file:////biocapitaleurope.com
http://www.biospace.com/news_story.aspx
file:////www.imshealth.com/ims/portal/front/indexC/O
http://open.ims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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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她自己对生殖技术的集中讨论所特有的，并不是大多数当代生物经济学
的特点。投机风险和风险资本依靠的是凭在未来获得收益的希望开出本票，
这一观点长久以来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其他研究中
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我借用的是我2005年2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做的《克
利福德•巴克利纪念讲座》中的论点。

42.比如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是如何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成员国的经济越来越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现在知识被看做提高生产力和
实现经济増长的驱动因素，因此人们重新关注经济表现中信息、技术和知识
的作用。由于更充分地认识到知识和技术在当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经济中的地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个词被提出来了。”（。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6 ： 3）

43.来自唐宁街10号，列在首相演讲下，见http://wwwnumber-10.gov.uk/

output/Pagel548.asp （2005年8月 11 日访问）。

44.还可参见http： //sunsite.berkeley.edu./biotech/iceland/new.html （2004年 1

月12日访问）。在冰岛雷克雅未克2005年8月2日发布的-份新闻稿中，基因解
码公司对他们的进展装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却公布，就他们2005年
第二季度的财务结算情况而言：“2005年第二季度的净亏损为1330万美元，与
2004年第二季度相同。2005年上半年的净亏损为3030万美元，去年同期为2530
万美元。这主要是由于用于公司药物研制计划的经费增加了。今年第二季度
每股基本和摊薄净亏损均为0.25美元，与去年同季度相同。2005年上半年的
基本和摊薄净亏损为0.56美元，2004年同期则为0.48美元。.参见http： 〃wvg

decode.com/ （2005年 8月 11 日访问）。

php? show=main lang=eng （2005年8月 11 日访问）。

Biotechnology, 2003o

46.参见U.K House of Commons Trade and Industry Committee Report on

45.有关爱沙尼亚的基因组计划，参见http： //www.geenivaramu.ee/index.

http://wwwnumber-10.gov.uk/
decode.com/
file:////www.geenivaramu.e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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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当然，尤其是在美国，人们不应该忽略2001年9月11日之后“生物防卫
中存在的机遇和挑战”：从2001年到2005年，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在生物防
卫上的花费几乎增加了4倍，并且2004年的《生物防御法案》投资56亿美元用
于美国对抗病原体的手段。

48,这一外包受产品研发临床试验的数量急剧増加驱动，受药物研发中追
求速度和节约的竞争压力驱动，受妨碍征募试验对象的伦理限制和其他限制
（比如美国在大部分药物产品试验中禁止用犯人）驱动，受为利润而签约进
行药物试验的商业组织的増多驱动。Pctryna 2005对很多这类问题进行了富有

洞见的分析。2001年，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监察长办公室所写的一份关于
临床试验全球化的报告提供了一些表明这一领域中的发展的迹象，该报告称
1980年只有41位外国调査研究员依据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程序——叫做“研发
新药申请”——进行药物试验。到1990年该数字増长为271,到1999年，增长
为4458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2001）.邦妮•布雷夏2002年在《制药经理人》中写到境外实验给公司带来的
好处时，估计说:

根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截至2002年，全世界大约有7500项临床
计划正在研发准备中。到2003年，分析家们估计全世界临床计划的总数
将增长到1万多项。中心观察公司说就向食品药物管理局提出的每项新药
申请而言，制药公司必须平均进行68次研究（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
这总共需要4300个志愿者。由于明年全球研发计划的预期増长，需要招
收的患者数量预计每年增长15% 2000年，预计所有临床研究中有86%
没能按时招收所需数量的患者。平均而言，美国的临床研究被延迟了366
天。由于每项研究每天现款支付的费用大约为37000美元，那些延迟是可
观的。将那些费用与每日商品销售量平均130万美元的损失结合起来——
及时征募成了一个极大的考虑因素。（Brescia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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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直在批评这样的做法。2002年12月，《华盛顿邮报》的研究员发
表了6篇系列文章，题目是《身体猎人》，记录的是总部在美国的制药公司
在不太发达的国家进行的药物试验。将试验外包这一做法的驱动因素包括在
美国征募患者的困难和费用，希望加快药物研发，对与副作用和安慰剂组试
验有关的问题的管理明显不严格，很多国家的医生和政府愿意参与。他们提
出这些试验管理较差，常常包括未受过多少教育的患者（由薪酬不高的医生
征募，制药公司承诺他们每招收一个试验对象就给他们一笔不菲的酬金）.
这些想者并不知道他们正被用作试验对象，并且常常没有受到恰当的医疗护
理。他们讲述的那些例子一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包括辉瑞制药公司
1996年在脑膜炎流行期冋在尼日利亚的儿童身上试验其潜在的拳头产品抗生
素曲伐沙星，为回应食品药物管理局对精神分裂症药物齐哌西酮对心律产生
的副作用的担忧，在保加利亜和匈牙利对它进行试验，马克西姆制药在俄国
试验治疗肝病的药物，安内特制药用阿根廷的国民试验它用于治疗术后心脏
损伤的实捡药卡立泊来德，瑞士研究公司凡提克斯使用来自爱沙尼亚的试验
对象，它承诺给酬金，承诺会热心地满足来自罗氏公司和诺华公司的紧急要

可参见Kellerher 2004。在本注释开始时引用的佩特瑞娜所写的那篇文章对有些

复杂情况——包括对曲伐沙星这个例子进行评价一进行了有益的考察：佩
特瑞娜文章中的引文让我看到了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和上面所引的布雷夏的
文章。

关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运动神经元病研究，参见http：//49.

ww.mndcentre.org.uk/Research/GeneticFront.html （2005年8月 11 日访问）。

50.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牵涉到法国基塞公司和总部在美国的千
禧制药的研究变得特别有争议（参见Sleeboom 2005） o但是商业组织已经围绕

着这些采集物发展出一种商业模式（比如，“世界主要的人类组织供应商"、

washingtonpost.com/wp-dyn/world/issues/bodyhunters/, 2005年8月 9 日访问 ° 还

求'瓦克斯根公司在曼谷的吸毒者身上试验其艾滋病疫苗。参见http： //WWW.

washingtonpost.com/wp-dyn/world/issues/bodyhu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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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在底特律的阿斯特兰德公司，其“世界各地的供体地点网络使它能够收
集20多万人类组织样本一-它们反映了具有药理学重要性的各个方面.,参见
http： //www.asterand.cotn/Serviccs/（2005年8月 11 日访冋］）。2000年，原住民委员

会宣称澳大利亚的一家生物技术研发公司Autogen -致力于通过研制提高生命

质量的创新产品创造股东价值”,专门利用基因发现技术发现新的治疗标靶,
在寻找治疗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溃疡的药物的过程中买下了 “汤加国
的基因库二在寻找致病基因的过程中，它从血液中获取DNA,以形成家族成
员的基因系谱。在一篇访谈中,

科利尔教授否认该公司在进行生物剽窃，并且说该公司逢循世界卫
生组织制定的准则。“如果该公司取得任何成果，汤加政府都将获得版
税，将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人民会免费得到源自该研究的所有药物。”
他说。在获取样本之前，公司将征求患者充分知情同意。本年底或2001
年初，Autogen将开始从汤加采集DNA样本。对生物技术公司来说，汤

加国和其他波利尼西国家的DNA很有价值，因为从基因角度说他们比其
他族群更加与世隔绝，在后者那里，家庭都是由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人
构成的。“汤加在他们的家族分群方面有大量记载，他们知道谁和谁有关
系疽'科利尔教授说道。但是就像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一样，当汤加人更
多地接触西方文化和西方饮食时，他们开始死于外国疾病。

------http: //www.ipcb.org/issues/human_genetics/

human_populations/tonga/autogen_ buys.html, 2005年8 月 23 日访冋

这些样本采集涉及的伦理问题，主要是关于知情同意和惠益共享的问
题，对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国际单体型图谱计划来说变得特别令人担忧，我在
第六章中讨论了这一点。

51.我在第二章中讨论了有关“生命”的变化着的观念。

http://www.asterand.cotn/Serviccs/%25EF%25BC%25882005%25E5%25B9%25B48%25E6%259C%2588
file:////www.ipcb.org/issues/human_ge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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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中，所有这些问题汇集到了一起。安德鲁斯和内尔金赞许地引用
了约翰•穆尔在一次报纸访谈中所说的话：“我的医生称我的人性、我的遗
传本质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把我看成一座矿，从中采掘
生物材料。我被他们采集。”(in John Vidal and John Carvel, **Lambs to the gene

market, " Guardian, November 12, 1994； 25, quoted in Andrews and Nelkin

2001： 1).但是不清楚的是这些问题在什么程度上取决于穆尔的同意、经济
回报的分配，或是对细胞的“采集”。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器官贸易进行
的很多批判性评价中，出现了同样的混乱。

53.萨拉•富兰克林敏锐地指出了生物技术公司现在试图将这些伦理考
虑内化在他们的生意模式和人工制品中、内化于她所说的“伦理生物资本”

(Franklin 2003)中的方式。在本书的后记中，我会再谈生物资本。

第二章政治与生命
1.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论，和很多有用的深刻见解和引文，我受惠于萨

拉,富兰克林。我的大部分论点赞同和阐述她在Franklin 2000中的论点。

2.法国的让-巴布提斯•拉马克和德国的戈特弗里德•莱茵雷尔德•特雷
维拉努斯与洛伦茨•奥肯在同一年提出。

3.冈纪兰姆的论文以1966年2月在布鲁塞尔圣路易大学哲学与宗教科学学
院做的两场讲座为基础，摘录包含在Canguilhem 1994中。

4.参见Canguilhem 1994中“知识与生存”(**Knowledge and the Living")

这一节中的摘录。
5.伊夫林•福克斯•凯勒认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这一区分的

关键，对生物学被确立为一个独特科学学科最为重要的是“确立了一个知识
空间，从中可以获得'生命'这一范畴，将它当做给定的，当做一个自然现

52.在关于约翰•穆尔和分离自他的癌变脾脏的细胞系的著名案例(原 
告和上诉人约翰•穆尔诉被告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编号S006987,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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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被宣称为本身是'自然的’一领域，因此人们可以研究该领域，而
不用对那一范畴的界限提出疑问”（Keller 2002： 15—16）,我认为这是对的.

但是，她提出，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人们越来越迫切地提出“生命是什
么？”这一问题，这是由像“生命是如何开始的”这样的问题引发的，这导致
定义大量出现——生命是新陈代谢、运动、对环境的反应、复杂性、自组织
或负爛，导致人们特别热衷于理解、甚至复证生命来自非生命。

6-关于对这一生命观念一作为生殖能力再加上遗传程序，连同变异的
可能与竞争的存在——的有影响力的解释，参见Jacob 1974。

当然，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生物科学中的这些问题,
关于“生命”的定义、界限、特征、统一或多样性，有很多争议。这里不是
记载这些争议的地方，这一工作已经由富有洞察力的福克斯•凯勒（2002）开
始做了。要着手这一工作，还需要区分生物学哲学家和生物学家从其学科角
度对“生命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的明确思考，与指导从事研究的生物医学
和生物学研究者——他们可能不太关注这些问题（就好像社会科学家很少会
非常担心像“社会是什么？"这样的宏大问题） 的隐含假设。

7.所谓的“垃圾DNA”——换句话说，不构成氨基酸编码的三联体的碱
基序列——构成人类基因组的大约97%。有些人认为它具有一种保护功能•——
这些非编码DNA的高比例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数据，即复制中的大多数随机突
变将不会发生在编码序列中，但是有些人长久以来怀疑这一非编码DNA中有
一些在形态发生和调节中起某种作用。定序技术的发展已经表明这一非编码
DNA中大部分是以进化的方式保留下来的，这支持了它必定具有某种功能的
观点，因为大量不需要的DNA部分都被筛除了。现在很多人相信这些非编码
DNA序列中有一些为具有重要调节功能的RNA编码（Gibbs 2003）。

实际上，弗朗索瓦•雅各布和雅克•莫诺已经在细菌中证明了这些调节
基因的存在，它们不为蛋白质编码，但是作为开关激活和阻止基因表达。1965
年，他们因酶的基因控制和病毒合成的发现（Jacob and Monod 1961）和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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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利沃夫一起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40年后，约翰•.马蒂克小组指出这些出现在基因内（基因内区）和基因
之间（基因间序列）的非蛋白质编码序列中的大多数序列——实际上它们之
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表达为非蛋白质编码RNA一是

依据 下面这一假设起作用的，即大多数复杂有机物的基因组是
用来调节发育的，该信息中的大多数是由非编码RNA处理的。逻辑和可
用的证据都表明这些RNA形成了 一个高度并行的数字网络.它将一系列
复杂的基因表达整合起来，控制多细胞有机物的自我发育所需的程序化
反应。如果这是正确的，我们就得彻底地重新评价我们目前关于基因组
信息内容和复杂有机物注定行为的理解，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大大超出了
生物学。

http: 〃jsm-research.imb.uq.edu.au/jsmgroup

（2005年8月11日访问）；还可参见Mattick 2004

（Denis 2002中有对马蒂克的著作的评论）。

大众媒体有时会引用马尔科姆西蒙斯的著作，夸大其词地强调对垃圾
DNA的思考中出现的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他试图为该垃圾DNA片段取得专
利权。马尔科姆是西蒙斯单倍体有限公司的创立者，他的网站这样总结了这
个故事:

马尔科姆西蒙斯博士，西蒙斯单倍体有限公司的创立者，创造
了影响深远的非编码DNA诊断和基因发现这些专利品。西蒙斯倡导这一
观念，即非编码的“垃圾” DNA不可能是“垃圾”，因为DNA序列差异
是有次序的，被保存在具有同类编码基因的人之间。有次序的序列模式
标明染色体的长度，包括邻近基因和较远的基因。16年前西蒙斯博士的

research.imb.uq.edu.au/jsm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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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已经产生了支撑DNA诊断的专利品，在单个患者那里进行的基因组
范围的基因发现正是建立在这些专利品之上。基因困绘法，包括非编码
DNA中的序列变异，正在被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国际单体型图谱计划
协作组使用a 2001年，西蒙斯博士认识到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完成促成了一
种改进的基因发现方法，特别适合那些复杂的疾病，人们认为这些疾病
涉及散布在构成基因组的23对染色体周围的许多基因。这23对染色体由
46条单染色体单倍体构成。单倍体有限公司用于基因发现的解决办法涉
及遗传学的基本要素：单细胞、单染色体和它们所包含的单基因。2003年
的专利申请是关于胎细胞提取的，描述了単倍体有限公司的多基因发现
方法，这些申请标志着遗传学研究和基因发现单倍体时代的开始。

http: //www.haplomics.com （ 2005年8月 11 日访问）

8.玛格丽特•洛克提供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有趣讨论(Lock 2005)。
9.渐成发育的这些意义与这一经典论点——在其中渐成发育与操演

(performation)学说相对一相关但不同。如玛格丽特•洛克指出的，在当
代的争论中，人们用很多方式解释渐成发育这一观念(Lock 2005)。关于有用
的介绍，参见Speybroeck et al. 2002。

10.但是，重要的是指出2005年“合成生物学家.一比如克雷格•文特
尔聚集起来的团队中的那些合成生物学家一仍在致力于用最少的为蛋白质
编码的人造DNA序列组创造出活生生的有机体|虽然还未生产出合成细胞,
但是他们已经宣称成功地创造出了一条完全是合成的噬菌体染色体(Smith et
al. 2003）。
实际上，他们并不是首先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

校的团队2002年创造出了合成病毒，该团队由埃克哈德•威默博士领导，他通
过从互联网上下载基因序列，然后将它和邮购的低核昔酸组合起来制造了一
个脊髓灰质炎病毒，该病毒看起来与“自然”病毒一模一样。这导致人们担

file:////www.hapl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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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主要是在美国——使用类似方法的团体进行生物恐怖主义袭击（Cello
et al. 2002)。关于讨论参见http： //news.bbc.uk/2/hi/sciencc/nature/2122619.stm

（2004年12月1日访问）。

关于文特尔的抱负，即人造有机体将会做任何事情，从能让美国保护自
己不受生物恐怖主义危害，到减少它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参见他的合成基因
组学公司的网站：http://www.syntheticgenomics.com/about.htm (2005年8月

11日访问）。但是，即便文特尔实现了对单细胞有机体的合成组合，但是当
他的项目试图制造更复杂的生命形式时可能就会搁置了。如马蒂克解释的,
与雅克•莫诺相信遗传法则是普遍的、相信细菌的情况和大象的情况一样相
反，病毒和原核生物（没有细胞核的简单的单细胞有机体）的情况与被归类
为真核细胞（多细胞有机体，其细胞含有细胞核）的情况并不一样一研究
者们现在强调的是非编码的RNA世界和渐成发育在真核细胞中的重要作用

(Mattick 2004)。

11.斯特凡•黑尔姆赖希批判性地分析了这样一种信息比喻体现的假设,
即在创造人造生命的行动中出现的假设（Helmreich 2000）.为避免误解，我

所说的生命“进行抗拒”不是表示生命具有的那种难以形容性、充沛性,
而是表示生物学像其他实验科学一样，如何没能在现实中想象出它在思想中
想象出的东西。我过时地提到现实向思想说“不”的能力，这源自我对加
斯东•巴舍拉尔关于科学中的现象技术时刻这一观念的理解（参见BacheUrd

中讨论了胚状体，该文是2004年10月22日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举行的“生
命本身：关于生命权力的批判性思考”的报告会上提交的。

13.如《世界》（2005年7月20日）所报道的，该检测宣称能够发现16号染
色体上的某个序列，该序列影响与自闭症有关的大脑特定区域中细胞蛋白激
酶C ? 1的合成。

1984）。还可参见伊恩•哈金对科学实验重要性的强调（Hacking 1983）。
12.萨拉•富兰克林在一篇题为《生命本身：世界性与基因想象》的文章

http://www.syntheticgenomics.com/ab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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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一篇与保罗•拉比诺合写的文章（Rabinow and Rose forthcoming

2006）中，我已经更详细地讨论了福柯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观念.
15.在一篇会议论文中，参见Koch 2000,表明这一修辞正在发挥作用的例

子，参见收录在特刊Science in Context 1998, 11 ： part（3/4）中的论文。

还可参见科克后来对这一关系的分析，在该分析中她考察了北欧诸国的
情况，表明优生法规被民主选举的议会釆用，受大部分民众阶层支持，是主
要科学家进行的遗传学研究的基础，它从根上本来不是种族主义的，而是在
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对减少福利费用非常重要，因此是建设北欧福利国家必不
可少的：在此基础上，她认为现在对优生学孤陋寡闻的指责毫无帮助，主张
人们去发现在20世纪前半期的生命政治策略中运用优生学知识和现今形成的
生命政治策略中运用优生学知识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16.这里，我在直接利用我对高尔顿论点的讨论以及它们在Rose 1985第三
章中所表明的思维样式。

17.我在前面引用的Rose 1985中讨论了英国关于退化的争论。关于欧洲从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的退化争论的有用综述，参见Pick 1989.

18.关于美国，参见Dowbiggin 1997, Kelves 1985, Kiihl 1994,

Larson 1995.关于法国，参见Carol 1995和Drouard 1999。关于德国，参见

Burleigh 1994, Proctor 1988O

19.我在这里利用的是休•拉弗尔斯未发表的一篇文章“J is for Jews",

这是他即将出版的泌眾时泌中的一部分。还可参见Weindling 1999。

20.该引文来自1943年4月24日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对纳粹党卫军军官的讲
话。该文转载于美国United States Office of Chief of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N吨 Conspiracy and Agression, voL 4.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572—578.

21.人类改善基金会公布，到1950年1月1日，50707名美国人被绝育，在战

争早期暂停绝育之后，自1949年以来绝育的速度加快了（参见Dickins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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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le 1950)。赖利报道了美国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优生绝育例子，虽然

规模相对较小，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准备做选择性绝育手术的外科医
生数量增加，并且给贫困妇女——她们因被控儿童照管不良而上庭受审
做这样的绝育手术(Reilly 1991)。近在1975年，西弗吉尼亚州颁布了一项绝育
法，虽然像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在生效的大多数其他这样的法律一
样，该法适用于弱智者或者“发育性残疾.者而不是那些被认为有精神病的

1996。

22.迈娅•伦西斯对该计划的研究由瑞典最重要的报纸《每日新闻报》
1997年8月的文章广为宣传，并且在英语报纸中被广泛报道，参见1999年6月3

日的《卫报》。还可参见Broberg and RoU-Hansen 1996.

23.实际上，人们通常认为是谢尔登•里德在1947年发明了 “遗传咨

询”这一术语，他在Reed 1974中讨论了遗传咨询与优生思想之间变化着的关

系。最近没有关于遗传咨询发展通史的作品，但是可以参见Fine 1993, Kenen
1984。

24.路德摩尔指岀1916年《遗传学》最初的编委会中的每个成员在优生运
动的早期发展过程中都参与或支持了该运动。

25.有人对使用阿的平法的化学绝育特别担心，该法是雅伊梅•齐珀博
士 1984年研发出来的，被销售到19个国家，包括孟加拉、智利、中国、哥伦

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摩洛哥、

巴基斯坦、菲律宾、委内瑞拉、越南、美国、马来西亚和罗马尼亚，虽然后
来被一些国家禁用了。比如参见http： //www.hsph.harvard.edu/Organizations/
heaJthncr/contra/topic05.html2 （ 2004年 1 月 12 日访问）。

26.比如参见Leel990, Wang and Hull 1991.

27.斯通认为西方集中批评中国生物伦理学的优生学基础，这曲解了中国
情况的复杂性(Stone 1996).

28.这些问题在西方科学新闻报道中被广泛地、批判性地报道，比如

人。关于北欧国家战后优生计划的详情，参见Broberg and RoU-Hansen

file:////www.hsph.harvard.edu/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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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hlan 1998 和 Dickson 1998。

29.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邱仁宗敎授，他从20世纪80年代
开始，“为个体和家庭拒绝绝育和终止怀孕的权利据理力争，明确地将这些权
利扩展到被认为是’弱智者’的那些人，对把某一类人视为’不健康的’或
'有缺陷的’标准提出质疑，谴责医学专家写到有精神残疾和智力残疾的人
时使用的陈词滥调”(DikEter 1998： 172—173).在20世纪末的中国，在明确

摒弃优生学这一方面，在接受立足于个体自主性和权利这些原则的欧美生物
伦理学这一方面，邱仁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30.斯通对这一解释提出了疑问，指出这一事实，即中国强调需要最大限
度地提高人口的健康——包括限制那些有残疾的人出生一这与下面的工作
齐头并进，即提高产前和产后护理，调查研究并改造成残疾的环境和饮食原
因，致力于让残疾人融入社会，包括为机会平等和保护残疾人的权利和利益
立法(Stone 1996)。

31.英语文献中对这些发展的讨论一直非常有限，并且主要局限于新闻报
道。比如《人民日报》(参见http： //peopledailycom.cn)上的那些报道。中国

特别关心的是考虑到男女出生不平衡对性别进行选择的问题，根据2000年进
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男女岀生比例为117 : 100,在广东省和海南省高达
130:100。人们认为这是成问题的，与其说这是因为男孩儿和女孩儿所体现
的差异估价，不如说是因为当这些孩子长大后找对象时预计这会对•婚姻市
场”产生的影响。

32. 2002年12月6日在《人民日报》网络版上报道，见http： //english.people.

daily.com.cn 0

33.关于详细说明这一处理风险问题的方法的最新论文集，参见Bake and

Simon 2002。我在Rose 1998中联系精神病学、在Rose 2000b中联系犯罪控制更

详细地阐述了我自己的方法。
34.但是，如埃瓦尔德所主张的，风险传播和不关心过错这些原则——

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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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世纪社会保障中的预防和赔偿所具有的特点一和健康政策与支撑
“预防原则”的当代风险思维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后者那里，要求完全
消除风险与试图让某人为所有不幸事件承担責任形影相随，每个新情况造成
的后果几乎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却要与要求保障完全安全联系起来(Ewald
2001).

35.其他人认为在美国的某些城市，优生考虑也在支持接受政府福利救济
的女性准自愿地绝育这一做法(Horsburgh 1996)。

36.在20世纪末的凡十年中，这些基于群组的风险管理方式扩展到其他领
域，特别是那些涉及行为异常的领域：被怀疑虐待儿童的家庭(Castcll991,
Parton 1991),对那些被判犯有某些种类性犯罪或暴力犯罪的人进行风险预测

(Pratt 2000)，对精神病患者进行风险预测(Rose 1998)。在每种情况中，结

合人口、生平、生活方式因素和其他因素以发现那些被认为有“高风险”的
人，然后将他们列入风险记录中，遭受各种权威人士的监督和报道，可能会
遭受其他的限制性措施——比如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公立机构照顾，或者遭受
预防性监禁。

37.最近一次实际上是关于预测性基因检测的争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987年得克萨斯大学健康法教授马格丽• W肖说对亨廷顿症进行预测性基因检
测意味着“开始”在未来的两代人中“将亨廷顿症基因从我们这一物种中消
除，现在这是可能的了”，并且说“那些可能或确定携带该基因的人必须采取
积极措施以防止该基因的传递”(Shaw 1987： 243)。

那些参与制订临床使用前测定计划的人立即强烈要求摒弃她的论点：“虽
然人人都欣然接受亨廷顿症基因频率的降低，但是这一优生论点既不现实,
确实也不是加拿大和英国临床使用前测定计划的主要目标……对亨廷顿症进
行临床前检测的主要目标是提高风险人士的生活质,。”(Hayden et al. 1987：

752)这些引用是我从卡洛斯•诺瓦斯对基因测定和亨廷顿症咨询历史的研究
(Novas 2003)那里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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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我暂时不考虑犯•罪控制和精神病学领域，在这些领域这些著名的伦理
原则价值有限。

第三章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
1.本章是从第一届布兰肯塞研讨会《新兴的生命形式：走向生命科学人

类学》（2003年12月11-130）上提交的一篇文章发展而来。该研讨会在柏林
布兰肯塞宫举行，由斯特凡•贝克和米契•克内希特组织。研讨会时大家给
我的评论，给麦克吉尔大学的社会科学和医学院与卡尔顿大学的社会学和人
类学院做演讲时大家给我的评论，对这一稿帮助很大。

2.有几十个、也许几百个网站谈论这一主张，这已经在后人类主义者中
成为一种信条和强烈的愿望。比如参见http： //transhumanism.org/index.php/

WTA/ （2004年6月26日访问）。

3.参见上面的注释1。斯特凡•贝克告诉我他们是从迈克尔•费希尔2003
年（Fischer 2003）以此为题的论文集那里获得这个词的。在论述这些问题的

那篇文章《新兴的生命：晚期或后现代主义者的人类学》中，费希尔提出这
个词承认“一种关于伦理学的人种志数据、社会理论的探索性论据和哲学观
点-（p- 37）。他认为很多生命领域中的实践者觉得传统的说和做的方式不再
有用了，认为“生命正在超越我们所接受过的教学培训”，认为我们生活在
这样的社会之中，它们是一个由“正在出现的、主导的和逐渐消失的历史视
域”构成的复合体，认为我们的生命形式需要一种“行动社会性，它自身之
内总是包含伦理困境”（p. 37）。虽然我并不相信这一判断是全球性的一这
似乎包括了各种现象，从变化着的对科学的组织，到以计算机为中介的认
识，到公民和伦理斗争 或者是这一观点，即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中，从社会角度或伦理角度说，它与我们的先辈们生活的时代截然不同，我
同意费希尔认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中的发现意义重大这一观点，赞同他所
说的，人种学为“探究变化着的主体性、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和象征形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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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它们正在岀现一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一种更适间的联系”
度的、以对人种学的了解为根据、但基于历史的经验主义可能能让我们记述
和找出这些联系和变化的一些特征，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混杂在一起的连续性
和新颖性。

4.作为本章基础的文章的题目为《21世纪的生命政治学》，以强调这一
差别。

5.参见本书第一章。

6.参见本书第四章。
7.在2003年的一次个人交流中：多谢査尔斯•罗森堡给了我非常有益的

意见。在最近一次关于新兴的生命形式这一主题的研讨会报告之后进行的讨
论中，另一位卓越的科学历史学家约翰皮克斯通就我想断定“新颖性”的
强烈愿望表达了非常类似的看法。

8.该引文的第一部分显然来自勒里什给1936年出版的《法国百科全书》
(Paris：

Masson) , 1939。

9-林赛•普赖尔及其同事考察了可视化技术一它们让临床医生和患者
“可以看见”风险一的作用（Prior et al. 2002）。

10.来自 http: //www.rxlist.com/top200_salcs_2003.htm (2004 年6 月26 日访

问）的数据。
11-所有引文均来自 http： //www.systembiology.org/ (2004年6月 26 日

访问）。

12.见http： //www.celeradiagnostics.com/cdx/pr_l086215171 (2004年6月26日

访问）。

13.奇特伍德和哈利是美国主要的集体诉讼法律事务所之一，他们在http： 〃
classlawcom/CM/Articles/arncles6.asp (2004年6月26日访问)上提供了这一有用

的说明。

撰写的稿件，第二部分源自他的Physiologic etpathologie du tissue osseux

http://www.rxlist.com/top200_salcs_2003.htm
file:////www.systembiology.org/
file:////www.celeradiagnostics.com/cdx/pr_l08621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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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引自上面引用的奇特伍德和哈利。
15.比如，参见大卫-尤因-邓肯在《不靠谱》杂志上的文章，该文谈的

是他于2002年末在圣地亚哥西昆龙公司针对一系列遗传疾病标记进行的基因
测定，该文章的题目是《作为命运的DNA»,副标题是“DNA是生命之书。
它也是死亡之书。未来我们都会被从头到尾读一遍。进行世界上首次彻底的
基因扫描就是这样的参见http： //www.wierd.com/wicrd/archive/10.11 /dna_

pr.htm） （2004年5月 15日访问）。

16.注意该报告的零售价为4450美元！报告指出的参与者为：Acadia

Pharmaceuticals| Affymctrix, Inci Amgeni AP Biotech i Applera Corpi

(USA) ； BioMerieuxi BioTechnology General Corp.» Boehringer Ingelheim

(USA) I Bristol-Myers Squibb Co.» Clontech Loboratories, Inc.$ CuraGen

Corp.I Elan (USA) { Eli Lilly and Co., EM industries (USA) < ExonHit

Therapeuticals, Inc.i Fcrring Pharmaceuticals, Inc. (USA) $ Genaissance

Pharmaceuticals, Inc.j Genentech, Inc.j Gentai GlaxoSmithKlinej Hoffman-

La Roche j Hybrigenicsj Incyte Pharmaceuticals( InterMunc Pharmaceuticals <

Invitrogen Corp, t Lorus Therapeutics, Inc.i Matrix Phamaceuticals, Inc.；

Medicisj Merck» Microarray Centrei Molecular Templates i Nabi* Nova

Biochemicalt Novartis (USA)( OmniViz, Inc.( Ontario Cancer Institute»

Orchid BioSciences, Inc.j Orphan Australia Pty Ltd.j Orphan Europe SARL$

Orphan Medical, Inc.j Orphan Phamaceuticals < Orphan Phama Internationa^

Packard Instrument Co.t Pierre Fabre SAi Pfizer Pharmaceuticals Group, PPGx,

Inc.t Qiagen Genomics< Sanofi-Syntelabo (USA) ? Sequenom, Inc.( Shire

Pharmaceuticals Group (USA) t Sigma-Tau Pharmaceuticals, Inc. (USA) *

SignalGene, Inc.« Swedish Orphan< Teva Pharmaceuticals, Inc. (USA) 3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3 Third Wave Technologies ( TM BioScience

Arius Research 1 ArQulc» AstraZeneca 1 Aventis (USA)( Base 4, Inc.( Bayer

http://www.wierd.com/wicrd/archive/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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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 I Visible Genetics, Inc.( YM Biosciences, Inc. (Frost & Sullivan 2001),

17.关于该计划的细节，参见http： //www.kcl-phs.org.uk/haemscrcening/

default.htm(2005年 12月 1 日访问).

18. a-地中海贫血和0-地中海贫血是由为血红蛋白a链（16号染色体上
的血红蛋白A）或者蛋白质0链（11号染色体上的血红蛋白B）编码的基因发
生突变造成的。重型a-地中海贫血由该突变的两个拷贝造成，出生时就是致
命的。重型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需要重复输血的疾病。那些有该变异一个拷
贝的人症状不那么严重，但是同样能致残。镰刀型红血球贫血是一种常染色
体隐性遗传病，是由促成叫做血红蛋白S的血红蛋白0链异常的序列中的变异
造成的。

19.麦利亚德基因公司获得专利权的乳腺癌易感基因1和乳腺癌易感基因
2序列变体一人们已经将它们和高风险家庭中的乳腺癌和卵巢癌联系了起
来一检测备受关注。但是，大多数乳癌和卵巢癌病例与乳腺癌易感基因1
和乳腺癌易感基因2基因的变体没关系，并且不建议将该基因检测作为常规
筛査。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关于该问题的最新报告《基因组学与人口
健康2005»说下面这些话时，它是有代表性的：“只能依据家族史解释乳腺癌
易感基因1和乳腺癌易感基因2检测的结果。通常首先要对患病者进行检査以
确定是否可以在这个人的家族中发现乳腺癌易感基因1和乳腺癌易感基因2变
异。只有在发现了某种变异之后，对未患病家族成员进行检测才能为预测他
们的癌症风险提供信息。不是在所有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史的女性那里都
会发现乳腺癌易感基因1和乳腺癌易感基因2变异，不是所有有乳腺癌易感基
因1和乳腺癌易感基因2变异的女性都将患乳腺癌或卵巢癌。 大多数乳腺
癌和卵巢癌发生在这样的女性身上，她们没有这两种癌症中的任何一种癌症
的家族史，或者只有一个患病亲属。在400名女性中，大概会有1人有乳腺癌易
感基因［和乳腺癌易感基因2变异，它们最多导致所有乳腺癌和卵巢癌病例的
5%-10%,很可能还有其他尚未确认的遗传乳腺癌易感性基因o - （Centers for

http://www.kcl-phs.org.uk/haemscrc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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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fice of Genomics and Disease Prevention 2005,

chapter 4)该报告对麦利亚德基因公司利用直接面向顾客的销售活动来宣传该

检测的做法做出批判性回应。
20. 1983年亨廷顿症基因被置入4号染色体短臂的16.3区，但是直到1993

年才被定序。当该基因(IT15)最终被确定时，人们发现它在其5'末端编
码序列中含有一个CAG重复序列。无论是否表现出症状，在亨廷頓症患者身
上，该CAG重复序列扩张。在几乎所有有症状的亨廷顿症患者那里，都发
现了CAG重复序列扩张。在正常的亨廷顿症基因中，CAG重复序列为9一12
个•不到1%的正常人拥有30-35个之间中间型亨廷顿症基因CAG重复序列.
亨廷顿症患者通常至少有一个亨廷顿舞蹈症基因中包含36个或更多的CAG重
复序列。几乎没有患病者拥有的CAG重复序列少于36个。但是，在很少罕见
的情况中，依据标准的临床标准来看，拥有36-39个重复序列的人在老年时
仍没有症状。在-•个特别的病例中，一位95岁的患者有39个重复序列，参见
Rubinsztein et al. 1996。

21.基于基因检测被判定为“风险.人士，关于这种做法对人们造成的
后果的现有经验证据，都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有些互相矛盾。大多数人提出
要联系人们对优生学、遗传和“家族中世代相传”的疾病的了解和看法解
释基因检测信息，提出其重要性取决于文化上特有的“风险组合”(Cox and
Mckellin 1999, Santos and Bizzo 2005, Robertson 2000, Sanders et al. 2003, Van

Dijk et al. 2004）。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斯科特、普赖尔和他们的同事发现使用癌症遗传
学服务的人被告知他们有患癌症的风险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陷于健
康人和患者之间的阈限位置，要依赖能够连续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的医疗监
护系统，他们还发现实际上有人可能会寻求这样的监测，因为那些被专家认
为遗传与癌症有关的变异风险较低的人中有很多人力求被重新归为可能产生
不良后果的中等或高风险人群(Scott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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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现在参见http： //www.ubimon.org/ (2005年 11 月 25 日访问)<,
23.第-•届佩戴型和可植入身体传感器国际研讨会2004年4月在伦敦帝国

学院举行。
24,下面这…段源自Rose 1994.
25.我在第一章中略微详细地谈论了这些问题。
26.在这一方面，这些批评家在重复上一代人的忧虑，批判20世纪60年代

的“自我一代”对心理疗法的“自恋用法二那些批评家，比如菲利普•里夫
和克里斯托弗•拉希，同样为这一幸福转向 他们认为心理疗法的兴起表
明了这一点——可能产生的伦理影响感到担忧。像卡斯及其同事一样，他们
误解了这些心理技术可能产生的伦理影响，以及它们与在北美、欧洲和澳大
利亚同时出现的生命形式的联系：参见我在Rose 1989中的讨论。

27.实际上，有有力的证据表明在控制情绪方面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
制剂并不比以前的那类抗精神病药三环抗抑郁剂更有效。

28.我已经修改了这个来自我与伊利娜•辛格合写的一篇社论的观点，伊
利娜•辛格特别研究了关于利他林的证据(Rose and Singh 2006)。

29.辛格在这里很好地说明了关于自我的困境，表明很多家长还觉得周末
不应给孩子药物，因为孩子应该有机会“完全做自己二即使是在一个强调真
实性的自我体系中——也许尤其是在这里一我们也可能有许多关于我们自
己的真实性和他人真实性的观念，这些观念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参见
我在Rose 1996b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30.现在这些叙述大量存在 因伊丽莎白•沃策尔的畅销书而起
(Wurtzel 1995)。比如参见Solomon 2001, Styron 1990, Wolpert 1999.

31.关于表明那些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型抗抑部药服用者的希望

32.参见在上面的注释26中引用的那篇社论。

和感受的证据，参见互联网电子邮件列表上的无数描述，以及Karp 1996中收 
集的描述。

file:////www.ubim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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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这当然是報华德•贝克尔在Becker 1963中的经典文章《论成为吸食大

麻者》的主要论点。
34.参见http： //www.paxilcr.com/indcx.jsp （2004年8月20日访问）。

35.埃米莉•马丁在将要一起发表的众多文章(Martin forthcoming)中精

彩地分析了这些方式。
36.这么多神经科学家仍然依据这一区分行事，都到了安东尼奥•达马西

奥凭提出情感与理性、感情与思维密切联系在一起就可以算得上是个名人的
地步了，这让我惊叹不已。参见，比如Damsiol994, 1999 , 2003.

37.那些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中最有名的是劳伦斯•迪勒，《使用利他林》
(Diller 1998)—书的作者，还可参见他的网站http://wwwdocdiller.com/。

38,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篇新闻报道的题目是《梦想成真？新药哄骗
大脑清醒》：见http://www.cbsncws.com/stories/2002/01/14/evcningnews/

main324299.shnnl (2004年8月20日访问)。2003年莫达非尼的销售量预计为2.9亿

澳元，《经济学家》预计2004年它们可能会增长30%。

39,在美国，“轻度认知障碍”是一种迅速增长的诊断，有些人认为这是

患老年痴呆症的症状前迹象。
40.比如，《经济学家>>2004年9月16日的"Supercharge the Brain"中。

41.关于海利空，参见http： //www.helicontherapeutics.com/Scientific/

Helicon_CREB.htm （2004年6月 26 日访问）。

42.参见http： //www.forbes.com/global/2002/0204/060_print.html （2004年6

月26日访问)。

43.参见他们网站上由威尔•布洛克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学术兴

奋剤：未来的风潮：提高学习过程的药物》，见http：//www.life-enchancement.

com/LE/article_template.asp? ID=872 （2004^6月 26 日访问）。

44.虽然我重点讨论的是关于增强心智能力的问题，但是出现了类似的关
于对不同身体部位进行外科正畸的问题：参见Frank 2004。

http://www.paxilcr.com/indcx.jsp
http://wwwdocdiller.com/%25E3%2580%2582
http://www.cbsncws.com/stories/2002/01/14/evcningnews/
file:////www.helicontherapeutics.com/Scientific/
http://www.forbes.com/global/2002/0204/060_print.html
http://www.life-enc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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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有遗传风险
1.本章依据与卡洛斯•诺瓦斯合写的•篇文章修订和改写而成，发表为

C. Novas and N. Rose (2000) Genetic risk and the birth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2000 , 29 (4) : 484—513„我感谢卡洛斯，诺瓦斯让我以这

一修改形式发表在这里。我对他提供的材料进行了重新组织并适当地附有参
考资料，特别是对遗传咨询历史的说明和对亨廷顿症网络论坛中伦理问题与
生命策略问题的分析。但是，我想强调本文是两人共同写成的，概念和论点
是两人合作阐发的。

2.参见本书第三章中的讨论。生物银行和DNA数据库一直是大量社会科
学研究的对象，大多数研究致力于政治争论——关于给私营公司提供发展这
样的银行的许可证一和伦理问题，比如知情同意和对这些生物银行的伦理
规约。比如参见Hoyer 2003, Palsson and Rabinow 1999, Rose 2003o

3.当然，不被很多人注意的是这一可能性，即随着基因诊断检测可以用
来检测像肺癌和心脏病这些疾病的易感性，那些没有携带所说基因序列的人
可能会自由地吃、喝和抽烟，快乐地生活到老!

4.南希•韦克斯勒对一个由亨廷顿症患病率极高的委内瑞拉家庭形成的
社群中的基因连锁进行研究，这让她确定了亨廷顿症的遗传基础在4号染色体
的短臂上，这可能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基因猎获（参见Wexler 1996）。自那时

起就有很多公助的和（或）受商业驱动的计划，对遗传易感性进行识别、定
序和检查。我在第三章中讨论了一些此类计划。

5.寻求新颖性与11号染色体D4DR位置上的变异有关系（Ebstein et al.

1996）,虽然很多后来的研究并未得岀相同的结果，在旧规阿米什人那里，双
相情感障碍与11号染色体上的DNA标记有关系（Kidd et al. 1987）,但是该相关

性在后来的研究中没有再出现，并且结果证明是人为现象。现在人们的注意
力转移到了】7号染色体上，这是血清素转运体基因的生产地，例如参见Caspi
et al. 2002。

somatic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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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亨廷顿症是一种迟发性遗传病，其特点是逐渐的神经性退化，导致舞
蹈病样动作、情绪波动和抑郁症，对它们来说治疗只是治标措施。人们长久
以来就知道该病在家族中世代相传，1983年将它们大致置入了染色体的特定
序列，1993年发现了该基因本身和涉及到的变异，研发出了直接突变DNA测
试，它能够几乎确定地预测某个人是否会得该病，并且能大概指出发病的可
能年龄和严重性。

7.其他人也一直在批评“基因化”这一术语妨碍人们争论的方式，参见
Hedgecoe 1999。

8.参见http： //www.dnadirect.com/（2005年8月20日访问）。

9.关于另外的例子，参见遗传学联盟的网站，该网站.促进消费者和专
家的动态联合，以推动患遺传病的儿童、成人和家庭的利益。12年来，该联盟
将互助小组、消费者和医疗保健专家聚集在一起，提供方法解决公众对享用
和获得高质量遗传学服务的担心•该联盟1986年成立，由自助和互助小组运
动推动，目前共有287个互助小组，214位消费者和专家成员”，http： 〃www.
geneticalliance.org/allianceinfd.html （2004年 7月 22 日访问）。

10.参见我在本书第八章中的讨论。
11.在原来的文章中，这一部分是卡洛斯•诺瓦斯撰写的，本章的这一部

分以他的工作为基础，他的工作在Novas 2003中有详细描述。

12-该历史重点讨论美国和英国，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存在着相似和不
同，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比如亚洲国家一之间存在着相似和不同。作
为欧洲的一个对比，米亚纳•梅斯库斯追溯了芬兰具有的相当类似的历史,
发现变化是在大约10年后发生的(Meskus 2003)。

13.实际上这些担心远远谈不上普遍，并且有证据表明不同国家在对基因
检测的担心的程度和重点方面存在着不同。参见，比如达里尔•梅瑟进行的
研究，达里尔是优巴斯伦理研究所所长，该研究大部分可以在http： //WWW.CSU.
edu.au/learning/eubios/Papers_html （2004年8月 23 日访问）上看到。

file:////www.dnadirect.com/%EF%BC%882005%E5%B9%B48%E6%9C%8820%E6%97%A5%E8%AE%BF%E9%97%AE%EF%BC%89%E3%80%82
http://WWW.CSU
edu.au/learning/eubios/Papers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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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歧视计划”的结果，该报道声称他们对接受过一次严重疾病预测性基
因检测的1000多人进行了调査，其中有7.3%的人感到他们遭受了特定的消极对
待。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人正式地投诉。但是研究者们称发现了支持这些说
法的证据，比如这样一个情况，一位女性声称在乳腺癌易感基因1变体检测结
果呈阳性——这让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很高——之后，保险公司拒绝她购买人
寿保险（NewScientist、November 5, 2005, at http： //www.newscientist.com） 0 长

期对基因歧视进行批评的批评家说这样的做法在保险公司和雇主之中普遍存
在，虽然很多国家都有了规章和协议。

16. 2005年3月21日在《美国医学新闻》的意见栏上报道的，见http： //

参见http： //www.geneticfairness.org/o这一•联盟的创立者之一是南希-比洛，自

从1993年被诊断为a 1-抗胰蛋白酶不足之后，她就成了遗传病患者权利倡导
者（参见她在http： //www.ramazziniusa.org/geneticdiscrim.htm上对这一问题的讨

论［2005年8月23日访问遗传学联盟的主席和CEO、弹性痣国际组织——遗
传病弹性痣的业外人士倡导团体——的创始人莎伦•特里是其执行委员会的
主席，我们将在第五章中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情。

17,参见http： //www.genome.gov/11510230 （2005年8月23日访问）。

18-关于表明精神病诊断增多和给孩子使用抗精神病药的情况增多的官方
证据，参 Wri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关于该产业对儿童提供了潜在抗精

神病药市场的看法，参见Business Company 2005.我在第七章中更详细地讨论

了这一点。

2003年年底，当有人提到像自杀想法和行为这样的副作用时，再加上对
制药公司隐瞒重要信息的指控，人们曾一度为这样开处方表示担心。在美国
和英国，医生被告诫很多此类药物不可以开给儿童。这一问题在第七章中被

14. Quoted from a Report on Reuter's HeaJth Information (July 22 , 2004)。

15. 2005年《新科学家》报道了澳大利亚的一个运动组织所做的一项调査

www.ama-assn.org/amednews (2005年3月17日访问)。关于美国基因公平联盟,

http://www.ramazziniusa.org/geneticdiscrim.htm%25E4%25B8%258A%25E5%25AF%25B9%25E8%25BF%2599%25E4%25B8%2580%25E9%2597%25AE%25E9%25A2%2598%25E7%259A%2584%25E8%25AE%25A8
file:////www.genome.gov/11510230
http://www.ama-assn.org/amed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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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讨论。
19.关于XYY范式兴起和衰落的讨论，关于犯罪控制技术中的最新生物学

发展起的作用，参见第八章。
20.该暂缓执行受遗传学与保险委员会监督，该组织1999年成立，它还负

责评估基因检测及其对保险承保目的的适用性，以这种方式批准对它们的使
用。到2005年，遗传学与保险委员会只批准了一项预测性基因检测——亨廷顿
症基因检测，用于确定50万英镑以上的人寿保险单的保险费。

21.卫生局局长约翰•里德说；“选择进行预测性基因检测可能会是救
命的，谁也不应该因为害怕这样的检测将会被保险公司用来对付他们而不
做检测。”参见http： //wwwdh.govuk/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PressRelease/
PressReleaseNotices/fs/en? CONTENT_ID=4106051 CHK=2CNwmM (2005年8
月23日访问)。

22.实际上，这一争论可能会产生自相矛盾的效果。有些人提出这非但
不会造成不分青红皂白的基因歧视，反而将显示强制性的国家卫生保健计
划一通过税收资助一相对于个体计划和以团体为基础的计划具有的优越
性：随着预测那些更有可能患老年痴呆症或帕金森症的人成为可能，随着通
过法令或购买价格不给那些高风险人士提供保险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无风
险或低风险人士开始退岀私人保险体系而非资助那些高风险人士，在全国人
口中分担风险的方法将开始吸引那些人一他们希望在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可
能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被保险，吸引政府一政府因为害怕公共安全网体系被
私人领域中那些被认为无法投保的人破坏而设法将保险提高到最大限度,
吸引保险公司本身，依据是得不到全面的预测信息就不能对个体进行风险
归类.

23.欧文•戈夫曼提供了关于在以前的一个人格时代中控制“受损身份”
的经典分析。与现在的例子进行对比是非常有益的(Goffman 1968)。

24.本章这部分的数据和分析来自诺瓦斯对亨廷顿症网络论坛进行的研



究，该论坛是从麻省总医院网络论坛上下载下来的。该研究涵盖两年时间,
从1995年5月6日到1997年1月27日。

25.聆听斯科特•拉希做的关于《生命的技术形式》（“Technological

Forms of Life"）的演讲——这是他2000年2月22日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的社会学系所做的系主任就职演讲——对我关于这一 “平面化”的思考大有
帮助。

第五章生物公民
1.本章的原稿是和卡洛斯•诺瓦斯合写的，作为《生物公民身份》发表

在Ong and Collier^- 439—463中。我想感谢卡洛斯•诺瓦斯让我发表这--修

改稿。虽然我在下文中试图恰当地指出论点的那些方面——它们建立在他的
经验研究之上，并且删去他原稿中很多的经验材料，但是我必须指出本文的
概念和论点是我们共同阐发的。

2,我是在1999年写作《生命本身的政治》（Rose 2001）时首先开始从生
物公民身份的角度来思考的。卡洛斯•诺瓦斯和我在2001年为2002年4月布拉
格举行的研讨会写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当阐发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发现
其他人在使用这个词，虽然它引发的联想不同，特别是我们听说了阿德里安
娜•佩特瑞娜对切尔诺贝利遭受核灾难之后的乌克兰进行的研究（现在发表
为Petryna 2002）,我想感谢她慷慨地让我拜读了该研究的手稿。在我们对该

词的使用中，我们将她那相当具体的用法置于更一般的背景中。2001年的一
次网络搜索偶然找到一篇由克里斯•拉提奥莱斯写的文章，题为《人民：使
生物公民身份和哲学疑惑自然化》（**The Body Politic： Naturalizing Biological

Citizenship and Philosophical Reservations"),这是 1998年3月在芝加哥大学中西

部研讨会上宣读的，我们给该作者写信，他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们“我根本
就没有认真看待这个词。'生物公民身份'这个词显然是矛盾的，是理论的、
自然一科学的分类与相当不同的有选择性地专门使用的实践的、道德一政治

虹吿亜*电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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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混合而成。’自然化'这个修饰词模糊地暗示跨越有机物和政治身份之
间间隔的必要过程……这样的分类与法律地位完全无关

基因公民身份这一观念被更广泛地使用（比如参见Peterson and Bunton

2002）,并且特别是在德博拉•希思、雷娜•拉普、卡伦-苏•陶西格（参见
Heath et al. 2004）和诺瓦斯的著作中被阐述，我阅读了他们的著作的草稿，从
中受益良多。其他人试图将被动的和主动的公民身份之间的区分用于健康供
给（比如参见Abraham and Lewis 2002）,但是这一将被动的和主动的区分与晚

期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联系起来的合理性取决于事先接受这一时期划分•
此外，多伦多约克大学的凯坦•巴特和恩金•伊辛提供了对公民身份历

史的最初指导，布拉格研讨会一本文首次在该研讨会上宣读一的参会者
给出的意见对本文大有帮助，尤其是王爱华和斯蒂芬•科利尔，2002年11月布
鲁内尔召开的CRICT研讨会的参会者对本文很有帮助。卡洛斯和我在写这篇
文章的初稿时，阿马娅•卡门•诺瓦斯-培尼亚到访，并增加了我们对生物公
民身份很多当代方面的理解。

3.关于以前时代中的公民身份观念和公民培养计划，参见Isin2002。
4.中国，也许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不同，参见Dikotter 1998.
5.如我在本书中的第二章所表明的那样。
6.如我所说的，我是从凯瑟琳•沃尔德比那里获得这一术语的，她在关

于可视人类计划的著作中采用了该术语（Waldby 2000）。但是，我更不确切
地、更宽泛地使用该术语。

7.关于希望伦理的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思考，参见20皿虹2002。
8.这似乎是第一次使用“希望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虽然很多其他人已

经在一系列语境中使用了该词，比如参见Andrews 1999。玛丽-乔•德尔韦基

奥•古德在后来的几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她自己的分析，虽然她并未优先考
虑这一概念（比如Good 2001, 2003）.

9.他们将此称为“优生学的”，但是如我在其他地方表明的，我认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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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这一术语限定为为了通过影响生育提高民族或种族质彖而精心设
计的行动，这是有益的。

10.我感谢卡洛斯•诺瓦斯让我看这篇文章。
11. C. Joppke, * Mobiliz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Reform of Citizenship law-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见http： // www.europanet.org/conference2000/

papers/a-2_joppkel .doc (2001 年9月 23 日访问)。

12.虽然在西方称中国人为“黄种人”通常都是轻蔑的、否定性的，但
是在中国，这个词隐含着相反的意思。黄色是古代中国“黄帝”的颜色，根
据传说他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种族的共同祖先，并且在有些说法中，他是所
有中国人的祖先。他被称作“皇帝”是因为他具有黄土的所有优点。只有皇
上、皇后、皇子、皇妃和皇家亲属才能使用黄色或穿黄色衣服。黄是黄河的
名字，有些中国人认为是黄河创造了一个以黄皮肤为识别特征的民族。黄还
意味着强大、繁荣,虽然在某些情况中，它的意思和英语中的蓝一样（即情
欲的）。这些问题中有些在Su 1991中有所讨论，1988年该作者还参与创作了一

部有争议的中国电视剧，名为《黄河悲歌》。在第六章中，我多谈了一些关于
中国被承认的56个官方民族从文化、世系和遗传学这些角度被统一或区分的
方式一这些方式是复杂的、变化着的•感谢我的中国同事们就中国颜色词
语的意义复杂性给出的意见，感谢他们说清楚它们在中国与在美国的引发的
联想不同。

13.参见Eeva Bergelund, wBiotechnology as a Finnish National Imperative"

（2002年2月28日在金史密斯学院的BIOS研究小组上提交的）。

14.关于一般的概述，参见Wheelwright,在网上可以找到，见http： 〃www.

discover.com/issues/apr-05/features/finlands-fascinating-gene$/? page=l (2005年7

月23日访问）。
15.当然特别是Lancelot Hogben*s Sciencefor the Ciiixpt (Hogben 1938) o

16.这里我采用了伊恩•哈金的恰当词语“构成”，比如参见Hacking

http://www.europanet.org/conference2000/
discover.com/issues/apr-05/features/finlands-fascinating-gene$/


2002o

17.比如参见Clasccon et al. 1996。

18,该讨论以我2001年对www.prczac.com网站的分析为基础。

19.参见http• //www.prozac.com/HowProzacCanHelp.jsp （2001 年2月 17日

访问）。
20,参见http： //www.prozac.com/Diseaselnfbrmation/Rccovcry.jsp （2001 年2

月17日访问）。
21.参见http: //www.prozac.com/genenc_info.jsp （2001 年2月 17 日访问）。

^forg-uk/about/（2001 年2月 17 日访问）。

23.同上。

24.参见http: //wwwpendulum.org/ （2001 年 10月 17 日访问）o

25.参见http: //www.searchingwithin.com/bipolar/ （2001 年 10月 17日

访问）。
26.我在第七章中讨论了这些争论。
27,关于非洲，参见V-K. Nguyen, “Antiretrovirals, Globalism, Biopolitics

and Therapeutic Citizenship, ” in Ong and Collier 2005o

28.亨症是一个电子邮件列表，亨廷顿症患者、有患亨廷顿症风险的人和
护理员可以在这里讨论任何与亨廷顿症有关的话题。

29.卡门•利尔也在维持一个叫writerspeaker.com的网站，该网站的目的是

帮助有抱负的作家和演说家学习如何使用互联网做研究，以及如何将他们的
作品投放市场（参见http： //www.writerspeaker.com/）。

30.该联合是2000年4月1日形成的，目的是除了给亨廷顿症患者提供一系

31. Carmen LcaJ, “The Last Generation" , Huntington's Disease Advocacy

Center, April 8, 2001, http: //www.hdac.org/features/article.php? p_

列信息和答案之外，还让亨廷顿症患者家庭之间互相提供支持。来源：http：// 
wwwhdac.org/about.html（2001年10月 17 日访问）。

22.参见http： //www.m<

http://www.prozac.com/HowProzacCanHelp.jsp
http://www.prozac.com/Diseaselnfbrmation/Rccovcry.jsp
http://www.prozac.com/genenc_info.jsp
file:////wwwpendulum.org/
file:////www.searchingwithin.com/bipolar/
file:////www.writerspeaker.com/%EF%BC%89%E3%80%82
http://www.hdac.org/features/articl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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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17日访问）。articIeNumbcr=13

32. M. L. Miller, **Reasons for Hope," 同上，http： //www.hdac.org/

featurcs/artidc.php? p_articleNumber=23o

33.参见在http： 〃swissinfo.org/sen/Swissinfahtml_t可以看到的报告。

34.关于生物价值，再次参见Waldby 2（X）0, 2002,关于类似的概念，参见

Franklin 2005和Nguyen 2005。

35.关于对冰岛发展的报道，参见Palsson and Rabinow 1999.

36.来源：http： //www.decode.com/,该公司的网站进一步说“冰岛是公

司的理想家园，因为从基因角度说，冰岛人口相对来说是相同的。冰岛具有
一套先进的、高质量的卫生保健体制和大量系谱记录。通过这些可以获得原
始资料以确定与大量疾病有关的基因。基于这一独特人口的研究让人们对这
些疾病的发病机理有了与众不同的了解，并且基因解码公司的系谱数据库
从全世界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http： 〃www.decode.com/.company/profile/）

（2001年10月17日访问）。

37.来源：http://www.umangenomics.com/index2.asp (2001 年 10月 17 日访

问）。于默奥大学的技术转让小组一技术桥梁基金会——认识到于默奥市医
学生物银行生产生物价值的潜力（参见Abbott 1999）。

38.来源：http： //www.umangenomics.com/index.aspo

39.卡伦-苏•陶西格也对弹性痣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研究，参见她的文
章《遗传学及其公众：21世纪早期精心培养遗传素养和基因身份》，该文是在
“作为文化的医学一医学的文化研究”研讨会上宣读的，该研讨会是2004年

11月瑞典医学科学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院在苏黎世组织的，我感谢她让我
拜读了该文的原稿。

40.引自上面所引的陶西格的文章。
41.参见Taussig, ibid, and M. Fleischer, "Patent Thyself (on-line version),"

The American Laager, June 21, 2001, http://www.americanlawyer.com/

file:////www.hdac.org/
file:////www.decode.com/,%E8%AF%A5%E5%85%AC%E5%8F%B8%E7%9A%84%E7%BD%91%E7%AB%99%E8%BF%9B%E4%B8%80%E6%AD%A5%E8%AF%B4%E2%80%9C%E5%86%B0%E5%B2%9B%E6%98%AF%E5%85%AC
http://www.decode.com/.company/profile/%25EF%25BC%2589
http://www.umangenomics.com/index2.asp
http://www.umangenomics.com/index.aspo
http://www.americanlaw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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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17日访问）。ncwcontcnts06.html

42.但是，Taussig, n. 39.描述了出现的一些争议，比如像在这样的基因组

研究中美国原住民的参与。
43.同上。

44.同上。

45,在这一背景中，有意思的是注意遗传学联盟2005年的年会是由许多
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资助的，包括诺华公司、千禧制药、葛兰素史克、
昂飞公司、健赞公司和DNA Direct公司。参见http: //www.genedcalalliance.org/

（2005年8月23日访问）。

46.来源：http； //www.umangenomics.com/index.aspo 储存在乌曼基因组公

司数据库中的组织和信息的新用途，除了获得研究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和瑞典
研究理事会的许可之外，还需要地方伦理学委员会的同意。乌曼基因组公司
的临时董事长苏内•罗泽尔在《科学》上的一篇文章中说，该公司创造了一
个处理伦理问题的独特模式：•有通过知情同意进行的个体层面的控制，有通
过地方伦理学委员会——它们审查所有的研究提案一进行的社会层面上的
控制，有人口层面的控制，因为地方官员作为不投票的成员在公司和医学银
行中任职。"(转引自 Abbott, “Sweden Sets Ethical Standards")克劳斯•霍耶的

人种志实地调查表明有多少乌曼基因组公司数据库的参与者并未真正阅读给
他们的知情同意书，他们獸许参加该研究，只有在人种志访谈这一背景中被
问到时，他们才会步入知情同意的社会舞台（参见Hoyer 2003）.

47.参见Taussig, n. 39。

48. N. Rose, aDo Psychiatric Drugs Have Ethics"(该文在布再内尔大学的研

讨会《人造生物制品有伦理标准吗？》上提交，2002年2月15日）。

第六章基因组医学时代的种族
1-本章的几稿作为论文提交给了伦敦医学社会学团体，剑桥大学的一次

file:////www.genedcalalliance.org/
http://www.umangenomics.com/index.as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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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研讨会，耶鲁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所关于种族、健康和医学的系列研讨
会：感谢所有那些给我批评意见的人。“基因组医学时代的种族.研讨会上
的讨论对我也有帮助，该研讨会由BIOS中心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部分
由来自维尔康姆信托基金会生物医学伦理学计划的经费资助，部分由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资助。该研讨会聚集了国际上主要的社会科学家、遗传学家和那
些参与药物研制和DNA银行业的人，以探讨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见证基因组学
时代，特别是基因组医学时代中一种新的关于“种族”的生物学理解正在出
现。与会者包括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以及一位来自南非
的生物伦理学家，来自北美和欧洲的社会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其目的是评价
当前基因组学内部关于种族和民族类别的生物学地位的争论情况，为一项未
来研究计划中的国际合作萸定基础。当然通常的免责声明适用。

2,引自http： //www.bio~itworld.com/archive /files/043003.html （2005年8月23

日访问）。
3.参见http: //www.aaanetorg/stmts/racepp.htm（2005年8月 23 日访问）。

4•参见Pilar Ossorio, Troy Duster, Richard Lewontin, Evelynn Hammonds,

Steven Jay Gould, Joseph Graves J nr, Alan Goodman, Jonathan Marks 和其他人

撰写的稿件，被收集在名叫《种族：假象的力量》的网站上：httpj/wgpbs.
org/race/000_General/000_00-Home.htm （2005年8月 23 日访问）。

5.这一对比是由拉里•阿德尔曼明确做出的，拉里是美国2003年的电视
剧《种族：假象的力量》的执行制片人。参见http： //wwwnewsreel.org/guides/

race/whatdiff.htm （2005年8月23 日访问）°

6.遗传漂变（或者是随机遗传漂变）指的是由于精子和卵子的随机抽样
而造成的世代间基因频率的波动。混杂是指来自两个或多个祖先群的群体之
间发生的基因交换。

7.还可参见社论“Genes, Drugs and in Nature Genetics in 2001race.

（Anon 2001） e

itworld.com/archive
http://www.aaanetorg/stmts/racepp.htm%25EF%25BC%25882005%25E5%25B9%25B48%25E6%259C%2588
file:////wwwnewsreel.org/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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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是最近伦敦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主题，参见http： //www.londonidcas.

org/internet/professionals/ethics_resources/EthnicityWorkshop/Ethnicity Workshop.

hem （2005年8月23日访问）。关于对“镰状化是黑人群体特有的一种疾病一
一种’种族病’"这一观点的批判性评价，参见lipper 1999： 2。

9.在中国，“中国人的DNA"这一问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关于官方承认
的56个中国民族从基因角度说是否统一的争论，关于中华民族是否和其他族
群不同的争论，关于汉族这一多数民族从基因角度说是否是个统一的族群的
争论正在进行。这一争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激发起来的，当时美国媒体
的报道在中国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这些报道说哈佛大学正在通过其族群遗传
学计划的负责人徐希平——他出生于中国——的工作获得中国人的DNA—
参见2003年7月 10 日的《中国日报》，见http： 〃www.2.chinadaily.com.cn/engljsh/

home/index.html （2005年8月23日访问）和Stephen et al. 2000,见http： //www

washingtonpost.com/wp-dyn/world/issues/bodyhunters/。作为回应，很多中国

科学家主张需要立法以“保护中国的基因组资源”，因为他们害怕中国族群
的基因遗产被外国制药公司占用，1997年中国通过了规章制度以“保护中国
人的基因遗产”（参见Li and Wang 1997）。当一些科学家主张中国应该参加人
类基因组计划时，关于中国人DNA的独特性以及保护它不被国际或美国利用
有逬一步争论。目前哈佛大学的Wen-Ching SungiE在研究这些问题（参见Sung

2005）。

10.唐娜•哈拉维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划分了三个时期：从19世纪中期开
始作为血统、身体、亲属关系、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种族，到20世纪上半期
的优生学，种族作为具有某些基因频率的人口群，他们在特定地理区域部分
地由变异和自然选择形成，但是相对来说是可滲透的，通过迁移和异种婚姻
与其他人口群相互影响和混合——“二战”结束后一个时期中关于人类家族 
的自由人本主义，在千禧年将来之际种族作为基因组——在多样性和多元文 
化主义政治之中是分子的、信息的、技术的、可操控的、可利用的。虽然对

http://www.londonidcas
%25E3%2580%2583www.2.chinadaily.com.cn/engljsh/
washingtonpost.com/wp-dyn/world/issues/bodyhunters/%25E3%2580%2582%25E4%25BD%259C%25E4%25B8%25BA%25E5%259B%259E%25E5%25BA%2594%25EF%25BC%258C%25E5%25BE%2588%25E5%25A4%259A%25E4%25B8%25AD%25E5%259B%25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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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而言，当代政治是依据一种对人类性的解释一它与支撑优生学的机体说
论点截然不同——发挥作用的，但是除了很多其他事情之外，19世纪的种族
类别重新出现作为当代电子数据库中的条目的方式一这造成的后果是自相
矛盾的一让她印象深刻(Haraway 1995)。

11.现在可以在冋上看到，见http： //www.chaf.lib.latrobc.cdu.au/dcd/census.

htm (2005年8月23日访问)。所有拼写如原文。
12.这里我在利用Snipp 2003.

13.我在Rose 1991、Rose 1999的第六章中讨论了美国人口普査的历史。

14.伊恩•哈金也认为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语言和我们对统计数据的理解
方面仔细小心，那么有时“从种族类别这一角度来表达是有用的，原因是种
族在某些情况中不仅在统计学上是重要的，而且在统计学上是有用的分类”

(Hacking 2005： 108)0他区分了差异在统计学上重要的情况一在这些情况
中，某种特征在一个族群中的分布与在另一个族群中的分布显著不同——和
那些差异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情况一当人们知道差异的原因时，但是他提
出我们还可以认为当关于族群差异的数据可以用作指标以影响当前实际关心
的问题——比如某个族群中的疾病风险或死亡风险一时，它们在统计学上
是有用的，即使不知道它们的原因。

15.在这一背景中，指出下面这一事实是重要的：伊恩•哈金2005年摒
弃了这一术语，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且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建立在
关于某个自然种类的不令人满意的观念”之上(Hacking 2005： 114).哈金让
“自然种类”和“人类分类”这一区分、连同这些循环过程——人类分类靠
它们决定和改变被它们卷入其中的人类——流行起来。

16.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3, Preamable.

17. 2005年宣布首份黑猩猩基因组序列草图绘制完成，该草图的完成证实
了这一相似性，表明每个基因改变蛋白质的变异平均只有2个，29%的人类基

file:////www.chaf.lib.latrobc.cdu.au/dcd/c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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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人类身上有的基因只有几个是黑猩猩没有的，或者
是部分丧失的。但是，当然，“大约有3500万核昔酸差异，和500万得失位和许

多染色体重组要考虑在内”，更不用说渐成发育和更多其他的东西了（药and

Sanders 2005） o

18.引自 A. K. M' charek, 2000, Technologies of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pp. 5—.该篇论文现在发表为M' charek 2005。

19.国际单体型图谱计划协作组的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武器专注于这些
问题，再加上美国生物伦理学的主要问题，比如知情同意、保密性、在“公
众咨询”（为保证当地不反对收集样本和它们被描绘的方式而釆用）和“惠益
共享”（不是在直接分享单体型测绘假定存在的惠益这一意义上，而是以该计
划提供资助以改善样本被釆集地区的健康设施这一形式）这一领域敢于更不
循规蹈矩。关于该计划的细节，参见http://www.wellcome.ac.uk/en/genome/

thegenome/hg04f002.html （2005年8月23 日访问）。

20.参见http： //www.wellcome.ac.uk/en/genome/thegenome/hg04f001  .html

（2005年8月23日访问）。
21.参见http： //www.wcllcome.ac.uk/en/genome/thegenome/hg04f002.html

（2005年8月23日访问）。

22.最新的估计将该数字降低为2万到2.5万个编码序列之间（参见本书第
二章中的讨论）o

23.参见http： //www.nctlink.de/gen/Zeitung/1114.htm （2005年8月23日访

问）。该发展在Nev Scientist 1996中有报道。还可参见http： //fpeng.peopledaily.

com.cn/200112/05/eng20011205_86010.shtml （2005年8月23 日访问）° 关于这类

发展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引发的一些争议，以及后来限制外国获得•中国人的
DNA”，参见上面的注释9。

24.比如，在非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医学遗传学家就认为遗传信息

对于理解南非不同人口群许多疾病的不同重复发生率非常重要（参见SoodyaU

http://www.wellcome.ac.uk/en/genome/
file:////www.wellcome.ac.uk/en/genome/thegenome/hg04f001
http://www.nctlink.de/gen/Zeitung/11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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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中的讨论）。

25.对关于种族和健康的基因组学研究进行的人种学研究似乎证实了批
评家们提出的关于使用的类别不一致的论点。比如杜安纳•富尔韦利目前对
诊所和实验室中的做法进行的研究表明，研究者之间在所有层面都存在着相
当大的不确定性和分歧，从选择样本到表述假设，从进行实验到解释实验
结果。

26.参见http： //grants.nih.gov/grants/guide/noucc-files/NOT-OD-Ol-053.html

（2005年8月23日访问）。

27.参见http ： //www.census.gov/population/eee/socdemo/race/racefactcb.

html （2005年8月23日访问）。

28.显然，我在这里指的是这一分类法，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序言
的开始将它归于“博尔格斯的一段文字”，之后归于“中国的某部百科全书”

(Foucault 1989)。

29.我在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详细讨论了这些团体。
30.参见http： //www.founders.howard.edu/presidentReports/Mission.htm

（2005年8月23日访问）。

31.弓I自少数人群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 //rcmi.rem.upr.edu/ （2005年8月

23日访问）。宣布这一联合的新闻稿见http： //www.howard.edu/newsevents/

Capstone/2003/June/news2.htm (2005年8月23 日访问)。

32.参见http： 〃www.canavanfoundation.org/familyfacts.php (2005年8月23日

访问）。
33.我在第二章中讨论了中国优生学的历史和对优生学的批驳，还可参见

Dikottcr 1998.

34.柏林欧洲民族学研究所的斯特凡•贝克的研究正在进行。关于对英国
筛查镰刀形红细胞和地中海贫血的国家筛查计划的讨论，参见第三章。

35.参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的讨论。

file:////www.census.gov/population/eee/socdemo/race/racefactcb
http://www.founders.howard.edu/presidentReports/Mission.htm
file:////rcmi.rem.upr.edu/
file:////www.howard.edu/newsevents/
http://www.canavanfoundation.org/familyfact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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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03年2月 14日在BBC2台播放，并由http： //www.takeawaymcdia.com/

motherlandhomepage.htm （2005年8月23日访问）上的网页支持.

37.参见http: //www.oxfordancestors.com/background.html (2005年8月 23 日

访问）。
38,参见http： //

访问）.
39.凯瑟琳•泰勒的文章《系谱想象：种族间身份的遗传》（“The

Genealogical Imagination: the inheritance of inter-racial identities")提出了类似的

论点，该文是2004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BIOS研讨会上提交的。
40.我想，霍华德大学的査尔斯•罗蒂米对关于他自己、他的妻子和孩子

进行的祖先追踪产生的诱惑和担心进行的思考（Rodmi2003）说明了这一点。
41.在上面注释1中提到的“基因组学时代的种族”国际研讨会中有

描述。
42.关于该小组取得的更多最新研究结果，参见Persson et al. 1999, Roh et

al. 1996 和 YasarctaJ. 1999。

43.这些表明在人口群之间参与药物新陈代谢的酶的活性程度有差异的证
据，向药物基因组学药物研发提出了下列问题：为一个群体——比如髙加索
人一制的药物是否能有效、安全地治疗另一个人口群中的疾病。

44.参见http： //www.travatan.com/professional/africanAmericans.asp (2004年

12月29日访问）。

45.参见http： //www.travatan.com/media/TravatanPR121603.pdf (2004年 12月

29日访问）。

46.参见http： //www.travatan.com/media/TravatanPRl21603.pdf (2004年 12月

29日访问）。
47.比如，安雅娜•阿胡贾2004年10月29日在《伦敦时报》上标题为“我

们能藝治疗你的心脏病……如果你是黑人的话”的文中报道的。该文报道了

www.oxfordancestors.com/index.html (2005年8月 23 日

file:////www.takeawaymcdia.com/
http://www.oxfordancestors.com/background.html
http://www.travatan.com/professional/africanAmericans.asp
http://www.travatan.com/media/TravatanPR121603.pdf
http://www.travatan.com/media/TravatanPRl21603.pdf
http://www.oxfordancestors.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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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大卫•戈尔茨坦小组的研究发现，这些发现发表在《自然一遗
传学》中，它们表明“在民族或种族群之间，29种药物的安全性或有效性不
同。该清单中有大信熟悉的名字：华法令阻凝剂，在整个民族中它的理想用
環不同，干扰素，它显示非裔美国人的反应较小，胰岛素，西班牙裔美国人
和非裔美国人比欧洲人表现出更低的过敏性”（在网上可以看到，见http： //

48.参见http： 〃www.ornl.gov/sci/techresources/Human_Genome/elsi/

minoritics.shtm （2005年8月 23 日访问）。

第七章神经化学自我

Gardner, J. Metzl and J. Dumit, eds, Psychiatric Culture: Disordered Mood, Remedies, and

E叨吻项—本书正被杜克大学出版社考虑岀版一的扩展版和修改版。作
为本章基础的那些论文作为《生物学时代中的正常与病态》被提交，这是2001
年3月9日在哥本哈根大学人文科学院所做的公开讲座，它们在2001年5月英国
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关于风险与道德的研讨会上被提交，是向2002年11月悉尼
的澳大利亚批评精神病学研讨会所做的主题演讲。它还包含来自Rose 2004的
材料。

2.《发现我们的自我：情感科学》将美国主要的神经科学家汇聚在一
起描述表明大脑与身体、自然天赋与后天教养、最后是疾病与健康之间关系
的前沿研究。参见http://kweb.loc.gov/loc/brain/activity.html（2002年4月 27 日

访问）。
3.比如参见E. H. ChudJer的网页http： //faculty.washington.edu/chudler/hist.

html （2002年4月 27 日访问）上的 aMilestones in Neuroscience Research"给出的

年表。我对特林布尔的讨论来自《作为一种思维样式的生物精神病学》这篇
文章，这是为2000年12月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关于科学思维中的模式和例子的

www.timcsonlinc.co.uk/artidc/0, 8123-1334916, 00.html [2005年8月23 日访问]）。

1.本章是“From the Psychological Self to the Somatic Individual, ” in P.

%25E3%2580%2583www.ornl.gov/sci/techresources/Human_Genome/elsi/
http://kweb.loc.gov/loc/brain/activity.html%25EF%25BC%25882002%25E5%25B9%25B44%25E6%259C%2588
file:////faculty.washington.edu/chudler/hist
http://www.timcsonlinc.co.uk/artid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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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准备的。
4.听诊器是勒内•泰奥菲勒•亚森特•拉埃内克1916年发明的，为的是

听一位超重女患者的心脏，他1819年在《中介听诊》中发表了他的研究发现。
5.在2000-2001年伦敦海沃德画廊的“惊人身体”展中，这些新的身体可

视化的方式得到了极好的说明（参见Kemp and Wallace 2000）。

6.我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精神病学凝视》中分析了这些变化，1998年
该文首先给 了London History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Network,,

7,脑观看：http： //www.brainviews.com/abFiles/ImgPet.htm (2002年4月27

日访问）。
8. Brainplace.com,这是亚蒙行为医学诊所展示的。参见http： //www.

brainplace.com/bp/atlas/ch7.asp (2002年4月 27 日访问)。

9.基兰•凡•赖恩向我指出对可视化的这一使用有漫长的历史：在伦琴

症，她因为胳膊疼申请动手术，因为她相信骨头岀现了某种异常情况。医生
诊断该病是由这位療病患者有些轻微的创伤造成的，并通过给她的胳膊拍了
张照片向她证明她的胳膊完好无事。患者一•相信了这一点，就痊愈离开了。”
(“Miscellany, ” JAMA, April 25, 1896, 843—844)。感谢基兰•凡•赖恩

向我指出这一引文。
10.参见http： //www.alccholmd.com (2002年4月 27 日访问)。

11.比如参见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show/NCT00018057 ( 2005年 12

月1日访问）上报道的对氟西汀用于儿童焦虑症和抑郁症进行的临床试验，以
及相关的脑变化。

12-大脑扫描还一直被用在法庭中，用于证明精神病应当被看做身体疾病
的尝试之中。因此，当简,菲茨被迫因双相障碍退职而公司拒绝给她应该给
身体残疾员工的保险福利后，她在哥伦比亚地区联邦法院的诉讼中采用了表

a Moral Agent.—The Union Medicale, March 28。这报道的是一位年轻女性的病

宣布他发现了X射线几个月之内，下面这一报道出现了： “The Roentgen Ray as

http://www.brainviews.com/abFiles/ImgPet.htm
file:////www.alccholmd.com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show/NCT00018057


明大脑异常的扫描，认为这些扫描表明的大脑物理性损坏意味着她的双相障
碍不是她的福利计划中所说的“精神病”。法庭听取了很多其他专家证人的证
据 包括躁郁症标准教科书的作者（我们将在第八章中再看到他）弗雷德
里克•古德温，他认为双相障碍就像其他疾病一样，是种身体疾病 并判
她胜诉，显然这是因为保单中对精神病的界定措辞相当模糊，相当不严密。
可以在http： 〃www.dcd.uscourts.gov/Opinions/2002/Kennedy/98-617.pdf (2005

年12月1日访问）找到该判决。美国精神病联盟报道了这个2002年2月裁定的
案子，题目为"Federal Courts Strikes down boundary bewccn physical and mental

illnesses, ” http： //www.namiscc.org/newslctters/Februrary02/CourtDecision.htm

（2005年12月1日访问）。

13-比如，将它们与X射线晶体照相术进行的更复杂的氣离子通道三维造
影进行比较。这些三维造影出现在洛克菲勒大学一个科学家团队（由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罗德里克•麦金农领导）的获奖成果中，《自然》杂
志2002年1月17日那一期报道了该成果，它宣称揭示了一种全新类型的蛋白质
结构，被用作细胞膜之间一种有效的氯负离子导体。

14.参见http： //www.sciam.com/askccxpert/medicine/medicine43/medicine43.

html （2002年12月1日访问）。

15.参见http: //prozac.com/HowProzacCanHelp/HowItWorks.jsp(2002年 12

月1日访问）。
16.参见http： 〃www.rxlistxom/cgi/generic/parox_cp.htm (2002年8月 12日

访问）。
17.伊丽莎白•威尔逊关于血清素对肠胃的作用方式的说明强调的是在这

一思维样式中，大脑外部的药物作用是如何被忽视或者被极力贬低的。
18.参见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讨论。
19.参见第四章。

20.参见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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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cd.uscourts.gov/Opinions/2002/Kennedy/98-617.pdf
http://www.namiscc.org/newslctters/Februrary02/CourtDecis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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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http： //www.sciam.com/articlc.cfm? articleID=0()04F784-F698—

（2008年8月18 口访问）。1C5A-B882809ED9F

22. 2004年9月15日，ChemGenex制药有限公司宣布它已经提出申请对其抑

郁症和焦虑症研究小组发现的5种与抑郁症有关的新基因靶位进行专利保护。
根据该新闻稿:

这一发现是最近和英国一家主要的生物制药公司Vernalis Pic签订重要的

合伙协议之后做出的，在转折点出现的前一年，该协议价值200万澳元。
ChemGenex制药有限公司在季隆迪肯大学的研究员已经发现了5种基因，在公

司的独特动物模型与同窝仔畜分离之后经历行为变化时，在一段为期8天的时
冋中它们得到了差异表现。这些发现将ChemGenex制药有限公司在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这一领域中保护的基因数目变为10个。 ChemGenex制药有限公司

的首席执行官克雷格•科利尔博士，说这些新发现加强了该公司的抑郁症和
焦虑症基因发现计划的影响力。“这是个及时的发现，是在我们和中枢神经疾
病这一领域中一个强大的国际参与者签订了一项重要的合伙协议之后不久发
生的。这些发现包括一些以前从未被报道过的基因和一个已知受体，但之前
并未将该受体与抑郁症联系起来。由于全球抗抑郁药市场价值240多亿澳元,
因此有寻找新线索和新治疗方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确信我们新的动物模
型，连同杰出的证实技术和健全的人类遗传学分析将会为Vernalis提供一系列

非常有吸引力的线索。”
参见http： //wwu-.chemgenex.com/wt/page/pr_l 109122078 (2005年8月23 日

访问）。克雷格-科利尔还被任命为Autogen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第一章中

讨论了该公司“购买.了汤加全部人口的基因库。
23.在美国这样的筛查由乔治• W布什总统的心理健康新自由委员会提

议，虽然并不使用基因技术（参见本书的第八章和Lenzer2004）。

24.来自他们的网站http： //aspectmedical.com/professionals/neuroscience/

de fault.mspx(2003年 8 月 20 日访问)。

http://www.sciam.com/articlc.cfm
chemgenex.com/wt/page/pr_l
file:////aspectmedical.com/professionals/neuro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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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接下来的数字来自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对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
“血清素时代”研究计划进行的委托研究，这是由维尔康姆信托基金会的生
物医学伦理学计划资助的。更多的细节见Rose 2004。

26,英国政府2004年提出的精神病法规一这些法规几乎受到精神病学专
业团体、精神病组织、用户.消费者和精神病康复者团体的普遍谴责——包
括这样的条款，它们能将那些“在社区中”被治疗的、对药物不依从的患者
强制送到可以给他们施药的医疗机构中。

27.还可参见库珀提供的引自英国学龄儿童的那些话（Cooper 2004）。但

是，史蒂文•罗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这些话。罗斯提出不管这些药物对孩
子们有什么用，它们让疲倦的家长和老师生活更舒适。他提出使用注意力缺
乏过动症这一诊断和治疗该症的药物的大部分压力来自他们，而不是医学界
人士。参见Rose 2005第十章中的讨论。

28.参见http： //www.safarem.com/ （2002年 12月 1 日访问）。

29,参见医生指南网站http： //www.pslgroup.com/dg/1 f8182.htm （2002年 12

月8日访问）。
30,我想感谢约瑟夫•杜米特给我（还有很多其他研究该问题的研究者）

提供了很多这些电视广告的文案。
31,参见http： //www.policyalternatives.ca/publications/articles/articles315.html

（2004年8月18日访问）。

32,参见http： //wwwpmlive.com/pharm_market/prac_guides.cfin （2004年8月

18日访问）。

33.参见 http : //www/wyeth.com/news/Pressed_and_Released/

prO8_l6_2005_07_43_19.asp （2005年8月23 日访问）

34.参见http: //www.pfizer.com/pfizer/are/news_release/2005pr/

mn_2005_0811.jsp （2005年8月 23 日访冋）。

35.如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所讨论的那样。

file:////www.safarem.com/
file:////www.pslgroup.com/dg/1
http://www.policyalternatives.ca/publications/articles/articles315.html
file:////www/wyeth.com/news/Pressed_and_Released/
file:////www.pfizer.com/pfizer/are/news_release/2005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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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山恩受很多名人支持，在媒体上的出现率很高（参见hop： 〃www.sane.

org.uk）。精神病联盟极为坦率，宣称精神病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脑失调"，其

网站上有研究的内容提要，这些提要称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遗传的易染病体
质包括多样的精神分裂症和情绪失调致病基因，并且支持国家心理健康研究
所进行的遗传学研究（http： //www.nami.org/）

37.参见http • //www.help4adhd.org/en/about/causes (2005年8月 26 日

访问）。
38.感谢克洛艾•西尔弗曼提供这一领域的信息，还感谢他提供的关于美

国过动儿组织和其他儿童精神病家长团体——他们遵循现在为人们所熟悉的
“基因公民身份”模式一的建议。

39,参见http: //www.geneticalliancc.org/ (2004年8月 18 日访问)。

如.关于心灵组织，参见http://mind.org.uk］关于心理健康基金会，参见

http://www.mentalhealth.org.uk。关于类似的阐述，还可在http： //www.rethink.

org.uk上参见“再思考”——它以前是国家精神分裂症协会。
41.比如，躁郁症协会的杂志《钟摆》2005年夏天刊载了对这一研究一

它可能导致这样的血液检测，它们检测能够把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和
双相障碍的人区分开来的基因表达一的描述，提出这样的检测将使及早诊
断和更为及时的治疗成为可能（他们指的是Tsuang et al. 2005）。关于躁郁症协

会，参见http： //www.mdf.org.uk/。

depressionalliance.org/)

43.这里不是追溯关于这些批评运动的历史的地方，对此我在Miller and

Rose 1986和Rose 1986中有所讨论。众所周知，英国和欧洲的批评精神病学运

动借用了莱恩和萨斯的著作，米歇尔•福柯的部分作品，和意大利精神病学
家佛朗哥•巴萨利亚的影响。英国历史中重要的组织有20世纪70年代的精神病
患者联盟、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抗精神病压迫运动、英国精神病治疗替代疗法

42.抑郁症联盟在这些组织中有代表性（参见http： //www.

http://www.sane
file:////www.nami.org/%EF%BC%89
file:////www.help4adhd.org/en/about/causes
file:////www.geneticalliancc.org/
http://mind.org.uk%25EF%25BC%25BD%25E5%2585%25B3%25E4%25BA%258E%25E5%25BF%2583%25E7%2590%2586%25E5%2581%25A5%25E5%25BA%25B7%25E5%259F%25BA%25E9%2587%2591%25E4%25BC%259A%25EF%25BC%258C%25E5%258F%2582%25E8%25A7%2581
http://www.rethink
file:////www.mdf.org.uk/%E3%80%82
depressionalli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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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和康复者说话。在欧洲层面上，发起运动的工作仍是由精神病治疗（前）
接受者和精神病康笈者欧洲网着手进行的（参见http： //wwwenusporg/）.

44,比如，心理自由组织将下面这些组织结成了一个国际联盟，它们不仅致
力于对精神病的遗传基础，而且致力于对“生物医学模式”本身和“精神病产
业”一别是制药公司一出质疑（参见http：//，

45.这可以在他的网站http： //www.moshersoteria.com/.上找到.1968年到

1980年，莫舍是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精神分裂症研究中心的首位主任，在那里
他创立了《精神分裂症通报》并担任第一任主编。1988年到1996年他担任马里
兰州蒙哥马利县瘾、受害者和心理健康服务部的医疗总监，和精神病学临床
教授。1996年到1998年，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心理健康服务部的临床
主任，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教授。他在蒙哥马利县
任职时，帮忙制订了很多创新计划，包括一家由消费者拥有和经营的计算机
公司，一种新的替代让处于危险期的患者住精神病医院的住宅疗法。1970年到
1992年，他担任“拯救计划一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社会替代疗法”的合作调査
员，后来任研究主任。劳伦•莫舍2004年去世。

46.表明这些论点中的毒性的例子是“传统”抗精神病药物或安定药造
成的长期影响，比如氯普马嗪/氯丙嗪，当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精神病
医院中使用它们时，它们会导致迟发性运动障碍这一不可逆转的疾病（参见
Gelman 1999, Healy 2001 and Rose 2004)。

47.很多人还指望法律来支持这些理由。首个对百忧解提起的诉讼于1994
年在路易斯维尔上庭，该诉讼是关于5年前医生给约瑟夫•威斯贝克开了百忧
解后不久，他在工作的印刷厂射中28人，在射中自己之前射死了8人。这个案
子让人们长期对这些药物副作用一对被施用百忧解的人越来越焦虑（失静
症）和自杀意念越来越多的担心，这些人虽然数最少，但是意义重大——的
担心进入了公众领域。这导致1984年德国许可证发放当局在发放许可证之前
强调进行产品警告。随着第一代这类药物失去专利权，生产商们还在对抗许

'wwwmindfreedom.otg/ ) „

http://www.moshersoteria.com/.%25E4%25B8%258A%25E6%2589%25BE%25E5%2588%25B0.1968%25E5%25B9%25B4%25E5%2588%2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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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类似的病症。2001年6月1 H ,夏延的一个法院命令葛兰素史克向唐纳德•谢
尔-家支付640万美元（470万英镑），唐纳德在他的普通科医生给他开了治
疗抑郁症的帕罗西汀（欧洲叫赛尔特）两天后，射杀了他的妻子、女儿和外
孙女，然后自杀了。陪审团裁决该药对这些人的死亡负有80%的责任。两周
后，在2001年5月，一位澳大利亚法官裁定大卫•霍金斯使用的舍曲林一
这是漠大利亚最广泛使用的抗抑郁药一大于建议用量，这导致他谋杀了自
己妻子并且企图自杀：“我确信若不是他服用了舎曲林，他就不会勒死他的
妻子。”（法官巴里,奥基夫）引自ht中：〃wwwantidepressantsfacts.com/David-

JohnHawkins.htrn (2005年8月24日访问)

48.玛西亚•安杰尔以前是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他对制
药业进行了一些最有力的抨击（参见Angell 2004, Reiman and Angell 2002）.

49.埃米莉•马丁在她对抗抑郁药销售的研究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表明弗兰克•艾德一他对默克公司进行的阿米替林临床实验至关重要，可
以认为他的著作促使抑郁症诊断增多，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疗法增多——
狂热地献身于让该病得到认可和治疗的斗争（Ayd1961）。我借鉴了她的文章
“Pharmaceutical Virtue：

drugs for markets and patients" , presented at Vital Matters: Biotechnology and its

Soci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Sept.30-Oct. 2 , 2005, Bergen, Norway。

50.众多医学信息公司网站宣传这样的报告，既然如此，从它们之中选一
个，即先导物发现的网站：http： //www.leaddiscovery.co.uk/reports/Anxiety%20

Disorders%20%20More20%Than%20Just%20a%20Comorbidit)'.html (2005年 12月

日访问）。
51.我在Rose 1996中详细讨论了这一点。

第八章控制生物学
1.本章是对下面这篇文章做了大量修改而成："The biology of culpability：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the meaning of psychotropic

%25E4%25B8%25AD%25EF%25BC%259A%25E3%2580%2583wwwantidepressantsfacts.com/David-
file:////www.leaddiscovery.co.uk/reports/Anxiety%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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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ical identities in a biological culture, "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2000, 4

（1）： 5—34。该文源于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法律协会第
18届年会做的主题演讲，该年会于1998年4月16日一19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州的墨尔本举行。该文的其他版本1999年3月提交给了杜伦大学的社会学系,
1999年5月提交给了多伦多大学犯罪学中心和芝加哥的法律与社会协会的年
会。感谢德博拉,德诺、多萝西•内尔金和大卫•沃瑟受帮忙为论文初稿寻
找资料，给出有用的意见，感谢《理论犯罪学》（T5W C血血心的匿名
评审提出有用的意见，并感谢帕特•奥马利和玛丽安娜•瓦尔韦德给出明智
的建议。论点完全是我自己提岀的。

2.对“先进的自由主义”社会中的控制方法进行的更详细描述，参见
Rose 2000,

3.对于这些发展的精彩描述一重点讨论美国一参见Rafter 1997。虽

然最初注意的是身体的外形、比例和外表，后来的技术设法让不可见的身
体内部的独特性标记变得可见，无症状的•带隐性基因者”尤其重要（Paul
1998g）。注意，虽然可以描绘岀这样一条线，即从隆布罗索经贝蒂荣到DNA
指纹识别，但是他们各自是在一个关于罪犯个性化的独特问题空间中发挥作
用的。

4.我在第二章中更详细地讨论了优生学。就犯罪而言，在美国让被判刑
的男性和女性罪犯绝育这一做法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到1917年，允许惯犯或
性犯罪者绝育的法律在16个州通过：1937年《财富》杂志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査
显示，63%的美国人赞成对惯犯进行强制绝育（Kevles 1985： 114）0在20世纪

20年代的德国，犯罪优生学是个专业，在纳粹掌权之后繁荣起来，到1939年

1988）。在英国，罪犯不是优生学话语的特权对象，该话语特别关注弱智者,
对强制干预生殖自由犹豫不决（Garland 1994, Rose 1985） o在20世纪30年代
北欧国家都以不同程度的热忱对精神病患者和弱智者采取了优生绝育措施,

检査犯罪嫌疑人的遗传性和系谱已经成为刑事侦查的一个常规部分（Pr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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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优生学表现为一种“牧师的”或“福利”形式：虽然绝育确实是根
据“反社会”迹象进行的，但就犯罪行为来看，它特别关注的往往是性犯罪
者，无疑是因为涉及阉割和性欲的混乱(Brobergand RoU-Hansen 1996)o

5.在之前的章节中我已经批评了李普曼对“基因化”的描述，比如
在Lippman 1992中所阐明的。斯帕滔内阐发了一个更复杂的论点(Spallone
1998),她使用“基因主义”这一术语，这是她从梅德沃(1984)以前对被误
用的遗传学进行的批评那里借用的。

6.在许多没有该标记的人得了该病——这削弱了该联系的统计学重要
性——之后，他们收回了该主张。

7.这一争论在Wasserman 1996中有所描述。非常感谢大卫•沃瑟曼提供给
我关于这次会议的论文和信息，以及与该会有关的活动。该会议的很多论文
现在已经发表为Wasserman and Wachbroit 2001。注意类似的、不太有争议的活

动大约同时在欧洲进行，比如参见Bock and Goode 1996, Crusio 1996.
8.组织者之一在Wasserman and Wachbroit 2001中讨论了这一争议。
9-有许多国家差异，在美国各个州和联邦管辖范围之间存在着不同。虽

然法律结果随着管辖区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提出的问题存在着许多相似之
处一这里让我感兴趣的是问题，而非具体的结果。我并不追求涵盖全面,
而是选择了一些典型的例子，不管它们出现在美国、英国还是澳大利亚。
Coffey 1993, Denno 1988, 1996 和Dreyfoss and Nelkin 1992给出了对美国的例子
的有用描述。

10.关于青少年罪犯，参见Freeman 1983中对以往观点进行的精彩总结。
关于女性罪犯的能动作用和责任的复杂观点，参见Allen 1988。

11.在很多情况中，一个拥有XYY染色体的男性是精神病院患者或刑法机
构中的犯人，单单这一事实就被研究者当做表明有暴力史的证据，他们并不
区分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不区分因犯罪行为而被监禁和因精神不健康而被
监禁。当有人进行更好的研究时，发现XYY状态和犯罪之间的唯一关联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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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财产犯罪有关•该辩护的兴衰在Saulkis 1979中有所讨论。

12.就我所知，该辩护并未在美国法庭中使用（参见Downs 2002, Lewis
1990）。

13.从20世纪40年代起对用于违法者和罪犯的脑电图仪进行的研究，试
图发现与一般群众相比罪犯身上特有的异常，试图研发这样的技术用于诊断
和規范，这取得了矛盾的、有争议的成功。参见Fishbein and Thatcher 1986和
PoUock ct al. 1983中的评论。

14.欣克利一案和以后使用大脑扫描的案件在Denn。1988中有所讨论。

15.实际上，欣克利…案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
律，控方得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在犯罪时神志是清醒的I在大多数其他州
和管辖区域，被告方必须以大多数证据证明被告的精神失常一这一标准很
可能导致欣克利被判有罪。

16. People vs. Weinstein, 591 NYS.2d 715 (Sup. Ct. 1992),该法庭断定在

诊断精神失常时，专家证据和对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结果与其他生理检
测 表明被告的大脑中有个素肿，并且大脑代谢失衡一的考虑并非不合
理，但是仅同意达成将控告从谋杀罪减为过失杀人罪这一协议，而不是进入
审判程序。1998年初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对迈克尔•珀森的审判中，辩方律
师向陪审团出示表明脑异常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和阿德里安•雷恩
关于在被定罪的谋杀犯中脑扫描异常更加普遍这一研究成果，试图将控告从
谋杀罪减为过失杀人罪，控方对此提岀质疑。雷恩的研究成果在下面有所讨
论。另一个较早的涉及要求釆用大脑扫描的案子是杰克•登普西•费雷尔的
案子，1995年他被判于1992年谋杀了他的女朋友，这是一级谋杀罪.2005年在

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举行了他的上诉听证会，在听证会上，费雷尔称他的辩
护律师在一审时本应该用大脑扫描支持他有神经损伤这些论点。在原审和最
后上诉之间的听证会上，政府反对进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化断层显像扫描的
请求，不仅因为已经有了对脑额叶损伤的诊断一已经作为减罪因素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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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在内了，而且因为没有什么扫描能表明物质大脑是如何影响费雷尔的活动
能力的。佛罗里达州最髙法院在2005年6月16日的判决（编号SC03-218）中,

认为“对必然性的详细说明是任何诊断检测是否应该被认可的指导原则”,而
在费雷尔的案子中，这并没有得到说明。

17.注意在用脑扫描表明大脑损伤和用脑扫描表明精神病之间存在着区
别。无疑，据称关于脑损伤的扫描证据证明的是对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诊断,
就像在2001年向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提出的失败上诉——对判处乔纳森•休
伊•劳伦斯死刑提出上诉一中那样（截至2005年，该案的进一步上诉仍有待
定夺）。在试图证明曾被称作“功能”障碍- 即未伴随脑损伤的精神病-
的疾病时很少使用扫描。

18.关于该审判的细节和被提交的证据的副本摘录在http： //www.pbS.org/

wgbh/frondine/shows/kinkel/trial/ （2005年8月 29 日访问）。

19.关于美国精神病联盟的意见书，见http： //www.nami.org/Content/

ContentGroups/Policy/WhereWeStand/The_Criminalization_of_People_with_

Mental_IHness_WHERE_WE_STAND_htm （2005年8月29日访问）。

20.最近以来，有些人提出金克尔受百忧解和利他林——他声称自己在谋
杀发生时正在服用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之害，并且将这一主张延伸到导致
美国很多其他校园枪杀事件的年轻人。比如参见Dan Edwards, at http： //www.

geocities.com/StNektarios/BIOPSYCHE.html （2005年8月 29 日访问）。

21.我能找到的对该案件最全面的报道是由法院电视（CourtTV）在http：//

wwwcrimclibrarycom/seria）_killers/predators/stayner/ （2005年8月 30 日访问）提供

的。我在这里利用的是该报道。
22.参见http： //www.crimelibrary.com/serial_killets/predators/stayner/的更新

内容（2005年8月29日访问）。麦金尼斯医生说她当前的研究领域是神经行为
遗传学。

23.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布伦纳从相当不同的角度讨论他的研究可能

file:////www.pbS.org/
file:////www.nami.org/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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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响。
24.有时为了支持对基因本质主义的辩护引用的其他案例涉及酗酒对接

受纪律聆讯或被取消律师资格的律师的自由意志产生的影响•内尔金提到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两个类似案例，以支持她有关基因本质主义正在兴起的主
张。在这两个案例中，尤安尼斯奇克因酗酒而贪污，因此被取消了律师资
格，而贝克有类似的行为，但是他却声称有遗传禀性，没有被取消律师资格

(Dreyfuss and Nelkin 1992)。但是“酗酒”的矛盾性一既是有意的又有是

无意的，既是生理的又是自愿的——给法律带来了特有的问题：参见类似的
克西案例中的争论：520 A. 2d 321 (D.C. App.1987),更普遍的参见Valverde

1998。

25.虽然神经伦理学家忧心忡忡，但如果在法庭上使用“脑指纹识
别”一这一技术希望通过使用脑扫描来补充或代替测谎器，这些脑扫描声称
能够表明某人是否在说谎或者以前是否看到某个面孔、地方或犯罪现场一
那么情况将肯定几乎是一样的。这一技术建立在对某个特定脑电波反应•
叫做P300——进行的脑电图监测之上，P300是当人识别和处理某个重要的或
值得注意的进入大脑的刺激时大脑在转瞬间发射出来的。脑指纹识别是拉
里•法韦尔博士研发的，他的脑指纹识别实验室已经展示了这一技术(参见
http： //brainwavescience.com/12005年8月23日访问］).2002年许多法庭案件利用

了这一技术，包括特里•哈林顿的成功上诉，特里1978年在爱荷华州被判谋
杀。它在美国媒体中被大量宣传。到2005年，仍然不清楚的是在美国法庭中来
自该技术的证据在何种程度上和在何种情况下是可采纳的。Keckler 2005回顾

了一些这样的法学问题。
26.当然，那些界限一它们限定被认为有能力承担自由意志责任的那

些人• 长久以来就是有争议的。在刑事司法制度中，在法律哲学家之间,
关于女性和儿童完全为其行为负责的能力的争论历史悠久。从19世纪中期开
始，常常要求运用科学知识将他们与完全理智的成年男性区分开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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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杀婴案件中母亲的责任问题，关于我们在本章前面看到的经期问题。就
儿童而言，大部分争论最关心的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但是法庭再次抵制
根据实证知识调整自己的推理形式。美国最近反对对青年人判处死刑的运动
利用了来自脑研究的证据，该证据表明成年人的大脑直到18岁、20岁甚至25岁
才成熟（比如参见Beckman 2004）。但是，在科学界本身存在着关于这个问题

的争论。在2004年5月《科学新闻在线》中的一篇文章中，一些研究者——特
别是来自佛蒙特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大卫•法斯勒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神经心理学教授吕本•古尔——主张法律必须考虑青年人的大脑与成年人的
大脑功能不同这一•事实，虽然其他人主张“没有证据将青年人大脑的独特性
和与法律有关的状况一比如道德判断力受损或不能控制杀人冲动——联系
起来。'少年死刑让我困扰不已，但这不是个伦理问题，'哈佛大学的心理学
家杰尔姆•卡根说道，’大脑数据并不显示青年人对罪行负有减轻的罪责。’"
(转弓I 自Bruce Bower, Teen Brains on Trial in Science News Online for the week of

May 8, 2004, Vol. 156, No. 19,来自http： //www.sciencenews.org [2005年8月28

日访问1）。
27.比如参见肖恩•塞勒斯和布伦特•厄勒里的案子，由俄克拉何马州废

除死刑联盟报道，见http://www.ocadp.org/。

28.关于讨论这一问题的案例，参见L«心v. Stat, 887 S. W2d 315 （Tex. Crim.

App. 1994),利用的^Johnson u Texas, 125 L. Ed. 2d. 290, 113 S. Cl 2658 (1993)

和Penry v. Linaugh, 492 U.S, 915 （1989）.美国很多州在死刑案例中都已经采

用了类似的“指导裁：ft”条款，在陪审团裁决之后，审判进入一个单独的阶
段，在陪审团面前决定处罚的阶段：陪审团在确定量刑时要考虑一系列加刑
因素和减刑因素，在某些州这包括改造的可能性。

29.这是个国际现象。在写本书时（2005年7月），人们正在讨论这样的提
议，即把那些被认为有暴力倾向、有对公共安全造成高危险倾向的、不可救
治的人监禁起来。1990年4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了《社区保护法案》，

file:////www.science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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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监禁加里•大卫合法化：人们认为这个人危险，但是他又不被归入刑事法
律或精神卫生法律体系的范围。在相关的类精神病领域中，特别是对于恋童
癖，预防监禁正在许多国家中被讨论：似乎为了保护社会不受越来越多的
“破坏者” 他们不符合合乎法规的主体性模式和精神病主体模式一危
害，必须放弃“法治”惯例(Pratt 1998, Simon 2000, Scheingold etal. 1994).

30.这也是包含莫尔斯的章节在内的论文集中大多数撰稿人的观点。但
是，乔舒亚•格林和乔纳森•科恩在《关于法律和大脑的哲学交流》主题专
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自神经科学的证据不会直接给法律造成困扰，但是
它改变了人们关于自由和责任的道德直觉，反对将报应作为惩罚逻辑，赞
成旨在促进未来福祉而不是进行应得惩罚的方法，间接给法律造成了困扰

（Greene and Cohen）。不得不说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背道而驰，如我们将要

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刑事司法制度试图促进的未来福祉越来越是“社
会”的福祉，就像在社会保护和社会防卫中那样，而不是改造个体（比如参
见Garland 2001, Rose 2000)。

31.早在20世纪50年代，莱纳斯•波林就热烈支持通过分子遗传学理性控
制人类能力这些不切实际的可能性（参见Duster 1990, 46）。加州理工学院的

詹姆斯•沃森和罗伯特•辛斯海默都提供了值得引用的话，说明“我们的命
运在我们的基因”中这一观点（参见Nelkin and Lindee 1995） 0就种族主义者

而言，通常可以从威廉姆•肖克利、从其建立起就与优生学有关的先锋基金
或者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J.菲利普•拉什顿那里找到引证，拉什
顿认为黑人、亚洲人和白人之间的行为差异是由他们的繁殖策略的进化变异
造成的。

32.芬兰在这一领域可以说有专门研究。伊恩•哈金讨论了马尔库•林诺
伊拉和马蒂•维尔库宁及其同事所写的一系列有关敌对行为神经化学的文章

（Hacking 2001）.他指出弗雷德里克，K.古德温——他后来对暴力倡议行动
的争议至关重要一写了其中一部分文章。



33,关于“治疗法学”这一具体观念一这是这■-更普遍策略中的一个要
索——参见Carson 1995。“治疗法学.是利用法律和更一般的刑事司法制度,

对实际的或潜在的罪犯产生一种治疗效果，在这里，治疗效果主要是指个体
重新适应其社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34.皮尔斯•贝尔尼指出这是査尔斯•戈林1913年主张的（Beirne 1988）。

35.总结自他为与这一计划有关的BBC网站所写的一篇文章，见http： //

news.bbc.co.uk/l/hi/programmes/if/4102371.stm （2005年8月31 日访问）。

36.关于“通过创造种类创造世界”，参见Hacking 1992。

37.这一策略与马尔科姆•菲利和乔纳森•西蒙提议的保险计算形式的风
险管理不同（在Feeley and Simon 1992, 1994中）。对风险性的计算可能是析因

的，并且可能力图发现特定的人口小群，与高风险有关的因素集中在这些小
群中，但其目的仍然是发现特定的风险人士，不让他们成其危害。

38,我在第七章中讨论了其中一些研究。
39.参见http： //www.scicncedaily.com/releases/2003/01 Z030123072840.html

（2004年12月29日访问）。

40.比如，意大利罗马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科尔内留斯•格罗斯及其
同事正在用先进的方案在老鼠身上实验和探索与焦虑和敌对行为有关的基因
环境相互作用（比如参见Gross and Hen 2004）。

41.他们在http: //www.aic.gov.au/publications/undi263.html （2004年 12月 29

日访问）上提供了对导致反社会行为的候选基因进行的分析和一份词表，这
很有帮助。

42.古德温以前是酒精、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管理局的局长，是躁郁症
标准教科书的作者（和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一起，Goodwin and Jamison

1990）。1992年春，在美国心理健康国家咨询委员会前讨论该倡议时，古德温

把市中心暴力行为和一些猴子种群中的活动做了类比，在猴群中，公猴杀死
其他的公猴，然后因为竞争者有限，就可以和众多母猴交配。根据古德温的

file:////www.scicncedaily.com/releases/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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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这些“攻击性过强的”猴子似乎还是“性欲极强的”。他似乎将猴子的
这一行为和刑事司法制度所牵涉到的暴力年轻人的行为联系起来，当然这些
暴力年轻人绝大多数是黑人。如《洛杉矶时报》所说，古德温“对市中心的
年轻人和生活在野外的性欲过剩的猴子进行了比较”。他提到容易让人们做出
暴力行为的遗传因素，提到需要寻找暴力倾向的生物学标记，这激怒了很多
人。在几周之内，暴力倡议就在对种族主义的种种指控中被放弃了，古德温
接着成了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1994年因接受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
的一个职位而离职。他继续赢得奖项和称赞，并且从1998年到2004年是美国一
个每周公共广播节冃《无限心灵》的主持人，该节目是关于人类心灵的艺术
和科学的。

43.比如参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00年准备的关于它对儿童和青少年
暴力行为研究的综述，见http： //ww.nimh.nih.gov/publicat/violenceresfact.cfm

（2004年12月29日访问）和200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共识状况
声明》，见http： //consensus.nih.gov/ta/023/023youthviolencepostconfintro.htm

（2004年12月29日访问）。

44.在那一程度上，这些倡议活动与美国和英国正在兴起的新社群主义形
式完全一致（参见我在Rose 1999中的讨论）。我要感谢丹尼尔•沃瑟曼提出的
建议，这些建议为我阐明了这一点。

45.以前的研究和专家小组1994年对国立卫生研究院关于反社会的、攻
击性的和与暴力有关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的研究提出了诸多建议，该计划是
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考虑到对以前的研究计划提出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指
控，该计划建议研究计划咨询委员会要包括社区代表，并且“应该特别注意
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特殊需要和特别关心的事，以便为这些人提供适当的、
可接受的服务和机会，这是很重要的。

46.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献越来越多。尤其参见Pratt 1995和O' Malley
1998。当然，应该避免提出令人误解的一致性：如加兰和欧莫利俩人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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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控制方法是多种多样、互相矛盾的，并且根据地方政治目标快速地变动
(Garland 1996, O' Malley 1999)。特别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需要根据罪犯调整

刑罚的风险预防策略，它们在向着“确定限期刑罚”发展，而这--发展明显
是矛盾的，因为在后者那里，惩罚只是根据犯罪性质来计算的。

47.讨论心理学和社会学中最近出现的进化范式产生的影响，这需要单独
的一章。

48.关于与就业和保险中的遗传筛査有关的这些设想——虽然它们涉及的
是疾病而非犯罪或行为障碍一参见Gostin 1991.

结语身体伦理学与生物资本的精神
1-这里我显然指的是对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所阐发的伦理学的

理解 种思考伦理学和自我技术的方式，这是我在以前的著作中大量讨
论的(我尤其用到了它们在Deleuze 1988, Foucault 1985, Rose 1996b中被表述

的方式)。
2,如韦伯自己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一段所认为的那样

(Weber 193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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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罗•帕顿教授介绍，我联系到了本书的作者尼古拉斯-罗斯教授，这让
我又重新有了翻译本书的信心。我就翻译中遇到了问题一一向罗斯教授
请教，他也非常耐心地一一做出了回答，而且还向我推荐了他的一位中
国同事、深谙医学知识的Joy Zhang,请她用中文向我解释一些比较难懂
的医学概念，书中有些医学术语就是Joy Zhang向我建议采用的。正是
这些学者的帮助，保证了本书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也让本书的翻译更
加准确，因此，本人在此向所有这些帮助过我的学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不过，由于本人所学有限，因此，书中可能还会有一些误译的地方，还
请各位方家予以批评和指正。
本书和我们之前读到过的探讨生命政治的论著不同，它并不想在

理论上探讨一种新的生命哲学，而是试图初步描绘当今的一种新兴的生
命形式，描绘当今医学和政治认识与实践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重构：分子 
化、最优化、主体化、身体知识和生命力经济。作者考察了当今生物医

对于一位英美文学专业的译者而言，翻译这部著作殊为不易。刚拿 
到本书时，我本以为是和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吉奥乔•阿甘 
本等探讨新生命哲学的理论家有关，但是细读下来，才发现本书主要涉 
及的是医学，以及在医学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和新的主体性。由于本书
涉及面太广，尤其涉及的医学知识很多，我曾一度想放弃本书的翻译， 
但是在导师陈永国教授的建议下，经澳大利亚著名德勒兹研究专家保



史6」生命不贖政狽

学中的种种发展，指出伴随着这些发展，人们实际上已经在重新界定
“生命”和“政治”这两个概念，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作者试图探讨
究竟是怎样的生命哲学在支持当今医学和政治认识与实践活动中的参与
者们所支持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探讨这些人关于什么是“生物的”所进
行的预设；探讨他们如何对生命的与非生命的进行区分，探讨他们关于
对生命的和非生命的负责任的看法，探讨关于当代诸种生命哲学的政治
究竟是什么，探讨当今“生物伦理学”的意义是什么，探讨在这个生命

家属，以及其他相关人士进行了怎样的伦理思考，等等。因此，阅读本

化，才能更好地理解本书所描绘的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及其体现的可能
未来。在进行这些描述时，作者并未进行太多的分析、批评和判断，所
有这些，作者都留给了作为读者的我们。正因为如此，本书才值得我们
仔细阅读，值得我们开动脑筋，展开更多的思考，而这似乎正是作者的
目的所在。

书需要我们摒弃关于“生命”、“政治”、“主体性”.“伦理学”等的旧有 
理解，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来看待书中所描绘的一切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变

本身的分子政治时代中，被作者称为“生物公民”的人们如何为自己的 
身体或肉体本身负责，探讨在面临困境或必须做出决定时，患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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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福柯著作的杰出阐释者.罗斯特别适合将理论家福柯关J•生命权力的思想在 
可能的地方应用于21漱纪，而H.他足够勇敢，敢于在必要时摒弃和改进它们。 
因此，他的著作巧妙地探讨了随人类基因组解码之后而来的关于人格、社群、亲 
属关系的观念发生的变化：

几百年来，医学致力于医治病变。但是今天，常态本身可以进行医学改进c医学现在具 备了对身体和头脑的分子理解，具备了在分子、细胞和基因层面上操控基本生命过程的新技 术，现在它试图控制人的生命过程。本书仔细研究了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的近期发展，这些 发展使得医学、人类生命和生物技术普遍政治化。作者尼古拉斯•罗斯避免了大众科学的炒作和大多数社会科学的悲观情绪，分析了当前 的分子生命政治、基因组学、神经科学、药理学和精神药理学的发展，探讨了它们是如何影 
响种族政治、犯罪控制和精神病学的。罗斯在书中不仅分析r生物医学从进行治疗到管理生 
命的转变、新近对治疗疾病易感性而不是疾病的强调、我们对病人的理解岀现的变化，还 
讨论了新的医疗行动主义形式的出现、生命资本的兴起和生命权力的变化°他认为：“这些 发展对我们认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朗德拉•纳尔逊(Alondra N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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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其至福何都没冇预见到生物资本主义和生命政治在不为人知的层面上延 伸至我们的主体性和公民身份之中。当哲学家们仍在试图将“心/身”间隙填平时, 尼古拉斯•罗斯却表明这一间隙就在我们眼皮底卜一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我们是 后人类r吗？未必，这一长长的、详细的探索思考了另一个.更确切地说是不可思 议的选择：彻底重新思考教会神父所谓的“道成肉身〉
——布昏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社会革新中心

上架建议：西方文论
ISBN 978-7-301-24957-4

这本书令人信服地描绘了人类基因组学的做法正在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图景.改 
变医学、公民身份、种族和其他政治构型的特征。本书必将会被广泛査阅和讨论。

------斯特凡,黑尔姆赖希(Stefan Helmreich)

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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